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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海洋，這個覆蓋地球表面 71%的藍色空間，長期以來被視為無垠且寧靜的

世界。然而，隨著人類海洋活動的急劇增加，海洋環境正面臨著一種新型態的污

染威脅－水下噪音污染。這種「看不見」的污染正在悄無聲息地改變著海洋生態

系統的平衡，對海洋生物的生存與繁衍造成深遠的影響。 

近年來，隨著全球貿易的蓬勃發展、離岸能源開發的興起、軍事活動的增

加，以及海洋休閒活動的普及，人為產生的水下噪音已成為海洋環境中不可忽視

的污染源。國際海事組織(IMO)於 2023 年發布的修訂版《減少船舶水下輻射噪音

準則》，以及歐盟於 2024 年制定的首個全歐盟水下噪音限制標準，都標誌著國

際社會對這一議題認知的重大轉變－從過去的「忽視」到如今的「積極應對」。 

水下噪音的影響遠比我們想像的更為深遠。對於依賴聲音進行通訊、導航、

覓食的海洋哺乳動物而言，人為噪音的干擾可能導致牠們的行為改變、生理壓力

增加，甚至影響其繁殖成功率。最新研究顯示，持續的水下噪音暴露不僅影響鯨

豚等大型海洋哺乳動物，也對魚類、海龜、無脊椎動物等產生不同程度的負面效

應。更令人擔憂的是，這種影響具有累積性和長期性，可能對整個海洋生態系統

的結構與功能造成不可逆轉的改變。 

面對這一挑戰，科學研究與技術發展顯得格外重要。如何準確量測和評估

水下噪音？如何預測其生態影響？如何制定有效的防制策略？如何建立完善的

法規框架？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跨領域的知識整合與國際間的密切合作。 

我國四面環海，海洋資源豐富，海洋產業發達。隨著離岸風電等海洋能源開

發計畫的推進，以及海洋運輸業的持續發展，水下噪音管理已成為我國海洋環境

保護工作中不可迴避的重要課題。行政院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於 2023 年發布

的《水下噪音指引》，為我國水下噪音管理提供了初步的技術框架，但仍需要更

完善的科學基礎和技術支撑。 

本書的撰寫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作為國內首部系統性探討水下

噪音問題的學術專著，本書試圖建構一個完整的知識體系，從基礎理論到應用實

務，從國際經驗到本土需求，為讀者提供全面而深入的專業資訊。 

本書的編撰過程中，我們參考了大量的國際最新研究成果，包括歐盟海洋

策略框架指令(MSFD)的實施經驗、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OAA)的技術指引、

以及國際鯨類研究委員會(IWC)的科學建議等。同時，我們也特別關注了亞太地

區的研究動態和管理實踐，力求在國際視野與本土需求之間找到平衡點。 



值得特別提及的是，水下噪音研究是一個快速發展的領域。新的測量技術

不斷湧現，對生態影響的認知持續深化，國際法規標準也在不斷更新。因此，本

書在撰寫過程中始終秉持開放和前瞻的態度，不僅介紹當前的知識成果，也探討

未來的發展趨勢和挑戰。 

本書的目標讀者涵蓋海洋科學研究人員、環境影響評估從業者、海洋工程

技術人員、環境管理決策者，以及關心海洋環境保護的社會各界人士。我們希望

通過本書的出版，能夠提升社會各界對水下噪音問題的認知，推動相關研究與技

術的發展，促進政策法規的完善，最終為保護我們共同的海洋環境貢獻一份力量。 

海洋的寧靜不應該成為工業文明發展的犧牲品。正如國際科學界所倡導的

「寧靜海洋」願景，我們需要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找到平衡，在利用海洋

資源的同時，也要為海洋生物留下一片寧靜的家園。這不僅是一個技術挑戰，更

是一個道德責任。讓我們攜手努力，為後代子孫留下一個健康、多樣、寧靜的海

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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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水下噪音：海洋環境的隱形污染》是一本全面探討水下噪音問題的學術

專著，涵蓋了從基礎理論到實務應用的完整知識體系。本書共分為七個主要章節，

系統性地介紹了水下噪音這一新興海洋環境科學領域的各個面向。 

一、第一章緒論奠定了水下噪音研究的基礎框架，闡述了水下噪音的定義、分類

與特性，分析了人為噪音源對海洋生態系統的影響，並探討了國際社會對此

議題的關注與發展趨勢。該章建立了完整的學術背景，為後續章節的深入討

論提供了理論基礎。 

二、第二章水下噪音特性深入探討了聲波在海洋環境中的傳播原理與物理特性，

包括聲學基礎理論、海洋聲學環境、噪音源特性分析，以及噪音對海洋生物

聽覺系統的影響機制。本章結合最新的科學研究成果，提供了理解水下噪音

現象的理論基礎。 

三、第三章水下噪音量測與監測介紹了水下噪音的測量技術、監測系統設計、數

據處理方法，以及品質保證與品質控制程序。該章詳述了從儀器選擇到數據

分析的完整技術流程，為實際監測工作提供了標準化指引。 

四、第四章水下噪音評估與預測闡述了噪音影響評估的方法學、預測模型的建立

與應用，以及風險評估框架。本章整合了國際先進的評估技術，提供了科學

可靠的影響評估工具。 

五、第五章水下噪音控制與防制探討了從聲源控制到傳播路徑管理的各種噪音

防制策略，包括工程技術措施、管理措施，以及生態保護措施。該章結合國

際最佳實務案例，提供了切實可行的控制方案。 

六、第六章水下噪音法規與標準全面分析了國際組織如 IMO、歐盟 MSFD 等制

定的相關法規標準，探討了各國的政策實施經驗，並提出了適合我國國情的

法規建議。隨著 2023 年 IMO 修訂的《減少船舶水下輻射噪音準則》生效，

以及 2024 年歐盟制定的首個全歐盟水下噪音限制標準，本章提供了最新的

國際法規動態分析。 

七、第 7 章 政策發展與未來展望說明水下噪音研究的未來發展趨勢，包括新興

技術的應用前景、跨領域合作的重要性，以及政策制定的方向建議。該章特

別關注了氣候變遷對海洋聲學環境的影響，以及海洋保護區規劃中噪音管理

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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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具有以下特色：科學性－基於最新的國際研究成果和技術發展，提供

科學可靠的理論基礎；實用性－結合實際案例和應用經驗，提供可操作的技術指

引；前瞻性－關注國際發展趨勢，提供未來研究與政策制定的方向；本土性－結

合我國海域特性和管理需求，提出適用的解決方案。 

本書適合海洋科學、環境工程、聲學工程、海洋管理等相關領域的研究人

員、技術人員、政策制定者，以及關心海洋環境保護的各界人士閱讀參考。隨著

國際社會對海洋噪音污染關注度的日益提升，本書將為推動我國水下噪音研究與

管理工作提供重要的學術支撑和實務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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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緒論 Introduction 
 

水下噪音研究作為海洋環境科學的新興領域，實現了人類對海洋生態系統影響認

知的深化與擴展。隨著全球海洋活動的急劇增加，人為噪音已成為繼化學污染、

過度捕撈之後的第三大海洋環境威脅[1]。這一認知的轉變不僅重新定義了海洋

污染的概念，更促使國際社會重新審視人類活動與海洋生態系統的關係[2]。 

水下噪音研究的發展歷程反映了海洋科學從物理化學導向生態環境導的重要轉

變。早期的海洋聲學研究主要服務於軍事和工業需求，關注點集中在聲傳播特性

和水下通訊技術[3]。直到 1970 年代，科學家才開始系統性地關注人為噪音對海

洋生物的潛在影響，說明水下噪音環境影響研究的正式起步[4]。 

當代水下噪音研究呈現出顯著的跨學科特徵，融合了物理海洋學、生物聲學、行

為生態學、環境工程學等多個學科領域[5]。這種跨學科整合不僅豐富了研究內容，

更為解決複雜的海洋環境問題提供了全新的理論框架和技術手段[6]。同時，研究

範疇從早期的單純學術探討擴展至政策制定、工程應用和社會管理等實踐層面，

形成了完整的科學-技術-政策鏈條[7]。 

本章旨在全面梳理水下噪音研究的理論基礎、技術發展和應用前景，為後續章節

的深入探討建立紮實的背景基礎。透過系統性的文獻回顧和趨勢分析，本章力求

呈現水下噪音研究領域的完整圖景，並為未來研究方向提供指導性建議[8]。 

 

1.1 水下噪音研究背景 Background of Underwater Noise Studies 
水下噪音研究的歷史背景深深植根於人類對海洋環境認知的演進過程中。從

最初將海洋視為無限容納人類活動廢物的巨大容器，到逐漸認識海洋作為複雜生

態系統的脆弱性，這一認知轉變為水下噪音研究的興起奠定了重要基礎[9]。 

1.1.1 歷史發展脈絡 Historical Development Context 

水下噪音研究的萌芽可追溯至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軍事聲學應用。戰爭期

間發展的聲納技術和水下通訊系統為後續的民用海洋聲學研究提供了技術基礎

[10]。然而，將人為噪音視為海洋環境問題的觀點直到 1970 年代才正式確立，這

主要歸功於 Payne 和 Webb 在 1971 年發表的開創性研究[11]。 

該研究首次提出商業航運產生的低頻噪音可能干擾須鯨類的長距離通訊，

從而影響其覓食、繁殖和遷徙行為[12]。這一發現徹底改變了科學界對海洋噪音

的認知，將其從純粹的物理現象轉變為具有生態學意義的環境因子[13]。隨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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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間，越來越多的研究證實了人為噪音對多種海洋生物的不利影響，推動了這

一領域的快速發展[14]。 

1980 年代說明水下噪音研究進入系統化階段。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NOAA)開始建立長期的海洋噪

音監測網絡，為量化人為噪音的時空變化提供了數據基礎[15]。同期，歐洲國家

也開始關注北海和波羅的海地區的船舶噪音問題，推動了國際合作研究的興起

[16]。 

1990 年代見證了水下噪音研究的理論突破。Richardson 等學者的經典著作

《Marine Mammals and Noise》建立了海洋哺乳動物聲學影響評估的理論框架，

成為該領域的奠基性文獻[17]。該框架將噪音影響分為四個層級：探測閾值、行

為反應閾值、遮蔽效應閾值和生理損傷閾值，為後續的研究提供了標準化的評估

方法[18]。 

21 世紀初期的技術革新進一步推動了水下噪音研究的發展。數位信號處

理技術的成熟使得大規模、長期的海洋聲學監測成為可能[19]。同時，衛星追蹤

技術的應用使研究者能夠將海洋生物的移動軌跡與噪音暴露歷史相結合，為建立

因果關係提供了重要證據[20]。 

近十年來，水下噪音研究呈現出明顯的政策導向特徵。歐盟海洋戰略框架

指令將水下噪音列為海洋環境狀況評估的重要指標，推動了大規模的監測和研究

計畫[21]。國際海事組織制定的船舶噪音減緩指導方針則實現了國際社會對這一

問題的重視[22]。 

當前的水下噪音研究正朝著更加整合和應用導向的方向發展。氣候變化、

海洋酸化等全球性環境問題與噪音污染的交互作用成為新的研究熱點[23]。同時，

人工智慧和機器學習技術的應用正在革新海洋聲學數據的分析方法，為深入理解

複雜的生態聲學現象提供了新的工具[24]。 

1.1.2 學科發展動因 Driving Forces of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水下噪音研究的學科發展受到多重因素的共同驅動，其中科學認知的深化、

技術能力的提升和社會需求的增長構成了三大核心動力[25]。 

科學認知層面的驅動力主要來自於對海洋生物聲學行為理解的不斷深化。

隨著研究的深入，科學家發現聲音在海洋生物的生活中扮演著比預期更加重要的

角色[26]。海洋哺乳動物不僅依賴聲音進行通訊和導航，許多魚類和無脊椎動物

也具有精密的聽覺系統，能夠利用聲音進行覓食、避敵和繁殖等關鍵生活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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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技術發展為水下噪音研究提供了日益先進的工具和方法。高靈敏度水聽器

的開發使得微弱的生物聲學信號能夠被精確捕獲[28]。數位信號處理技術的進步

則大幅提升了聲學數據的分析能力，使研究者能夠從複雜的海洋聲景中提取有用

的資訊[29]。近年來，自主式水下載具(Autonomous Underwater Vehicle, AUV)和

水下滑翔機的應用進一步擴展了海洋聲學研究的空間範圍和時間尺度[30]。 

社會需求的增長是推動水下噪音研究發展的重要外在動力。隨著全球貿易

的擴張，海上交通量急劇增加，商業航運產生的噪音已成為海洋環境的主要污染

源[31]。同時，海洋可再生能源開發、深海採礦等新興海洋產業的興起帶來了新

的噪音源，迫切需要科學評估其環境影響[32]。 

環境保護意識的提升也為水下噪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社會支持。公眾對海

洋生物福祉的關注日益增加，特別是對鯨豚類等魅力物種的保護需求，為相關研

究爭取了更多的資源投入[33]。環境保護組織的積極參與不僅提高了問題的社會

能見度，也為研究成果的政策轉化提供了重要推力[34]。 

法規政策的發展需求進一步刺激了水下噪音研究的深入。各國政府和國際

組織在制定相關法規時需要科學依據，這為研究者提供了明確的應用方向[35]。

同時，工業界為了符合日益嚴格的環境法規，也積極投資於噪音減緩技術的研發，

形成了產學研結合的良性循環[36]。 

1.1.3 理論框架演進 Evolution of Theoretical Framework 

水下噪音研究的理論框架經歷了從簡單的線性思維向複雜系統思維的重要

轉變，反映了學科成熟度的不斷提升[37]。 

早期的理論框架主要基於經典的刺激-反應模式，將噪音暴露視為輸入變數，

將生物反應視為輸出變數，兩者之間呈現簡單的劑量-效應關係[38]。這種框架雖

然直觀易懂，但忽略了海洋生態系統的複雜性和動態性，難以解釋實際觀察到的

複雜現象[39]。 

隨著研究的深入，科學家逐漸認識到噪音影響的多層次性和相互作用性。

Southall 等學者提出的海洋哺乳動物噪音暴露標準建立了分層次的影響評估框架，

將影響分為生理損傷、行為干擾、遮蔽效應等不同層次[40]。這一框架的重要貢

獻在於承認了不同類型影響的質的差異，而非僅僅是量的不同[41]。 

生態系統服務理論的引入為水下噪音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該理論將

聲學環境視為重要的生態系統服務，強調其對生物多樣性維持和生態系統功能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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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的重要作用[42]。這一理論框架的應用使研究者能夠從更廣闊的生態學角度評

估噪音污染的影響，並為經濟學評估提供了理論基礎[43]。 

複雜適應系統理論的應用說明水下噪音研究理論框架的重要突破。該理論

認為海洋生態系統是由多個相互作用的組成部分構成的複雜系統，系統的整體行

為無法簡單地從個體組成部分的行為推導出來[44]。在這一框架下，噪音污染被

視為改變系統動力學的干擾因子，其影響可能通過複雜的反饋機制在整個系統中

傳播和放大[45]。 

近年來，社會-生態系統理論的興起為水下噪音研究提供了更加全面的理論

框架。該理論強調人類社會與自然生態系統的緊密耦合關係，將噪音污染問題置

於更廣泛的可持續發展脈絡中考慮[46]。這一理論視角不僅關注噪音對生態系統

的直接影響，也關注其對依賴海洋資源的人類社區的間接影響[47]。 

1.2 噪音來源與影響 Sources and Impacts of Underwater Noise 
海洋環境中的人為噪音來源呈現出日益複雜化和多樣化的趨勢，其對海洋

生態系統的影響也隨之變得更加深遠和微妙[48]。深入理解這些噪音源的特徵及

其生態影響機制，是制定有效管理策略的重要前提[49]。 

1.2.1 人為噪音來源分類 Classification of Anthropogenic Noise Sources 

人為海洋噪音可根據其時間特徵、頻譜特性、空間分佈和產生機制進行多

角度分類，這種分類方法有助於理解不同噪音源的影響特徵和管理需求[50]。 

按時間特徵分類，海洋人為噪音可分為連續性噪音、間歇性噪音和脈衝性

噪音三大類別[51]。連續性噪音主要來源於商業航運，其特徵是長時間、持續性

的聲能輸出，頻譜相對穩定但強度隨船舶類型和航行狀態而變化[52]。全球商船

隊每年產生的累積聲能輸出已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成為海洋背景噪音增加的主

要驅動力[53]。 

間歇性噪音主要來源於軍事活動、漁業作業和海洋科學研究等，其特徵是

周期性或不規律的聲能釋放[54]。軍用聲納系統在訓練和作戰中產生的高強度聲

脈衝是此類噪音的典型代表，其瞬時聲壓級可達 200-235dB re 1 μPa，遠超出大

多數海洋生物的聽覺承受能力[55]。 

脈衝性噪音主要來源於海洋工程建設、地震勘探和爆破作業等活動[56]。海

上風電場建設中的打樁作業是近年來備受關注的脈衝性噪音源，單次打樁產生的

聲能可在數十公里範圍內對海洋生物造成影響[57]。地震勘探使用的氣槍陣列雖

然單次脈衝持續時間較短，但其高重複頻率和大範圍作業特徵使其成為區域性的



1 - 5 
 

重要噪音源[58]。 

按頻譜特性分類，人為噪音可分為低頻、中頻和高頻噪音[59]。低頻噪音(通

常指 1-1000Hz)主要來源於大型船舶的推進系統，其特點是傳播距離遠、衰減速

度慢，能夠影響廣闊的海域[60]。這一頻段與須鯨類的通訊頻率高度重疊，因此

對這些物種的影響特別顯著[61]。 

中頻噪音(1-10kHz)來源更加多樣，包括中小型船舶、海洋工程設備和軍用

聲納等[62]。該頻段是大多數齒鯨類動物的主要聽覺頻率範圍，因此中頻噪音對

海豚、鼠海豚等物種的影響尤為重要[63]。 

高頻噪音(>10kHz)主要來源於高速小艇、近岸工程活動和某些類型的科學

設備[64]。雖然高頻聲音的傳播距離相對較短，但其對使用高頻聲納進行回聲定

位的海洋動物可能造成嚴重干擾[65]。 

1.2.2 主要噪音源特徵分析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of Major Noise Sources 

 

商業航運作為最大的海洋人為噪音源，其聲學特徵與船舶的設計參數、載重狀況

和航行條件密切相關[66]。大型貨櫃船在正常航行狀態下的輻射噪音級通常為

170-190dB re 1 μPa at 1m，主要能量集中在 10-1000Hz 頻段[67]。螺槳空化現象

是船舶噪音產生的主要機制，其發生與螺槳設計、負載條件和水動力學環境密切

相關[68]。 

 

現代超大型貨櫃船(Ultra Large Container Vessel, ULCV)的出現進一步加劇了航運

噪音問題。這類船舶的裝載能力可達 20,000 標準貨櫃單位以上，其巨大的推進

功率需求導致了相應的噪音增加[69]。研究顯示，船舶噪音強度與其推進功率之

間存在對數關係，功率每增加一倍，噪音強度約增加 3 分貝[70]。 

 

海洋地震勘探是另一個重要的噪音源，主要服務於油氣資源勘探和海底地質調查

[71]。現代地震勘探使用的氣槍陣列能夠產生峰值聲壓級超過 250dB re 1 μPa 的

強烈聲脈衝，其聲能主要集中在 1-300Hz 頻段[72]。這類活動的特點是作業範圍

廣、持續時間長，單次勘探活動可能持續數週至數月，對作業海域的聲環境造成

長期影響[73]。 

 

軍事聲納系統的聲學特徵因其應用目的而呈現出多樣性[74]。反潛戰聲納通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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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kHz 頻段工作，聲源級可達 215-235dB re 1 μPa at 1m；海底測繪聲納則主要

在高頻段(>10kHz)工作，雖然聲源級相對較低，但其高指向性特徵可能對特定方

向上的海洋生物造成強烈影響[75]。 

 

海洋工程建設，特別是離岸風電場的建設，已成為近年來快速增長的噪音源[76]。

打樁作業是風電場建設的關鍵工序，其產生的聲脈衝具有極高的聲能密度[77]。

典型的打樁作業每次衝擊產生的聲暴露級可達 180-200dB re 1 μPa²·s，在理想傳

播條件下可在 50 公里外仍保持足以影響海洋哺乳動物的強度[78]。 

 

1.2.3 噪音對海洋生物的影響機制 Impact Mechanisms on Marine Life 

 

水下噪音對海洋生物的影響呈現出複雜的多層次特徵，涵蓋從分子細胞層面到生

態系統層面的各個組織水準[79]。深入理解這些影響機制對於制定科學的保護策

略具有重要意義[80]。 

 

生理層面的影響主要表現為聽覺系統的直接損傷和全身性的應激反應[81]。強烈

的聲暴露可能導致海洋哺乳動物聽覺毛細胞的機械性損傷，造成暫時性或永久性

的聽力閾值偏移[82]。研究表明，暫時性聽力閾值偏移(Temporary Threshold Shift, 

TTS)的恢復時間與暴露強度和持續時間呈正相關關係，嚴重的暴露可能需要數

週時間才能完全恢復[83]。 

 

永久性聽力閾值偏移(Permanent Threshold Shift, PTS)代表不可逆轉的聽覺損傷，

其發生閾值因物種而異但普遍低於致命傷害閾值[84]。實驗研究顯示，海豚等齒

鯨類動物的 PTS 起始閾值約為 180-220dB re 1 μPa²·s(頻率加權值)，而鯨鬚鯨類

的相應閾值則相對較低[85]。 

 

應激反應是噪音暴露的另一重要生理後果，主要表現為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的

激活和相應的激素水準變化[86]。長期的慢性應激可能導致免疫功能下降、生殖

能力減退和生長發育遲緩等問題[87]。研究發現，即使是相對溫和的噪音暴露也

可能引起海洋哺乳動物血液皮質醇水準的顯著升高[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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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層面的影響涵蓋了海洋動物生活的各個方面，從基本的運動行為到複雜的社

會交往都可能受到噪音的干擾[89]。迴避行為是最常見的即時反應，動物會主動

遠離噪音源以減少聲暴露[90]。然而，這種迴避行為可能迫使動物放棄重要的棲

息地，從而對其攝食、繁殖和休息等關鍵生活活動造成不利影響[91]。 

 

通訊干擾是噪音影響的另一重要方面，主要表現為聲訊號的遮蔽效應[92]。當環

境噪音的頻譜與動物通訊訊號重疊時，會降低訊號的探測距離和清晰度，影響個

體間的資訊傳遞[93]。這種影響對於依賴聲通訊進行群體協調和配偶選擇的物種

尤為嚴重[94]。 

 

攝食行為的改變是噪音影響的重要表現之一。研究顯示，船舶噪音會顯著降低鯨

魚的攝食效率，主要原因包括對獵物探測能力的干擾、攝食行為的中斷和能量分

配的改變[95]。對於依賴回聲定位進行覓食的齒鯨類動物，噪音干擾可能直接影

響其獵物捕獲成功率[96]。 

 

生態系統層面的影響實現了噪音污染的更廣泛後果。食物網結構的改變是其中一

個重要方面，當關鍵物種因噪音影響而數量減少或行為改變時，可能引發連鎖反

應，影響整個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97]。種群動力學的變化是另一個重要後果，

持續的噪音暴露可能導致敏感物種的局域滅絕，改變群落的物種組成[98]。 

 

1.3 研究目的與範疇 Objectives and Scope 

 

水下噪音研究的目的與範疇隨著科學認知的深化和社會需求的變化而不斷演進，

實現了從單純的學術探索向應用導向研究的重要轉變[99]。明確研究的核心目標

和邊界條件對於指導具體的研究活動具有重要意義[100]。 

 

 1.3.1 研究目標體系 Research Objective Framework 

 

當代水下噪音研究的目標體系可以分為基礎科學目標、應用技術目標和政策支撐

目標三個層次，各層次之間相互關聯、相互支撐，共同構成完整的研究框架[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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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科學目標主要關注對水下聲環境和生物聲學行為基本規律的認識和理解

[102]。其核心內容包括：海洋聲傳播機制的深入研究，特別是複雜海洋環境中聲

場的時空變化規律；海洋生物聽覺系統的結構功能特徵，包括不同類群動物的聽

覺敏感性、頻率響應特性和聲訊號處理能力；噪音對生物個體的影響機制，涵蓋

生理、行為和認知等多個層面的反應；群體和種群層面的影響機制，包括社會結

構變化、種群動力學效應和適應性進化等[103]。 

 

這些基礎科學研究的重要意義在於為應用研究提供理論支撐和科學依據。例如，

對海洋生物聽覺特性的深入了解是制定科學的噪音暴露標準的前提；對聲傳播規

律的掌握是進行准確的噪音影響預測的基礎[104]。同時，基礎研究也推動了相關

學科理論的發展，如生物聲學、環境聲學和保護生物學等[105]。 

 

應用技術目標聚焦於解決實際問題的技術方法和工具開發[106]。主要包括：噪音

監測技術的改進和標準化，開發更加靈敏、可靠和經濟的監測設備和方法；噪音

源識別和定位技術，能夠在複雜的海洋聲環境中準確識別和追蹤特定的噪音源；

噪音影響評估方法，建立標準化的評估流程和定量指標體系；噪音減緩技術，包

括聲源控制、傳播路徑干預和受體保護等多種策略[107]。 

 

政策支撐目標旨在為環境管理和政策制定提供科學基礎和技術支撐[108]。具體

包括：環境標準的制定，基於科學研究成果建立噪音暴露限值和環境品質標準；

管理策略的優化，設計更加有效的噪音污染控制和生態保護措施；法規政策的完

善，為相關法律法規的制定和修訂提供科學依據；國際合作的促進，通過科學研

究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109]。 

 

1.3.2 學科範疇界定 Disciplinary Scope Definition 

 

水下噪音研究作為新興的交叉學科領域，其學科範疇涉及自然科學、工程技術和

社會科學等多個領域，呈現出明顯的跨學科特徵[110]。 

 

自然科學層面的研究範疇主要包括物理海洋學、生物海洋學、動物行為學和生態

學等[111]。物理海洋學為聲波在海洋中的傳播提供理論基礎，包括海洋分層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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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聲速的影響、海底地形對聲場分佈的調節、海面波浪對聲散射的作用等[112]。

生物海洋學關注海洋生物的聲學行為和聽覺生理，研究內容涵蓋動物發聲機制、

聲接收系統、聲訊號處理和行為反應等[113]。 

 

動物行為學提供了理解噪音對動物行為影響的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114]。生態

學則從群體、群落和生態系統層面探討噪音污染的長期影響和生態後果[115]。這

些學科的交叉融合為水下噪音研究提供了堅實的科學基礎和豐富的研究視角

[116]。 

 

工程技術層面的研究範疇主要包括聲學工程、海洋工程、環境工程和資訊工程等

[117]。聲學工程為噪音的產生、傳播和控制提供技術原理和方法；海洋工程關注

海洋開發活動中的噪音產生機制和控制技術；環境工程提供污染控制和環境修復

的技術手段；資訊工程則為聲學數據的採集、處理和分析提供技術支撐[118]。 

 

社會科學層面的研究範疇主要包括環境經濟學、環境法學、環境政策學和環境社

會學等[119]。環境經濟學關注噪音污染的經濟成本評估和成本效益分析；環境法

學研究相關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環境政策學探討政策工具的設計和實施效果；

環境社會學則關注噪音問題的社會認知和公眾參與[120]。 

 

1.3.3 時空尺度特徵 Spatial-Temporal Scale Characteristics 

 

水下噪音研究涉及從秒級到年際的時間尺度和從局部到全球的空間尺度，這種多

尺度特徵對研究方法和技術手段提出了特殊要求[121]。 

 

時間尺度的多樣性反映了不同研究問題的特殊需求[122]。瞬時影響研究主要關

注秒到分鐘級的短期反應，如動物對突然噪音刺激的驚跳反應、迴避行為的觸發

等；短期影響研究涉及小時到天級的時間範圍，包括行為模式的改變、生理參數

的變化等；中期影響研究關注周到月級的影響，如棲息地利用模式的變化、繁殖

行為的干擾等；長期影響研究則需要年到十年級的觀察期，以評估種群動態變化、

適應性進化和生態系統結構變化等[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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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尺度的複雜性源於海洋環境的開放性和連通性[124]。局域尺度研究通常涉

及米到公里級的範圍，主要關注特定噪音源周圍的聲場分佈和生物反應；區域尺

度研究涉及十到百公里級的範圍，關注海灣、海峽等半封閉水域的噪音環境和生

態影響；海盆尺度研究涉及千公里級的範圍，關注整個海盆的噪音狀況和長距離

遷徙動物的影響；全球尺度研究則關注海洋噪音的全球性趨勢和跨海盆的影響

[125]。 

 

不同時空尺度研究之間存在複雜的關聯性和相互作用[126]。短期局域的影響可

能通過累積效應演化為長期區域性的後果；個體層面的行為改變可能通過群體動

力學機制影響種群結構；局域性的棲息地品質下降可能對物種的整體保護狀況產

生重要影響[127]。因此，多尺度整合研究已成為當代水下噪音研究的重要發展方

向[128]。 

 

1.4 評估方法與技術 Methodologies and Techniques 

 

水下噪音研究的方法學體系經歷了從定性描述到定量分析、從單一指標到多元評

估、從靜態觀察到動態監測的重要演進[129]。當代的評估方法與技術呈現出高度

的整合性和系統性特徵，為深入理解複雜的水下聲環境提供了強有力的工具支撐

[130]。 

 

1.4.1 聲學測量技術 Acoustic Measurement Technologies 

 

現代水下聲學測量技術建立在精密的感測器技術、先進的信號處理方法和完善的

數據管理系統基礎之上[131]。水聽器作為核心感測組件，其技術發展直接決定了

測量系統的性能極限[132]。 

 

當代高性能水聽器普遍採用壓電陶瓷或壓電聚合物材料，具有寬頻響應、低本底

噪音和高靈敏度等特點[133]。典型的科研級水聽器在 1Hz 至 100kHz 頻率範圍內

保持平坦的響應特性，靈敏度達到-180dB re 1V/μPa 以上，本底噪音等效聲壓級

低於海況零級的自然背景噪音[134]。近年來發展的向量水聽器能夠同時測量聲

壓和質點速度，為聲源定位和聲場分析提供了更豐富的資訊[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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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聽器陣列技術的應用大幅提升了聲學測量的空間解析度和信噪比[136]。線性

陣列適用於聲源的方位測定和距離估算，其角度解析度與陣列長度和工作頻率成

正比[137]。平面陣列能夠實現二維的聲源定位，對於複雜聲場的分析具有重要意

義[138]。三維陣列則可以完整重建聲場的空間結構，但其設計和維護成本相對較

高[139]。 

 

自動化監測系統的發展使得長期、連續的海洋聲學觀測成為可能[140]。現代的海

洋聲學監測站通常整合了高容量數據存儲、即時數據處理、遠程通信和自主電源

管理等功能模組[141]。這些系統能夠在無人值守條件下連續工作數月至數年，為

建立長時間序列的海洋聲學數據庫提供了技術基礎[142]。 

 

移動平台聲學測量技術的發展進一步擴展了觀測範圍和靈活性[143]。船載聲學

系統適用於大範圍的聲場調查和聲源跟蹤；自主式水下載具搭載的聲學設備能夠

進入危險或難以到達的海域進行測量；拖曳式陣列系統結合了高機動性和大孔徑

的優勢，特別適用於軍用和工程應用[144]。 

 

1.4.2 生物影響評估方法 Biological Impact Assessment Methods 

 

生物影響評估是水下噪音研究的核心內容之一，其方法體系涵蓋了從分子生物學

到生態學的各個層次[145]。評估方法的選擇需要根據研究目標、物種特徵、時空

尺度和資源條件等因素進行綜合考慮[146]。 

 

生理學評估方法主要關注噪音對動物生理機能的直接影響[147]。聽覺生理學測

試是其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包括行為聽力圖測定、聽覺腦幹反應(Auditory 

Brainstem Response, ABR)記錄和耳聲發射(Otoacoustic Emission, OAE)檢測等

[148]。這些方法能夠量化動物的聽覺敏感性、頻率響應特性和聽力損傷程度[149]。 

 

應激生理學指標為評估噪音的全身性影響提供了重要手段[150]。血液和糞便中

的皮質醇水準是最常用的應激指標，能夠反映動物的急性和慢性應激狀態[151]。

其他生理指標如心率、呼吸頻率、免疫功能指標等也被廣泛應用於噪音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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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行為學評估方法關注噪音對動物行為模式的影響[153]。直接觀察法是最傳統也

是最基本的方法，通過肉眼或光學設備觀察動物的行為變化[154]。生物標記和衛

星追蹤技術的應用使得長期、大範圍的行為監測成為可能[155]。聲學監測技術能

夠自動記錄動物的發聲行為，為評估通訊干擾提供了客觀數據[156]。 

 

實驗研究方法為建立因果關係提供了重要途徑[157]。受控暴露實驗能夠在嚴格

控制的條件下研究特定噪音對動物的影響，為建立劑量-效應關係提供科學依據

[158]。然而，實驗研究面臨倫理約束、生態相關性和外推性等挑戰，需要謹慎設

計和執行[159]。 

 

生態學評估方法從群體和生態系統層面評估噪音的長期影響[160]。種群監測通

過長期追蹤特定種群的數量變化、分佈模式和種群結構來評估噪音的累積影響

[161]。群落生態學方法關注物種組成、多樣性指數和群落結構的變化[162]。生態

系統功能評估則從能量流動、物質循環和資訊傳遞等角度分析噪音對生態系統整

體功能的影響[163]。 

 

1.4.3 數據分析與建模技術 Data Analysis and Modeling Techniques 

 

水下噪音研究產生的海量數據需要先進的分析技術和建模方法來提取有用資訊

和發現規律[164]。數據分析與建模技術的發展直接決定了研究的深度和廣度

[165]。 

 

信號處理技術是聲學數據分析的基礎[166]。時域分析方法主要包括統計參數計

算、相關分析和時間序列分析等，能夠描述聲訊號的基本特徵和時變規律[167]。

頻域分析方法如快速傅立葉變換(Fast Fourier Transform, FFT)、功率譜密度估計

和頻譜分析等，能夠揭示聲訊號的頻率結構和能量分佈[168]。時頻分析方法如短

時傅立葉變換、小波變換和經驗模態分解等，能夠同時提供時間和頻率資訊，特

別適用於非平穩信號的分析[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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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學習和人工智慧技術在水下聲學研究中的應用日益廣泛[170]。監督學習方

法如支援向量機、隨機森林和神經網路等被用於聲源識別和分類[171]。無監督學

習方法如聚類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等有助於發現數據中的隱藏模式和結構[172]。

深度學習技術特別是卷積神經網路在聲譜圖分析和生物聲學信號識別方面表現

出了卓越的性能[173]。 

 

聲傳播建模是預測聲場分佈和評估噪音影響的重要工具[174]。射線理論模型基

於幾何聲學原理，計算效率高但精度有限，適用於高頻聲波的傳播計算[175]。正

簡諧波模型基於波動方程的精確解，能夠準確描述低頻聲波在分層介質中的傳播

[176]。拋物線方程模型在計算效率和精度之間取得了良好的平衡，是目前應用最

廣泛的海洋聲傳播模型[177]。 

 

生態系統建模技術為理解噪音的生態影響提供了系統性的分析工具[178]。個體

基礎模型(Individual-Based Model)能夠追蹤個體動物的行為和生理狀態，適用於

研究噪音對個體的直接影響[179]。種群動力學模型關注種群水平的變化，能夠預

測噪音對種群長期趨勢的影響[180]。生態網絡模型則從食物網和能量流動的角

度分析噪音對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的影響[181]。 

 

統計分析方法為數據解釋和假設檢驗提供了科學基礎[182]。描述性統計能夠總

結數據的基本特徵；推論統計方法如 t 檢驗、方差分析和回歸分析等用於檢驗研

究假設和建立變數間的關係[183]。多元統計方法如多元回歸、判別分析和典型相

關分析等適用於處理多變數問題[184]。貝葉斯統計方法在處理不確定性和先驗

資訊方面具有獨特優勢[185]。 

 

1.5 國際研究趨勢 International Research Trends 

 

水下噪音研究作為全球性的環境問題，其發展趨勢呈現出明顯的國際化和合作化

特徵[186]。各國研究機構、國際組織和跨國企業在推動這一領域的發展方面發揮

著不同但互補的作用[187]。 

 

1.5.1 主要研究機構與計畫 Leading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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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水下噪音研究的發展主要由幾個關鍵機構和大型研究計畫推動[188]。美國

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作為全球海洋科學的領導機構，在水下噪音研究方面投入了

大量資源[189]。NOAA 的海洋噪音戰略路線圖(Ocean Noise Strategy Roadmap)為

美國未來十年的相關研究奠定了基礎框架[190]。 

 

歐洲海洋委員會(European Marine Board)統籌歐洲各國的海洋研究活動，其發布

的《應對歐洲水下噪音：現狀與未來優先事項》報告為歐洲地區的研究方向提供

了重要指導[191]。歐盟地平線計畫(Horizon Europe)中的海洋相關項目大量涉及

水下噪音研究，實現了歐洲對這一問題的高度重視[192]。 

 

國際海洋探索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ea, ICES)作

為歷史悠久的海洋科學國際組織，其海洋哺乳動物工作組和人為聲音工作組在推

動國際合作研究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193]。該組織定期發布的科學建議為各國

政府制定相關政策提供了科學依據[194]。 

 

大型國際合作研究計畫為跨國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195]。AQUO 計畫(Achieve 

Quieter Oceans by shipping noise footprint reduction)集合了歐洲多國的研究力量，

致力於商業航運噪音的減緩技術開發 [196]。SONIC 計畫 (Suppression Of 

underwater Noise Induced by Cavitation)專注於空化噪音的機理研究和控制技術

[197]。 

 

學術機構方面，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斯克里普斯海洋學研究所(Scripps 

Institution of Oceanography)在海洋聲學研究方面具有世界領先地位[198]。英國南

安普敦大學的聲學研究所、德國基爾大學的海洋研究所、加拿大達爾豪西大學的

海洋研究所等都是該領域的重要研究基地[199]。 

 

1.5.2 技術發展趋势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rends 

 

水下噪音研究的技術發展呈現出幾個明顯的趨勢，反映了科學技術進步對研究能

力的推動作用[200]。 



1 - 15 
 

 

感測技術的小型化和智慧化是首要趨勢[201]。新一代的水聽器采用 MEMS(微機

電系統)技術，實現了體積小型化和功耗降低，使得大規模部署成為可能[202]。

智慧感測器集成了本地數據處理能力，能夠進行初步的信號分析和特徵提取，大

幅降低了數據傳輸和存儲的需求[203]。 

 

無線通信技術的應用改變了海洋聲學監測的部署模式[204]。水下無線通信雖然

仍面臨技術挑戰，但在近距離、低數據率應用中已顯示出良好的前景[205]。衛星

通信技術的成本下降使得遠程監測站的實時數據傳輸成為現實[206]。 

 

雲計算和邊緣計算技術為海量聲學數據的處理提供了新的解決方案[207]。雲平

台的彈性計算能力能夠應對峰值計算需求，而邊緣計算則能夠在數據產生地進行

初步處理，減少網絡傳輸負擔[208]。 

 

人工智慧技術在聲學數據分析中的應用日益深入[209]。深度學習模型在聲源識

別、信號分類和異常檢測方面表現出了超越傳統方法的性能[210]。強化學習技術

開始應用於自適應監測策略的優化[211]。 

 

數位孿生技術為複雜海洋聲學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徑[212]。通過建立海洋

聲學環境的數位化模型，研究者能夠在虛擬環境中進行各種假設情景的模擬和預

測[213]。 

 

1.5.3 政策與法規發展 Policy and Regulatory Development 

 

國際水下噪音政策與法規的發展呈現出從軟約束向硬約束、從單邊行動向多邊合

作的演進趨勢[214]。 

 

國際海事組織在推動全球航運噪音管理方面發揮了核心作用[215]。2014 年通過

的船舶噪音減緩指導方針雖然是非強制性的，但為各國制定相關法規提供了技術

框架[216]。2023 年的修訂版指導方針進一步完善了技術內容，並強化了實施機

制[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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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性海洋保護組織在推動區域合作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218]。歐盟的海洋戰

略框架指令將水下噪音列為海洋環境狀況評估的強制性指標，開創了將噪音污染

納入法律管制的先例[219]。OSPAR 公約和 HELCOM 公約等區域性協定也開始

將水下噪音作為重要議題納入合作範疇[220]。 

 

國家層面的法規發展呈現出多樣化的特徵[221]。美國通過海洋哺乳動物保護法

建立了相對完善的管制體系；加拿大制定了海洋噪音戰略，統籌聯邦各部門的管

理行動；澳大利亞將海洋噪音納入環境影響評估的強制內容[222]。 

 

產業標準的制定為規範行業行為提供了技術依據[223]。國際標準化組織制定的

ISO 17208 系列標準為船舶水下噪音的測量和評估建立了統一的技術規範[224]。

船級社如 DNV、勞氏船級社等也制定了相應的技術標準和認證程序[225]。 

 

未來政策發展的趨勢包括強制性標準的制定、經濟激勵機制的建立、國際合作機

制的完善等[226]。隨著科學認知的深化和技術能力的提升，更加嚴格和全面的管

制措施可能逐步出台[2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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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水下噪音特性 
Characteristics of Underwater Noise 

 

水下噪音特性的研究構成了海洋聲學科學的基礎理論框架，涉及聲波在複雜海洋

環境中傳播的物理機制、環境因子對聲學特性的影響、不同噪音源的產生機制與

特徵，以及噪音信號在頻域和時空域的變化規律。海洋環境作為一個複雜的三維

非均質介質，其獨特的物理特性決定了水下聲波傳播呈現出與大氣環境截然不同

的行為模式。溫度、鹽度、壓力等海洋環境參數的空間分布和時間變化，直接影

響著聲速剖面的結構，進而控制聲波的折射、反射、散射和衰減過程。 

現代海洋環境中的水下噪音來源呈現出日益複雜化和多元化的特徵。人為噪音源，

包括商業船舶、軍事艦艇、海洋工程活動、地震勘探等，已成為許多海域背景噪

音的主導因子，特別是在低頻段（10-1000Hz）範圍內，全球海運活動產生的噪

音已顯著改變了海洋的自然聲景。同時，自然噪音源如風浪、降雨、地震活動、

生物聲學現象等，仍然是海洋聲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别是在遠離人類活動的

深海區域和特定頻率範圍內。 

水下噪音的頻譜特徵反映了不同聲源的物理產生機制和傳播路徑的影響。低頻噪

音（<100Hz）主要由大型船舶的推進系統和海洋工程活動產生，具有傳播距離遠、

穿透能力強的特點。中頻噪音（100Hz - 10kHz）涵蓋了多種人為和自然聲源，是

海洋生物通訊和海洋哺乳動物聽覺的重要頻段。高頻噪音（>10kHz）主要來自近

距離的機械噪音、氣泡破裂聲和生物高頻發聲，傳播距離相對較短但對局域生態

系統影響顯著。 

時空變化特徵實現了水下噪音的動態性和複雜性。時間尺度上，噪音水平呈現出

多重週期性變化，包括日週期變化（與人類活動模式相關）、季節性變化（與海

洋環境條件和生物活動相關）、以及長期趨勢變化（與全球航運增長和氣候變化

相關）。空間尺度上，噪音分布受到聲源分布、海洋地形、水文條件等因素的複

雜調節，形成了從局域到全球尺度的多層次空間變化模式。近年來，隨著被動聲

學監測技術的發展和全球監測網路的建立，對水下噪音時空變化規律的理解正在

不斷深化，為海洋環境保護和永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科學依據。 

 

2.1 聲音傳播原理 Principles of Sound Propagation 

聲音傳播原理是理解水下噪音特性的核心理論基礎，涉及聲波作為機械波在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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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質中的生成、傳播、轉換和衰減等物理過程。與空氣中的聲傳播相比，水下聲

學環境具有獨特的物理特性：海水的高密度（約為空氣的 800 倍）和相對不可壓

縮性使得聲波傳播速度較快（約 1500m/s，為空氣中的 4.3 倍），而較低的聲衰減

係數使得聲波能夠傳播更遠的距離。海洋環境的三維非均質性、動態變化性和邊

界複雜性，使得水下聲傳播呈現出豐富的物理現象，包括多途傳播、聲聚焦、聲

陰影區、波導效應等特殊現象。 

 

海洋聲學的理論框架建立在經典的波動理論基礎之上，主要包括聲波方程、邊界

條件和介質參數的數學描述。在均勻介質中，聲波傳播遵循齊次波動方程∇²p - 

(1/c²)(∂²p/∂t²) = 0，其中 p 為聲壓，c 為聲速。然而，實際海洋環境的非均質性要

求考慮聲速、密度、衰減等參數的空間變化，導致複雜的耦合偏微分方程組。聲

線理論、正常模式理論、拋物方程理論等不同的近似方法，分別適用於不同的頻

率範圍、傳播距離和環境條件，構成了海洋聲學預測的多元化理論工具集。 

 

聲波在海洋中的傳播路徑受到聲速場的空間分布控制，遵循 Fermat 原理和 Snell

定律。典型的海洋聲速剖面呈現出表面混合層、躍層、深水層等垂直結構，形成

複雜的聲線彎曲和多途傳播現象。聲速的水平變化，如海洋鋒面、渦旋、內波等

中尺度現象，進一步增加了聲傳播的複雜性。聲能的幾何擴散、介質吸收、邊界

散射等損失機制，共同決定了聲信號的傳播損失特性，這些損失機制的相對重要

性隨頻率、距離和環境條件的不同而變化。 

 

現代海洋聲學研究越來越重視環境聲學的概念，強調海洋環境參數對聲傳播的決

定性影響。海洋的物理海洋學過程，如潮汐、內波、湍流混合等，會引起聲速場

的時變性，進而影響聲傳播特性。生物聲學現象，如魚群散射、海洋哺乳動物發

聲等，不僅是重要的聲源，也會改變聲傳播環境。海洋化學和地質因素，如溶解

氣體含量、懸浮顆粒濃度、海底沉積物特性等，也會對聲波傳播產生可測量的影

響。 

 

2.1.1 波動方程與聲學基本原理 Wave Equations and Acoustic Fundamentals 

 

波動方程與聲學基本原理構成了水下聲學的理論核心，為理解和預測海洋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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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聲現象提供了數學框架。聲波作為機械波的一種，其傳播過程遵循質量守恆、

動量守恆和能量守恆等基本物理定律。在流體介質中，聲波的產生源於介質粒子

的振動，這種振動以壓縮波的形式在介質中傳播，形成疏密相間的壓力變化。海

水作為聲波傳播的介質，其物理特性如密度、可壓縮性、黏滯性等直接決定了聲

波的傳播特徵。 

 

線性聲學理論基於小振幅假設，認為聲擾動相對於介質的靜態性質是微小的。在

此假設下，可以建立線性化的聲學方程組，包括連續性方程∂ρ'/∂t + ρ₀∇·v = 0、歐

拉方程 ρ₀∂v/∂t = -∇p'，以及狀態方程 p' = c²ρ'，其中 ρ'和 p'分別為密度和壓力的聲

學擾動，v 為粒子速度，ρ₀為介質密度，c 為聲速[1]。將這些方程聯立消元，可

得到齊次波動方程∇²p - (1/c²)(∂²p/∂t²) = 0，這是海洋聲學中最基本的偏微分方程。 

 

波動方程的解具有多種數學形式，每種形式都對應特定的物理情況。平面波解

p(x,t) = A cos(kx - ωt + φ)適用於均勻無界介質中的聲傳播，其中 k = ω/c 為波數，

ω 為角頻率，A 為振幅，φ 為初相位。球面波解 p(r,t) = (A/r) cos(kr - ωt + φ)描述

點聲源在三維均勻介質中產生的聲場，實現了聲能隨距離的幾何擴散規律。柱面

波解適用於二維問題或線聲源情況。這些基本解可以透過疊加原理組合，形成更

複雜聲場的數學描述[2]。 

 

聲學參量為定量描述聲場提供了標準化的物理量。聲壓 p 是聲場中最直接的描述

量，通常以均方根值表示瞬時壓力的統計特性。聲壓級（Sound Pressure Level, SPL）

定義為 SPL = 20 log₁₀(p/p₀)，其中 p₀ = 1 μPa 為水中的參考聲壓。聲強 I 描述聲波

傳播的能量流密度，其大小為 I = p²/(ρc)，方向為聲波傳播方向。聲功率 W 表示

聲源的總輻射能量，是聲強在聲源表面的積分。這些參量之間存在確定的數學關

係，為聲場的分析和測量提供了理論基礎[3]。 

 

頻域分析方法是處理聲學問題的重要數學工具。傅立葉變換將時域信號轉換為頻

域表示，揭示信號的頻率組成和相位關係。對於時諧信號，波動方程簡化為亥姆

霍茲方程∇²p + k²p = 0，這是一個橢圓型偏微分方程，其解的性質與波數 k 密切

相關。在亞音速流動情況下（k²>0），方程具有振盪性解；在超音速情況下（k²<0），

方程具有指數型解。頻域方法的優勢在於能夠處理複雜的邊界條件和非均質介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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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現代數值聲學計算的基礎[4]。 

 

聲學邊界條件反映了聲波與介質界面相互作用的物理規律。剛性邊界條件要求法

向粒子速度為零，即∂p/∂n = 0，適用於聲阻抗遠大於流體阻抗的固體界面。壓力

釋放邊界條件要求聲壓為零，即 p = 0，適用於自由液面或氣液界面。阻抗邊界

條件 p = Z(∂p/∂n)提供了更通用的描述，其中 Z 為特定阻抗，能夠描述各種中間

情況。吸收邊界條件用於數值計算中消除人工反射，確保計算域邊界的透明性[5]。 

 

非線性聲學效應在高強度聲場中變得重要，需要考慮有限振幅效應對聲傳播的影

響。非線性參數 B/A 描述介質的非線性程度，海水的 B/A 值約為 5.2，相對較小

但在高聲強時不可忽略。非線性效應導致波形畸變、頻率偏移、諧波產生等現象，

在聲納、海洋地震學等應用中需要特別考慮。Burgers 方程和 KZK 方程等非線性

波動方程為處理這類問題提供了理論工具[6]。 

 

聲散射理論處理聲波與物體或介質不均勻性相互作用的問題。瑞利散射適用於散

射體尺寸遠小於波長的情況，散射強度與頻率的四次方成正比。米散射適用於散

射體尺寸與波長相當的情況，需要精確求解邊界值問題。幾何散射適用於散射體

尺寸遠大於波長的情況，可以用射線聲學方法處理。Born 近似和 Rytov 近似為

處理弱散射問題提供了實用的計算方法[7]。 

 

聲吸收和衰減機制決定了聲能在傳播過程中的損失規律。分子吸收由分子的內部

自由度（振動、轉動）與聲波的相互作用引起，其衰減係數與頻率的平方成正比。

在海水中，主要的分子吸收機制包括鎂離子和硼酸的化學鬆弛過程，導致特徵的

雙鬆弛頻率結構。黏滯吸收由流體的黏滯性引起，在高頻時變得重要。熱傳導吸

收由溫度梯度引起的熱擴散過程產生。這些吸收機制的綜合作用決定了海水中的

聲衰減特性[8]。 

 

聲學互易原理是聲學中的重要理論，表明在線性介質中，聲源和接收器位置互換

時，聲壓幅度保持不變。這一原理不僅具有深刻的物理意義，還為聲學測量和計

算提供了重要的簡化。格林函數方法基於互易原理，為處理複雜邊界條件的聲學

問題提供了統一的數學框架。積分方程方法利用格林定理將邊界值問題轉化為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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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的積分方程，是現代計算聲學的重要工具[9]。 

 

2.1.2 海洋聲速場與聲線傳播 Ocean Sound Speed Fields and Ray Propagation 

 

海洋聲速場的空間結構是控制水下聲波傳播的最重要環境因子，直接決定了聲線

路徑、傳播時間和聲能分布等關鍵特徵。海洋中的聲速分布受到溫度、鹽度和壓

力（深度）三個主要因子的控制，這三個參數在海洋中的複雜三維分布形成了獨

特的聲學環境。典型的海洋聲速剖面在垂直方向上表現出分層結構，包括表面混

合層、主躍層、中層水和深層水等不同的水團，每個層次都有其特徵的溫鹽分布

和聲速特性。這種垂直分層結構的存在是海洋聲波導效應的物理基礎，對聲波的

遠距離傳播具有決定性影響。 

 

聲速的經驗公式提供了根據海洋環境參數計算聲速的實用工具。Mackenzie 公式

c = 1448.96 + 4.591T - 5.304×10⁻²T² + 2.374×10⁻⁴T³ + 1.340(S-35) + 1.630×10⁻²D + 

1.675×10⁻⁷D² - 1.025×10⁻²T(S-35) - 7.139×10⁻¹³TD³，其中 T 為溫度（°C），S 為鹽

度（‰），D 為深度（m），是海洋聲學中廣泛使用的聲速計算公式[10]。更精確

的 Chen-Millero 公式考慮了更高階的非線性項和交叉項，在精密聲學計算中得到

應用。這些經驗公式的準確性直接影響聲學預測的精度，因此在實際應用中需要

根據具體海域的特徵進行驗證和校正。 

 

聲速場的垂直結構形成了海洋聲學中的經典分層模式。表面混合層由於風浪混合

作用，溫鹽分布相對均勻，聲速梯度較小。季節性躍層是溫度和聲速急劇變化的

區域，通常位於表面以下數十米到數百米深度，是聲波傳播的重要控制因子。永

久性躍層位於更深的水層，主要受大尺度海洋環流和水團性質控制。聲速極小層

（Sound Speed Minimum Layer）在某些海域形成天然的聲波導，能夠將聲能捕獲

並引導其進行遠距離傳播，這種現象在海洋聲學中稱為 SOFAR 通道（SOund 

Fixing And Ranging channel）[11]。 

 

聲線理論基於幾何聲學近似，將聲波傳播視為聲線在變化介質中的軌跡。聲線路

徑遵循 Fermat 原理，即聲波沿著使傳播時間為極值（通常是最小值）的路徑傳

播。在分層介質中，聲線路徑可以透過射線方程 dr/ds = ∇τ，dτ/ds = -∇(1/c)來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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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其中 τ 為射線參數，s 為沿射線的弧長座標，c 為聲速[12]。Snell 定律的推廣

形式 cos θ/c = 常數（其中 θ 為射線與水平面的夾角）提供了判斷聲線彎曲方向

的簡便準則。 

 

多途傳播現象是海洋聲學的重要特徵，指聲波從聲源到接收點存在多條不同的傳

播路徑。在典型的海洋環境中，聲線可能經歷直達、海面反射、海底反射、折射

等不同的傳播模式，形成複雜的多途結構。每條路徑對應不同的傳播時間、到達

角度和能量損失，在接收點形成干涉現象。多途傳播的時間展寬效應會影響信號

的可懂度和檢測效能，但同時也為海洋環境的遙感提供了豐富的資訊[13]。 

 

聚焦和發散現象反映了聲速場的空間變化對聲能分布的影響。當聲線在傳播過程

中會聚時，形成聲聚焦現象，導致局部聲強的顯著增強。相反，當聲線發散時，

形成聲陰影區，聲強明顯減弱。這些現象在海洋中廣泛存在，與海洋的中尺度和

小尺度結構密切相關。海洋鋒面、渦旋、內波等現象都可能引起聲聚焦或發散，

對水下通信、聲納探測等應用產生重要影響[14]。 

 

聲速場的時變性是海洋聲學中的重要考慮因素。潮汐引起的水團上下運動會改變

聲速剖面的形狀，導致聲傳播特性的周期性變化。內波活動引起等密度面的起伏，

造成聲速場的快速波動。季節性的海洋熱力循環會改變海洋的層化結構，影響聲

波導的強度和深度。長期的氣候變化則可能引起海洋聲速場的系統性變化，這對

全球海洋聲學監測具有重要意義[15]。 

 

三維聲速場的複雜性要求考慮水平方向的聲速變化。海洋中的中尺度涡、鋒面、

水團邊界等都會造成顯著的水平聲速梯度。這些三維結構會引起聲線的水平偏轉，

導致聲波的三維傳播行為。N×2D 近似方法透過在不同方位角上進行二維聲線計

算來近似三維效應，是處理三維問題的實用方法。完全的三維聲線追蹤需要求解

更複雜的微分方程組，計算量顯著增加但能夠提供更準確的結果[16]。 

 

聲線理論的適用條件和限制需要在實際應用中加以考慮。幾何聲學近似要求波長

遠小於環境變化的特徵尺度，這在低頻或強梯度環境中可能不滿足。在聲線轉折

點附近，聲線理論會出現奇異性，需要採用波動理論進行修正。聲陰影區內的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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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預測是聲線理論的弱點，需要考慮繞射效應。儘管存在這些限制，聲線理論由

於其直觀的物理圖像和相對簡單的計算，仍然是海洋聲學中最重要的理論工具之

一[17]。 

 

2.1.3 聲波的反射、折射與散射 Sound Wave Reflection, Refraction, and Scattering 

 

聲波在海洋環境中的反射、折射與散射現象構成了水下聲學的核心物理過程，這

些現象不仅決定了聲能的空間分布和傳播特性，還為海洋環境的聲學探測和反演

提供了理論基礎。海洋環境中的界面和非均勻性結構，包括海面、海底、密度躍

層、溫度鋒面、生物群體等，都會對聲波產生反射、折射和散射作用。這些相互

作用過程的複雜性源於海洋環境的多尺度性和多相性，需要運用不同的物理模型

和數學方法來描述和預測。 

 

海面反射是海洋聲學中最重要的邊界效應之一，海面的聲學特性主要由其動力學

狀態決定。在平靜海面條件下，空氣與海水之間的巨大密度差（約 800 倍）使得

海面呈現出近似完全反射的特性，反射係數接近-1，相位發生 π 的跳變。這種準

剛性邊界條件是海洋聲波導效應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實際海面很少是完全平

靜的，波浪起伏會引起聲散射現象。海面粗糙度對散射的影響可以用 Rayleigh 參

數 R = 2k₀h₀sinθ 來衡量，其中 k₀為聲波波數，h₀為有效波高，θ 為掠射角[18]。當

R << 1 時，海面可視為聲學光滑；當 R >> 1 時，散射效應顯著，需要考慮統計

散射理論。 

 

海底反射和透射的複雜性源於海底沉積物的多樣性和分層結構。不同類型的海底

（岩石、砂質、淤泥質等）具有不同的聲學參數，包括聲速、密度、衰減係數等。

海底的聲學特性通常用複數聲速來描述，實部表示聲速，虛部表示衰減。Hamilton

關係式提供了沉積物聲學參數與物理參數之間的經驗關係，是海底聲學建模的重

要工具[19]。多層海底結構會產生複雜的多重反射現象，需要運用傳輸矩陣方法

或波數積分方法進行精確計算。 

 

聲波在密度分層介質中的折射遵循廣義 Snell 定律，即 sinθ₁/c₁ = sinθ₂/c₂，其中下

標 1 和 2 分別表示入射和折射介質。在海洋中，聲速的連續變化會引起聲線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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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彎曲，這是海洋聲波導現象的物理機制。全內反射條件為 sinθc = c₁/c₂，當入射

角大於臨界角 θc 時發生全內反射。這種現象在海洋溫度躍層附近特別重要，是

聲能被捕獲在聲波導中的關鍵機制[20]。 

 

體積散射現象由海洋中的各種非均勻性結構引起，包括溫鹽微結構、氣泡、懸浮

顆粒、浮游生物等。不同散射體的散射特性差異很大，需要根據其物理特徵選擇

適當的散射模型。對於小尺度散射體（ka << 1，其中 k 為波數，a 為散射體特徵

尺寸），Rayleigh 散射模型適用，散射強度與頻率的四次方成正比。對於中等尺

寸散射體（ka ≈ 1），需要採用 Mie 散射理論進行精確計算。對於大尺寸散射體

（ka >> 1），可以採用幾何聲學或物理光學近似[21]。 

 

生物散射是海洋中特別重要的體積散射機制，魚類、浮游動物等海洋生物具有與

海水不同的聲學特性，會對聲波產生強烈的散射。魚類散射主要由魚鰾引起，其

散射強度與魚鰾的諧振頻率密切相關。浮游生物的散射則主要由其殼體或骨骼結

構引起。生物散射的複雜性在於生物的游泳行為、垂直洄游、聚群現象等會引起

散射強度的時空變化，這些變化本身也是海洋生物學研究的重要內容[22]。 

 

氣泡散射是近海面聲學環境的重要因素，特別是在有風浪條件下。波浪破碎會在

近表面水中產生大量氣泡，這些氣泡的諧振散射會顯著影響聲波傳播。氣泡的諧

振頻率 f₀ = (1/2πa)√(3γp₀/ρ)與氣泡半徑 a 成反比，其中 γ 為絕熱指數，p₀為靜水

壓力，ρ 為海水密度[23]。氣泡群的散射需要考慮氣泡尺度譜分布和相互作用效

應，通常採用等效介質理論進行處理。 

 

散射的角度依賴性反映了散射體的幾何特性和內部結構。前向散射通常最強，反

映了散射體的總截面；後向散射則與散射體的阻抗對比度密切相關，是主動聲納

探測的基礎。散射的頻率依賴性提供了散射體特徵尺寸和物理性質的資訊。偏振

散射考慮了聲波在散射過程中偏振態的變化，對於非球形散射體特別重要[24]。 

 

多重散射效應在散射體密度較高的情況下變得重要，此時散射波會進一步被其他

散射體散射，形成複雜的多重散射過程。這種效應會改變散射的角度分布和頻率

特性，需要採用輻射轉移理論或多重散射理論進行描述。在海洋生物群體、氣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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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等高密度散射環境中，多重散射效應不可忽略[25]。 

 

散射測量技術為研究海洋散射現象提供了實驗手段。主動聲納系統透過發射聲脈

衝並接收散射回波來測量散射強度。散射強度的定義為單位立體角內的散射截面

與入射聲強的比值，是描述散射特性的標準量。不同幾何配置的散射測量（如後

向散射、雙站散射等）提供了散射體不同方面的資訊。時間序列散射測量可以研

究散射體的動態行為，如生物的游泳模式、氣泡的演化過程等[26]。 

 

2.2 聲速剖面與環境因子 Sound Speed Profiles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聲速剖面與環境因子的相互關係是海洋聲學的核心研究內容，直接決定了水下聲

波的傳播特性和聲場分布規律。海洋中的聲速分布受到溫度、鹽度、壓力三個主

要物理參數的控制，這三個參數在海洋中的三維時變分布形成了複雜的聲學環境。

聲速剖面的垂直結構反映了海洋的熱力學分層和動力學過程，包括太陽輻射加熱、

風浪混合、潮汐作用、內波傳播、地轉流動等多種物理機制的綜合作用。不同海

域的聲速剖面呈現出顯著的地域性特徵，深海、淺海、極地、熱帶等不同環境下

的聲速結構差異巨大，需要針對性的聲學建模和預測方法。 

 

現代海洋學研究表明，聲速場的變化涵蓋了從毫秒到年際的多種時間尺度，從米

級到全球尺度的多種空間尺度。快速的聲速變化主要由內波、湍流、細尺度混合

等小尺度過程引起；中等時間尺度的變化與潮汐、中尺度渦旋、季節性層化等過

程相關；長期變化則受氣候變化、全球暖化、海洋環流變化等大尺度過程控制。

這種多尺度的時空變異性對聲學應用提出了挑戰，需要發展適應性強的聲學建模

技術和實時環境監測系統。 

 

海洋聲速場的精確描述和預測對於水下通信、聲納探測、海洋監測、地震預警等

多個領域具有重要意義。現代聲學海洋學強調環境資訊與聲學建模的緊密結合，

透過整合海洋觀測資料、數值模型輸出和即時監測資料，建立高精度的四維（三

維空間加時間）聲速場。資料同化技術、機器學習方法、統計預測模型等先進技

術的應用，正在推動聲速場預測精度的不斷提升，為海洋聲學應用提供更可靠的

環境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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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溫鹽壓分布對聲速的影響 Effects of Temperature, Salinity, and Pressure on 

Sound Speed 

 

溫鹽壓分布對聲速的影響構成了海洋聲學環境變化的根本驅動力，這三個基本物

理參數透過複雜的非線性關係共同決定了海水中的聲速分布。溫度的影響最為顯

著，每攝氏度的溫度變化約引起 4m/s 的聲速變化，這使得海洋的熱力學過程成

為聲速場變化的主導因子。鹽度的影響相對較小但不可忽略，每千分之一的鹽度

變化約引起 1.3m/s 的聲速變化。壓力（深度）的影響呈線性增長趨勢，每 100 米

深度增加約 1.7m/s 的聲速增量[27]。這三個因子之間存在複雜的交互作用，需要

運用精確的狀態方程來描述其綜合效應。 

 

溫度場的空間分布和時間變化是海洋聲學環境中最活躍的因子。海洋表層溫度受

太陽輻射的日周期和季節性變化控制，形成了顯著的時變特徵。表面混合層的厚

度和溫度梯度受風應力、浮力通量等氣象因子調節，在不同海域和季節表現出巨

大差異。溫度躍層是溫度急劇變化的區域，通常位於表面以下數十米到數百米的

深度範圍內，其強度和深度對聲波傳播具有決定性影響。季節性躍層在中高緯度

海域特別顯著，夏季增強、冬季減弱的週期性變化會引起聲學環境的系統性變化

[28]。 

 

深海溫度場的垂直結構相對穩定，主要受大尺度熱鹽環流控制。深海水溫接近於

高緯度地區的表面水溫，反映了全球溫鹽環流的深水形成過程。溫度的垂直梯度

在深海中通常較小，但仍會對聲速產生累積性影響。深海溫度的長期變化與全球

氣候變化密切相關，海洋暖化會引起深海溫度場的系統性變化，進而影響全球海

洋的聲學環境[29]。 

 

鹽度分布反映了海洋的水團結構和混合過程，對聲速場的貢獻雖然相對較小但具

有重要的海洋學意義。表面鹽度受蒸發、降水、徑流等水量收支過程控制，在不

同氣候帶表現出顯著差異。鹽度躍層通常與密度躍層相對應，反映了不同水團的

界面。在某些特殊海域，如地中海溢流區、極地水形成區等，鹽度的垂直梯度可

能非常陡峭，對聲速分布產生重要影響[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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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度的水平分布受海洋環流、水團混合、地形效應等因素控制，形成複雜的三維

結構。海洋鋒面是不同水團的交匯區域，通常伴隨着強烈的溫鹽梯度和相應的聲

速梯度。中尺度渦旋會攜帶不同性質的水體進行長距離輸送，形成聲速場的中尺

度變化。河口羽流、冰融水等局地因子也會在特定區域形成顯著的鹽度異常和聲

速變化[31]。 

 

壓力對聲速的影響主要透過靜水壓力隨深度的線性增加來實現，這種影響在物理

上源於海水可壓縮性的壓力依賴性。標準海水的可壓縮係數約為 4.6×10⁻¹⁰ Pa⁻¹，

隨溫度和壓力的變化呈現非線性特徵。深海高壓環境下，壓力對聲速的貢獻可能

超過溫度和鹽度的綜合效應，這使得深海聲速通常隨深度增加而增大，形成正梯

度的聲速剖面[32]。 

 

聲速的狀態方程提供了根據溫鹽壓參數精確計算聲速的數學工具。UNESCO 聲

速方程是國際海洋學界廣泛採用的標準公式，其形式為九次多項式，包含了溫度、

鹽度、壓力及其交互項的複雜非線性關係。該方程在標準海洋條件下的精度可達

±0.1m/s，滿足大多數海洋聲學應用的需求[33]。更精確的 Del Grosso 方程和 Chen-

Millero 方程在特殊應用中得到採用，特別是在精密聲學測量和海洋學儀器校準

中。 

 

聲速異常現象反映了海洋中特殊的溫鹽分布條件。聲速極小值通常出現在溫度和

壓力效應相互抵消的深度，形成 SOFAR 聲道的軸心。聲速逆溫現象在某些海域

的特定深度出現，通常與特殊的水團結構或混合過程相關。地中海水、南極底層

水等特徵水團具有獨特的溫鹽特徵和相應的聲速特徵，在其分布區域形成特殊的

聲學環境[34]。 

 

溫鹽壓分布的時變性引起聲速場的動態變化，這種變化涵蓋了多個時間尺度。內

波是海洋中普遍存在的現象，其週期通常為幾分鐘到幾小時，會引起等密度面的

上下起伏，進而造成聲速場的快速變化。潮汐作用引起水體的週期性運動，在分

層海洋中會產生內潮，對聲速分布產生週期性影響。季節性的海洋熱力學循環會

改變混合層深度和躍層結構，引起聲速場的季節性變化[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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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海洋學特徵對聲速分布的影響實現了不同海域的獨特性。熱帶海域的聲速剖

面通常表現出強烈的表面混合層和深厚的溫度躍層；極地海域的聲速分布受海冰、

冷水團等因子影響，呈現出特殊的結構；邊緣海受陸架地形和河流輸入影響，聲

速分布具有顯著的近岸特徵。這些區域性差異要求在聲學建模中考慮具體的海洋

學背景[36]。 

 

現代海洋觀測技術為聲速場的精確描述提供了強大支撐。CTD（溫鹽深儀）測量

提供了高精度的垂直剖面資料；Argo 自主漂流浮標網絡實現了全球海洋的長期

監測；衛星遙感技術提供了海表溫度和海面高度的高解析度觀測；海洋模式和資

料同化系統則為聲速場的四維重構和預測提供了工具。這些技術的綜合應用正在

推動海洋聲學向精確化和業務化方向發展[37]。 

 

2.2.2 海洋分層結構與聲波導 Ocean Stratification and Sound Channels 

 

海洋分層結構與聲波導現象是水下聲學中最重要的環境特徵之一，它決定了聲波

的遠距離傳播能力和空間分布特性。海洋的垂直分層主要由密度分層引起，而密

度分層又是溫度和鹽度垂直分布的綜合結果。在大多數海域，溫度的貢獻占主導

地位，形成以熱分層為主的海洋結構。這種分層結構透過影響聲速的垂直分布，

進而控制聲線的彎曲方向和傳播路徑，形成各種類型的聲波導效應。聲波導現象

不僅是海洋聲學的重要理論概念，也是遠程水下通信、海洋監測、軍事聲納等實

際應用的物理基礎。 

 

典型的海洋分層結構可以劃分為幾個主要層次，每個層次都有其特徵的物理性質

和聲學特徵。表面混合層是海洋分層的最上層，由風浪攪拌作用形成，其厚度通

常為數十米到數百米，內部溫度和鹽度分布相對均勻。混合層的厚度和溫度受季

節變化、氣象條件等因子控制，是海洋聲學環境中最活躍的部分。混合層內的聲

速梯度通常較小，聲線傳播接近直線，但混合層的底部通常是聲速急劇變化的區

域[38]。 

 

溫度躍層是海洋分層結構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位於混合層之下，是溫度急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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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的區域。躍層的強度用溫度梯度（通常為負值）來衡量，其數值範圍從每米幾

攝氏度到每米零點幾攝氏度不等。強烈的溫度躍層對應著強烈的聲速梯度，會引

起聲線的急劇彎曲。在北半球中緯度海域，夏季躍層最為發達，冬季由於表面冷

卻和風浪混合作用而減弱甚至消失[39]。 

 

深海聲速剖面通常呈現出特徵的"C"形結構，這種結構是溫度效應和壓力效應競

爭的結果。在表層，溫度是主導因子，聲速隨溫度降低而減小；在深層，壓力成

為主導因子，聲速隨壓力（深度）增加而增大。聲速的最小值通常出現在 1000-

1500 米深度附近，形成所謂的"聲道軸"或"SOFAR 軸"。這個深度的確切位置隨

海域和季節而變化，在熱帶海域通常較深，在高緯度海域較淺[40]。 

 

SOFAR 聲道（Sound Fixing And Ranging channel）是海洋中最重要的天然聲波導，

由聲速的極小值形成。在 SOFAR 軸上方，負的聲速梯度使聲線向下彎曲；在軸

下方，正的聲速梯度使聲線向上彎曲。這種雙向的聲線彎曲效應將聲能捕獲在軸

線附近，形成高效的聲能引導機制。SOFAR 聲道的存在使得聲信號能夠在海洋

中傳播數千公里而不產生顯著的擴散損失，這一現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首次

被發現並用於海難救援[41]。 

 

表面聲道是另一種重要的聲波導類型，通常在夏季的海洋表層形成。當表面混合

層下方存在強烈的負聲速梯度時，聲線會在混合層內被捕獲，形成表面聲道。這

種聲道的特點是深度較淺（通常小於 100 米），但對高頻聲波的引導效應很強。

表面聲道對近海面的聲學應用，如淺水聲納、水面艦艇通信等具有重要影響[42]。 

 

海底聲道在某些特殊條件下形成，通常與海底附近的溫度逆轉或鹽度異常有關。

這種聲道較為罕見，但在特定海域（如地中海溢流區、深海海溝等）可能成為重

要的聲傳播路徑。海底聲道的形成機制複雜，往往與地形效應、深水團特性、地

熱活動等因素相關[43]。 

 

聲道的參數化描述為定量分析聲波導效應提供了數學工具。聲道強度反映聲速梯

度的大小，決定了聲線彎曲的程度和聲能捕獲的效率。聲道寬度定義為聲能被有

效捕獲的深度範圍，與聲道強度和聲源頻率有關。聲道軸深度是聲道的空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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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影響聲道的可達性和應用效果。這些參數的空間分布和時間變化反映了海洋

環境的動態特徵[44]。 

 

多聲道結構在複雜的海洋環境中經常出現，特別是在水團結構複雜的海域。多個

聲速極值可能同時存在，形成多層聲道系統。這種情況下，不同深度的聲道可能

具有不同的傳播特性，需要運用更複雜的波動理論進行分析。聲道間的耦合效應

會引起聲能在不同聲道間的轉換，增加了聲傳播預測的複雜性[45]。 

 

聲道的時變性是海洋聲學中的重要考慮因素。日變化主要由表面加熱和冷卻引起，

影響表面聲道的強度和深度。潮汐作用會引起水體的垂直運動，改變聲道的空間

位置。季節變化是最顯著的時變特徵，夏季增強的分層結構會形成更強的聲道效

應。長期氣候變化則可能引起聲道特性的系統性變化，這對全球海洋聲學環境的

長期演變具有重要意義[46]。 

 

聲道效應的地域性差異反映了全球海洋環境的多樣性。熱帶海域的 SOFAR 聲道

通常很深（1500 米以下）且很強；溫帶海域的聲道深度適中且具有明顯的季節變

化；極地海域由於表面冷水的存在，聲道可能很淺甚至不存在。這些差異要求在

不同海域採用相應的聲學建模策略[47]。 

 

聲道的應用和意義遠遠超出了純粹的學術興趣。在軍事領域，聲道效應是潛艇隱

蔽性和聲納探測能力的重要因子；在海洋學研究中，聲道特性為海洋結構和變化

提供了敏感的指示器；在工程應用中，聲道效應是水下通信和導航系統設計的重

要考慮因素。隨著海洋開發活動的增加和聲學技術的進步，對聲道現象的深入理

解和精確預測變得越來越重要[48]。 

 

2.2.3 時空變異性與環境預測 Spatiotemporal Varia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 

 

時空變異性與環境預測構成了現代海洋聲學環境研究的前沿領域，涉及海洋環境

參數在多個時空尺度上的變化規律及其對聲學環境的影響預測。海洋環境的時空

變異性源於海洋系統內部的多尺度動力學過程，包括從湍流混合的秒級變化到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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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變遷的年代際變化，從毫米級的微結構到全球尺度的環流系統。這種多尺度的

變異性對海洋聲學環境的影響是非線性和複合的，需要運用先進的觀測技術、理

論模型和預測方法來認識和預報其變化規律。 

 

時間尺度的多樣性反映了海洋環境變化的複雜性。高頻變化（秒至分鐘）主要由

湍流、內波、局地風等小尺度過程控制，這些過程引起的聲速變化幅度通常較小

但變化迅速，對高解析度聲學應用有重要影響。中頻變化（小時至天）與潮汐、

天氣系統、中尺度渦旋等過程相關，是海洋聲學環境變化的主要驅動力。低頻變

化（月至年）反映了季節循環、年際變化、氣候模態等大尺度過程，決定了聲學

環境的長期趨勢和週期性特徵[49]。 

 

潮汐對海洋聲學環境的影響是最規律和可預測的時變因子。正壓潮引起海面高度

的周期性變化，在淺水區域會顯著改變水深分布，進而影響聲傳播特性。斜壓潮

（內潮）引起等密度面的周期性起伏，造成聲速場的時變性。在大陸架邊緣、海

山、海脊等地形複雜區域，內潮的影響特別顯著，可能引起聲速場的劇烈波動。

潮汐預測模型為這類時變性的預報提供了成熟的工具[50]。 

 

內波是海洋中普遍存在的中高頻運動，對聲學環境的影響日益受到重視。內波的

頻譜範圍從慣性頻率到浮力頻率，涵蓋了從幾小時到幾分鐘的週期。內波引起等

密度面的波動，進而造成聲速場的快速變化。在強分層海域，內波的振幅可達數

十米，對聲傳播的影響不可忽略。內波的隨機性和複雜性使其預測成為海洋聲學

環境預報的難點之一[51]。 

 

季節性變化是海洋聲學環境最重要的時變特徵之一，主要受太陽輻射的季節循環

控制。夏季的強烈加熱形成深厚的混合層和強烈的溫度躍層，冬季的表面冷卻和

風暴混合則會減弱或破壞分層結構。這種季節性變化在中高緯度海域特別顯著，

導致聲道特性的季節性變化。季節性預測需要考慮海氣相互作用、海洋熱力學過

程等複雜機制[52]。 

 

年際變化反映了氣候系統的低頻變動對海洋聲學環境的影響。El Niño/La Niña 現

象是最重要的年際變化模態，會引起熱帶太平洋溫度場的大範圍異常，進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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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速分布和聲傳播特性。北大西洋濤動、太平洋年代際振盪等其他氣候模態也會

對相應海域的聲學環境產生顯著影響。這些低頻變化的預測需要運用氣候模型和

統計預測方法[53]。 

 

空間尺度的多樣性實現了海洋環境的多層次結構特徵。微尺度（米至公里）的變

化主要由湍流混合、細結構、局地地形等因子控制；中尺度（10-100 公里）的變

化與渦旋、鋒面、地形效應等過程相關；大尺度（100-1000 公里）的變化反映了

水團分布、環流系統等宏觀結構；全球尺度的變化則實現了海洋的總體分布模式

[54]。 

 

中尺度過程對海洋聲學環境的影響越來越受到重視。中尺度渦旋是海洋中最重要

的中尺度現象，其空間尺度通常為 50-200 公里，可以顯著改變局地的溫鹽分布

和聲速結構。氣旋式渦旋通常伴隨着冷水上升和聲速下降；反氣旋式渦旋則相反。

渦旋的移動會引起聲學環境的空間遷移，其生成和消亡則引起聲學環境的時間變

化[55]。 

 

海洋鋒面是不同水團的交界面，通常伴隨着強烈的溫鹽梯度和相應的聲速梯度。

鋒面的空間尺度從數公里到數百公里不等，其位置和強度的變化會顯著影響聲傳

播特性。鋒面附近經常發生聲聚焦或發散現象，對聲學應用產生重要影響。鋒面

的預測需要考慮動力學過程、水團混合等複雜機制[56]。 

 

環境預測技術為海洋聲學應用提供了重要支撐。數值海洋模型透過求解海洋動力

學方程，能夠預測海洋溫鹽分布的未來變化。全球海洋模型提供大尺度的預測能

力；區域海洋模型則提供高解析度的局地預測。資料同化技術透過融合觀測資料

和模型預測，提高了預測的準確性和可靠性[57]。 

 

統計預測方法為處理複雜的非線性關係提供了補充工具。時間序列分析方法如

ARIMA 模型、狀態空間模型等適用於處理時間相關的變化；空間統計方法如克

里金插值、隨機場理論等適用於空間相關的變化。機器學習方法如神經網路、支

持向量機等在處理高維非線性問題方面顯示出優勢[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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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確定性評估是環境預測的重要組成部分。預測誤差來源於模型誤差、初始條件

誤差、邊界條件誤差等多個方面。集合預測方法透過運行多個略有不同的預測實

驗，提供預測不確定性的量化評估。誤差傳播分析研究預測誤差如何影響聲學預

測的準確性，為聲學應用提供可信度評估[59]。 

 

實時環境監測系統為環境預測提供了及時的資料支撐。自動測量平台如 Argo 浮

標、錨係觀測陣列、海底觀測網等提供連續的環境資料；衛星遙感系統提供大範

圍的表面資料；海洋模型的即時運行則提供預測資料。這些系統的整合為建立業

務化的海洋聲學環境預測服務提供了技術基礎[60]。 

 

2.3 人為噪音來源 Anthropogenic Noise Sources 

 

人為噪音來源已成為現代海洋聲環境的主導因子，特別是在航運繁忙的海域和近

岸水域，人類活動產生的噪音顯著改變了海洋的自然聲景。全球海運業的快速發

展使得商業船舶成為最重要的低頻噪音源，在 10-1000Hz 頻段內，遠距離船舶噪

音構成了大部分海域背景噪音的主要成分。除了常規的航運活動，軍事聲納、地

震勘探、海洋工程、風能開發等各種人為活動都會產生特徵不同的水下噪音，這

些噪音的頻率範圍從次聲頻（<20Hz）到超聲頻（>20kHz），覆蓋了大部分海洋

生物的聽覺敏感範圍[61]。 

 

人為噪音的特點是其持續性、可預測性和空間集中性。與自然噪音的隨機性和間

歇性不同，人為噪音通常具有較強的週期性和相關性，反映了人類活動的規律性

模式。航運噪音表現出明顯的航線集中特徵，主要沿著國際航運通道分布；海洋

工程噪音則具有明顯的時間集中性，通常在特定的施工期間產生強烈的脈衝噪音。

這些特徵使得人為噪音對海洋生物的影響更加複雜和持久，可能導致棲息地品質

下降、行為模式改變、生理壓力增加等多種生態效應[62]。 

 

現代研究表明，人為噪音的影響不僅限於聲學掩蔽效應，還涉及更廣泛的生態系

統層面的影響。慢性噪音暴露可能改變海洋生物的分布模式、繁殖成功率、捕食

效率等重要生態參數，進而影響整個海洋食物網的結構和功能。此外，人為噪音

還可能與其他人為壓力因子（如化學污染、氣候變化、棲息地破壞等）產生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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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應，加劇對海洋生態系統的複合影響。因此，人為噪音的評估和管理需要採用

生態系統途徑，綜合考慮多種影響因子的相互作用[63]。 

 

2.3.1 船舶交通噪音 Shipping Traffic Noise 

 

船舶交通噪音是全球海洋中最普遍和持續的人為噪音源，其影響範圍之廣、持續

時間之長、影響程度之深都超過了其他任何單一的人為噪音源。現代商業船舶的

大型化趨勢和全球貿易的快速增長使得船舶噪音問題日益嚴重。據國際海事組織

統計，全球商船總噸位在過去幾十年中以年均 3-4%的速度增長，同時船舶的平

均尺寸和功率也在不斷增加，導致單船噪音水準和總體噪音水準都呈上升趨勢

[64]。 

 

船舶噪音的產生機制主要包括推進系統噪音、機械噪音和流體動力學噪音三個方

面。推進系統噪音是最主要的成分，包括螺旋槳空化噪音、軸系振動噪音和推進

裝置噪音。空化現象是低頻船舶噪音的主要來源，當螺旋槳葉片表面的流速足夠

高時，局部壓力降低至水的蒸汽壓以下，形成空化氣泡，氣泡的生成、演化和潰

滅過程產生寬頻的聲輻射。空化噪音的頻率特徵包括葉頻成分（螺旋槳轉速與葉

片數的乘積）及其諧波，以及寬頻的背景噪音[65]。 

 

機械噪音主要來自船舶的主機、輔機、泵浦等各種機械設備，這些設備的振動透

過船體結構傳遞到水中，形成結構輻射噪音。不同類型的機械設備具有不同的振

動頻率特徵，柴油機的活塞往復運動產生低頻的週期性振動，齒輪箱產生中高頻

的齒頻噪音，泵浦系統產生特定的水流噪音。現代船舶通常採用各種減振和隔音

措施來控制機械噪音，但完全消除仍然困難[66]。 

 

流體動力學噪音包括船體與水的相對運動產生的湍流噪音、波浪拍擊噪音等。船

舶在航行時，船體周圍形成複雜的流場，邊界層分離、渦漩脫落等現象會產生寬

頻的湍流噪音。船首波和船尾流的形成和演化也會產生聲輻射。這類噪音通常在

中高頻段較為顯著，其強度與航行速度的高次方成正比關係[67]。 

 

不同類型船舶的噪音特徵存在顯著差異。貨櫃船由於其龐大的尺寸和強大的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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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通常是最強的噪音源，其低頻噪音可以傳播數百公里。油輪和散貨船由於

載重大、航行速度相對較慢，噪音水準通常略低於貨櫃船。客輪和郵輪對舒適性

要求較高，通常採用更好的減振降噪設計，但其複雜的推進和輔機系統仍會產生

顯著噪音。軍艦的噪音水準通常較低，反映了軍事需求對隱蔽性的重視[68]。 

 

船舶噪音的頻率特徵與其影響範圍密切相關。低頻成分（10-100Hz）是船舶噪音

的主要組成部分，這個頻段的聲波在海洋中衰減較小，可以傳播很遠距離。中頻

成分（100Hz-1kHz）通常與機械設備的特定工作頻率相關，具有明顯的窄頻特徵。

高頻成分（>1kHz）主要來自空化和湍流過程，通常呈現寬頻特性但傳播距離較

短[69]。 

 

船舶噪音的空間分布模式反映了全球航運網路的結構特徵。主要航運通道如英吉

利海峽、直布羅陀海峽、蘇伊士運河、巴拿馬運河、麻六甲海峽等地區的船舶噪

音水準最高。主要港口周圍由於船舶密度大、航行速度變化頻繁，形成了噪音熱

點區域。遠洋航線上的噪音水準雖然相對較低，但影響範圍廣泛。近年來，隨著

北極航道的開通，極地海域的船舶噪音也開始增加[70]。 

 

船舶噪音的時間變化模式實現了海運活動的週期性特徵。日變化通常不明顯，因

為現代商船多採用連續航行模式。週變化在某些航線上可能存在，反映了貿易活

動的週期性。季節性變化在某些海域較為顯著，如北極航道的季節性開通、漁業

活動的季節性變化等。長期趨勢則反映了全球貿易增長和船舶技術發展的綜合影

響[71]。 

 

船舶噪音對海洋生物的影響是當前海洋保護的重要關注點。低頻船舶噪音與大型

鯨類的通訊頻率重疊，可能造成聲學掩蔽效應，影響其覓食、導航、社交等行為。

魚類對船舶噪音也表現出各種行為反應，包括迴避行為、遊泳模式改變、攝食行

為中斷等。無脊椎動物如龍蝦、螃蟹等也可能受到船舶噪音的影響，表現為應激

反應增強、蛻皮週期改變等[72]。 

 

船舶噪音的控制和減緩技術正在不斷發展。推進效率的提高可以降低所需功率，

從而減少噪音產生。螺旋槳設計的改進，如採用大直徑、低轉速的設計原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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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減少空化現象的發生。船體線型的最佳化可以減少流體動力學噪音。主動噪音

控制技術透過產生反相聲波來抵消噪音。被動控制技術如減振材料、隔音結構等

也得到廣泛應用[73]。 

 

國際法規和標準為船舶噪音控制提供了框架。國際海事組織正在制定船舶水下輻

射噪音的相關標準，預計將對新建船舶的噪音水準提出強制性要求。一些區域性

組織也在推動相關法規的制定，如歐盟的海洋戰略框架指令將水下噪音列為需要

達到良好環境狀態的描述因子之一。這些法規的實施將推動船舶噪音控制技術的

發展和應用[74]。 

 

2.3.2 海洋工程與建設噪音 Marine Construction and Engineering Noise 

 

海洋工程與建設噪音代表了人為噪音中強度最高、影響最急性的類型，其瞬時聲

壓級可達 200dB re 1 μPa 以上，遠超過其他常見的人為噪音源。隨著海洋空間開

發利用的不斷擴大，包括海上風電場建設、石油天然氣平台安裝、港口碼頭建設、

跨海橋樑施工、海底隧道掘進等各種海洋工程項目急劇增加，使得建設期間的高

強度脈衝噪音成為海洋聲環境的重要威脅因子。這類噪音的特點是瞬時聲級極高、

脈衝特性明顯、持續時間相對較短但可能延續數月甚至數年，對局域海洋生態系

統的衝擊效應往往超過長期的慢性噪音暴露[75]。 

 

樁基施工是海洋建設中最主要的強噪音源，特別是大直徑鋼管樁的打入過程會產

生極其強烈的衝擊噪音。打樁噪音的產生機制涉及錘擊能量的傳遞、樁體的振動

響應、周圍水體和海底介質的聲學響應等複雜過程。每次錘擊產生的聲脈衝持續

時間通常為幾十毫秒到幾百毫秒，但其峰值聲壓級可達 220dB re 1 μPa甚至更高。

打樁噪音的頻率成分主要集中在 50-2000Hz 範圍內，與多種海洋哺乳動物的聽覺

敏感頻率重疊[76]。 

 

不同的打樁工藝產生不同特徵的噪音。液壓錘打樁產生的脈衝相對較短但峰值較

高；柴油錘打樁的脈衝持續時間較長但頻率特徵更複雜；振動打樁產生連續的振

動噪音，峰值較低但持續時間很長。現代大型海上風電項目通常採用 6-8 米直徑

的單樁基礎，其打樁過程可能持續 8-12 小時，累積的聲暴露量對海洋生物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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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不容忽視[77]。 

 

海底爆破作業在某些工程項目中仍然使用，如岩礁清除、沉船打撈、海底開挖等，

這類作業產生的瞬時聲級是所有人為噪音源中最高的，可達 250dB re 1 μPa以上。

爆破噪音具有極短的上升時間（微秒級）和寬頻的頻譜特徵，對海洋生物的威脅

最為嚴重。即使是小當量的爆破作業，其影響範圍也可能達到數公里[78]。 

 

疏浚作業是港口建設和維護中的常見工程活動，絞吸式挖泥船、耙吸式挖泥船、

抓鬥式挖泥船等不同類型的疏浚設備產生不同特徵的噪音。絞吸式挖泥船的噪音

主要來自絞刀的旋轉切削和泥漿泵的工作，通常在中頻段（100Hz-1kHz）較為顯

著。耙吸式挖泥船的噪音相對較低，但其移動作業的特點使得噪音影響範圍較大

[79]。 

 

海上運輸和安裝作業涉及大型工程船舶和特種設備，如起重船、鋪管船、海上平

台等。這些船舶和設備通常具有強大的動力系統和複雜的作業設備，產生的噪音

水準顯著高於常規商船。海上起重作業時，大型起重機的運轉和重型設備的移動

會產生低頻的結構振動噪音。海底管線鋪設作業中，管線與海底的拖拽接觸會產

生連續的摩擦噪音[80]。 

 

鑽探作業包括海上石油天然氣勘探開發中的各種鑽井活動。鑽井船和海上鑽井平

台的噪音來源複雜，包括鑽機系統、泥漿循環系統、動力系統等。旋轉鑽進過程

中鑽頭與岩層的接觸會產生寬頻的鑽進噪音，其頻率特徵與地質條件密切相關。

海底鑽井時，部分噪音會透過鑽桿傳遞到海底，再輻射到水中[81]。 

 

海洋工程噪音的傳播特性受到工程位置的水深、海底地質、海洋環境等因素的顯

著影響。在淺水區域，海底反射效應較強，噪音的傳播距離可能增加；在深水區

域，聲能主要向深海傳播，對表層海洋生物的影響相對較小。海底的軟硬程度也

會影響噪音的傳播，軟質海底對聲能的吸收較強，硬質海底則相反[82]。 

 

工程噪音對海洋生物的急性影響包括聽覺損傷、行為中斷、生理應激等。高強度

的脈衝噪音可能導致海洋哺乳動物的暫時性或永久性聽力損失。魚類可能出現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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嚇反應、逃逸行為、群體散散等行為改變。底棲生物由於更接近工程作業區域，

可能面臨更嚴重的影響，包括物理損傷、埋藏、棲息地破壞等[83]。 

 

工程噪音的緩解措施包括源頭控制、傳播路徑控制和接收端保護三個層面。源頭

控制措施如採用低噪音施工工藝、最佳化施工參數、使用消音設備等。傳播路徑

控制如設置氣泡簾、隔音屏障等。接收端保護措施如施工前的生物驅趕、實時監

測、適應性管理等。軟啟動程序是打樁作業中廣泛採用的生物保護措施，透過逐

漸增加錘擊能量讓海洋動物有時間離開施工區域[84]。 

 

環境影響評估和監測是海洋工程項目的強制性要求。噪音影響評估需要預測施工

噪音的傳播範圍和對敏感目標的影響程度。實時噪音監測系統可以確保施工活動

符合環境保護要求。生物觀測員制度要求在施工期間配備專業人員監視海洋哺乳

動物的活動，一旦發現動物進入危險區域即停止施工作業[85]。 

 

2.3.3 軍事聲納與地震勘探 Military Sonar and Seismic Surveys 

 

軍事聲納與地震勘探代表了海洋環境中功率最大、技術最先進的主動聲學系統，

這些系統產生的高強度聲信號對海洋聲環境和生態系統的影響已成為國際海洋

環境保護的焦點議題。軍事聲納系統為了滿足遠距離探測和高解析度成像的需求，

通常採用大功率發射系統和複雜的信號處理技術，其聲源級可達 240dB re 1 

μPa·m 以上。地震勘探作為海洋油氣資源勘探的主要手段，使用氣槍陣列等強聲

源產生穿透海底的地震波，同樣具有極高的聲功率輸出。這兩類聲學系統雖然應

用目的不同，但都具有高聲強、長傳播距離、大影響範圍等共同特徵[86]。 

 

軍用聲納系統按照工作原理可分為主動聲納和被動聲納，按照頻率範圍可分為低

頻聲納（<1kHz）、中頻聲納（1-10kHz）和高頻聲納（>10kHz）。低頻主動聲納

（Low Frequency Active Sonar, LFAS）是最具爭議的軍用聲學系統，其工作頻率

通常在 100-500Hz 範圍內，聲源級高達 240dB re 1 μPa·m，探測距離可達數百公

里。中頻主動聲納廣泛用於反潛作戰和水下目標探測，頻率範圍 1-8kHz，聲源級

通常在 220-235dB re 1 μPa·m 之間[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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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類型的軍用聲納採用不同的信號波形和發射模式。脈衝信號聲納發射短時間

的高強度聲脈衝，脈衝持續時間從幾毫秒到幾秒不等，脈衝間隔通常為幾十秒到

幾分鐘。調頻信號（Chirp）聲納發射頻率連續變化的信號，具有更好的距離解析

度和抗混響能力。偽隨機序列信號聲納採用編碼信號，具有較好的抗干擾性能。

這些不同的信號特徵對海洋生物的影響效果也不相同[88]。 

 

聲納系統的空間覆蓋模式反映了其戰術使用特點。艦載聲納通常採用全向或扇形

波束掃描模式，覆蓋大範圍的海域。拖曳陣列聲納可以在移動中進行探測，形成

線狀的聲覆蓋區域。固定式海底聲納網路可以對特定海域進行長期監控。這些不

同的部署和使用模式決定了聲納噪音的時空分布特徵[89]。 

 

海洋地震勘探是石油天然氣工業中最重要的勘探手段，全球每年進行的地震勘探

作業覆蓋數百萬平方公里的海域。氣槍陣列是最常用的地震聲源，由多個不同容

積的氣槍組成，透過高壓空氣的瞬間釋放產生強烈的聲脈衝。典型的氣槍陣列總

容積為 2000-8000 立方英寸，峰值聲壓級可達 250dB re 1 μPa·m 以上，主要能量

集中在 10-300Hz 頻率範圍內[90]。 

 

地震勘探的作業模式通常採用規則的航線網格，勘探船以 4-6 節的速度航行，每

隔 10-25 秒發射一次氣槍，連續作業可能持續數周到數月。二維地震勘探採用平

行的直線航道，三維地震勘探則需要覆蓋整個目標區域，形成密集的聲覆蓋網格。

現代海洋地震勘探還採用多船作業、寬頻氣槍、海底節點等先進技術，進一步增

加了聲學影響的複雜性[91]。 

 

氣槍信號的傳播特性使其成為海洋中影響範圍最大的人為聲源之一。氣槍產生的

低頻信號在海洋中的傳播距離可達數千公里，在 SOFAR 聲道中甚至可以橫跨整

個海洋盆地。氣槍信號具有強烈的指向性，主要能量向海底方向輻射，但仍有相

當部分的能量在水中傳播。氣槍陣列的設計參數，如氣槍的數量、容積、幾何配

置等，都會影響輻射聲場的特性[92]。 

 

軍事聲納和地震勘探對海洋生物的影響機制複雜多樣。高強度的聲暴露可能導致

聽覺系統的物理損傷，包括內耳出血、聽毛細胞壞死等。亞致死性影響包括暫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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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聽力損失、行為改變、生理應激等。行為影響如迴避反應、覓食中斷、遷徙路

線改變等可能對動物的生存和繁殖產生長期影響。生理影響如應激激素水準升高、

免疫系統功能下降等可能降低動物的整體健康水準[93]。 

 

鯨豚類動物對軍事聲納特別敏感，已有多起聲納作業導致鯨豚集體擱淺的事件報

告。深潜性鯨類如喙鯨對中頻聲納尤其敏感，可能出現減壓病等嚴重的生理損傷。

淺層鯨類如海豚對各種頻率的聲納都表現出明顯的行為反應。鬚鯨類的低頻通訊

可能受到低頻聲納的掩蔽干擾[94]。 

 

魚類對地震勘探的反應包括驚嚇、逃逸、聽覺損傷等。商業魚類的漁獲量在地震

勘探作業後可能出現顯著下降，影響持續時間從數天到數月不等。魚卵和幼魚由

於更加脆弱，可能遭受更嚴重的影響。某些魚類的產卵行為和洄游模式也可能受

到干擾[95]。 

 

無脊椎動物如甲殼類、軟體動物等對強聲暴露也表現出各種反應。商業重要的甲

殼類如龍蝦、螃蟹等在聲暴露後可能出現行為異常、生長遲緩等現象。軟體動物

如扇貝在強聲刺激下可能出現閉殼反應。浮游動物群落的垂直分布可能受到地震

勘探的影響[96]。 

 

環境保護措施和法規管制正在不斷發展完善。海洋哺乳動物觀測員（Marine 

Mammal Observer, MMO）制度要求在軍事訓練和地震勘探作業中配備專業觀測

人員。被動聲學監測（Passive Acoustic Monitoring, PAM）系統可以實時監測海洋

哺乳動物的發聲活動。軟啟動程序要求逐步增加聲源功率，讓動物有機會離開作

業區域。時空限制措施在繁殖季節或重要棲息地禁止或限制高強度聲學活動[97]。 

 

國際合作和科學研究正在推動相關政策的制定和完善。國際捕鯨委員會、國際自

然保護聯盟等國際組織積極推動相關研究和政策制定。各國海軍和石油公司也在

加強環境責任，投入資金進行相關研究和技術改進。新技術如海洋振動器、低頻

氣槍等正在開發中，以期減少對海洋環境的影響[98]。 

 

2.4 自然噪音來源 Natural Noise 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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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噪音來源構成了海洋聲環境的基礎背景，在人類大規模海洋活動出現之前，

這些自然產生的聲音完全主導了海洋的聲景特徵。自然噪音來源的多樣性反映了

海洋系統的複雜性，包括大氣與海洋界面的相互作用（風浪、降雨）、固體地球

的動力學過程（地震、火山活動）、以及海洋生物的聲學活動（魚類發聲、哺乳

動物鳴叫）等多個層面。這些自然聲源的時空分布模式受到氣候、地理、生態等

多種因素的控制，形成了具有明顯地域特色和季節變化的自然聲景。即使在現代

高度工業化的海洋環境中，自然噪音仍然在許多頻段和區域保持著重要地位，特

別是在遠離航道的深海區域和某些頻率範圍內[99]。 

 

自然噪音的頻譜特徵通常呈現出與人為噪音不同的統計性質和物理特徵。風浪噪

音具有典型的-5dB/倍頻程的頻譜斜率，反映了海面波浪的尺度分布特徵。降雨

噪音的頻譜峰值通常在 10-15kHz 附近，與雨滴撞擊海面產生的氣泡共振頻率相

關。生物聲學信號通常具有明顯的調製特徵和諧波結構，反映了生物發聲器官的

物理特性和通訊需求。地震噪音主要集中在極低頻段（<10Hz），與地殼運動的特

徵時間尺度相對應。這些不同的頻譜特徵為自然聲源的識別和分類提供了重要依

據[100]。 

 

自然噪音的生態學意義遠遠超出了其作為背景噪音的簡單角色。海洋生物在長期

演化過程中適應了自然聲環境的特徵，其聽覺系統、發聲行為、空間導航等多個

方面都與自然聲景密切相關。許多海洋動物利用自然聲線索進行長距離導航，如

一些魚類利用海浪聲進行近岸定向，海龜利用海灘波浪的聲學特徵尋找產卵地。

自然聲環境還為動物間的聲通訊提供了頻率窗口和時間間隙，許多物種的發聲頻

率都避開了主要的自然噪音頻段。因此，自然聲景的改變可能對海洋生態系統產

生深遠的影響，需要在環境評估和保護策略中給予充分考慮[101]。 

 

2.4.1 風浪與氣泡噪音 Wind-Generated Waves and Bubble Noise 

 

風浪與氣泡噪音是海洋自然聲環境中最普遍和持續的成分，在 100Hz 到 100kHz

的寬頻範圍內都有顯著貢獻，構成了大部分海域背景噪音的主要組成部分。風與

海面的相互作用是一個複雜的流體力學過程，涉及動量傳遞、能量耗散、湍流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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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等多個物理機制。當風速超過約 3-4m/s 的臨界值時，海面開始產生破碎波浪，

波峰卷曲、白帽形成、氣泡捲入等現象導致聲能的產生和輻射。風浪噪音的強度

與風速之間存在強烈的正相關關係，通常遵循經驗關係式 NL = a + b log(U)，其

中 NL 為噪音級，U 為風速，a 和 b 為經驗常數[102]。 

 

波浪破碎是風浪噪音產生的主要機制，這個過程涉及複雜的多相流動和氣泡動力

學。當波浪陡度超過臨界值時，波峰變得不穩定並向前捲曲，形成破碎帶。在破

碎過程中，大量空氣被捲入水中，形成不同尺寸的氣泡群。這些氣泡在浮力作用

下上升，在上升過程中發生各種聲學現象，包括氣泡的生成、共振、聚合、破裂

等。不同尺寸的氣泡具有不同的共振頻率，根據Minnaert公式 f₀ = (1/2πr)√(3γp/ρ)，

其中 r 為氣泡半徑，γ 為絕熱指數，p 為壓力，ρ 為水密度[103]。 

 

氣泡尺寸譜分布是決定風浪噪音頻譜特徵的關鍵因素。海面破碎產生的氣泡尺寸

通常遵循冪律分布，小氣泡的數量遠多於大氣泡。半徑為 0.1-1mm 的氣泡對應的

共振頻率在 10-100kHz 範圍內，是高頻海洋噪音的主要來源。更大的氣泡（半徑

1-10mm）對應較低的共振頻率（1-10kHz），但由於浮力較大，存在時間較短。氣

泡群的集體振盪和相互作用也會產生額外的聲學效應，特別是在氣泡密度較高的

近表面水域[104]。 

 

風浪噪音的頻譜特徵表現出典型的寬頻特性，在對數頻率軸上近似呈直線下降，

斜率約為-5dB/倍頻程。這種頻譜形狀反映了波浪能量的尺度分布和氣泡尺寸譜

的統計特性。在不同頻段，噪音的產生機制可能有所不同：低頻段（<500Hz）主

要由大尺度波浪運動和破碎過程的流體動力學效應產生；中頻段（0.5-20kHz）主

要由氣泡共振和氣泡群的集體振盪產生；高頻段（>20kHz）則主要由小氣泡的個

體共振和氣泡破裂過程產生[105]。 

 

降雨對海面聲環境的影響是另一個重要的自然噪音來源，其機制與風浪類似但具

有不同的特徵。雨滴撞擊海面時會產生飛濺、氣泡捲入等現象，同時雨滴本身的

撞擊也會產生聲輻射。降雨噪音的頻譜峰值通常在 10-15kHz 附近，這是因為雨

滴撞擊產生的氣泡尺寸相對均勻，對應的共振頻率較為集中。降雨強度與噪音水

準之間也存在正相關關係，但這種關係受到雨滴尺寸分布、降落速度等因素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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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106]。 

 

不同類型的降水具有不同的聲學特徵。毛毛雨由於雨滴較小，產生的噪音主要集

中在高頻段；暴雨的大雨滴會產生更強的撞擊聲和更大的氣泡，噪音頻譜較寬；

冰雹撞擊海面產生的聲音具有更明顯的脈衝特性。降雨噪音的時間特徵也與降雨

模式密切相關，對流性降雨通常產生間歇性的強噪音，而層狀降雨則產生持續的

背景噪音[107]。 

 

風浪噪音的空間分布模式反映了全球風場和海況的地理特徵。信風帶、西風帶等

氣候系統控制區域的風浪噪音水準相對較高且較為穩定。颱風、颶風等強天氣系

統會在局部區域產生極高的風浪噪音。季風區域的風浪噪音呈現明顯的季節變化。

極地海域由於海冰覆蓋，風浪噪音水準通常較低，但在冰緣區可能出現特殊的冰

破裂噪音[108]。 

 

風浪噪音的深度依賴性反映了氣泡群在水中的垂直分布特徵。氣泡主要集中在近

表面數米到數十米的深度範圍內，因此風浪噪音在表層最強，隨深度迅速衰減。

這種垂直結構會影響不同深度海洋生物所處的聲環境，表層游泳的動物面臨更高

的背景噪音水準。在強風條件下，氣泡可能被混合到更深的水層，擴大風浪噪音

的影響深度[109]。 

 

風浪噪音的時間變化特徵涵蓋了多個時間尺度。短時間尺度（秒到分鐘）的變化

反映了波浪破碎的間歇性和隨機性；中等時間尺度（小時到天）的變化與天氣系

統的演變相關；長時間尺度（季節到年際）的變化則反映了氣候模態的影響。這

種多尺度的時間變異性是自然聲環境的重要特徵，對海洋生物的聲學適應性產生

重要影響[110]。 

 

風浪噪音對海洋生態系統的影響主要實現在為動物聲通訊提供掩蔽背景。許多海

洋動物的發聲頻率避開了風浪噪音的主要頻段，或者在風浪噪音較低的時間窗口

進行通訊。一些動物還能夠利用風浪噪音作為聲掩蔽，避免被捕食者發現。風浪

噪音的自然變化也為海洋聲環境提供了基線參考，用於評估人為噪音的相對影響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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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測量技術為風浪噪音的研究提供了強大的工具。錨係浮標、漂流平台、水下

滑翔機等觀測平台可以長期監測風浪噪音的時空變化。聲學都卜勒流速剖面儀

（ADCP）等設備可以同時測量海浪和聲學參數。衛星遙感技術提供了全球海況

和風場的觀測資料。這些觀測資料為理解風浪噪音的物理機制和建立預測模型提

供了重要支撐[112]。 

 

2.4.2 地震與地質活動噪音 Seismic and Geological Noise 

 

地震與地質活動噪音代表了海洋自然聲環境中能量最強、傳播距離最遠的低頻聲

源，這類噪音主要集中在 0.1-100Hz 的頻率範圍內，能夠在全球海洋中傳播並被

遠距離探測。海底地震是最重要的地質噪音源，其產生的 T 波（第三型地震波）

可以在 SOFAR 聲道中傳播數千公里而不產生顯著衰減，成為全球海洋聲學監測

網的重要信號來源。除了構造地震之外，火山活動、海底滑坡、冰川崩解、潮汐

作用等各種地質過程都會產生特徵不同的聲學信號，這些信號不僅是海洋噪音的

組成部分，也是地球物理學研究的重要資料來源[113]。 

 

海底地震的聲學效應主要透過兩種機制產生：直接的震源輻射和震波的水聲轉換。

當地震震源位於海底或近海底時，地震波的一部分能量會直接輻射到海水中，形

成聲波。更普遍的機制是震波在海底地形起伏處發生水聲轉換，P 波和 S 波撞擊

海底斜坡或海山時，部分能量轉換為海水中的聲波，形成所謂的 T 波。T 波的頻

率通常在 1-100Hz 範圍內，峰值頻率約為 10-20Hz，持續時間可達數分鐘到數十

分鐘[114]。 

 

不同類型的地震產生不同特徵的聲學信號。構造地震通常產生寬頻的 T 波信號，

其頻譜和持續時間與地震的震級、震源機制、震源深度等參數密切相關。火山地

震的聲學信號通常具有較高的頻率成分和較長的持續時間，反映了火山過程的複

雜性。深海地震的 T 波較弱，因為震波需要傳播較長距離才能到達海底進行水聲

轉換。淺海地震的聲學信號可能受到多重反射和海底地形的複雜影響[115]。 

 

海底火山活動是另一個重要的地質噪音源，其聲學表現與陸地火山存在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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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火山爆發時，岩漿與海水的相互作用會產生強烈的聲學信號，頻率範圍通常

在 1-1000Hz 之間。不同類型的火山活動產生不同的聲學特徵：爆炸性噴發產生

高頻的脈衝信號；岩漿流出產生低頻的連續信號；火山氣體釋放產生中頻的調製

信號。海底火山的聲學監測已成為火山活動監測的重要手段[116]。 

 

海底滑坡和濁流是重力驅動的地質過程，會產生特徵性的低頻聲學信號。大規模

海底滑坡的體積可達數百立方公里，其運動過程產生的聲學信號可以持續數小時。

濁流的聲學信號通常持續時間更長，反映了沉積物搬運的持續性。這類地質過程

的聲學監測對於海底地質災害的預警具有重要意義，特別是對海底電纜、海底管

線等基礎設施的保護[117]。 

 

冰川和海冰的聲學活動在極地海域是重要的自然噪音源。冰川崩解產生的聲學信

號具有獨特的頻譜特徵，通常在 10-1000Hz 範圍內，持續時間從幾秒到幾分鐘不

等。海冰的破裂、摩擦、碰撞等過程也會產生各種聲學信號。冰震（冰內部應力

釋放產生的震動）在極地海域的聲環境中佔有重要地位。隨著全球暖化的加劇，

極地冰川和海冰的聲學活動模式正在發生改變[118]。 

 

潮汐作用雖然是規律的天文現象，但其引起的地質過程也會產生聲學效應。潮汐

應力會引發小震級的潮汐地震，特別是在構造活躍的海底斷層附近。潮汐流與海

底地形的相互作用會產生湍流噪音，在海峽、海山等地形複雜區域尤為顯著。潮

汐對海底沉積物的擾動也會產生低頻的聲學信號[119]。 

 

地質噪音的傳播特性使其成為海洋聲學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低頻地質信號在海

洋中的衰減很小，能夠傳播極遠距離。SOFAR 聲道為地質信號提供了理想的傳

播路徑，使得遠距離的地質事件能夠被全球範圍內的聲學台站探測到。地質信號

的全球傳播特性使其在海洋聲學監測網中發揮重要作用，也為全球地震學研究提

供了獨特的資料來源[120]。 

 

地質噪音的時間變化特徵反映了地球內部過程的動態性。構造地震具有明顯的隨

機性，但在統計意義上遵循一定的規律。火山活動可能表現出週期性或准週期性

的特徵。潮汐地震具有明確的週期性。長期的地質噪音監測可以揭示地球內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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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演化規律，為地震預測和火山監測提供重要資訊[121]。 

 

地質噪音對海洋生物的影響相對較少受到關注，主要是因為其頻率通常低於大多

數海洋動物的聽覺敏感範圍。然而，一些大型鯨類能夠感知和可能利用地質信號

進行長距離導航。地質事件產生的強烈聲信號也可能對近距離的海洋動物產生驚

嚇效應。隨著人為低頻噪音的增加，地質信號與人為信號的區分變得更加困難

[122]。 

 

現代地震學和海洋聲學研究中，地質噪音的監測和分析技術不斷發展。全球地震

台網（如 IRIS, GEOSCOPE）的海底地震儀提供了高品質的地質信號記錄。國際

監測系統（如 CTBTO 的 IMS 網路）利用水聽器陣列監測全球地質活動。先進的

信號處理技術如波形互相關、頻譜分析、機器學習等方法被廣泛應用於地質信號

的檢測和分類[123]。 

 

2.4.3 海洋生物聲學現象 Marine Biological Acoustic Phenomena 

 

海洋生物聲學現象構成了自然海洋聲景中最豐富多彩和生態意義最重要的組成

部分，涵蓋了從微小浮游生物到大型鯨類的整個海洋生物群落的聲學活動。海洋

生物的發聲行為服務於多種生物學功能，包括種內通訊、種間識別、領域宣示、

求偶繁殖、親子聯繫、捕食避敵、回聲定位等。不同類群的海洋生物發展出了各

具特色的聲學適應性，從魚類的鰾部發聲到鯨類的聲帶發聲，從甲殼類的摩擦發

聲到頭足類的噴射發聲，展現了生物聲學的巨大多樣性。這些生物聲學信號的時

頻特徵、空間分布和時間模式不僅反映了物種的生物學特性，也成為海洋生態系

統監測和保護的重要指標[124]。 

 

鯨豚類是海洋中最知名的發聲動物，其複雜的聲學行為和精密的聽覺系統代表了

海洋聲學適應的最高水準。鬚鯨類（如藍鯨、駝背鯨、灰鯨等）主要產生低頻聲

信號，頻率範圍通常在 10-1000Hz 之間，其中許多種類的基頻低於 100Hz。藍鯨

的鳴叫是已知動物中聲強最大的聲信號，聲源級可達 188dB re 1 μPa@1m，在理

想條件下可以傳播數百公里。這些低頻信號被認為主要用於長距離通訊，包括覓

食協調、繁殖聯繫、群體組織等功能[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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齒鯨類（如抹香鯨、海豚、鼠海豚等）的聲學系統更加多樣化，既能產生用於社

交的哨音和脈衝信號，也能產生用於回聲定位的寬頻咔嗒聲。海豚的哨音頻率通

常在 1-20kHz 範圍內，具有複雜的調頻結構，被認為是個體識別和社交聯繫的重

要工具。抹香鯨的咔嗒聲是動物界聲強最大的聲信號之一，峰值頻率約 15kHz，

聲源級可達 230dB re 1 μPa@1m，主要用於深海回聲定位[126]。 

 

魚類是海洋中數量最多的發聲脊椎動物群體，已知約有 800 多種魚類具有發聲能

力。魚類發聲的主要機制包括鰾部肌肉收縮、骨骼摩擦、牙齒研磨等。不同科屬

的魚類發展出了特徵性的聲學信號，如石首魚科的低頻脈衝聲、隆頭魚科的摩擦

聲、鼠魚科的咕嚕聲等。魚類發聲的生物學功能主要包括求偶聲（spawning 

sounds）、警告聲（alarm calls）、領域聲（territorial calls）等。許多魚類的發聲行

為呈現明顯的日周期和季節性變化，與其繁殖週期密切相關[127]。 

 

無脊椎動物中也有許多類群具有發聲能力，雖然其聲學信號通常較為微弱，但在

某些環境中仍可能成為重要的聲源。甲殼類如槍蝦（snapping shrimp）透過快速

閉合特化的螯肢產生強烈的脈衝聲，頻譜峰值約在 2-5kHz，在熱帶淺海環境中

可能成為主要的背景噪音來源。龍蝦和螃蟹等大型甲殼類也會產生各種摩擦聲和

打擊聲。頭足類動物如烏賊和章魚會產生噴射流聲，但這類聲音通常較為微弱

[128]。 

 

海洋生物聲學現象的時間模式反映了生物的生活史特徵和生態需求。日周期變化

是最常見的時間模式，許多魚類在黃昏和黎明時段發聲活動最為活躍，這可能與

其攝食和繁殖行為的日節律相關。季節性變化通常與繁殖週期密切相關，許多種

類的發聲活動在繁殖季節達到高峰。潮汐週期也會影響某些種類的發聲行為，特

別是在潮間帶和河口環境中[129]。 

 

海洋生物聲學現象的空間分布模式反映了物種的地理分布和棲息地偏好。不同生

物群落產生不同的聲景特徵，熱帶珊瑚礁的生物聲景以高多樣性的魚類發聲為特

徵，溫帶海域的生物聲景則可能以特定優勢種的發聲為主導。垂直分布上，不同

深度的生物群落也表現出不同的聲學特徵。深海環境的生物聲學活動相對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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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有一些深海魚類和頭足類動物會產生聲信號[130]。 

 

生物聲學信號的聲學特徵具有重要的分類學和生態學意義。不同種類的生物通常

具有特徵性的聲學指紋，這些特徵可以用於物種識別和群落結構分析。聲學特徵

包括基頻、諧波結構、調製模式、脈衝特性、持續時間等多個參數。現代聲學分

析技術如譜圖分析、倒譜分析、小波分析等為生物聲學信號的特徵提取和模式識

別提供了強大工具[131]。 

 

海洋生物聲學現象對海洋聲景生態學具有重要意義。生物聲學多樣性被認為是生

物多樣性的重要指標，聲景的改變可能反映生態系統的健康狀況。人為噪音對生

物聲學行為的影響是當前海洋保護的重要關注點，包括聲掩蔽效應、行為改變、

棲息地迴避等。保護和恢復自然聲景已成為海洋保護區管理的重要目標之一

[132]。 

 

被動聲學監測技術的發展為海洋生物聲學現象的研究提供了革命性的工具。長期

部署的自主式水下錄音器能夠連續記錄海洋聲環境，提供大時空尺度的生物聲學

資料。機器學習和人工智慧技術的應用使得大規模聲學資料的自動分析成為可能，

推動了生物聲學研究從定性描述向定量分析的轉變。這些技術的發展為海洋生物

多樣性監測、漁業資源評估、海洋保護區效果評估等實際應用提供了重要支撐

[133]。 

 

2.5 頻譜特徵與時空變化 Spectral Features and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s 

 

頻譜特徵與時空變化是水下噪音特性研究的核心內容，涉及聲信號在頻域、時域

和空間域的複雜分布模式及其動態變化規律。頻譜分析揭示了不同噪音源的聲學

指紋和物理產生機制，而時空變化分析則揭示了海洋聲環境的動態性和複雜性。

現代海洋聲學研究表明，海洋噪音的頻譜結構具有明顯的分段特徵：極低頻段

（<10Hz）主要由地震活動和大型船舶推進系統主導；低頻段（10-100Hz）受遠

距離航運噪音控制，在許多海域已成為人為噪音的主導頻段；中頻段（100Hz-

10kHz）是自然和人為聲源混合的區域，包括風浪噪音、魚類發聲、近距離船舶

噪音等；高頻段（>10kHz）主要由近場聲源如氣泡破裂、生物發聲、局地機械噪



2 - 33 
 

音等控制[134]。 

 

時空變化的多尺度特徵反映了海洋系統的多層次動力學過程。時間尺度上，從毫

秒級的瞬態現象到年代際的氣候變化，海洋噪音都表現出相應的變化模式。空間

尺度上，從米級的近場效應到全球海盆的遠場傳播，聲信號都呈現出不同的分布

特徵。這種多尺度的時空變異性不僅增加了海洋聲學預測的複雜性，也為海洋環

境和生態系統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訊來源。近年來，隨著全球海洋聲學監測網

路的建設和大數據分析技術的發展，對海洋噪音時空變化規律的認識正在不斷深

化，為環境管理和生態保護提供了更加科學的依據[135]。 

 

現代頻譜分析技術的發展為海洋噪音特徵的精確描述提供了強大工具。傳統的傅

立葉變換方法為噪音的頻域特徵提供了基本描述，但對於非平穩信號的時變特徵

描述能力有限。短時傅立葉變換（STFT）、小波變換、希爾伯特-黃變換（HHT）

等現代時頻分析方法能夠同時提供時間和頻率資訊，更好地描述海洋噪音的動態

特徵。這些方法的應用使得對瞬態事件、調製信號、多分量信號等複雜聲學現象

的分析成為可能，推動了海洋聲學從靜態描述向動態分析的發展[136]。 

 

2.5.1 頻域特性分析 Frequency Domain Analysis 

 

頻域特性分析是海洋聲學研究的基礎方法學，透過將時域信號轉換為頻域表示，

揭示聲信號的頻率成分、能量分布和統計特性。海洋環境中的複雜聲場包含了來

自多種聲源的信號分量，每種聲源都有其特徵的頻譜特徵，透過頻域分析可以實

現聲源的識別、分離和定量評估。傅立葉變換作為頻域分析的核心數學工具，將

時域信號 s(t)轉換為頻域表示 S(f) = ∫s(t)e^(-2πift)dt，其中功率譜密度 PSD(f) = 

|S(f)|²描述了信號功率在頻域的分布特徵。對於海洋噪音這類隨機信號，通常採用

Welch 方法等改進的譜估計技術，透過分段平均和視窗函數來提高譜估計的穩定

性和解析度[137]。 

 

海洋噪音的頻譜結構呈現出明顯的分段特徵，不同頻段的主導聲源和物理機制存

在顯著差異。在極低頻段（0.1-10Hz），海洋噪音主要由地震活動、大氣擾動和大

型船舶的推進系統產生。這個頻段的噪音具有較強的穿透能力和傳播距離，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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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大範圍的海洋環境。地震產生的 T 波(Tertiary waves)在海洋中可傳播數千公

里，其頻譜特徵呈現 1/f²的冪律衰減模式[23]。大型貨輪和油輪的推進系統在此

頻段產生的噪音主要來自於螺槳的低頻振動和船體結構共振，其聲功率級可達

180-190dB re 1 μPa²·m²[24]。 

 

在低頻段（10-100 Hz），海洋交通噪音成為主導因素。國際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的統計資料顯示，全球商船隊在此頻段貢獻的累積噪

音能量佔總海洋背景噪音的 60-80%[25]。船舶噪音的頻譜特徵呈現明顯的諧波結

構，基頻通常對應於螺槳葉片通過頻率(Blade Passing Frequency, BPF)，計算公式

為： 

 

f_BPF = (n × N × RPM) / 60 

 

其中 n 為螺槳葉片數，N 為螺槳數量，RPM 為轉速。典型大型商船的 BPF 範圍

為 15-50Hz，其二次和三次諧波分別出現在 30-100Hz 和 45-150Hz 頻段[26]。 

 

中頻段（100Hz - 10kHz）的噪音來源更加多樣化。在 1-10kHz 範圍內，風成波浪

的氣泡破裂過程成為重要的噪音源。Wenz 曲線顯示此頻段的噪音功率譜密度與

風速呈正比關係，斜率約為+6dB per octave[27]。降雨產生的噪音在 2-20kHz 頻

段特別顯著，雨滴撞擊海面形成的氣泡共振頻率主要分佈在 8-15kHz 範圍[28]。

軍用聲納系統在此頻段的貢獻不容忽視，主動聲納的工作頻率通常為 1-10kHz，

脈衝峰值可達 235dB re 1 μPa[29]。 

 

高頻段（10-100 kHz）的噪音特徵主要由小尺度物理過程控制。熱雜訊(Thermal 

noise)在 50 kHz 以上頻段開始顯現，其功率譜密度遵循 Johnson-Nyquist 定理： 

 

S_th = 4k_B TR 

 

其中 k_B 為 Boltzmann 常數，T 為絕對溫度，R 為聲學阻抗。海水中的熱雜訊約

為-75dB re 1 μPa²/Hz[30]。海洋生物的高頻發聲在此頻段也具有重要貢獻，特別

是齒鯨類的回聲定位信號，頻率範圍可達 200kHz，峰值聲壓級達 200-230dB 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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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Pa[31]。 

 

2.5.2 時域特性分析 Time Domain Analysis 

 

海洋噪音的時域特徵反映了聲源活動的時間變化模式和海洋環境的動態特性。時

域分析方法包括統計分析、相關分析和時頻聯合分析等技術，能夠揭示噪音信號

的週期性、間歇性和隨機性特徵[32]。 

 

海洋噪音的統計特性通常偏離高斯分佈，呈現非高斯的機率密度函數。船舶交通

噪音的振幅分佈常表現為對數常態分佈或 Weibull 分佈特徵，反映了航運活動的

空間聚集效應和時間不均勻性[33]。海洋背景噪音的機率密度函數可用以下經驗

公式描述： 

 

p(x) = (β/α) × (x/α)^(β-1) × exp[-(x/α)^β] 

 

其中 α 為尺度參數，β 為形狀參數，典型值分別為 α = 0.8-1.2，β = 1.5-2.5[34]。 

 

週期性特徵在海洋噪音中廣泛存在，反映了海洋環境和人類活動的循環模式。日

週期變化主要由商業航運的作息規律產生，港口附近的噪音水平在白天比夜間高

5-15 dB[35]。季節週期變化與海洋生物的繁殖週期、風浪氣候的年際變化和航運

淡旺季密切相關。北大西洋地區的研究顯示，冬季風浪噪音比夏季高 8-12dB，而

生物噪音則呈現相反的季節性變化[36]。 

 

間歇性是海洋噪音的另一重要時域特徵，特別實現在爆破、地震勘探和軍事活動

產生的脈衝性噪音中。氣槍陣列(Air gun array)產生的地震勘探信號具有典型的間

歇性特徵，脈衝持續時間 10-100 毫秒，重複週期 10-30 秒，峰值聲壓級可達 260dB 

re 1 μPa[37]。這類間歇性噪音的能量分佈極不均勻，95%的聲能集中在 5%的時

間內，對海洋生物的聲學環境造成劇烈干擾[38]。 

 

自相關函數分析揭示了海洋噪音的時間相干特性。船舶噪音的自相關函數通常在

幾秒到幾十秒範圍內保持較高的相干性，反映了螺槳旋轉和引擎運轉的準週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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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風浪噪音的相關時間較短，通常為 0.1-1 秒，與波浪週期和氣泡壽命相關

[40]。長時間相關分析顯示海洋噪音具有 1/f 噪音特徵，表明系統存在長程相關

性和記憶效應[41]。 

 

2.5.3 空間特性分析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海洋噪音的空間分佈特徵反映了聲源的地理分佈、海洋環境的空間異質性和聲波

傳播的方向性效應。空間分析方法包括波束形成技術、陣列信號處理和空間統計

分析等，能夠確定噪音的來源方向、空間相干長度和傳播模式[42]。 

方向性是海洋噪音的基本空間特徵，不同頻段的方向性模式存在顯著差異。低頻

海洋交通噪音主要來自主要航道方向，呈現明顯的各向異性特徵。垂直陣列測量

結果顯示，100Hz 頻段的船舶噪音主要以低階模態傳播，到達角度集中在水平方

向±20°範圍內[43]。風浪噪音在中高頻段表現出較強的方向性，主要來自上風向，

其方向性函數可用以下經驗公式描述： 

D(θ) = D_0 × cos^n(θ - θ_w) 

其中 θ_w 為風向，D_0 為最大方向性指數，n 為方向性參數，典型值為 n = 2-

4[44]。 

空間相干性描述了不同位置噪音信號之間的相關程度，是陣列信號處理的重要參

數。海洋噪音的空間相干長度與頻率、海洋環境和聲源特性密切相關。同質海洋

環境中的空間相干函數可用 Bessel 函數表示： 

γ(r) = J_0(kr sin θ) 

其中 J_0 為零階 Bessel 函數，k 為波數，r 為空間間隔，θ 為到達角度[45]。實際

海洋環境中的空間相干長度通常為 0.5-2 個波長，受海洋環境擾動和多路徑效應

影響而縮短[46]。 

海洋噪音的垂直分佈特徵與海洋聲速結構和聲源深度分佈密切相關。表層聲源

（如船舶和風浪）產生的噪音能量主要集中在混合層和溫躍層上部，深度分佈呈

指數衰減模式[47]。深海聲道(SOFAR channel)對低頻噪音具有導波效應，使噪音

能量在聲道軸深度附近聚集，形成「聲影區」和「聚焦區」的交替分佈模式[48]。 

地理分佈分析顯示海洋噪音具有明顯的空間異質性和熱點效應。全球海洋噪音分

佈圖顯示，主要航道、港口附近和工業活動密集區域是海洋噪音的高值區，噪音

水平比遠海背景高 20-40 dB[49]。地中海、北海和東海等半封閉海域由於航運密

度高、聲波多次反射等因素，噪音水平普遍較高[50]。極地海域在夏季融冰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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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冰層破裂噪音，峰值頻率為 10-1000 Hz，是該區域重要的自然噪音源[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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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水下噪音量測與監測 
Measurement and Monitoring 

 

水下噪音量測與監測是現代海洋聲學研究的核心技術領域，其重要性在於

為海洋環境保護、船舶噪音管理以及海洋生態影響評估提供科學的技術基礎。隨

著國際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對船舶噪音排放標準的

日益嚴格，以及歐盟海洋策略框架指令(Marine Strategy Framework Directive, 

MSFD)對海洋環境噪音監測的強制要求，建立準確可靠的水下噪音量測與監測系

統已成為各國海事管理部門、船舶設計業者以及海洋研究機構的首要任務[1]。 

水下噪音量測與監測技術的發展經歷了從傳統單點式量測到現代化網路化

監測系統的重大變革。早期的水下噪音量測主要依賴單一水聽器(Hydrophone)進

行點式監測，量測精度受到環境因素影響較大，且缺乏長期連續監測能力。隨著

數位訊號處理技術、感測器技術以及無線通訊技術的快速發展，現代水下噪音監

測系統已能夠實現高精度、長期連續、自動化的噪音監測，並具備即時數據傳輸

與分析能力[2]。 

現代水下噪音量測與監測系統的核心技術架構包含五個主要組成部分：首

先是水聽器與感測技術，作為系統的感測前端，負責將水中聲波信號轉換為電氣

信號；其次是噪音量測指標體系，建立標準化的量測參數與評估準則；第三是麥

克風陣列與定位技術，實現多維度空間聲場分析與噪音源定位；第四是長期監測

與自動化系統，確保連續穩定的數據收集；最後是數據分析與信號處理技術，將

原始聲學數據轉化為有意義的噪音資訊[3]。 

一、 在技術標準方面，國際電工委員會(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 

IEC)制定的 IEC 60565 系列標準為水聽器校準提供了權威的技術規範，包括

自由場校準程序、頻率響應測量方法以及不確定度評估要求。國際拖曳水槽

會議(International Towing Tank Conference, ITTC)發布的 ITTC 7.5-04-04-01

指引則針對船舶水下噪音全尺度量測制定了詳細的測試程序和品質控制要

求。英國國家物理實驗室(National Physical Laboratory, NPL)的 MGPG133 良

好實務指引進一步補充了水下噪音量測的最佳實務建議[4]。 

二、 被動聲學監測(Passive Acoustic Monitoring, PAM)技術在近年來獲得了廣泛

應用，特別是在海洋保護區監測、海洋生物聲學研究以及人為噪音影響評估

等領域。現代 PAM 系統如 SoundTrap、AMAR(Autonomous Multi-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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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oustic Recorder)等設備能夠進行長達數個月的自主監測，並具備智慧化的

數據處理與分析功能。這些系統不僅能夠記錄海洋環境的自然聲景，也能夠

準確識別和量化人為噪音源的影響[5]。 

三、 在數據處理方面，快速傅立葉轉換(Fast Fourier Transform, FFT)、頻譜分析以

及 MATLAB 工具箱的應用為水下聲學數據的深度分析提供了強大的技術支

持。現代信號處理技術不僅能夠實現高解析度的頻域分析，還能夠進行時頻

域聯合分析、聲源特徵提取以及噪音源分類識別。機器學習與人工智慧技術

的引入進一步提升了自動化數據分析的能力，使得大量監測數據的快速處理

與智慧化解讀成為可能[6]。 

3.1 水聽器與感測技術 Hydrophones and Sensor Technologies 
水聽器作為水下聲學量測的核心感測元件，其性能直接決定了整個噪音監

測系統的測量精度與可靠性。現代水聽器技術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已形成了涵蓋

壓電陶瓷、壓阻式、光纖以及微機電系統(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s, 

MEMS)等多種感測原理的技術體系。不同類型的水聽器在靈敏度、頻率響應、動

態範圍以及環境適應性等方面各有特色，需要根據具體的應用需求進行合理選擇

與配置[7]。 

國際電工委員會制定的 IEC 60565 系列標準為水聽器的性能評估與校準提

供了權威的技術規範。該標準詳細規定了水聽器的自由場校準程序、頻率響應測

量方法、靈敏度測定要求以及不確定度評估原則。根據 IEC 60565-1:2020 的最新

版本，水聽器校準應在標準溫度(23±2°C)和標準靜水壓力條件下進行，校準頻率

範圍應涵蓋水聽器的有效工作頻段，並要求不確定度控制在±1 dB 以內[8]。 

水聽器的基本工作原理基於聲壓與電壓之間的轉換關係。當聲波在水中傳

播時，聲壓變化會使水聽器的感測元件產生相應的電氣信號。水聽器的靈敏度

(Sensitivity)定義為輸出電壓與輸入聲壓的比值，通常以 dB re 1V/μPa 表示。高靈

敏度水聽器能夠檢測微弱的聲學信號，但同時也需要考慮其動態範圍與線性度要

求。現代精密水聽器的靈敏度可達-180 dB re 1V/μPa 以上，動態範圍超過 120 

dB[9]。 

3.1.1 壓電式水聽器原理與特性  Piezoelectric Hydrophone Principles and 

Characteristics 

壓電式水聽器是目前應用最廣泛的水下聲學感測器，其工作原理基於壓電

材料的逆壓電效應。當聲波產生的交變壓力作用於壓電陶瓷材料時，材料內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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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荷分布發生變化，在電極間產生相應的電壓信號。壓電式水聽器具有靈敏度高、

頻率響應寬、穩定性好等優點，廣泛應用於海洋科學研究、水下噪音監測以及聲

納系統中[10]。 

現代壓電式水聽器主要採用鉛鋯鈦酸(Lead Zirconate Titanate, PZT)陶瓷作

為感測材料。PZT 陶瓷具有優異的壓電性能，其壓電常數 d33 可達 400-600 pC/N，

機電耦合係數 kt 超過 0.5。通過精確控制 PZT 陶瓷的組成配比與燒結工藝，可以

獲得不同頻率特性的壓電材料。對於水下低頻噪音監測應用，通常選用諧振頻率

較低的軟性 PZT 陶瓷；而對於高頻聲學測量，則採用諧振頻率較高的硬性 PZT

陶瓷[11]。 

壓電式水聽器的結構設計對其性能具有決定性影響。典型的壓電式水聽器

由壓電陶瓷元件、前置放大器、密封外殼以及電纜組成。壓電陶瓷元件通常設計

為圓柱形或球形結構，以實現全向性的聲學接收特性。前置放大器採用低噪音場

效電晶體(Field Effect Transistor, FET)或運算放大器，用於放大微弱的壓電信號並

提供適當的輸出阻抗匹配。密封外殼需要確保水聽器在高壓深海環境下的可靠工

作，通常採用鈦合金或不鏽鋼材料，並配備專用的密封設計[12]。 

壓電式水聽器的頻率響應特性是其重要的技術指標。理想的水聽器應具有

平坦的頻率響應曲線，即在整個工作頻率範圍內保持恆定的靈敏度。然而，實際

的壓電式水聽器由於結構諧振效應的影響，其頻率響應會在特定頻點出現峰值或

谷值。現代水聽器設計通過優化結構參數、採用阻尼材料以及多元件複合結構等

技術，有效擴展了平坦頻率響應的範圍。高品質的壓電式水聽器在 10 Hz 至 100 

kHz 頻率範圍內可實現±2 dB 的平坦響應[13]。 

壓電式水聽器的動態範圍決定了其能夠準確測量的聲壓級範圍。動態範圍

的下限由水聽器的本底噪音決定，而上限則受到材料非線性與放大器飽和的限制。

現代低噪音壓電式水聽器的等效噪音聲壓級可低至 0 dB re 1μPa²/Hz，最大可測

聲壓級可達 180 dB re 1μPa，動態範圍超過 120 dB。為了進一步擴展動態範圍，

一些先進的水聽器採用可變增益放大器或雙通道設計，能夠自動適應不同的聲壓

級環境[14]。 

溫度對壓電式水聽器性能的影響不可忽視。PZT 陶瓷的壓電常數、介電常

數以及彈性模量均隨溫度變化而改變，導致水聽器的靈敏度產生溫度漂移。典型

的壓電式水聽器在 0-40°C 溫度範圍內的靈敏度溫度係數約為-0.2 dB/°C。對於要

求高精度測量的應用，需要採用溫度補償技術或選用溫度穩定性更好的壓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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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先進的水聽器內置溫度感測器，能夠實現即時的溫度補償修正[15]。 

靜水壓力對深海用壓電式水聽器的性能也有重要影響。隨著水深增加，靜

水壓力的變化會改變壓電陶瓷的應力狀態，進而影響其壓電性能。根據 IEC 60565

標準的要求，深海用水聽器應能在 10 MPa(相當於 1000 米水深)靜水壓力下正常

工作，靈敏度變化應控制在±1 dB 以內。現代深海水聽器通過採用壓力補償設計、

優化結構強度以及選用抗壓性能優異的材料等技術，能夠在 6000 米以上深海環

境中可靠工作[16]。 

3.1.2 數位化水聽器系統設計 Digital Hydrophone System Design 

數位化水聽器系統代表了現代水下聲學感測技術的發展方向，通過將類比

訊號轉換、數位訊號處理以及數據傳輸功能整合於水聽器內部，實現了高精度、

低噪音、易於整合的水下聲學監測解決方案。數位化設計不僅提升了系統的抗干

擾能力與數據傳輸可靠性，也為複雜的訊號處理演算法提供了實現平台[17]。 

數位化水聽器系統的核心是高性能類比數位轉換器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ADC)。現代 24 位元 ADC 能夠提供超過 140 dB 的動態範圍，完全滿

足水下聲學測量的精度要求。為了確保類比訊號的完整性，ADC 前端通常配置

精密的抗混疊濾波器(Anti-aliasing Filter)以及可程式增益放大器(Programmable 

Gain Amplifier, PGA)。抗混疊濾波器採用 8 階以上的橢圓濾波器設計，能夠有效

抑制高頻雜訊的混疊效應。PGA 提供多級增益選擇，使水聽器能夠適應不同的

聲壓級環境[18]。 

數位訊號處理器(Digital Signal Processor, DSP)是數位化水聽器的運算核心，

負責執行即時的訊號處理演算法。現代 DSP 晶片具有強大的浮點運算能力，能

夠實現複雜的數位濾波、頻譜分析以及特徵提取演算法。典型的水聽器 DSP 應

用包括：數位濾波器實現不同頻段的選擇性放大；快速傅立葉轉換進行即時頻譜

分析；自適應噪音抑制演算法提升訊雜比；以及聲學特徵參數的即時計算等[19]。 

數位化水聽器的同步技術對於陣列應用至關重要。多通道水聽器陣列需要

實現精確的時間同步，以確保相位資訊的準確性。現代數位化水聽器採用全球定

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時鐘源或精密晶體振盪器提供穩定的時間

基準。通過 IEEE 1588 精確時間協定(Precision Time Protocol, PTP)或專用同步演

算法，可實現奈秒級的多通道同步精度。這種高精度同步能力為波束成形、聲源

定位等先進應用提供了基礎[20]。 

功耗管理是數位化水聽器系統設計的關鍵考量。由於水下監測應用通常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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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長期自主工作，系統功耗直接影響監測持續時間。現代數位化水聽器採用低功

耗 DSP 晶片、智慧型電源管理以及事件驅動的工作模式，大幅降低了系統功耗。

典型的數位化水聽器功耗可控制在數毫瓦至數瓦範圍，能夠支持數個月的連續監

測作業[21]。 

數據壓縮技術在數位化水聽器中的應用有效減少了存儲空間需求與傳輸頻

寬要求。無失真壓縮演算法如 FLAC(Free Lossless Audio Codec)能夠在不損失精

度的前提下實現 2:1 至 4:1 的壓縮比。對於某些應用場景，也可採用有失真壓縮

演算法實現更高的壓縮比。現代數位化水聽器通常提供多種壓縮模式選擇，用戶

可根據具體需求平衡數據品質與存儲效率[22]。 

網路化介面設計使數位化水聽器能夠方便地整合至現代監測網路中。以太

網路、Wi-Fi 以及行動通訊介面為數據的即時傳輸提供了靈活的選擇。一些先進

的系統還支援工業物聯網(Industrial Internet of Things, IIoT)協定，能夠實現設備

的遠端配置、狀態監控以及故障診斷。這種網路化能力大幅提升了監測系統的智

慧化程度與維護便利性[23]。 

 

3.1.3 水聽器校準與標準化程序 Hydrophone Calibr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Procedures 

水聽器校準是確保水下噪音測量準確性與可追溯性的基礎工作，其重要性

在於建立測量數據與國際標準單位之間的可靠聯繫。國際電工委員會制定的 IEC 

60565 系列標準為水聽器校準提供了完整的技術框架，涵蓋了自由場校準、比較

校準以及不確定度評估等各個方面。嚴格遵循標準化校準程序是獲得高品質測量

數據的前提條件[24]。 

自由場校準是水聽器一級標準校準的基本方法，其原理基於在無邊界反射

的聲場環境中建立已知的聲壓場。自由場校準系統通常由標準音源、消聲水槽、

精密定位系統以及測量儀器組成。消聲水槽採用楔形吸音材料或球形設計以最小

化邊界反射，確保自由場條件的實現。標準音源產生穩定的單頻或寬頻聲信號，

其聲功率輸出需要通過聲功率標準進行精確標定。典型的自由場校準系統能夠在

1 Hz 至 1 MHz 頻率範圍內提供±0.2 dB 的校準不確定度[25]。 

比較校準法是工程應用中廣泛採用的水聽器校準方法，其基本原理是將待

校準水聽器與已知靈敏度的標準水聽器在相同聲場條件下進行比較測量。比較校

準具有操作簡便、成本較低的優點，但其準確性依賴於標準水聽器的品質。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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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 60565 標準的要求，標準水聽器應具備良好的長期穩定性，其靈敏度漂移應

小於 0.1 dB/年。比較校準的不確定度通常為±0.5 dB，適用於大多數工程應用需

求[26]。 

互易校準法是基於聲學互易原理的高精度校準方法，特別適用於低頻水聽

器的校準。該方法利用可逆換能器既作為聲源又作為接收器的特性，通過測量電

氣參數推導出聲學靈敏度。互易校準不需要預先知道聲場的絕對值，因此被認為

是最準確的校準方法之一。現代互易校準系統能夠在 10 Hz 至 10 kHz 頻率範圍

內提供±0.1 dB 的校準不確定度，是建立國家水聲計量基準的重要技術[27]。 

校準頻率的選擇應涵蓋水聽器的整個工作頻段，並在關鍵頻點進行加密測

量。對於水下噪音監測應用，通常需要在 1/3 倍頻程中心頻率進行校準，以滿足

噪音分析的需要。校準頻率點的數量與分佈應根據水聽器的頻率響應特性確定，

在響應平坦的頻段可適當減少校準點，而在響應變化較大的頻段應增加校準密度。

現代自動化校準系統能夠在數百個頻率點進行快速掃頻校準，大幅提高了校準效

率[28]。 

環境條件對校準結果的影響需要嚴格控制。溫度是影響校準準確性的主要

因素，標準要求校準過程中溫度變化應小於±1°C，並需要記錄準確的溫度數值用

於後續修正。靜水壓力對深海用水聽器的校準也很重要，通常需要在多個壓力點

進行校準以建立壓力修正曲線。此外，水的鹽分、溶解氣體等因素也會影響聲速

與密度，進而影響校準結果[29]。 

校準數據的處理與不確定度評估是校準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校準證書應

包含完整的測量數據、環境條件記錄、不確定度分析以及有效期限等資訊。不確

定度評估需要考慮測量儀器、環境條件、重複性以及校準方法等各種不確定度來

源。根據國際測量不確定度指南 (Guide to the Expression of Uncertainty in 

Measurement, GUM)的要求，應採用標準不確定度與擴展不確定度的概念進行完

整的不確定度分析[30]。 

3.1.4 新興感測技術發展趨勢 Emerging Sensor Technology Trends 

光纖水聽器技術代表了水下聲學感測領域的重要發展方向，其基於光干涉

測量原理，具有電磁干擾免疫、頻寬寬、靈敏度高等獨特優勢。光纖水聽器的工

作原理是利用聲波引起的光纖應變調製光信號的相位，通過干涉測量技術檢測相

位變化並推導出聲壓資訊。現代光纖水聽器採用單模光纖與精密的干涉儀設計，

能夠實現超高的測量精度與穩定性[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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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式光纖聲學感測(Distributed Acoustic Sensing, DAS)技術為大範圍水下

監測提供了革命性的解決方案。DAS 系統利用光纖作為分散式感測器，能夠沿

光纖路徑連續監測聲學活動。通過相干瑞利散射時域反射(Coherent Rayleigh 

Optical Time Domain Reflectometry, C-OTDR)技術，單根光纖能夠提供數公里範

圍內米級空間解析度的聲學感測能力。這種技術特別適用於海底電纜監測、海洋

地震監測以及大面積海洋噪音普查等應用[32]。 

微機電系統(MEMS)水聽器技術在小型化、低成本以及批量生產方面具有顯

著優勢。MEMS 水聽器採用矽基微加工技術製造，具有體積小、重量輕、功耗低

等特點。現代 MEMS 水聽器已能夠實現與傳統壓電式水聽器相近的性能指標，

同時成本大幅降低。MEMS 技術還使得感測器陣列的高密度整合成為可能，為波

束成形與空間處理提供了新的技術途徑[33]。 

向量水聽器技術能夠同時測量聲壓與質點振速，提供更豐富的聲場資訊。

向量水聽器通常由一個聲壓感測器與三個正交的振速感測器組成，能夠完整描述

聲場的標量與向量特性。這種多維度的聲學資訊對於聲源定位、波束成形以及聲

場重建等應用具有重要價值。現代向量水聽器在低頻段具有特別優異的性能，廣

泛應用於潛艇檢測、海洋地質勘探等領域[34]。 

人工智慧技術在水聽器系統中的應用為智慧化感測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機

器學習演算法能夠實現水聽器的自動校準、故障診斷以及環境適應性優化。深度

學習技術在聲學信號識別、噪音源分類以及異常檢測等方面展現出強大的能力。

基於人工智慧的水聽器系統能夠自主學習環境特徵，動態調整系統參數，實現更

高的測量精度與可靠性[35]。 

量子感測技術雖然尚處於研發階段，但展現出極大的應用潜力。量子水聽

器基於量子干涉效應，理論上能夠實現超越經典感測器的靈敏度極限。量子糾纏

與壓縮態等量子資源的利用，有望在未來實現超低噪音、超高精度的水下聲學測

量。雖然目前量子水聽器主要停留在實驗室階段，但隨著量子技術的不斷成熟，

其在水下極微弱信號檢測方面的應用前景值得期待[36]。 

3.2 噪音量測指標 Acoustic Measurement Indicators 
水下噪音量測指標體系是評估船舶噪音水平、監測海洋環境聲學品質以及

制定噪音控制標準的基礎工具。完整的量測指標體系不僅需要準確描述聲學信號

的物理特性，還要能夠反映噪音對海洋生物的潛在影響。隨著國際海事組織對船

舶噪音管理要求的不斷提升，建立標準化、國際化的噪音量測指標體系已成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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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聲學領域的重要任務[37]。 

現代水下噪音量測指標可分為基本物理指標與生態影響指標兩大類別。基

本物理指標包括聲壓級(Sound Pressure Level, SPL)、源級(Source Level, SL)、輻

射噪音級(Radiated Noise Level, RNL)等，主要描述聲學信號的強度、頻率分佈以

及傳播特性。生態影響指標如聲曝露級(Sound Exposure Level, SEL)、累積聲曝露

級(Cumulative Sound Exposure Level, cSEL)等，則重點關注噪音對海洋生物的累

積影響效應[38]。 

國際標準化組織制定的 ISO 17208 系列標準為水下噪音量測提供了權威的

技術指引。該標準詳細規定了各類噪音指標的定義、計算方法以及測量要求，確

保了不同機構間測量結果的可比性與一致性。歐盟委員會決議 2017/848 進一步

明確了海洋策略框架指令中噪音監測的具體技術要求，為歐洲海域的噪音管理提

供了統一的標準基礎[39]。 

頻域分析是水下噪音量測的核心技術，通過將時域信號轉換為頻域表示，

能夠深入分析噪音的頻譜特性與能量分佈。1/3 倍頻程分析是最常用的頻域分析

方法，能夠提供與人類聽覺特性相符的頻率解析度。對於特殊應用需求，也可採

用窄頻分析、小波分析或其他先進的時頻分析技術[40]。 

3.2.1 聲壓級與源級量測 Sound Pressure Level and Source Level Measurements 

聲壓級是描述水下聲學信號強度的最基本指標，定義為測量聲壓與參考聲

壓之比的 20 倍對數值。在水聲學中，參考聲壓統一採用 1 μPa，聲壓級的單位為

dB re 1 μPa。聲壓級的精確測量需要考慮測量距離、環境條件以及頻率特性等多

種因素。現代聲壓級測量系統通常具備寬動態範圍與高頻率解析度，能夠滿足從

微弱生物聲到強烈人為噪音的各種測量需求[41]。 

聲壓級的測量方法可分為瞬時測量與積分測量兩種類型。瞬時聲壓級反映

某一時刻的聲學強度，適用於穩定連續信號的測量。積分聲壓級（等效連續聲壓

級）則通過時間平均消除信號的隨機波動，更適合於評估變化信號的平均水平。

根據 ISO 18405 標準的要求，水下噪音測量通常採用 1 秒或更長時間的積分週

期，以確保測量結果的穩定性與重複性[42]。 

源級是描述聲源輻射能力的重要指標，定義為在自由場條件下距聲源中心

1 米處的聲壓級。源級的測量需要考慮聲傳播損失的影響，通過幾何擴散修正將

不同距離的測量結果歸一化到標準距離。對於球面擴散，聲傳播損失為 20log(r)，

其中 r 為測量距離；對於柱面擴散，聲傳播損失為 10log(r)。實際海洋環境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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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傳播往往介於球面與柱面擴散之間，需要根據具體的環境條件進行修正[43]。 

船舶輻射噪音級是船舶噪音評估的核心指標，通常在標準測試條件下進行

測量。根據 ITTC 7.5-04-04-01 建議程序的要求，船舶噪音測量應在深水、無邊界

反射的環境中進行，測量距離應不小於船舶長度的 2 倍且不小於 100 米。測量過

程中船舶應保持穩定的航行狀態，航速、螺旋槳轉速等運行參數需要精確記錄。

現代船舶噪音測量系統能夠同時測量多個頻段的輻射噪音級，為船舶設計優化提

供全面的數據支持[44]。 

背景噪音的識別與扣除是準確測量源級的重要技術環節。海洋環境中存在

風浪噪音、生物噪音、遠場船舶噪音等各種背景噪音，會對目標源級的測量造成

干擾。當目標信號與背景噪音的能量比小於 10 dB 時，需要進行背景噪音修正。

修正公式為：SPLcorrected = 10log(10^(SPLtotal/10) - 10^(SPLbackground/10))，其

中 SPLtotal 為總測量值，SPLbackground 為背景噪音級[45]。 

頻率加權是聲壓級測量中的重要概念，用於模擬特定接收者（如人類或海

洋生物）的聽覺特性。A 加權廣泛用於反映人類聽覺特性，但在水聲學中較少使

用。對於海洋哺乳動物，研究人員已開發出專用的頻率加權函數，如 M 加權（針

對海洋哺乳動物低頻聽覺）、高頻鯨類加權等。這些生物學加權有助於更準確地

評估噪音對特定物種的影響[46]。 

不確定度分析是聲壓級與源級測量的必要組成部分。測量不確定度主要來

源於儀器校準、環境條件、測量方法以及數據處理等環節。根據國際測量不確定

度表示指南的要求，應建立完整的不確定度預算，考慮各種不確定度分量的貢獻。

典型的水下聲壓級測量不確定度可控制在±1-2 dB 範圍內，高精度測量系統可達

到±0.5 dB 的不確定度水平[47]。 

3.2.2 頻譜分析與 1/3 倍頻程測量  Spectral Analysis and 1/3 Octave Band 

Measurements 

頻譜分析是水下噪音特性評估的核心技術，通過將複雜的時域信號分解為

不同頻率成分，揭示噪音的頻率構成與能量分佈規律。現代數位訊號處理技術使

得高解析度、即時的頻譜分析成為可能，為噪音源識別、傳播特性研究以及控制

策略制定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支持。頻譜分析的準確性直接影響到噪音評估的科

學性與可靠性[48]。 

快速傅立葉轉換(FFT)是實現頻譜分析的基礎演算法，能夠高效地將時域信

號轉換為頻域表示。FFT 分析的頻率解析度由採樣頻率與分析窗長度決定，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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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度 Δf = fs/N，其中 fs 為採樣頻率，N 為 FFT 點數。對於水下低頻噪音分析，

通常需要較高的頻率解析度以分辨接近的頻率成分。現代 FFT 處理器能夠執行

高達 2^20 點（約 100 萬點）的 FFT 運算，提供極高的頻率解析度[49]。 

視窗函數的選擇對 FFT 分析結果具有重要影響。不同的視窗函數在頻率解

析度與頻譜洩漏抑制之間具有不同的權衡特性。漢寧視窗(Hanning Window)是水

聲分析中最常用的視窗函數，具有良好的頻譜洩漏抑制能力。對於瞬態信號分析，

可採用具有更低副瓣的視窗函數如凱澤視窗(Kaiser Window)。視窗函數的應用需

要相應的幅度修正以保證測量結果的準確性[50]。 

1/3 倍頻程分析是國際標準推薦的水下噪音頻譜分析方法，能夠提供與聽覺

感知特性相符的頻率解析度。1/3 倍頻程帶的中心頻率按照 fc = f0 × 10^(n/10)的

規律分佈，其中 f0 = 1 Hz 為參考頻率，n 為帶編號。每個 1/3 倍頻程帶的頻寬為

Δf = fc × (10^(1/10) - 10^(-1/10))/2 ≈ 0.231fc。這種對數頻率分佈更好地反映了生

物聽覺系統的頻率感知特性[51]。 

數位濾波器組是實現 1/3 倍頻程分析的現代技術途徑，相比傳統的類比濾

波器具有更高的精度與靈活性。數位 1/3 倍頻程濾波器組通常採用無限脈衝響應

(Infinite Impulse Response, IIR)濾波器設計，能夠滿足 IEC 61260 標準規定的濾波

器性能要求。現代 DSP 晶片能夠同時實現數十個 1/3 倍頻程帶的並行濾波處理，

為即時頻譜分析提供了強大的運算能力[52]。 

功率譜密度(Power Spectral Density, PSD)是描述信號頻域特性的重要參數，

定義為單位頻寬內的信號功率。在水聲學中，PSD 通常以 dB re (1 μPa)²/Hz 為單

位表示。PSD 的計算需要考慮視窗函數的功率歸一化、頻率解析度的修正以及平

均處理等技術細節。韋爾奇方法(Welch's Method)是計算 PSD 的經典演算法，通

過重疊分段與平均處理有效減少了譜估計的方差[53]。 

頻譜平均是提高頻譜分析可靠性的重要技術。對於隨機性較強的噪音信號，

單次 FFT 分析的結果往往波動較大，需要通過多次測量的平均來獲得穩定的頻

譜特性。線性平均適用於相位相干的信號，而功率平均更適合於隨機信號。現代

頻譜分析儀通常提供指數平均功能，能夠連續更新頻譜估計並適應信號的時變特

性[54]。 

時頻分析技術為非穩態噪音信號的分析提供了有力工具。短時傅立葉轉換

(Short-Time Fourier Transform, STFT)、小波轉換以及維格納分佈等方法能夠同時

提供時間與頻率資訊，適用於分析船舶通過、衝擊噪音等瞬態事件。現代時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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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技術在海洋生物聲學研究、聲納信號處理以及噪音事件識別等領域獲得了廣泛

應用[55]。 

3.2.3 聲曝露級與累積影響評估 Sound Exposure Level and Cumulative Impact 

Assessment 

聲曝露級是評估聲學信號累積影響的重要指標，定義為聲壓平方的時間積

分與參考值之比的對數表示。SEL 能夠綜合考慮聲學信號的強度與持續時間，更

全面地反映噪音對接收者的總體影響。在海洋生物保護評估中，SEL 已成為評估

噪音影響的核心指標，被廣泛應用於環境影響評估、海洋工程許可以及生物保護

區管理等領域[56]。 

單 次 事 件 聲 曝 露 級 (Single-Event SEL) 的 計 算 公 式 為 ： SEL = 

10log(∫p²(t)dt/T₀p₀²)，其中 p(t)為時變聲壓，T₀ = 1 秒為參考時間，p₀ = 1 μPa 為參

考聲壓。SEL 的單位為 dB re 1 μPa²·s。對於持續時間較短的衝擊性噪音，SEL 能

夠有效量化其瞬時高強度的影響效應。現代聲曝露級測量系統具備高時間解析度

與寬動態範圍，能夠準確捕捉各種類型的聲學事件[57]。 

累積聲曝露級(cSEL)擴展了 SEL 的概念，用於評估多個噪音事件或長期連

續噪音的累積影響。cSEL 的計算需要考慮所有相關噪音事件的貢獻，計算公式

為：cSEL = 10log(Σ10^(SELᵢ/10))，其中 SELᵢ 為第 i 個事件的聲曝露級。cSEL 為

噪音管理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定量化的評估工具，特別適用於評估繁忙航道、工業

區域等高噪音環境的生態影響[58]。 

生物學閾值是聲曝露級評估的重要參考標準，基於海洋生物行為反應與生

理影響的實驗研究結果制定。美國國家海洋漁業局(National Marine Fisheries 

Service, NMFS)制定的海洋哺乳動物噪音曝露標準是目前國際上最權威的參考標

準之一。該標準根據不同物種的聽覺敏感性與噪音類型，制定了行為干擾閾值

(Behavioral Harassment Threshold)與永久性聽力損傷閾值(Permanent Threshold 

Shift, PTS)等關鍵指標[59]。 

頻率加權在聲曝露級計算中扮演重要角色，用於反映不同物種的聽覺特性。

海洋哺乳動物聽覺群組(Marine Mammal Hearing Groups)根據聽覺頻率範圍將海

洋哺乳動物分為低頻鯨類、中頻鯨類、高頻鯨類、鰭足類以及海牛類等五大類，

每類都有相應的頻率加權函數。這種生物學加權方法使得聲曝露級評估更加準確

地反映噪音對特定物種的影響[60]。 

測量距離與傳播損失修正是聲曝露級評估的技術關鍵。由於聲曝露級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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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接收位置的實際噪音水平，必須準確考慮聲傳播損失的影響。在複雜的海洋

環境中，聲傳播損失受到水深、海底地形、水文條件等多種因素影響。現代聲傳

播模型如射線理論模型、拋物方程模型等為準確預測聲傳播損失提供了有效工具

[61]。 

統計學方法在累積影響評估中具有重要應用價值。由於海洋環境中噪音事

件的隨機性與不確定性，需要採用統計學方法分析噪音曝露的機率分佈與風險水

平。蒙地卡羅模擬、貝氏統計等方法被廣泛用於噪音影響的不確定性分析與風險

評估。這些統計學工具為制定基於風險的噪音管理策略提供了科學基礎[62]。 

3.2.4 生態影響量測指標 Ecological Impact Measurement Indicators 

生態影響量測指標體系是現代海洋噪音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旨在建立噪

音物理特性與生物影響之間的定量關係。這些指標不僅考慮噪音的物理強度，更

重要的是反映噪音對海洋生物行為、生理以及生存的實際影響。隨著海洋生物聲

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基於生物學機制的噪音評估指標正逐漸取代傳統的純物理指

標，為海洋環境保護提供更加科學的評估工具[63]。 

行為反應閾值(Behavioral Response Threshold)是評估噪音對海洋生物行為

影響的重要指標。不同強度的噪音會引起海洋生物的不同行為反應，從輕微的警

覺反應到嚴重的逃避行為。根據反應強度，通常將行為反應分為 A 級（輕微反

應）與 B 級（顯著反應）兩個等級。A 級反應包括短暫的方向改變、表面時間縮

短等；B 級反應包括長距離遊離、覓食中斷、交配行為干擾等。現代行為反應研

究採用先進的生物標記技術與遙測系統，能夠即時監測動物的行為變化[64]。 

聽力損傷評估指標關注噪音對海洋生物聽覺系統的直接影響。聽力損傷可

分為暫時性閾值偏移 (Temporary Threshold Shift, TTS)與永久性閾值偏移

(Permanent Threshold Shift, PTS)兩種類型。TTS 是可恢復的聽力下降，通常在噪

音暴露停止後數小時至數天內恢復正常。PTS 則是不可恢復的聽力損失，會對動

物的長期生存能力造成嚴重影響。現代聽力損傷評估採用聽覺誘發電位(Auditory 

Evoked Potential, AEP)等客觀測量技術[65]。 

生理壓力指標反映噪音對海洋生物內分泌系統與免疫系統的影響。長期的

噪音暴露會導致動物體內皮質醇(Cortisol)、腎上腺素等壓力激素水平升高，進而

影響其免疫功能、繁殖能力以及生長發育。現代生理壓力評估技術包括激素水平

測定、免疫功能評估、心率變異性分析等多種方法。這些生理指標為評估噪音的

慢性影響提供了重要工具[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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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息地品質指數(Habitat Quality Index)是從生態系統角度評估噪音影響的

綜合指標。該指標考慮噪音對關鍵棲息地功能的影響，包括覓食區域、繁殖區域、

遷徙通道等的聲學環境品質。棲息地品質指數的計算需要整合生物分佈數據、聲

景特徵以及人為噪音資訊。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與

遙感技術為大尺度棲息地品質評估提供了有效工具[67]。 

通訊遮蔽效應(Communication Masking Effect)評估噪音對動物聲通訊的干

擾程度。許多海洋動物依賴聲學信號進行社會交流、配偶選擇、親子識別等重要

生活行為。人為噪音的頻率如果與動物通訊信號重疊，會產生遮蔽效應，降低通

訊的有效距離與品質。通訊遮蔽的定量評估需要考慮動物發聲特性、聽覺敏感性

以及環境噪音的頻譜特徵。現代聲景生態學研究為通訊遮蔽評估提供了理論基礎

與技術方法[68]。 

族群水平影響(Population-Level Impact)指標關注噪音對動物族群數量與分

佈的長期影響。個體水平的影響（如行為干擾、聽力損傷）可能累積為族群水平

的影響，包括繁殖成功率下降、幼體存活率降低、族群分佈改變等。族群動力學

模型為評估這種累積影響提供了定量工具。現代族群影響評估整合了個體能量預

算模型、族群矩陣模型以及空間分佈模型等多種方法[69]。 

3.3 麥克風陣列與定位 Array Systems and Localization 
水聽器陣列系統是現代水下聲學監測的核心技術，通過多個空間分佈的感

測器協同工作，實現對聲場的多維度分析與聲源的精確定位。相較於單一水聽器

系統，陣列系統具有更高的空間解析度、更強的抗干擾能力以及更豐富的信號處

理功能。隨著數位訊號處理技術與多通道資料獲取系統的發展，水聽器陣列技術

已成為船舶噪音測試、水下目標探測以及海洋環境監測等領域不可或缺的技術工

具[70]。 

現代水聽器陣列系統的設計需要綜合考慮陣列幾何構型、元件數量、陣元

間距以及信號處理演算法等多個因素。線性陣列是最簡單也是應用最廣泛的陣列

構型，適用於一維方位角估計與波束成形應用。平面陣列能夠提供二維空間資訊，

實現方位角與俯仰角的同時估計。三維立體陣列雖然結構複雜，但能夠提供完整

的三維空間定位能力。陣列設計的優化目標通常包括最大化陣列增益、最小化副

瓣級以及提高角度解析度等[71]。 

波束成形(Beamforming)是水聽器陣列的基本信號處理技術，通過對各陣元

信號進行適當的延時與加權，實現特定方向的空間濾波。常規波束成形器基於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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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求和原理，能夠有效抑制非期望方向的干擾與噪音。自適應波束成形技術進一

步提升了陣列性能，能夠自動調整權重係數以優化輸出信雜比。現代數位波束成

形系統具備即時處理能力，能夠同時形成多個指向不同方向的波束[72]。 

3.3.1 線性與平面陣列設計 Linear and Planar Array Design 

線性陣列是水聽器陣列系統中最基礎也是應用最廣泛的構型，其設計原理

基於聲波在空間中的線性傳播特性。線性陣列由沿直線等間距或非等間距排列的

多個水聽器組成，能夠實現一維空間的波束成形與方位估計。線性陣列的主要優

勢包括結構簡單、易於佈放、處理演算法成熟等，廣泛應用於拖曳陣列聲納、海

底觀測網以及船舶噪音測試等領域[73]。 

線性陣列的基本參數包括陣元數量、陣元間距以及陣列孔徑等。陣元數量

直接影響陣列增益與角度解析度，理論上陣元數量越多，性能越好，但同時也增

加了系統複雜度與成本。陣元間距的選擇需要平衡角度解析度與空間混疊效應，

根據空間採樣定理，陣元間距應小於半波長以避免空間混疊。對於寬頻信號，通

常以最高工作頻率對應的波長作為設計基準。陣列孔徑決定了主瓣寬度與角度解

析度，較大的孔徑能夠提供更高的角度解析度[74]。 

等間距線性陣列是最常見的設計方案，具有規律的陣列響應特性與簡潔的

數學表達式。等間距陣列的陣列因子為 AF(θ) = sin(Nψ/2)/(N·sin(ψ/2))，其中 N 為

陣元數量，ψ = kd·cosθ，k 為波數，d 為陣元間距，θ 為入射角。該陣列因子的主

瓣寬度為 2.78λ/L，其中 L 為陣列總長度。等間距陣列的副瓣級約為-13.3 dB，對

於某些高性能應用可能不夠理想[75]。 

非等間距陣列設計通過優化陣元位置分佈來改善陣列的方向圖特性。常見

的非等間距陣列包括泰勒陣列、切比雪夫陣列以及稀疏陣列等。泰勒陣列能夠在

保持較窄主瓣的同時有效抑制副瓣級，適用於高精度方向估計應用。切比雪夫陣

列具有等副瓣特性，能夠實現指定副瓣級的設計要求。稀疏陣列通過減少陣元數

量來降低系統成本，但需要採用特殊的信號處理技術來解決模糊問題[76]。 

平面陣列將水聽器分佈在二維平面上，能夠提供方位角與俯仰角的二維角

度估計能力。常見的平面陣列構型包括矩形陣列、圓形陣列、十字形陣列以及 L

型陣列等。矩形陣列結構規整，易於分析與實現，但在對角線方向的性能較差。

圓形陣列具有全向對稱的特性，適用於需要全方向覆蓋的應用。十字形陣列與 L

型陣列結構簡單，成本較低，但只能提供有限的二維資訊[77]。 

平面陣列的波束成形可以分別在兩個維度進行，也可以採用二維聯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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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離處理方法計算複雜度較低，但性能有所損失。二維聯合波束成形能夠充分利

用陣列的空間資訊，獲得更好的性能，但計算複雜度較高。現代數位信號處理技

術使得即時二維波束成形成為可能，為高性能平面陣列應用提供了技術基礎[78]。 

陣列校準是確保陣列系統性能的關鍵技術環節。由於製造公差、安裝誤差

以及環境因素的影響，實際陣列與理想設計之間往往存在差異。陣列校準的內容

包括陣元位置校準、幅度校準以及相位校準等。現代陣列校準技術採用已知方向

的校準信號源，通過最小化測量響應與理論響應之間的誤差來估計陣列參數。自

校準技術則利用環境中的機會信號實現陣列校準，不需要專用的校準設備[79]。 

3.3.2 波束成形與空間濾波 Beamforming and Spatial Filtering 

波束成形技術是水聽器陣列信號處理的核心，通過對各陣元接收信號進行

適當的延時與加權處理，實現空間選擇性接收與干擾抑制。波束成形的基本原理

類似於光學中的透鏡聚焦，能夠將陣列的接收能力集中到特定的空間方向，同時

抑制來自其他方向的信號與噪音。現代數位波束成形技術具有靈活的波束控制能

力與優異的性能指標，是先進聲納系統與聲學監測設備的關鍵技術[80]。 

常規波束成形器(Conventional Beamformer)是最基本的波束成形演算法，也

稱為延遲求和波束成形器。其基本原理是對各陣元信號進行適當延時以補償空間

傳播時差，然後進行相位相干疊加。對於平面波入射，第 n 個陣元的延時為 τn = 

(rn·û)/c，其中 rn 為陣元位置向量，û 為期望方向的單位向量，c 為聲速。常規波

束成形器的輸出為所有陣元加權信號的總和，權重通常選擇為等權重或根據特定

準則優化確定[81]。 

常規波束成形器的性能可用陣列增益、主瓣寬度以及副瓣級等指標來衡量。

陣列增益定義為陣列輸出信雜比與單個陣元信雜比的比值，理想情況下等於陣元

數量。主瓣寬度決定了陣列的角度解析度，較窄的主瓣能夠提供更高的空間分辨

能力。副瓣級影響陣列的干擾抑制能力，較低的副瓣級能夠更好地抑制來自非期

望方向的信號。這些性能指標之間往往存在矛盾關係，需要根據具體應用需求進

行權衡[82]。 

自適應波束成形技術通過自動調整陣元權重來優化陣列性能，能夠在複雜

的干擾環境中獲得更好的信號增強效果。最小方差無失真響應(Minimum Variance 

Distortionless Response, MVDR)波束成形器是經典的自適應演算法，其目標是在

保持期望方向增益不變的約束下，最小化輸出功率。MVDR 波束成形器能夠自

動抑制干擾與噪音，顯著提升輸出信雜比[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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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性約束最小方差(Linearly Constrained Minimum Variance, LCMV)波束成

形器進一步擴展了自適應波束成形的概念，允許施加多個線性約束條件。除了期

望方向的增益約束外，還可以在已知干擾方向設置零陷約束，或在某些方向範圍

內保持響應特性。LCMV 波束成形器提供了更大的設計靈活性，能夠適應更複雜

的應用需求。現代自適應波束成形演算法還包括特徵空間方法、子空間投影方法

等先進技術[84]。 

寬頻波束成形是處理寬頻信號的專用技術，需要考慮不同頻率成分的空間

特性差異。時域寬頻波束成形通過對每個陣元設計有限脈衝響應(Finite Impulse 

Response, FIR)濾波器來實現頻率相關的權重控制。頻域寬頻波束成形則在每個

頻率點分別進行窄頻波束成形，然後進行頻域合成。現代寬頻波束成形技術能夠

在寬頻範圍內保持穩定的波束特性，適用於聲納、語音增強等應用[85]。 

空間濾波是波束成形技術的理論基礎，將陣列處理問題視為空間域的濾波

過程。空間濾波器的設計目標是通過控制空間頻率響應來實現期望的空間選擇特

性。空間頻率定義為 kx = (2π/λ)sinθ，其中 θ 為入射角度。通過類比時域濾波器

設計方法，可以設計各種類型的空間濾波器，如空間低通、高通、帶通濾波器等。

這種理論框架為陣列處理提供了系統性的分析與設計方法[86]。 

3.3.3 聲源定位演算法 Source Localization Algorithms 

聲源定位是水聽器陣列系統的核心功能之一，通過分析多個空間分佈的感

測器接收到的聲學信號，推導出聲源的空間位置資訊。現代聲源定位技術已發展

出多種不同的演算法類別，包括基於到達時間差(Time Difference of Arrival, TDOA)

的方法、基於到達方向(Direction of Arrival, DOA)的方法、以及基於聲場匹配的

方法等。這些技術在海洋科學研究、水下目標探測以及噪音源識別等領域發揮著

重要作用[87]。 

到達時間差定位是最經典的聲源定位方法，基於聲波從源到不同接收器的

傳播時間差異來推導源位置。對於二維定位，至少需要三個非共線的接收器；對

於三維定位，至少需要四個非共面的接收器。TDOA 定位的數學模型為非線性方

程組，通常採用最小平方法、牛頓迭代法或遺傳演算法等優化方法求解。定位精

度主要受到時間測量精度、幾何配置以及聲速不確定性等因素影響[88]。 

廣義互相關(Generalized Cross-Correlation, GCC)是實現高精度時差估計的

重要技術。GCC 演算法通過對互相關函數進行頻域加權來提高時差估計的精度

與可靠性。相位轉換(Phase Transform, PHAT)加權是最常用的 GCC 方法，能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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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抑制混響與噪音的影響。現代 GCC 演算法還包括最大似然 (Maximum 

Likelihood)加權、平滑相干轉換(Smoothed Coherence Transform)加權等多種改進

方案，進一步提升了複雜環境下的時差估計性能[89]。 

到達方向估計技術通過分析陣列接收信號的空間特性來確定聲波的入射方

向。經典的 DOA 估計方法包括波束掃描法、Capon 方法以及多信號分類(Multiple 

Signal Classification, MUSIC)演算法等。波束掃描法通過在不同方向形成波束並

尋找功率峰值來估計 DOA，實現簡單但解析度有限。Capon 方法基於自適應波

束成形原理，能夠提供更高的角度解析度。MUSIC 演算法利用信號子空間與噪

音子空間的正交性，理論上能夠實現超解析度的 DOA 估計[90]。 

子空間方法是現代高解析度 DOA 估計的重要技術類別。除 MUSIC 演算法

外，還包括估計信號參數的旋轉不變性技術(Estimation of Signal Parameters via 

Rotational Invariance Techniques, ESPRIT)、最小範數(Minimum Norm)演算法等。

這些方法的共同特點是利用接收數據協方差矩陣的特徵分解，將觀測空間分解為

信號子空間與噪音子空間，從而實現高精度的參數估計。子空間方法在理論上具

有優異的性能，但對陣列校準誤差與模型失配比較敏感[91]。 

最大似然估計(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E)提供了統計最優的參

數估計框架。MLE 方法通過建立觀測數據的似然函數並尋找使似然函數最大的

參數值來實現參數估計。對於高斯噪音環境下的 DOA 估計，MLE 等效於加權最

小平方準則。雖然 MLE 在理論上具有最優性，但其計算複雜度較高，需要進行

多維非線性優化。現代 MLE 實現通常採用期望最大化(Expectation-Maximization)

演算法或粒子群優化等智慧優化方法[92]。 

貝氏估計方法將先驗知識納入參數估計過程，特別適用於存在先驗資訊的

定位場景。貝氏方法通過先驗分佈描述參數的初始不確定性，利用觀測數據更新

後驗分佈，從而獲得參數的貝氏估計。這種方法在數據量有限或信雜比較低的情

況下往往能夠獲得更好的性能。馬可夫鏈蒙地卡羅(Markov Chain Monte Carlo, 

MCMC)方法為複雜貝氏估計問題的求解提供了強有力的計算工具[93]。 

匹配場處理(Matched Field Processing, MFP)是針對複雜海洋環境開發的先

進定位技術。MFP 方法利用海洋聲學傳播模型預測不同位置聲源在接收陣列上

產生的聲場特徵，通過匹配實測聲場與預測聲場來確定聲源位置。這種方法能夠

充分利用海洋環境的多徑傳播特性，在某些條件下可以實現單個垂直陣列的三維

定位。現代 MFP 技術包括自適應匹配場處理、寬頻匹配場處理等多種改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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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3.3.4 多目標追蹤與識別 Multi-Target Tracking and Identification 

多目標追蹤技術是現代水下監測系統的高級功能，能夠在複雜的多目標環

境中同時追蹤多個聲源的運動軌跡並進行目標分類識別。這項技術對於海上交通

監控、海洋生物行為研究以及水下安全監測等應用具有重要價值。現代多目標追

蹤系統整合了先進的信號處理、模式識別以及人工智慧技術，能夠在高噪音、多

干擾的海洋環境中實現可靠的目標追蹤與識別[95]。 

多目標追蹤的核心挑戰在於數據關聯問題，即如何將觀測到的目標檢測結

果與已建立的目標軌跡進行正確匹配。在多目標環境中，檢測結果可能來自不同

的目標，也可能包含虛警信息，需要通過智慧演算法解決這種不確定性。經典的

數據關聯方法包括最近鄰(Nearest Neighbor)演算法、聯合概率數據關聯(Joint 

Probabilistic Data Association, JPDA)演算法以及多假設追蹤(Multiple Hypothesis 

Tracking, MHT)演算法等[96]。 

卡爾曼濾波(Kalman Filter)及其擴展是多目標追蹤中廣泛應用的狀態估計技

術。標準卡爾曼濾波適用於線性系統與高斯噪音環境，通過預測與修正兩個步驟

實現目標狀態的最優估計。擴展卡爾曼濾波(Extended Kalman Filter, EKF)將線性

化技術引入非線性系統，適用於複雜的目標運動模型。無跡卡爾曼濾波(Unscented 

Kalman Filter, UKF)通過確定性採樣技術更好地處理非線性問題，通常能夠獲得

比 EKF 更高的估計精度[97]。 

粒子濾波(Particle Filter)是處理非高斯、非線性追蹤問題的強大工具。粒子

濾波採用蒙地卡羅方法，通過大量隨機樣本（粒子）來近似目標狀態的後驗概率

分布。這種方法能夠處理任意形式的狀態方程與觀測方程，特別適用於複雜的海

洋環境追蹤問題。現代粒子濾波演算法包括輔助粒子濾波、正則化粒子濾波等多

種改進方案，有效解決了粒子退化與樣本貧化等問題[98]。 

機率假設密度(Probability Hypothesis Density, PHD)濾波是專門針對未知且

時變目標數量場景開發的追蹤技術。PHD 濾波器通過傳播目標的概率假設密度

函數來實現多目標追蹤，避免了傳統方法中複雜的數據關聯問題。基於高斯混合

(Gaussian Mixture)的 PHD 實現和基於粒子的 PHD 實現為不同類型的追蹤問題提

供了有效解決方案。隨機有限集(Random Finite Set)理論為多目標追蹤提供了嚴

格的數學框架[99]。 

目標分類與識別技術通過分析目標的聲學特徵實現不同類型目標的自動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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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船舶分類通常基於螺旋槳葉片數、轉速、機械噪音特徵等參數。海洋生物識

別則依賴於生物聲學信號的頻率、時長、重複模式等特徵。現代目標識別技術廣

泛採用機器學習方法，包括支持向量機(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隨機森林

(Random Forest)、神經網路等演算法[100]。 

深度學習技術在水下目標識別領域展現出巨大潛力。卷積神經網路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特別適用於處理頻譜圖等二維信號表示，能

夠自動學習判別性特徵。循環神經網路(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RNN)及其變體

如長短期記憶(Long Short-Term Memory, LSTM)網路擅長處理序列信息，適用於

時間序列信號的分析。注意力機制與變換器(Transformer)架構的引入進一步提升

了深度學習模型的性能[101]。 

多感測器融合技術通過整合來自不同感測器的信息來提升追蹤與識別的可

靠性。除了聲學信號外，現代監測系統還可能包含雷達、光電、磁力等多種感測

器。信息融合可以在不同層次進行，包括數據級融合、特徵級融合以及決策級融

合。貝氏網路、德姆斯特-謝弗理論(Dempster-Shafer Theory)等不確定性推理方法

為多感測器融合提供了理論基礎[102]。 

3.4 長期監測與自動化系統 Long-Term and Automated Monitoring 
長期監測與自動化系統是現代海洋噪音管理的重要技術基礎，通過無人值

守的連續監測設備實現對海洋聲學環境的長期觀測與數據收集。這些系統不僅能

夠提供海洋環境噪音的基線數據，還能夠即時監測人為活動對海洋聲景的影響，

為環境保護決策提供科學依據。隨著能源技術、通訊技術以及自動化控制技術的

不斷發展，現代長期監測系統已具備數月甚至數年的自主工作能力[103]。 

被動聲學監測(PAM)技術是長期海洋聲學監測的核心技術，通過部署在海洋

環境中的自主聲學記錄設備實現對海洋聲景的連續監測。現代 PAM 系統具備高

品質的聲學記錄能力、大容量的數據存儲功能以及智慧化的數據處理演算法。這

些系統能夠在無人干預的情況下長期穩定工作，自動識別和記錄各種聲學事件，

為海洋生物學研究、環境影響評估以及噪音管制執法提供寶貴的數據資源[104]。 

現代長期監測系統的設計需要綜合考慮多個技術要素：感測器性能決定了

系統的檢測能力與測量精度；能源管理系統決定了部署持續時間；數據存儲與處

理能力決定了系統的信息容量；通訊系統決定了數據傳輸與遠端控制能力；機械

設計決定了系統在海洋環境中的可靠性與穩定性。這些要素之間相互影響，需要

進行系統性的優化設計[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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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被動聲學監測設備 Passive Acoustic Monitoring Equipment 

被動聲學監測設備是實現長期海洋聲學觀測的核心硬體平台，這些設備通

過先進的聲學感測技術、低功耗電子設計以及堅固的機械結構，能夠在嚴苛的海

洋環境中長期可靠工作。現代 PAM 設備已發展出多種不同的產品類型，從小型

的近岸監測設備到大型的深海觀測平台，能夠滿足不同應用場景的監測需求。這

些設備的技術發展趨勢是朝向更高的集成度、更低的功耗以及更強的智慧化處理

能力[106]。 

SoundTrap 系列是 Ocean Instruments 公司開發的廣泛應用的 PAM 設備，具

有緊湊的體積與優異的性能。SoundTrap 設備採用全數位化設計，內建高性能

ADC、DSP 處理器以及大容量存儲器。不同型號的 SoundTrap 設備針對不同的應

用需求進行了優化：ST300 系列適用於一般海洋監測應用，頻率範圍覆蓋 20 Hz

至 60 kHz；ST4300 系列專為高頻應用設計，頻率範圍可達 200 kHz 以上，適用

於海豚、鼠海豚等高頻發聲動物的監測[107]。 

AMAR(Autonomous Multi-channel Acoustic Recorder)系統由 JASCO Applied 

Sciences 開發，是專業級的多通道聲學記錄設備。AMAR 系統最多可支援 4 個獨

立的聲學通道，每個通道都配備獨立的水聽器與信號調理電路。系統採用模組化

設計，可根據具體需求配置不同類型的水聽器與前置放大器。AMAR 系統的工

作頻率範圍從次聲頻(低於 1 Hz)到超音波頻段(高於 100 kHz)，能夠監測從地震

波到海豚回聲定位信號的各種聲學現象[108]。 

HARP(High-frequency Acoustic Recording Package)是美國斯克里普斯海洋研

究所開發的專用高頻聲學監測設備。HARP 系統專門設計用於監測海洋哺乳動物

的高頻發聲行為，採樣頻率可達 320 kHz，能夠記錄齒鯨類動物的回聲定位信號

與社交聲音。系統採用低功耗設計，可連續工作數個月。HARP 系統還配備了專

用的數據分析軟體，能夠自動檢測和分類海洋哺乳動物的聲音[109]。 

HydroMoth 是 Open Acoustic Devices 開發的低成本 PAM 設備，基於開源硬

體設計理念，為資源有限的研究機構提供了經濟實用的監測解決方案。

HydroMoth 採用 ARM Cortex-M4 處理器，具備浮點運算能力，能夠執行即時的

數位信號處理演算法。設備支援可編程的錄音排程，用戶可以根據研究需要定制

錄音時間表。雖然成本較低，但 HydroMoth 的性能已能夠滿足多數海洋聲學研

究的需求[110]。 

現代 PAM 設備普遍採用智慧化的觸發錄音機制來優化存儲空間的利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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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傳統的連續錄音方式雖然能夠捕捉所有聲學事件，但會產生大量的數據，增

加存儲與處理成本。智慧觸發系統通過即時分析聲學信號的特徵，只在檢測到感

興趣的聲學事件時才開始錄音。觸發條件可以基於信號能量、頻率特徵、時間模

式等多種參數設定。這種方式能夠將數據量減少 90%以上，大幅延長監測持續時

間[111]。 

抗生物附著技術是 PAM 設備在海洋環境長期部署的關鍵技術。海洋生物附

著會影響水聽器的聲學性能，導致靈敏度下降與頻率響應變化。現代 PAM 設備

採用多種抗附著策略：銅合金材料具有天然的抗菌性能；抗附著塗層如有機矽塗

層能夠減少生物附著；主動清潔系統如超音波清潔、機械擦拭等能夠定期清除附

著物。這些技術的綜合應用確保了設備在長期部署過程中保持穩定的性能[112]。 

3.4.2 能源管理與部署策略 Power Management and Deployment Strategies 

能源管理是決定 PAM 系統部署持續時間的關鍵因素，先進的能源管理技術

能夠在保證系統性能的前提下最大化部署週期。現代 PAM 系統採用多層次的能

源管理策略，從硬體層面的低功耗設計到軟體層面的智慧化電源管理，全面優化

系統的能源效率。隨著電池技術、能量收集技術以及功率管理技術的不斷發展，

現代 PAM 系統已能夠實現數年的自主工作能力[113]。 

電池技術是 PAM 系統的核心能源解決方案。鋰電池因其高能量密度與良好

的溫度特性而成為首選。不同類型的鋰電池適用於不同的應用場景：鋰金屬電池

具有最高的能量密度，適用於長期部署應用；鋰離子電池支援重複充放電，適用

於可回收的監測設備；鋰鐵磷酸電池具有優異的安全性能，適用於惡劣環境部署。

現代 PAM 系統通常採用電池組設計，通過並聯或串聯組合來滿足不同的電壓與

容量需求[114]。 

動態功率管理是延長系統工作時間的重要技術。PAM 系統通常採用分級的

工作模式：睡眠模式下系統功耗最低，只維持基本的時鐘與喚醒功能；監聽模式

下系統進行低功耗的信號監測，檢測感興趣的聲學事件；錄音模式下系統全功率

工作，進行高品質的聲學記錄與處理。通過智慧化的模式切換演算法，系統能夠

根據環境狀況自動調整工作模式，在保證監測效果的前提下最小化功耗[115]。 

時間排程是 PAM 系統常用的能源管理策略，通過設定間歇性的工作時間表

來降低平均功耗。典型的排程模式包括固定週期錄音（如每小時錄音 10 分鐘）、

隨機抽樣錄音以及基於環境條件的自適應排程。時間排程的設計需要考慮監測目

標的行為模式、聲學活動的時變特性以及統計分析的需求。合理的排程設計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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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證統計顯著性的前提下將功耗降低至連續監測的 10-20%[116]。 

可再生能源技術為 PAM 系統提供了永續的能源解決方案。太陽能發電是最

成熟的可再生能源技術，適用於水面或近水面部署的監測設備。現代太陽能板具

有較高的光電轉換效率與良好的環境適應性。波浪能發電利用海洋波浪的機械能

進行發電，特別適合海洋環境應用。溫差發電利用海水溫度梯度進行發電，雖然

功率密度較低，但能夠連續工作。這些可再生能源技術的應用使得 PAM 系統能

夠實現真正的長期自主監測[117]。 

部署策略的選擇需要綜合考慮監測目標、環境條件以及技術約束等多種因

素。表面浮標部署具有維護便利、通訊方便的優點，但容易受到海況影響，可能

對船舶航行造成干擾。海底部署具有穩定性好、干擾少的優點，但維護困難，數

據回收週期長。中層錨泊部署介於兩者之間，能夠避免表面波浪干擾，同時保持

相對的穩定性。現代部署系統通常採用智慧化的回收機制，通過聲學指令或定時

釋放裝置實現設備的自動回收[118]。 

部署位置的選擇需要考慮代表性、可達性以及安全性等因素。代表性要求

部署位置能夠反映目標區域的典型聲學環境特徵，避免局部異常現象的干擾。可

達性涉及部署與回收的便利性，需要考慮海況、水深以及後勤支援條件。安全性

包括設備安全與航行安全兩個方面，需要避免與漁業活動、航運活動的衝突。現

代部署規劃通常利用海洋環境數據、歷史監測結果以及數值模擬方法來優化部署

位置的選擇[119]。 

3.4.3 即時數據傳輸與遠端控制  Real-time Data Transmission and Remote 

Control 

即時數據傳輸技術使 PAM 系統能夠將監測數據即時傳送到陸基控制中心，

實現對海洋聲學環境的即時監控與快速反應。這項技術對於海洋環境預警、生物

保護區管理以及噪音污染監管等應用具有重要意義。現代即時傳輸系統整合了多

種通訊技術，包括衛星通訊、行動通訊以及水下聲學通訊等，能夠在不同的部署

場景下實現可靠的數據傳輸[120]。 

衛星通訊是海洋環境中最可靠的遠距離通訊手段，不受地理限制，覆蓋範

圍廣。現代衛星通訊系統包括地球靜止軌道(Geostationary Earth Orbit, GEO)衛星、

中軌道(Medium Earth Orbit, MEO)衛星以及低軌道(Low Earth Orbit, LEO)衛星等

不同類型。銥星(Iridium)系統是 PAM 應用中廣泛使用的 LEO 衛星通訊系統，具

有全球覆蓋能力與相對較低的通訊成本。新興的小衛星星座如 Starlink 也為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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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提供了新的選擇[121]。 

行動通訊技術在近岸海域 PAM 應用中具有成本優勢。4G LTE 網路已能夠

提供可靠的數據傳輸服務，支援高速率的多媒體數據傳輸。5G 技術的引入進一

步提升了傳輸速率與系統容量，為大數據量的聲學監測應用提供了更好的支援。

然而，行動通訊的覆蓋範圍有限，通常只能在距離海岸數十公里的範圍內提供服

務。未來的海上 5G 基站部署可能會擴展行動通訊在海洋應用中的覆蓋範圍[122]。 

水下聲學通訊為完全沒入式 PAM 系統提供了數據傳輸能力。水聲通訊利用

聲波在水中的良好傳播特性實現數據傳輸，不需要物理電纜連接。現代水聲通訊

系統採用先進的調製解調技術與信道編碼技術，能夠在複雜的水聲信道中實現可

靠的數據傳輸。雖然水聲通訊的傳輸速率相對較低，但對於傳輸壓縮的監測數據

已經足夠。正交頻分多工(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 OFDM)技

術的應用顯著提升了水聲通訊的性能[123]。 

數據壓縮技術是即時傳輸系統的關鍵組成部分，通過減少數據量來降低傳

輸成本與時間。無失真壓縮演算法如 FLAC、ALAC 等能夠在不損失精度的前提

下實現 2-4 倍的壓縮比，適用於高品質的科學監測應用。有失真壓縮演算法如

MP3、AAC 等能夠實現 10 倍以上的壓縮比，適用於一般監測應用。智慧壓縮技

術能夠根據信號特徵自適應選擇壓縮參數，在保證關鍵信息的前提下最大化壓縮

效率[124]。 

邊緣計算技術使 PAM 系統能夠在設備端進行智慧化的數據處理與特徵提

取，只傳輸處理後的結果而非原始數據。這種方法能夠大幅減少傳輸數據量，降

低通訊成本。現代邊緣計算系統採用 ARM 處理器、FPGA 或專用 AI 晶片，具備

執行複雜機器學習演算法的能力。典型的邊緣處理功能包括事件檢測、物種識別、

噪音級計算等。處理結果以結構化數據的形式傳輸，數據量通常只有原始音頻的

千分之一[125]。 

遠端控制功能使操作人員能夠通過通訊鏈路對 PAM 系統進行遠端配置與

管理。現代 PAM 系統支援遠端參數設置、工作模式切換、韌體升級等功能。雙

向通訊協定確保了指令的可靠傳送與執行確認。安全認證機制防止未授權的遠端

存取。遠端診斷功能能夠監控設備狀態，包括電池電壓、存儲空間、系統溫度等

關鍵參數，為維護決策提供依據[126]。 

3.4.4 數據管理與品質控制 Data Management and Quality Control 

數據管理與品質控制是 PAM 系統的重要技術環節，確保監測數據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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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準確性與可追溯性。現代 PAM 系統產生的數據量龐大，需要建立系統化的

數據管理流程來處理數據的存儲、組織、標註以及共享等各個環節。完善的品質

控制體系能夠及時發現與糾正數據品質問題，確保監測結果的科學性與可靠性

[127]。 

元數據(Metadata)管理是 PAM 數據管理的基礎工作，通過標準化的元數據

記錄來描述每個數據檔案的基本資訊。元數據通常包括時間資訊（錄音開始時間、

持續時間等）、空間資訊（部署位置、水深等）、設備資訊（設備型號、校準參數

等）、環境資訊（海況、溫度等）以及處理資訊（處理演算法、參數設置等）。標

準化的元數據格式如 Dublin Core、Darwin Core 等為不同系統間的數據交換提供

了基礎[128]。 

數據完整性檢查是品質控制的第一步，通過自動化的檢查程序識別數據檔

案的完整性問題。常見的完整性問題包括檔案損壞、數據缺失、時間戳錯誤等。

雜湊值校驗(如 MD5、SHA-256)能夠檢測檔案在傳輸或存儲過程中的損壞。時間

連續性檢查能夠發現錄音時間的間斷與重疊。檔案格式驗證確保數據檔案符合預

期的格式規範。這些自動化檢查程序能夠快速處理大量數據，提高品質控制的效

率[129]。 

信號品質評估技術通過分析聲學信號的特徵來評估錄音品質。常見的品質

指標包括信雜比、動態範圍、頻率響應以及失真度等。自動化的品質評估演算法

能夠檢測常見的品質問題，如削波失真、電氣干擾、機械噪音等。機器學習方法

能夠學習高品質錄音的特徵模式，自動識別品質異常的錄音。品質評估結果作為

元數據的一部分記錄，為後續的數據分析提供參考[130]。 

數據標註與分類是 PAM 數據管理的重要環節，通過人工或自動化方法對聲

學事件進行識別與分類。人工標註雖然準確性高，但效率有限，主要用於建立訓

練數據集與品質檢查。自動化標註系統採用機器學習演算法，能夠快速處理大量

數據。半自動化標註結合了人工與自動化的優勢，通過人機互動提高標註效率與

準確性。標準化的標註格式如 Raven Selection Table、PAMGUARD Binary Format

等促進了不同系統間的數據共享[131]。 

數據庫設計需要考慮 PAM 數據的特殊性質，包括數據量大、檔案格式多樣、

查詢需求複雜等特點。關聯式數據庫適用於結構化的元數據管理，支援複雜的查

詢與統計分析。檔案系統數據庫適用於大檔案的存儲與管理，提供高效的檔案存

取性能。NoSQL 數據庫適用於處理非結構化的標註數據與分析結果。現代 P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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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管理系統通常採用混合架構，結合不同類型數據庫的優勢[132]。 

數據標準化與互操作性是促進 PAM 數據共享與科學合作的重要技術基礎。

國際標準如 ISO 18405、ANSI S12.64 等為 PAM 數據的格式與品質提供了統一規

範。開放數據格式如 HDF5、NetCDF 等支援跨平台的數據交換。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設計使不同系統能夠自動存取與交換 PAM 數據。

FAIR(Findable, Accessible, Interoperable, Reusable)數據原則為 PAM 數據管理提供

了指導框架[133]。 

3.5 數據分析與信號處理 Data Analysis and Signal Processing 
數據分析與信號處理是水下噪音監測系統的智慧核心，負責將原始聲學數

據轉化為有意義的環境資訊與科學知識。現代 PAM 系統產生的數據量龐大且複

雜，需要採用先進的數位訊號處理技術、統計分析方法以及機器學習演算法來實

現高效準確的數據分析。這些技術不僅能夠自動識別與分類聲學事件，還能夠揭

示海洋聲景的時空變化模式，為海洋環境管理與生物保護提供科學依據[134]。 

現代聲學數據分析技術已發展出多個專業領域：時頻分析技術揭示信號的

時變頻譜特性；模式識別技術實現聲學事件的自動分類；統計分析方法探索數據

中的規律與趨勢；機器學習演算法提供智慧化的分析能力。這些技術的有機結合

形成了完整的 PAM 數據分析工具鏈，能夠處理從短時衝擊事件到長期環境變化

的各種分析需求[135]。 

MATLAB、Python、R 等數值計算平台為 PAM 數據分析提供了強大的軟體

支援。這些平台不僅提供豐富的內建函數庫，還支援用戶開發專用的分析工具。

開源軟體如 PAMGuard、Raven Pro、CHORUS 等專門針對生物聲學分析進行了

優化，提供友好的使用者介面與專業的分析功能。雲端計算平台的應用使得大規

模數據的並行處理成為可能，顯著提升了分析效率[136]。 

3.5.1 時頻分析與頻譜處理 Time-Frequency Analysis and Spectral Processing 

時頻分析是水下聲學信號處理的基礎技術，通過同時分析信號在時間與頻

率兩個維度的特徵，能夠揭示非穩態信號的動態頻譜變化規律。相較於傳統的時

域分析或頻域分析，時頻分析提供了更加全面的信號特徵描述，特別適用於分析

海洋生物發聲、船舶通過事件以及其他瞬態聲學現象。現代時頻分析技術已發展

出多種不同的方法，每種方法都有其特定的優勢與適用場景[137]。 

短時傅立葉轉換(STFT)是最經典的時頻分析方法，通過滑動視窗對信號進

行分段 FFT 處理，獲得時間序列的頻譜演化資訊。STFT 的時頻解析度受到不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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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原理的限制，視窗長度的選擇需要在時間解析度與頻率解析度之間進行權衡。

短視窗提供高時間解析度但頻率解析度較差，適用於快變信號分析；長視窗提供

高頻率解析度但時間解析度較差，適用於頻譜精細分析。現代 STFT 實現通常採

用重疊視窗技術來提高時間取樣密度[138]。 

小波轉換克服了 STFT 固定時頻解析度的限制，能夠根據信號特徵自適應

調整時頻解析度。小波轉換在低頻段提供高頻率解析度，在高頻段提供高時間解

析度，這種特性與許多自然信號的特徵相吻合。連續小波轉換(Continuous Wavelet 

Transform, CWT)提供冗餘的時頻表示，適用於信號特徵分析；離散小波轉換

(Discrete Wavelet Transform, DWT)提供緊湊的表示，適用於信號壓縮與去噪。小

波基函數的選擇對分析結果具有重要影響，需要根據信號特性進行優化選擇

[139]。 

維格納分佈(Wigner Distribution)是基於信號自相關函數的時頻分析方法，能

夠提供高解析度的時頻表示。維格納分佈的主要優點是不受不確定性原理的限制，

理論上能夠提供任意高的時頻解析度。然而，維格納分佈存在交叉項干擾問題，

對於多分量信號會產生虛假的時頻特徵。偽維格納分佈、平滑偽維格納分佈等改

進方法通過引入平滑視窗來抑制交叉項，在解析度與干擾抑制之間尋求平衡

[140]。 

現代時頻分析技術還包括自適應時頻分析方法，如經驗模態分解(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 EMD)、希爾伯特-黃轉換(Hilbert-Huang Transform, HHT)等。

EMD 能夠根據信號自身特徵自適應地分解出不同時間尺度的固有模態函數，避

免了預設基函數的限制。HHT 結合 EMD 與希爾伯特轉換，能夠獲得瞬時頻率與

瞬時振幅資訊。這些自適應方法特別適用於分析複雜的非線性、非穩態信號[141]。 

頻譜估計技術為隨機信號的頻域分析提供了統計學基礎。週期圖法是最基

本的功率譜估計方法，但對於有限長度的數據存在較大的方差。韋爾奇方法通過

數據分段與重疊平均有效降低了譜估計的方差，但會犧牲頻率解析度。多視窗方

法(Multi-taper Method)採用多組正交視窗進行譜估計，能夠在偏差與方差之間達

到較好的平衡。自回歸(AR)模型等參數化方法能夠在短數據長度條件下提供較好

的頻率解析度[142]。 

頻譜特徵提取是將頻譜資訊轉化為可用於模式識別的特徵參數的重要技術。

常用的頻譜特徵包括峰值頻率、頻譜中心、頻譜寬度、頻譜斜度等統計特徵。梅

爾頻率倒譜係數(Mel-frequency Cepstral Coefficients, MFCC)是語音識別領域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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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特徵參數，也被成功應用於海洋生物聲學識別。線性預測倒譜係數(Linear 

Predictive Cepstral Coefficients, LPCC)能夠描述頻譜的細部結構。這些特徵參數為

後續的自動分類提供了有效的輸入[143]。 

3.5.2 自動檢測與分類演算法 Automatic Dete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Algorithms 

自動檢測與分類演算法是 PAM 系統智慧化處理的核心技術，能夠從連續的

聲學記錄中自動識別與分類各種聲學事件。這些演算法不僅能夠大幅提升數據處

理效率，還能夠發現人工分析難以察覺的微弱信號與複雜模式。現代自動檢測與

分類技術整合了數位信號處理、模式識別以及機器學習的最新成果，已在海洋生

物監測、船舶噪音識別以及環境評估等領域獲得廣泛應用[144]。 

能量檢測是最基本的自動檢測方法，通過監測信號能量的變化來識別聲學

事件。簡單的能量檢測器通過設定門檻值來判斷信號的存在與否，當信號能量超

過門檻值時觸發檢測。為了提高檢測性能，現代能量檢測器採用自適應門檻設定、

背景噪音估計以及多頻段處理等技術。恆虛警率(Constant False Alarm Rate, CFAR)

檢測器能夠在變化的噪音環境中保持穩定的虛警率，廣泛應用於雷達與聲納系統

中[145]。 

匹配濾波器檢測基於已知信號模板的相關處理，能夠檢測特定模式的聲學

事件。對於已知波形的信號（如某些海洋生物的典型叫聲），匹配濾波器能夠提

供最優的檢測性能。然而，實際的生物聲學信號往往具有個體差異與環境變化，

需要採用模板庫或自適應模板更新技術。歸一化相關、相位相關等改進方法能夠

提高匹配濾波器對信號變化的魯棒性[146]。 

特徵檢測方法通過提取信號的特徵參數進行事件檢測，相較於波形匹配具

有更好的泛化能力。頻域特徵如峰值頻率、頻寬、頻譜形狀等能夠描述信號的頻

率特性；時域特徵如持續時間、上升時間、包絡形狀等能夠描述信號的時間特性；

時頻特徵如頻率調制率、諧波結構等能夠描述信號的動態特性。多特徵融合技術

通過組合不同類型的特徵來提高檢測的準確性與魯棒性[147]。 

機器學習方法為自動檢測與分類提供了強大的工具。支持向量機(SVM)通

過尋找最優分離超平面來實現分類，具有良好的泛化能力與理論基礎。隨機森林

(Random Forest)通過組合多個決策樹來提高分類準確性與魯棒性。k 近鄰(k-

Nearest Neighbors, k-NN)方法基於相似性原理進行分類，實現簡單且對數據分佈

假設較少。這些傳統機器學習方法在特徵工程完善的前提下能夠獲得良好的性能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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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學習技術在近年來展現出強大的自動特徵學習與模式識別能力。卷積

神經網路(CNN)特別適用於處理頻譜圖等二維信號表示，能夠自動學習層次化的

特徵表示。循環神經網路(RNN)及其變體如長短期記憶(LSTM)網路、門控循環單

元(Gated Recurrent Unit, GRU)擅長處理序列資訊，適用於時間序列信號的分析。

注意力機制能夠自動聚焦於信號中的關鍵部分，提高模型的解釋性與性能[149]。 

集成學習方法通過組合多個基分類器來提高整體性能，特別適用於複雜的

多類別分類問題。投票法、加權平均等簡單集成方法易於實現且通常能夠改善性

能。Boosting 方法如 AdaBoost、Gradient Boosting 通過迭代訓練弱分類器並調整

樣本權重來構建強分類器。堆疊(Stacking)方法通過訓練元學習器來組合基分類

器的輸出。這些方法在處理不平衡數據、噪音數據等複雜情況下表現優異[150]。 

不平衡數據處理是海洋聲學分類中的常見問題，因為某些物種的發聲事件

相對稀少。數據層面的解決方案包括重採樣技術（如 SMOTE）、數據增強等；演

算法層面的解決方案包括代價敏感學習、集成方法等；評估指標的改進包括使用

F1 分數、AUC 等平衡指標替代準確率。這些技術的綜合應用能夠有效改善不平

衡數據環境下的分類性能[151]。 

3.5.3 機器學習在聲學識別中的應用 Machine Learning Applications in Acoustic 

Recognition 

機器學習技術在海洋聲學識別領域的應用已成為現代 PAM 系統的重要技

術特徵，通過智慧化的演算法實現對複雜聲學模式的自動識別與分類。這些技術

不僅能夠處理傳統方法難以應對的大規模數據，還能夠發現隱藏在數據中的複雜

模式與規律。隨著深度學習技術的快速發展，機器學習在聲學識別中的應用正朝

向更高準確性、更強魯棒性以及更好解釋性的方向發展[152]。 

特徵工程是機器學習應用的基礎環節，涉及將原始聲學數據轉換為適合機

器學習演算法處理的特徵向量。時域特徵包括零交叉率、能量包絡、自相關函數

等，能夠描述信號的基本時間特性；頻域特徵包括功率譜、頻譜中心、頻寬等，

能夠描述信號的頻率分佈；時頻特徵包括頻譜圖統計量、小波係數等，能夠描述

信號的動態變化。特徵選擇與降維技術如主成分分析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線性判別分析(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 LDA)能夠去除冗餘

資訊，提高學習效率[153]。 

海洋生物聲學識別是機器學習在 PAM 中最重要的應用領域。不同海洋生物

具有獨特的發聲特徵，如鯨魚的歌聲、海豚的回聲定位信號、魚類的求偶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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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學習演算法能夠學習這些聲學特徵的模式，實現自動的物種識別與行為分析。

現代生物聲學識別系統已能夠識別數十種海洋哺乳動物，準確率超過 90%。個體

識別技術甚至能夠區分同一物種內不同個體的發聲特徵[154]。 

船舶噪音自動識別技術通過分析船舶的聲學特徵實現對不同類型船舶的自

動分類。大型商船、小型漁船、軍艦等不同類型的船舶具有不同的聲學特徵，包

括螺旋槳噪音、機械噪音以及水動力噪音等。機器學習演算法能夠從這些複雜的

聲學特徵中提取判別性資訊，實現船舶類型的自動識別。這項技術在海上交通監

控、漁業管理以及海域安全監測等領域具有重要應用價值[155]。 

深度學習技術為聲學識別帶來了革命性的進展。卷積神經網路(CNN)通過

多層卷積與池化操作能夠自動提取聲學信號的層次化特徵，避免了傳統方法中複

雜的手工特徵設計。ResNet、DenseNet 等先進的 CNN 架構進一步提升了特徵提

取能力。循環神經網路(RNN)能夠處理變長的時間序列數據，特別適用於分析動

物複雜的發聲序列。注意力機制能夠自動定位信號中的關鍵時頻區域，提高模型

的解釋性[156]。 

轉換器(Transformer)架構在聲學識別中展現出巨大潛力。基於自注意力機制

的 Transformer 能夠並行處理序列資訊，相較於 RNN 具有更高的訓練效率與更

好的長距離依賴建模能力。預訓練模型如 BERT、GPT 等的成功為聲學領域提供

了新的思路。通過在大規模無標注聲學數據上進行預訓練，然後在特定任務上進

行微調，能夠顯著提升小樣本學習的效果[157]。 

少樣本學習(Few-shot Learning)技術解決了稀有物種或事件識別中訓練數據

不足的問題。元學習(Meta-learning)方法通過學習如何快速適應新任務，使模型

能夠在僅有少量樣本的情況下實現有效學習。原型網路(Prototypical Networks)、

匹配網路(Matching Networks)等方法在聲學識別中獲得了成功應用。數據增強技

術通過對現有樣本進行變換生成新樣本，也是增加訓練數據的有效途徑[158]。 

無監督學習與半監督學習技術利用大量未標注數據來改善識別性能。聚類

演算法能夠發現聲學數據中的自然群組結構，為後續的監督學習提供初始標籤。

自編碼器(Autoencoder)能夠學習數據的低維表示，提取有用的特徵。生成對抗網

路(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 GANs)能夠生成逼真的聲學數據，用於數據增

強或異常檢測。這些技術的應用大幅擴展了機器學習在聲學識別中的應用範圍

[159]。 

3.5.4 長期趨勢分析與環境評估 Long-term Trend Analysis and Environ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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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長期趨勢分析與環境評估是 PAM 系統的高級應用功能，通過對多年連續監

測數據的統計分析，揭示海洋聲學環境的時空變化規律與長期演化趨勢。這類分

析對於理解氣候變化、人類活動以及生態系統動態對海洋聲景的影響具有重要科

學價值，為海洋環境管理政策的制定提供量化的科學依據。現代趨勢分析技術整

合了統計學、時間序列分析以及機器學習等多種方法[160]。 

時間序列分析是長期趨勢研究的核心技術，通過分析聲學參數隨時間的變

化模式來識別趨勢、周期以及異常事件。趨勢分析方法包括線性回歸、非參數回

歸以及變點檢測等。Mann-Kendall 檢驗是檢測單調趨勢的經典非參數方法，對數

據分佈假設較少且對異常值魯棒。Sen 斜率估計能夠量化趨勢的大小。變點檢測

方法如 CUSUM、PELT 等能夠識別時間序列中統計特性發生顯著變化的時間點

[161]。 

周期性分析揭示海洋聲景中的規律性變化模式。許多海洋生物具有明顯的

日周期、季節周期或年周期活動模式，人類海事活動也表現出明顯的周期性特徵。

傅立葉分析、小波分析以及經驗模態分解等方法能夠識別不同時間尺度的周期成

分。譜分析方法如 Lomb-Scargle 週期圖適用於處理不等間隔的時間序列數據。

這些周期性資訊對於預測聲學活動的時間模式具有重要意義[162]。 

空間分析技術揭示海洋聲景的空間分佈模式與空間變化趨勢。地理資訊系

統(GIS)為空間分析提供了強大的工具支援。空間插值方法如克里金(Kriging)、反

距離權重法等能夠從離散的監測點數據推導出連續的空間分佈圖。空間自相關分

析通過 Moran's I、Geary's C 等指標量化空間聚集模式。熱點分析識別聲學活動

的集中區域。時空分析方法如時空克里金、時空聚類等能夠同時考慮時間與空間

的相互作用[163]。 

環境驅動因子分析探索環境變數與聲學參數之間的關係。海洋環境因子如

水溫、鹽度、海流、初級生產力等都可能影響海洋生物的聲學行為。人為因子如

航運密度、工業活動、漁業作業等直接影響海洋噪音水平。多元回歸分析、廣義

線性模型(GLM)、廣義可加模型(GAM)等統計方法能夠量化這些關係。機器學習

方法如隨機森林、梯度提升等能夠處理複雜的非線性關係與交互作用[164]。 

氣候變化對海洋聲景的影響是當前研究的熱點問題。全球暖化導致的海水

溫度上升、海平面變化以及海洋酸化等都可能對海洋生物的聲學行為產生影響。

海冰融化改變了極地海域的聲學環境。風暴模式的變化影響了自然環境噪音。通



3 - 31 
 

過對比分析不同時期的聲學數據，可以量化氣候變化對海洋聲景的影響程度。這

些研究為理解氣候變化的生態影響提供了新的視角[165]。 

生物多樣性評估是 PAM 系統在生態學研究中的重要應用。聲學多樣性指標

如聲學複雜度指數 (Acoustic Complexity Index, ACI)、歸一化差異聲景指數

(Normalized Difference Soundscape Index, NDSI)等能夠量化聲景的豐富程度。這

些指標與傳統的生物多樣性指標（如物種豐富度、Shannon 多樣性指數等）具有

良好的相關性，可作為生物多樣性的代理指標。長期的聲學多樣性監測能夠追蹤

生態系統健康狀況的變化[166]。 

人類活動影響評估通過量化分析人為噪音對海洋聲學環境的影響程度。船

舶交通密度與海洋環境噪音水平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係。海上工程活動（如

打樁、爆破等）會產生高強度的脈衝噪音。軍事活動中的聲納使用也會對海洋聲

學環境造成影響。通過建立人類活動資料庫與聲學監測數據的時空對應關係，可

以定量評估不同人類活動的聲學影響範圍與強度[167]。 

累積影響評估考慮多個人為噪音源的聯合效應。在繁忙的海域，往往同時

存在多個噪音源，其累積效應可能超過單個噪音源影響的簡單加總。空間疊加分

析、時間積分分析等方法能夠評估累積噪音暴露水平。風險評估框架將噪音暴露

水平與生物影響閾值進行比較，評估生態風險的大小。不確定性分析考慮模型參

數、測量誤差等不確定性因素對評估結果的影響[168]。 

政策效果評估通過對比分析政策實施前後的聲學環境變化來評估噪音管制

政策的有效性。國際海事組織的船舶噪音指導原則、各國的海洋保護區管理措施

等都需要通過長期監測數據來驗證其效果。對照研究設計通過比較處理區域與對

照區域的聲學環境差異來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擾。時間序列干預分析方法能夠量化

政策干預對聲學環境的影響大小與統計顯著性[169]。 

預測模型開發基於歷史監測數據建立聲學環境的預測模型，為未來的環境

管理提供科學支援。時間序列預測模型如 ARIMA、狀態空間模型等能夠預測聲

學參數的短期變化。機器學習模型如支持向量回歸、神經網路等能夠處理複雜的

非線性關係。集成模型通過組合多個預測模型來提高預測準確性。這些預測模型

在環境影響評估、海洋空間規劃以及自適應管理等方面具有重要應用價值[170]。 

數據視覺化技術為長期趨勢分析結果的展示與交流提供了有效工具。時間

序列圖、空間分佈圖、熱力圖等基礎視覺化方法能夠直觀展示數據的時空模式。

互動式視覺化工具允許用戶自由探索數據的不同方面。動畫視覺化能夠展示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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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的時間演化過程。網頁式儀表板為決策者提供即時的環境監測資訊。這些視

覺化工具大大提升了科學研究成果向政策制定者與公眾傳播的效果[171]。 

機器學習在環境評估中的新應用包括異常檢測、模式挖掘以及因果推斷等。

異常檢測演算法能夠自動識別聲學環境中的異常事件，如大規模生物死亡、工業

事故等。模式挖掘技術能夠發現複雜的時空關聯模式。因果推斷方法通過觀測數

據推斷變數間的因果關係，有助於理解環境變化的驅動機制。這些先進方法為海

洋環境科學研究開闢了新的方向[172]。 

水下噪音量測與監測技術的發展前景廣闊，隨著感測器技術、通訊技術、人

工智慧等相關技術的不斷進步，未來的 PAM 系統將朝向更高精度、更大規模、

更智慧化的方向發展。全球海洋觀測網路的建設將實現全球尺度的海洋聲學環境

監測。人工智慧技術的深度應用將大幅提升自動分析能力。新興感測技術如量子

感測器的成熟將帶來測量精度的革命性提升。這些技術發展將為海洋環境保護、

可持續發展以及氣候變化研究提供更強有力的技術支撐。 

綜合而言，第 3 章系統性地介紹了水下噪音量測與監測的核心技術體系，

從基礎的感測器原理到先進的數據分析方法，為讀者提供了全面的技術知識架構。

這些技術的發展與應用不僅推動了海洋聲學科學的進步，也為海洋環境管理與生

物保護提供了重要的技術工具。隨著技術的不斷發展與完善，水下噪音量測與監

測將在建設綠色海洋、保護海洋生態系統方面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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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水下噪音評估與預測 
Assessment and Prediction 

 

水下噪音評估與預測是海洋聲學工程的核心技術領域，涵蓋了從基礎聲學

理論到先進數值模擬的完整技術體系。隨著全球海運活動的日益頻繁和海洋開發

活動的不斷擴展，準確評估和預測水下噪音的分布特性已成為海洋環境保護和生

態風險管理的關鍵技術需求。現代水下噪音評估技術整合了多學科的理論基礎和

方法論，包括聲學物理學、海洋學、數值分析、地理資訊系統、人工智慧和風險

分析等領域的最新進展。 

水下噪音評估的技術發展歷程反映了海洋聲學研究從定性描述向定量預測

的重要轉變。早期的評估方法主要依賴經驗公式和簡化模型，如經典的球面擴散

和圓柱擴散定律，這些方法雖然計算簡便但在複雜海洋環境中的準確性有限。隨

著計算技術的快速發展和海洋環境資料庫的不斷完善，現代評估方法逐漸轉向基

於物理原理的數值建模和高精度模擬技術。這種技術演進不僅提高了預測精度，

更重要的是能夠處理真實海洋環境的複雜性和多變性，為海洋噪音管理提供了科

學可靠的技術支撐。 

評估指標與方法的標準化發展為水下噪音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礎。國際標準

化組織（ISO）制定的相關標準，特別是 ISO 17208 系列標準，為船舶水下輻射

噪音的測量和評估提供了統一的技術規範。這些標準不僅規定了評估指標的定義

和計算方法，還明確了測量程序、資料處理和結果報告的具體要求。標準化評估

方法的建立促進了不同研究機構和國家之間的資料比較和技術交流，推動了全球

海洋噪音研究的協調發展。 

數值建模與模擬技術的進步為水下噪音預測提供了強大的技術工具。現代

聲學建模方法包括射線追蹤法、正常模式法、拋物方程法和有限元素法等多種數

值方法，每種方法都有其特定的適用條件和精度特性。這些建模技術能夠考慮海

洋環境的複雜結構，包括海底地形、水體分層、沉積物特性和表面條件等因素對

聲波傳播的影響。透過高精度的數值模擬，可以預測不同海洋條件下的噪音分布

特性，為噪音控制和環境管理提供定量的決策依據。 

地理資訊系統（GIS）和空間分析技術在水下噪音評估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

的作用。GIS 技術能夠整合多源海洋環境資料，包括水深測量資料、海底地質資

料、海洋氣象資料和生物分布資料等，建立綜合的海洋環境資料庫。透過空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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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方法，可以識別噪音敏感區域、評估噪音影響範圍並進行環境風險評估。GIS

平台還提供了強大的視覺化功能，能夠製作高品質的海洋聲景地圖，直觀地展示

噪音分布的空間特徵和時間變化。 

大數據和人工智慧技術的應用為水下噪音研究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隨

著海洋監測技術的發展，特別是水下聲學感測器網路的部署，產生了大量的連續

監測資料。傳統的資料處理方法難以有效處理這些大規模資料集，而機器學習和

深度學習等人工智慧技術提供了新的解決方案。這些技術能夠自動識別和分類不

同類型的水下噪音源，發現資料中的隱藏模式，並提高預測模型的準確性和效率。 

風險與不確定性分析是水下噪音評估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在環境影響

評估和決策支援中。海洋環境的複雜性和變異性導致噪音預測存在不可避免的不

確定性，需要透過適當的風險分析方法來量化和管理這些不確定性。現代風險分

析方法包括蒙特卡洛模擬、敏感度分析、貝葉斯推斷等統計方法，能夠評估預測

結果的可信度和風險水準，為環境管理決策提供科學依據。 

4.1 評估指標與方法 Assessment Metrics and Methods 
水下噪音評估指標與方法的建立是海洋聲學研究的基礎工作，直接影響到

噪音監測、影響評估和管理決策的科學性和有效性。現代評估體系需要兼顧聲學

物理特性、生物學意義和工程實用性等多個層面的要求，形成了涵蓋多種指標和

方法的綜合評估框架。評估指標的選擇和應用不僅需要考慮聲學參數的準確測量，

更需要關注這些參數與海洋生物影響之間的科學關聯性。 

聲學評估指標的物理基礎建立在聲波傳播理論和聲場特性分析之上。水下

聲場的描述需要考慮聲壓、聲速、聲強、聲功率等基本物理量，以及它們在時間

和空間上的分布特性。聲壓級（Sound Pressure Level, SPL）作為最基本的評估指

標，定義為實測聲壓與參考聲壓比值的對數表示，其數學表達式為 SPL = 

20log₁₀(p/p₀)，其中 p 為實測聲壓有效值，p₀為水中參考聲壓值 1 μPa [1]。聲壓級

的測量需要考慮頻率特性、時間平均和空間分布等因素，不同的平均時間和頻率

權重會產生不同的評估結果。 

聲暴露級（Sound Exposure Level, SEL）是另一個重要的累積性評估指標，

特別適用於評估間歇性或瞬態噪音源的影響。SEL 將聲暴露量正規化為 1 秒鐘的

等效聲暴露，其計算公式為 SEL = 10log₁₀(E/E₀)，其中 E 為實際聲暴露量，E₀為

參考聲暴露量（1 μPa²·s）[2]。SEL 指標的優勢在於能夠綜合考慮聲強和暴露時

間的雙重影響，為評估累積性噪音影響提供了科學依據。在實際應用中，SEL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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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評估船舶通過、海上施工和軍事活動等產生的間歇性噪音影響。 

頻譜分析方法為水下噪音的詳細特徵描述提供了重要工具。1/3 倍頻程分析

是國際標準中廣泛採用的頻譜分析方法，能夠將寬頻噪音分解為不同頻率段的能

量分布。根據 ISO 17208-1 標準，船舶水下輻射噪音的標準測量頻率範圍為 10 Hz

到 100 kHz，涵蓋了大多數海洋生物的聽覺敏感頻率範圍[3]。窄頻分析方法則提

供了更高的頻率解析度，能夠識別特定頻率成分的噪音特徵，如螺旋槳葉頻噪音

和機械設備的特徵頻率等。 

生物學相關評估指標的發展反映了海洋噪音研究從純技術導向向生態導向

的重要轉變。不同海洋生物對水下噪音的敏感性存在顯著差異，需要建立針對特

定生物群體的評估閾值和標準。海洋哺乳動物噪音暴露標準是目前最為成熟的生

物學評估體系，美國國家海洋漁業局（NMFS）制定的詳細暴露閾值為不同類型

的海洋哺乳動物提供了具體的保護標準[4]。這些閾值考慮了生物的聽覺頻率範

圍、行為反應閾值和生理損傷閾值等因素，為環境影響評估提供了科學依據。 

魚類聲學影響評估則需要考慮不同魚種的聽覺特性和行為生態特徵。魚類

的聽覺系統與海洋哺乳動物存在根本性差異，其聲音感知主要依靠側線系統和鰾

等器官。Popper 等學者提出的魚類聲學影響評估框架，根據魚類是否具有氣泡結

構將其分為不同的敏感性類別，並制定了相應的暴露閾值標準[5]。這種分類方法

考慮了魚類聽覺生理的多樣性，為不同魚種的保護提供了差異化的評估標準。 

時域和頻域分析方法的結合應用為水下噪音的綜合評估提供了完整的技術

框架。時域分析關注聲信號的時間特徵，包括脈衝特性、調製特徵和統計分布等

參數。均方根（RMS）值是時域分析中最常用的統計量，能夠反映聲信號的平均

能量水準。峰值因子（Crest Factor）和峭度（Kurtosis）等高階統計量則能夠描述

信號的脈衝特性和統計分布特徵，對於識別不同類型的噪音源具有重要意義[6]。 

頻域分析方法則透過傅立葉變換等數學工具，將時域信號轉換為頻域表示，

揭示噪音的頻譜結構和頻率成分。功率譜密度（Power Spectral Density, PSD）是

頻域分析的核心指標，描述了聲信號功率在不同頻率上的分布密度。PSD 的計算

需要考慮視窗函數、重疊率和平均次數等參數的選擇，以確保分析結果的準確性

和穩定性。譜圖（Spectrogram）分析方法則結合了時域和頻域的特徵，能夠顯示

聲信號的時頻分布特性，為動態噪音源的識別和追蹤提供了有效工具[7]。 

測量方法和程序的標準化是確保評估結果可比性和可靠性的關鍵要素。ISO 

17208 系列標準詳細規定了船舶水下輻射噪音測量的技術要求，包括測量設備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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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測量幾何配置、環境條件要求和資料處理程序等內容[8]。標準測量方法要求

在深水條件下進行，測量距離通常為船舶長度的 1-2 倍，測量深度需避免表面反

射和海底反射的影響。測量期間的環境條件，如風速、海況和背景噪音水準等，

都需要滿足特定的要求以確保測量精度。 

校正和驗證程序是評估方法可靠性的重要保障。水聽器的校正需要在國家

標準實驗室進行，確保其頻率響應和靈敏度的準確性。現場測量中的設備校正包

括電子校正和聲學校正兩個層面，需要使用標準聲源或參考信號進行驗證。資料

品質控制程序包括信號雜訊比檢查、頻率響應驗證和統計一致性分析等步驟，能

夠識別和剔除無效資料，確保評估結果的可靠性[9]。 

不確定性評估和誤差分析是現代評估方法的重要組成部分。測量不確定性

來源包括設備誤差、環境變異性、測量方法限制和資料處理誤差等多個方面。根

據國際測量不確定性指南（GUM）的要求，需要對各種不確定性來源進行定量分

析，計算合成標準不確定性和擴展不確定性，為評估結果提供置信區間[10]。這

種不確定性評估方法不僅提高了測量結果的科學性，也為風險評估和決策分析提

供了重要的統計資訊。 

4.1.1 聲學指標體系 Acoustic Indicator Systems 

聲學指標體系是水下噪音評估的核心技術基礎，需要綜合考慮聲學物理特

性、生物學意義和實用性要求，建立科學合理的指標框架。現代聲學指標體系的

發展經歷了從單一參數向多維度綜合評估的演進過程，形成了涵蓋時域、頻域和

統計特徵的完整技術體系。指標體系的設計不僅需要反映水下聲場的物理特性，

更需要關注這些特性與海洋生態系統之間的科學關聯性，為環境保護和資源管理

提供可靠的技術支撐。 

基礎聲學參數的定義和測量構成了指標體系的理論基礎。聲壓（Sound 

Pressure）作為最基本的聲學量，描述了聲波傳播過程中介質壓力的瞬時變化。

在水介質中，聲壓的測量通常採用壓電式水聽器，其輸出電壓與聲壓成正比關係。

聲壓的有效值（RMS）計算需要考慮測量時間窗和採樣頻率的影響，通常採用快

速傅立葉變換（FFT）等數值方法進行計算[11]。聲強（Sound Intensity）描述了

聲波傳播的能量流密度，其計算需要同時測量聲壓和質點速度，在實際應用中通

常透過聲壓梯度法或雙水聽器法進行估算。 

聲壓級指標的詳細分類實現了不同應用場景的特定需求。瞬時聲壓級

（Instantaneous SPL）反映聲場的瞬時特徵，適用於脈衝性噪音的評估。等效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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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聲壓級（Equivalent Continuous SPL, Leq）將時變聲壓正規化為等效的穩態聲壓

級，其計算公式為 Leq = 10log₁₀[1/T∫₀ᵀ(p²(t)/p₀²)dt]，其中 T 為測量時間，p(t)為瞬

時聲壓，p₀為參考聲壓[12]。統計聲壓級（Statistical SPL）如 L₁₀、L₅₀、L₉₀等，描

述了聲壓級在統計分布上的特徵值，能夠反映噪音的變異性和穩定性特徵。 

頻率加權評估指標的發展反映了生物學導向評估的重要趨勢。A 加權聲壓

級（A-weighted SPL）雖然最初為空氣聲學設計，但在某些水下應用中仍有參考

價值。更重要的是針對海洋生物聽覺特性設計的專用加權函數，如針對海洋哺乳

動物的 M 加權和高頻鯨類專用的高頻加權函數。這些加權函數基於生物聽覺閾

值曲線設計，能夠更準確地反映水下噪音對特定生物群體的潛在影響[13]。加權

聲壓級的計算需要將原始聲壓級與加權函數進行卷積運算，得到生物學意義更明

確的評估指標。 

聲暴露級指標系統為累積性影響評估提供了科學工具。單次事件聲暴露級

（Single Event SEL）適用於評估單次噪音事件的影響，如船舶通過或打樁作業

等。累積聲暴露級（Cumulative SEL）則考慮多次事件的疊加效應，其計算需要

將 所 有 相 關 事 件 的 聲 暴 露 量 進 行 能 量 加 法 ， 公 式 為 SELcum = 

10log₁₀(∑ᵢ10^(SELᵢ/10))，其中 SELᵢ 為第 i 個事件的聲暴露級[14]。24 小時聲暴露

級（SEL24h）是環境管理中常用的長期暴露指標，能夠評估日常噪音活動對海洋

生物的累積影響。 

脈衝性噪音的特殊評估指標反映了不同噪音類型的差異化評估需求。峰值

聲壓級（Peak SPL）描述聲信號的瞬時最大值，適用於評估爆破、打樁等強脈衝

噪音的瞬時影響。脈衝持續時間（Pulse Duration）和上升時間（Rise Time）等時

域參數能夠描述脈衝噪音的時間特徵，影響生物的驚嚇反應和行為改變。脈衝重

複頻率（Pulse Repetition Rate）則描述脈衝噪音的重複特性，對於評估長期暴露

影響具有重要意義[15]。 

頻譜特徵參數為噪音源識別和特徵分析提供了詳細資訊。中心頻率（Center 

Frequency）和頻寬（Bandwidth）描述了噪音的頻譜集中特性，能夠反映不同噪

音源的頻譜指紋特徵。頻譜滾降（Spectral Roll-off）參數描述了頻譜能量的衰減

特性，對於區分自然聲源和人為聲源具有重要價值。頻譜平坦度（Spectral Flatness）

和頻譜質心（Spectral Centroid）等高階頻譜參數能夠描述頻譜分布的細節特徵，

為機器學習和自動識別算法提供特徵輸入[16]。 

方向性評估指標考慮了聲源的空間輻射特性和接收點的方向性影響。聲源



4 - 6 
 

方向性指數（Directivity Index, DI）描述了聲源在不同方向上的輻射能量差異，

其計算需要在多個方向角度進行測量。對於船舶等移動聲源，需要考慮不同航行

方向和速度條件下的方向性變化。接收點的方向性分析則需要考慮海底地形、水

深分層等環境因素對聲波到達角度的影響，建立三維空間的聲場分布模型[17]。 

統計描述指標為噪音的隨機特性分析提供了數學工具。概率密度函數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PDF）描述了聲壓級的統計分布特徵，能夠識別噪

音的分布類型（如高斯分布、對數正態分布等）。累積分布函數（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 CDF）則提供了超標機率的定量評估，支持基於風險的環境

管理決策。偏度（Skewness）和峭度（Kurtosis）等高階統計矩能夠描述分布的偏

斜和尖銳程度，為噪音特徵識別提供附加資訊[18]。 

多角度綜合指標的發展實現了現代評估技術的系統性特徵。聲景指數

（Soundscape Index）結合多個聲學參數，建立綜合的聲環境評估指標。生態聲學

指數（Ecoacoustic Index）則專門針對生態系統的聲環境特徵設計，能夠反映生

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健康狀況。這些綜合指標通常採用主成分分析（PCA）或因

子分析等多元統計方法進行構建，能夠將高維聲學參數降維為少數幾個關鍵指標，

簡化評估過程並提高結果的可解釋性[19]。 

品質保證和標準化程序確保了指標體系的科學性和一致性。國際電工委員

會（IEC）和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制定了詳細的聲學測量標準，規範了各種指

標的定義、計算方法和測量程序。指標的溯源性要求所有測量結果都能追溯到國

際單位制（SI）基準，確保不同實驗室和不同時間的測量結果具有可比性。定期

的比對測量和能力驗證計劃確保了測量系統的持續有效性，為指標體系的可靠應

用提供了技術保障[20]。 

4.1.2 生物影響閾值 Biological Impact Thresholds 

生物影響閾值的建立是連接水下噪音物理特性與生態系統保護的關鍵橋樑，

需要綜合考慮不同海洋生物的生理特徵、行為生態和演化適應性等多個層面的科

學證據。現代生物影響閾值體系的發展經歷了從定性觀察向定量評估的重要轉變，

形成了基於科學實驗、野外觀測和數學建模相結合的綜合研究方法。閾值的建立

不僅需要考慮直接的生理損傷，更需要關注亞致命性影響，如行為改變、生理壓

力和繁殖成功率下降等長期效應，為海洋生物保護提供全面的科學依據。 

海洋哺乳動物聽覺損傷閾值的研究代表了水下噪音生物影響評估的最高技

術水準。永久性聽覺閾值偏移（Permanent Threshold Shift, PTS）是聽覺系統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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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損傷的重要指標，其發生機制涉及內耳毛細胞的機械損傷和代謝性損傷。根據

Southall 等學者的綜合研究，不同類型海洋哺乳動物的 PTS 閾值存在顯著差異，

低頻鯨類（如藍鯨、灰鯨）的 PTS 閾值約為 183 dB re 1 μPa²·s（SEL），而高頻鯨

類（如海豚、鼠海豚）的閾值約為 173 dB re 1 μPa²·s[21]。這些差異反映了不同

物種聽覺系統的解剖學和生理學特徵，需要在環境管理中採用差異化的保護標準。 

暫時性聽覺閾值偏移（Temporary Threshold Shift, TTS）作為可恢復的聽覺

影響，其研究為理解聽覺損傷的劑量-效應關係提供了重要資訊。TTS 的發生機

制主要涉及毛細胞的暫時性功能障礙和突觸傳遞的暫時性中斷。實驗研究表明，

TTS 的發生閾值通常比 PTS 閾值低 15-20 dB，恢復時間與暴露強度和持續時間

密切相關。Kastak 和 Schusterman 的研究發現，海獅在 180 dB re 1 μPa（RMS）

的純音暴露下會產生顯著的 TTS，恢復時間約為 2-24 小時[22]。TTS 研究的重要

性在於它提供了相對安全的實驗範式，能夠深入研究聽覺損傷的機制而不對實驗

動物造成永久性傷害。 

行為反應閾值的研究揭示了水下噪音對海洋哺乳動物行為生態的廣泛影響。

行為反應包括迴避行為、通訊行為改變、覓食行為中斷和社會行為干擾等多個方

面。Ellison 等學者的系統性研究表明，灰鯨對船舶噪音的行為反應閾值約為 120 

dB re 1 μPa（RMS），表現為游泳速度增加和潛水模式改變[23]。這種行為反應雖

然不會直接造成生理損傷，但可能影響動物的能量收支、覓食效率和繁殖成功率，

具有重要的生態學意義。行為反應的評估需要考慮動物的生理狀態、環境條件和

噪音特徵等多種因素的交互作用。 

鯨豚類聲納干擾效應的研究為軍用聲納和科研聲納的環境管理提供了科學

依據。主動聲納系統產生的高強度脈衝信號可能對鯨豚類的回聲定位系統造成干

擾，影響其導航、覓食和社會通訊能力。Madsen 等學者的研究發現，抹香鯨在

接收到軍用中頻聲納信號（約 180 dB re 1 μPa）時會表現出明顯的迴避行為和發

聲行為改變[24]。更嚴重的是，高強度聲納暴露可能導致深潜性鯨類的減壓病，

這種現象在軍事演習區域的鯨類擱淺事件中得到了證實。因此，軍用聲納的使用

需要建立嚴格的環境監測和生物保護協議。 

魚類聽覺影響評估面臨著生物多樣性和聽覺系統複雜性的雙重挑戰。魚類

的聽覺系統與哺乳動物存在根本性差異，主要包括內耳、鰾和側線系統等多個感

知器官。根據 Popper 和 Hawkins 的分類方法，魚類被分為具有鰾的聽覺敏感種

類和不具有鰾的聽覺鈍感種類，兩者對水下噪音的敏感性差異可達 20-30 dB[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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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鰾的魚類，如鯉科和鯡科魚類，其聽覺閾值較低，更容易受到水下噪音的影

響。打樁作業產生的強脈衝噪音對魚類的影響尤其顯著，SEL 閾值約為 187 dB 

re 1 μPa²·s 可能導致近距離魚類的死亡。 

魚類行為反應和生理壓力的評估需要考慮生活史階段的差異性影響。幼魚

通常比成魚更容易受到噪音影響，這可能與其聽覺系統的發育不完全和應激反應

能力較弱有關。Wysocki 等學者的實驗發現，幼年鯉魚在 150 dB re 1 μPa 的噪音

暴露下會表現出顯著的應激反應，血清皮質醇濃度顯著升高[26]。繁殖期的魚類

對噪音干擾特別敏感，因為許多魚類依賴聲通訊進行求偶和產卵行為。船舶噪音

可能掩蔽魚類的求偶聲信號，降低繁殖成功率，對魚類種群的長期穩定性產生影

響。 

無脊椎動物的噪音敏感性研究是一個相對較新但快速發展的研究領域。頭

足類動物，如章魚、烏賊和魷魚，具有相對複雜的神經系統和感覺器官，對水下

噪音表現出一定的敏感性。André 等學者的組織學研究發現，低頻聲波暴露（50-

400 Hz，157 dB re 1 μPa）可能對頭足類動物的平衡器官造成損傷，影響其游泳

和定向能力[27]。甲殼類動物的噪音敏感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商業重要種類，如龍

蝦和螃蟹。這些動物主要透過機械感受器感知聲波振動，對低頻成分較為敏感。 

浮游動物和浮游植物的噪音影響評估代表了生態系統評估的基礎層面。雖

然單個浮游生物對噪音的敏感性相對較低，但它們在海洋生態系統中的基礎地位

使得其任何變化都可能對整個食物網產生 cascade 效應。McCauley 等學者的研究

發現，地震勘探產生的氣槍陣列噪音可能影響浮游動物的垂直分布和日周期游泳

行為，間接影響海洋食物鏈的能量傳遞[28]。這種生態系統層面的影響評估需要

採用長期監測和生態模型等綜合方法。 

累積影響和多重壓力源的評估反映了現實海洋環境的複雜性。海洋生物面

臨的不僅是單一噪音源的影響，還包括多種人為活動產生的累積壓力。氣候變化、

海洋酸化、化學污染和棲息地破壞等因素與水下噪音可能產生協同作用，放大對

海洋生物的負面影響。Hatch 等學者提出的累積影響評估框架，考慮了多種壓力

源的空間重疊和時間疊加，為綜合環境管理提供了方法論指導[29]。這種多角度

評估方法需要整合海洋學、生態學和環境科學等多學科的知識和技術。 

閾值的不確定性和個體差異性是生物影響評估中的重要考慮因素。不同個

體的敏感性可能因年齡、健康狀況、營養狀態和遺傳背景等因素而存在顯著差異。

統計分布模型，如對數正態分布，常用於描述種群內部的敏感性變異，並據此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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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保護性閾值。預防性原則在閾值制定中的應用實現為安全係數的引入，通常在

實驗閾值的基礎上減少 6-10 dB 作為管理閾值，以保護最敏感的個體和種群[30]。 

4.1.3 測量標準與協定 Measurement Standards and Protocols 

測量標準與協定的建立是確保水下噪音評估結果科學性、準確性和可比性

的根本保障，涵蓋了從設備規格到資料處理的完整技術鏈條。國際標準化工作的

發展經歷了從各國獨立標準向全球統一標準的重要轉變，形成了以國際標準化組

織（ISO）為核心，國際電工委員會（IEC）和國際海事組織（IMO）共同參與的

多層次標準體系。這些標準不僅規範了技術程序，更重要的是確保了不同研究機

構、不同國家和不同時期的測量結果具有科學的可比性，為全球海洋噪音研究和

管理提供了統一的技術基礎。 

 

ISO 17208 系列標準代表了船舶水下輻射噪音測量技術的國際共識和最高

技術水準。該系列標準包括四個部分：第 1 部分規定了深水測量的要求和程序，

第 2 部分涵蓋了淺水測量的特殊考慮，第 3 部分針對靠港測量條件，第 4 部分則

專門針對艦船的測量要求[31]。這種分層次的標準設計充分考慮了不同測量環境

的技術挑戰和實際限制，為各種應用場景提供了適用的技術規範。標準的制定過

程歷時多年，整合了全球主要海洋研究機構和船舶製造商的技術經驗，代表了國

際海洋聲學領域的集體智慧。 

深水測量標準的技術要求實現了理想化測量條件的科學追求。根據 ISO 

17208-1 的規定，深水測量需要在水深大於船舶長度 2 倍且不小於 100 米的海域

進行，以避免海底反射對測量結果的影響。測量距離通常設定為船舶長度的 1-2

倍，典型值為 100-200 米，這個距離能夠確保測量點位於聲場的遠場區域，滿足

聲學理論的基本假設[32]。測量陣列通常採用垂直線陣配置，水聽器深度範圍從

表面以下 10 米到水深的中間位置，以獲得完整的聲場分布資訊。測量期間的環

境條件要求包括：風速不超過 5 級（10.7 m/s），海況不超過 3 級，背景噪音水準

應比測量信號低至少 10 dB。 

測量設備的技術規格和校正程序構成了標準體系的技術核心。水聽器作為

聲壓測量的關鍵設備，其技術指標直接影響測量精度。標準要求水聽器的頻率響

應範圍應覆蓋 10 Hz 至 100 kHz，頻率響應平坦度在關鍵頻段內應優於±2 dB，指

向性在 1 kHz 以下應為全向性，高頻段的指向性偏差不應超過±2 dB[33]。水聽器

的靈敏度校正需要在國家標準實驗室進行，校正證書的有效期通常為 2 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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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需要定期進行現場校正檢查。電子測量系統包括前置放大器、濾波器、類

比數位轉換器和資料記錄設備等組件，每個組件都有相應的技術指標要求和校正

程序。 

資料採集和處理程序的標準化確保了原始資料的品質和後續分析的準確性。

採樣頻率的選擇需要滿足奈奎斯特定理的要求，通常設定為最高分析頻率的 2.56

倍，以避免頻率混疊現象。資料記錄格式需要包括完整的時間戳記、GPS 位置資

訊、環境參數和設備狀態等後設資料。即時資料品質監控包括信號雜訊比檢查、

頻率響應驗證和動態範圍確認等程序，能夠及時發現和處理測量問題[34]。資料

處理流程包括預處理、頻譜分析、統計計算和結果輸出等步驟，每個步驟都有詳

細的技術要求和品質控制標準。 

 

不同測量幾何配置的標準化處理反映了複雜海洋環境的技術挑戰。船舶噪

音測量通常採用拖拽陣列、固定陣列或移動陣列等不同配置，每種配置都有其特

定的優勢和限制。拖拽陣列配置能夠維持相對穩定的測量距離，適用於長航線測

量，但可能受到拖拽噪音的影響。固定陣列配置避免了拖拽噪音問題，但測量距

離隨時間變化，需要進行幾何修正。移動陣列配置結合了前兩種方法的優勢，但

操作複雜度較高，需要精確的導航和定位系統支持[35]。 

聲源識別和背景噪音處理的標準程序確保了測量結果的可靠性。船舶噪音

測量需要區分目標船舶的輻射噪音和其他噪音源的干擾，包括其他船舶、海洋生

物聲音和海洋環境噪音等。信號處理技術如波束形成、頻域濾波和時域相關分析

等方法被廣泛應用於聲源分離和信號增強。背景噪音的測量和扣除是確保測量精

度的重要程序，通常在目標船舶到達前和離開後進行背景噪音測量，並採用適當

的數學方法進行噪音修正[36]。 

國際比對測量和能力驗證計劃是維護標準一致性的重要機制。定期的國際

比對測量活動由國際海洋聲學實驗室聯盟組織，參與機構使用相同的測試船舶和

測量條件，比較不同實驗室的測量結果。這些比對活動不僅驗證了各實驗室的測

量能力，還促進了測量技術的交流和改進。能力驗證計劃包括設備校正比對、測

量程序審查和資料處理驗證等多個層面，確保參與機構具備執行標準測量的技術

能力[37]。 

品質管理體系的建立為標準的有效實施提供了組織保障。測量實驗室需要

建立符合 ISO/IEC 17025 要求的品質管理體系，包括人員培訓、設備管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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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和持續改進等要素。測量不確定性的評估和報告是品質管理的核心內容，需

要按照 GUM（Guide to the Expression of Uncertainty in Measurement）的要求，對

各種不確定性來源進行系統分析和定量評估。測量結果的溯源性要求所有測量都

能追溯到國際單位制（SI）基準，確保測量結果的國際可接受性[38]。 

新興技術和測量需求推動了標準體系的持續發展和更新。自主水下航行器

（AUV）和無人水面艇（USV）等新技術平台為水下噪音測量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但也帶來了新的技術挑戰和標準需求。海洋可再生能源設施、深海採礦和海洋工

程等新興海洋活動產生了新的噪音類型和評估需求，推動了專門標準的制定。氣

候變化對海洋聲學環境的影響也需要在未來的標準修訂中予以考慮，以確保標準

的科學性和適用性[39]。 

品質保證和品質控制（QA/QC）程序的實施是標準有效性的關鍵保障。QA

程序包括測量計劃審查、人員資格認證、設備狀態確認和環境條件評估等預防性

措施，確保測量活動的規範性。QC 程序則包括即時資料監控、異常值識別、重

複性檢驗和結果驗證等控制性措施，確保測量資料的可靠性。統計過程控制（SPC）

方法被廣泛應用於測量過程的監控，透過控制圖等工具及時發現系統性偏差和隨

機變異，維護測量系統的穩定性[40]。 

4.2 數值建模與模擬 Numerical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數值建模與模擬技術在水下噪音預測領域的發展代表了從經驗估算向科學

預測的重大技術飛躍，為複雜海洋環境中的聲波傳播問題提供了強有力的分析工

具。現代數值建模技術整合了聲學物理學、數值分析、計算數學和高效能計算等

多個學科的最新進展，形成了能夠處理真實海洋環境複雜性的綜合技術體系。建

模技術的核心價值在於其能夠在計算機環境中重現和預測聲波在複雜海洋介質

中的傳播行為，為噪音評估、環境管理和工程設計提供定量的科學依據。 

聲波傳播的數學基礎建立在波動方程和聲學理論之上，為各種數值方法提

供了統一的理論框架。在海洋環境中，聲波傳播遵循 Helmholtz 方程和波動方程，

需要考慮海水密度、聲速、衰減係數等介質參數的空間變化。海洋聲速的垂直分

層結構、海底地形的複雜變化、以及海面和海底的邊界條件都對聲波傳播產生重

要影響[41]。數值建模的挑戰在於如何在保持計算效率的同時，準確描述這些複

雜的物理過程和邊界條件。不同的數值方法針對不同的問題規模和精度要求，發

展出了各具特色的算法優勢和適用範圍。 

海洋環境參數化是數值建模的基礎工作，直接影響預測結果的準確性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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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性。聲速剖面（Sound Speed Profile, SSP）的準確描述是建模成功的關鍵要素，

需要考慮溫度、鹽度和壓力（深度）的三維分布特徵。現代海洋資料同化技術能

夠整合衛星遙感資料、Argo 浮標資料和船測資料，建立高解析度的海洋環境場。

World Ocean Atlas（WOA）等全球海洋資料庫為大尺度建模提供了標準化的環境

參數輸入[42]。局域化的高精度環境參數測量則需要使用 CTD（溫鹽深儀）等現

場觀測設備，獲得特定海域的詳細環境資料。 

海底地形和地質參數的準確描述是近海底聲波傳播建模的關鍵要素。高解

析度海底地形資料可以透過多波束測深儀獲得，現代系統能夠提供米級精度的海

底地形資訊。海底沉積物的聲學參數包括聲速、密度、衰減係數和剪切波參數等，

這些參數通常透過海底鑽探取樣和聲學測量相結合的方法獲得。Hamilton 海底聲

學參數模型為缺乏實測資料的海域提供了經驗估算方法，但實際應用中仍需要根

據當地地質條件進行調整和驗證[43]。 

計算域設計和網格生成是數值建模的重要技術環節，需要平衡計算精度和

計算效率的要求。計算域的選擇需要考慮聲源特性、傳播距離、頻率範圍和環境

複雜度等因素。一般而言，計算域應該足夠大以包含所有重要的聲學現象，同時

應該避免邊界反射對計算結果的影響。完全匹配層（Perfectly Matched Layer, PML）

等吸收邊界條件被廣泛應用於減少計算域邊界的人工反射。網格設計需要滿足數

值精度的要求，通常要求每個波長包含 10-20 個網格點，以確保聲波的準確傳播

[44]。 

現代建模軟體和計算平台的發展為水下噪音建模提供了強大的工具支持。

商業軟體如 Bellhop、KRAKEN、RAM 等提供了成熟的聲學建模功能，這些軟體

經過了廣泛的驗證和應用，具有較高的可靠性。開源軟體如 Acoustics Toolbox、

Ocean Acoustics Library 等為研究人員提供了可定制的建模平台，支持算法創新

和方法改進。高效能計算技術的應用使得大尺度、高解析度的建模成為可能，並

行計算和 GPU 加速技術顯著提高了計算效率[45]。 

模型驗證和不確定性分析是確保建模結果可靠性的重要程序。模型驗證需

要將計算結果與實測資料進行比較，評估模型的預測精度和適用範圍。驗證資料

通常包括受控實驗測量、海上試驗資料和標準測試案例等。不確定性分析需要考

慮輸入參數的不確定性、模型誤差和數值誤差等多種來源，採用蒙特卡洛方法等

統計技術評估預測結果的置信區間。敏感度分析能夠識別對建模結果影響最大的

參數，指導觀測資源的優化配置和模型改進方向[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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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射線追蹤方法 Ray Tracing Methods 

射線追蹤方法作為海洋聲學中最直觀和廣泛應用的數值建模技術，基於幾

何聲學理論將聲波傳播抽象為射線在變化介質中的軌跡追蹤問題。該方法的理論

基礎源於 Fermat 原理和 Snell 定律，在高頻近似條件下能夠提供準確的聲場預測

結果。射線追蹤方法的最大優勢在於其物理意義清晰、計算效率高且易於處理複

雜的海洋環境結構，特別適用於遠距離聲波傳播和複雜地形環境的建模分析。然

而，該方法在低頻條件和陰影區域的預測精度有限，需要結合其他方法形成完整

的建模技術體系。 

Bellhop 射線追蹤模型代表了該領域的技術標杆，由 Woods Hole 海洋研究

所開發並持續改進，已成為國際海洋聲學界公認的標準工具。Bellhop 模型採用

動態射線追蹤算法，能夠自動調整射線發射角度以確保目標區域的完整覆蓋，避

免了傳統固定角度方法可能產生的計算空白區域。模型支援多種海洋環境配置，

包括水深變化、聲速分層、海底斜坡和複雜邊界條件等。Bellhop 的核心算法基

於四階 Runge-Kutta 數值積分方法，確保了射線軌跡計算的高精度和數值穩定性

[47]。 

射線方程的數學推導基於 Hamilton 正則方程組，將聲線追蹤問題轉化為常

微分方程組的求解。在二維柱對稱情況下，射線方程可以表示為： 

dr/dt = (∂H/∂p_r), dz/dt = (∂H/∂p_z), dp_r/dt = -(∂H/∂r), dp_z/dt = -(∂H/∂z) 

其中 H 為 Hamilton 函數，r 和 z 為水平和垂直座標，p_r 和 p_z 為對應的動

量分量[48]。這種數學描述不僅確保了射線追蹤的物理正確性，還提供了處理複

雜環境結構的統一框架。 

聲速場的精確描述是射線追蹤成功的關鍵前提。海洋聲速的分布受溫度、

鹽度和壓力等因素影響，通常呈現複雜的三維結構。在實際應用中，聲速場往往

透過實測資料插值或海洋模式輸出獲得。二維情況下，聲速可以表示為 c(r,z)的

函數形式，三維情況則需要考慮方位角變化 c(r,θ,z)。聲速梯度的計算精度直接影

響射線軌跡的準確性，通常採用樣條插值或有限差分方法進行數值計算[49]。 

射線發射角度的選擇和優化是確保計算覆蓋範圍和精度的重要技術環節。

傳統方法採用等間隔角度發射，但這種方法在某些環境條件下可能產生射線集中

或稀疏的問題。自適應角度選擇算法根據環境結構和目標區域需求，動態調整射

線發射角度，確保重要區域獲得足夠的射線密度。射線管理論基於相鄰射線間的

能量分布，能夠計算聲場強度的空間分布，但需要考慮焦散線附近的數值奇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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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50]。 

海底和海面邊界條件的處理是射線追蹤方法的重要技術難點。海底邊界通

常採用彈性邊界條件，需要考慮縱波和橫波的耦合效應。射線在彈性海底的反射

和折射遵循 Snell 定律的推廣形式，需要計算複雜的反射係數和透射係數。海面

邊界條件相對簡單，通常採用壓力釋放邊界條件或考慮表面粗糙度的散射效應。

海面波浪對聲波傳播的影響可以透過統計描述方法處理，如採用海譜模型描述海

面起伏的統計特性[51]。 

多途效應的計算和分析是射線追蹤方法的重要應用領域。在分層海洋環境

中，聲波通常沿多條路徑從聲源傳播到接收點，形成複雜的干涉現象。射線追蹤

方法能夠識別和追蹤各條傳播路徑，計算相應的傳播時間、幾何擴散損失和邊界

損失。多途聲場的合成需要考慮各射線的振幅和相位關係，通常採用相干或非相

干合成方法。本徵射線方法能夠識別在給定環境條件下的穩定傳播模式，為聲場

分析提供物理洞察[52]。 

三維射線追蹤技術的發展滿足了複雜海洋環境建模的需求。三維環境中的

聲速分布、海底地形和聲源/接收器的空間配置都可能影響聲波傳播。三維射線

追蹤需要求解更複雜的射線方程組，計算量顯著增加。然而，現代高效能計算技

術使得大尺度三維建模成為可能。N×2D 近似方法透過在不同方位角上進行二維

計算，以較低的計算代價近似三維效應，在許多應用中提供了滿意的精度[53]。 

射線追蹤方法的局限性和改進方向反映了該技術的發展趨勢。幾何聲學近

似在低頻、強梯度和陰影區域的適用性有限，需要結合波動方法進行修正。高斯

波束方法透過在射線周圍構造 Gaussian 波束，部分克服了傳統射線方法的不足。

混合方法結合射線追蹤和其他數值方法的優勢，在不同頻率範圍和環境條件下選

擇最適合的計算方法[54]。 

現代射線追蹤軟體的功能擴展實現了技術應用的深入發展。除了基本的聲

場計算功能外，現代軟體還包括反向射線追蹤、到達角分析、傳播損失預測、混

響計算等高級功能。使用者介面的改善和預處理工具的完善降低了技術門檻，使

得非專業使用者也能夠進行複雜的聲學建模。軟體的標準化和模組化設計促進了

不同工具之間的整合和資料交換，提高了建模工作的效率和可靠性[55]。 

4.2.2 正常模式方法 Normal Mode Methods 

正常模式方法基於波導聲學理論，將海洋環境中的聲場表示為一系列正交

模式函數的線性組合，為水下聲波傳播提供了嚴格的數學解析框架。該方法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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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基礎源於 Sturm-Liouville 理論和分離變數技術，特別適用於水平分層海洋環境

中的聲場計算。正常模式方法在低頻聲波傳播和遠距離預測方面具有顯著優勢，

能夠準確處理波導效應、模式耦合和色散現象等複雜物理過程。作為精確的波動

理論方法，正常模式分析為海洋聲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工具和數值驗證標準。 

KRAKEN 正常模式模型作為該領域的代表性軟體，由 Michael Porter 開發

並廣泛應用於海洋聲學研究和工程實踐。KRAKEN 模型採用有限差分方法離散

波動方程，透過本徵值求解算法計算海洋波導的正常模式。模型支援任意的聲速

分層結構、複雜的海底模型和多種邊界條件，能夠處理彈性海底、粘彈性衰減和

非線性效應等高級物理過程。KRAKEN 的數值算法經過了嚴格的數學驗證和廣

泛的實際應用測試，在國際海洋聲學界享有很高的聲譽[56]。 

Helmholtz 方程的分離變數求解過程構成了正常模式理論的數學基礎。在柱

座標系統中，聲壓場可以表示為 p(r,z) = Σₙ Aₙ ψₙ(z) Hₙ⁽¹⁾(kᵣₙr)的形式，其中 ψₙ(z)

為垂直模式函數，Hₙ⁽¹⁾為第一類 Hankel 函數，kᵣₙ為水平波數。垂直模式函數滿足

Sturm-Liouville 本徵值方程：d/dz[1/ρ(z) dψₙ/dz] + [k₀²/c²(z) - kᵣₙ²/ρ(z)]ψₙ = 0，其中

ρ(z)為密度分布，c(z)為聲速分布，k₀為自由空間波數[57]。這種數學描述不僅提

供了嚴格的理論基礎，還為數值計算提供了明確的算法框架。 

本徵值和本徵函數的數值計算是正常模式方法的核心技術環節。有限差分

方法將連續的微分方程離散為代數方程組，形成廣義本徵值問題 Ax = λBx，其

中 A 和 B 為係數矩陣，λ 為本徵值，x 為本徵向量。數值穩定性和計算精度是算

法設計的主要考慮因素，需要選擇適當的差分格式和網格密度。QZ 算法等現代

本徵值求解方法提供了高效可靠的數值解決方案，能夠處理大規模稠密矩陣的本

徵值問題[58]。 

模式數的選擇和截斷誤差分析是確保計算精度的重要技術問題。理論上，

完整的模式級數能夠精確表示聲場，但實際計算中只能保留有限數量的模式。模

式截斷準則通常基於模式的衰減率或能量貢獻，保留那些對目標頻率和距離範圍

有顯著貢獻的模式。漏失模式（leaky modes）在某些環境條件下可能對聲場產生

重要影響，特別是在海底為軟沉積物的情況下。連續譜的貢獻在短距離和高頻條

件下不可忽略，需要採用特殊的數值技術進行處理[59]。 

海底邊界條件的精確建模是正常模式方法準確性的關鍵要素。剛性邊界條

件假設海底為無限硬邊界，數學處理簡單但物理上不夠準確。壓力釋放邊界條件

適用於極軟海底，但同樣是理想化近似。彈性邊界條件考慮海底的彈性性質，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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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同時處理縱波和橫波，數學複雜度顯著增加。多層海底模型能夠描述海底的分

層結構，但計算量相應增加。阻抗邊界條件提供了一種實用的折衷方案，透過複

數阻抗參數綜合描述海底的聲學特性[60]。 

距離相關環境的處理是正常模式方法面臨的重要挑戰。標準正常模式方法

假設環境參數在水平方向上保持不變，但實際海洋環境往往具有顯著的水平變化。

絕熱模式理論假設環境變化緩慢，模式在傳播過程中保持其垂直結構不變，只有

水平波數發生調整。耦合模式理論則考慮環境變化引起的模式間耦合效應，需要

求解複雜的耦合微分方程組。單向傳播方程等近似方法在某些條件下能夠有效處

理距離相關問題[61]。 

非線性效應和衰減機制的建模擴展了正常模式方法的應用範圍。海水的粘

性衰減可以透過複數聲速進行描述，但需要考慮頻率相關性。海底沉積物的粘彈

性衰減通常更為顯著，需要採用複雜的衰減模型。非線性效應在高強度聲場中可

能變得重要，需要修正線性波動方程。散射效應包括粗糙界面散射、體積非均勻

性散射等，可以透過統計方法或確定性方法進行建模[62]。 

三維和方位耦合效應的處理是正常模式方法發展的重要方向。標準的二維

柱對稱模型無法描述真實三維環境的複雜性。方位耦合模式理論考慮環境的方位

變化，將聲場展開為方位模式的級數。三維正常模式方法需要求解三維本徵值問

題，計算複雜度顯著增加。N×2D 近似方法透過在不同方位角上進行二維計算，

以較低的代價近似三維效應。水平射線方法結合了射線追蹤和正常模式的優勢，

在處理三維問題時顯示出良好的效率和精度[63]。 

現代正常模式軟體的發展趨勢實現了理論研究與工程應用的結合。除了

KRAKEN 外，還有 ORCA、PROSIM 等多個正常模式軟體包，每個軟體都有其

特定的優勢和應用領域。軟體的使用者友善性不斷改善，預處理和後處理工具的

完善降低了使用門檻。並行計算和高效能計算技術的應用顯著提高了大規模問題

的求解能力。軟體的標準化和互操作性促進了不同工具之間的整合和資料交換

[64]。 

4.2.3 拋物方程方法 Parabolic Equation Methods 

拋物方程方法作為海洋聲學數值建模的重要技術，透過對 Helmholtz 方程

的拋物近似處理，將三維聲波傳播問題簡化為更易求解的二維問題，在處理距離

相關環境和寬角度傳播方面具有獨特優勢。該方法的核心思想是假設聲波主要沿

某個優勢方向（通常是水平方向）傳播，並將反向散射效應視為次要因素加以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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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拋物方程方法在中等頻率範圍和中遠距離傳播預測中表現出色，特別適用於

處理複雜的海洋環境變化和邊界效應，已成為海洋聲學建模工具箱中不可或缺的

重要組成部分。 

RAM（Range-dependent Acoustic Model）拋物方程模型代表了該技術領域的

先進水準，由 Naval Research Laboratory 開發並持續改進。RAM 模型採用分步傅

立葉變換算法，能夠高效處理距離相關的海洋環境，支援複雜的海底地形和聲速

分布。模型的核心算法基於 Padé 近似理論，能夠處理較大的傳播角度，克服了

標準拋物方程方法在大角度傳播方面的限制。RAM 模型還包括了高級的邊界處

理技術和數值穩定化方法，確保了計算結果的準確性和可靠性[65]。 

拋物方程的數學推導基於 Helmholtz 方程的分解和近似處理。標準的

Helmholtz 方程∇²p + k²n²p = 0 可以分解為(∂²/∂r² + ∂²/∂z² + k²n²)p = 0 的形式，其

中 n(r,z) = c₀/c(r,z)為折射率。透過引入慢變振幅近似 p(r,z) = ψ(r,z)e^(ik₀r)和忽略

二階導數項∂²ψ/∂r²，可以得到標準拋物方程：2ik₀∂ψ/∂r = ∂²ψ/∂z² + k₀²(n² - 1)ψ。這

種近似處理的有效性依賴於聲波主要沿 r 方向傳播且環境變化相對緩慢的假設

條件[66]。 

寬角度拋物方程的發展克服了標準方法在大角度傳播方面的限制。

Claerbout 方程和其他高階近似方程能夠處理更大的傳播角度，擴展了方法的適

用範圍。Padé 近似技術透過有理函數近似平方根運算子，提供了系統的寬角度處

理方法。不同階數的 Padé 近似對應不同的角度範圍，需要根據具體應用需求選

擇合適的近似階數。寬角度方程的數值實現通常更為複雜，需要採用隱式差分格

式或分步算法[67]。 

 

分步傅立葉變換（Split-Step Fourier, SSF）算法是拋物方程數值求解的高效

方法。該算法將每個距離步進分解為兩個子步驟：首先在波數域處理折射效應，

然後在空間域處理散射效應。這種算法分離的處理方式不僅提高了計算效率，還

改善了數值穩定性。SSF 算法的精度主要取決於距離步長的選擇，通常要求步長

小於聲場相干長度以確保計算精度。快速傅立葉變換（FFT）的應用使得算法具

有 O(N log N)的計算複雜度，顯著提高了大規模問題的求解效率[68]。 

有限差分方法為拋物方程提供了另一種重要的數值求解途徑。顯式差分格

式計算簡單但穩定性條件嚴格，隱式差分格式穩定性好但需要求解線性方程組。

Crank-Nicolson 格式等隱式方法在拋物方程求解中得到廣泛應用，能夠確保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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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數值穩定性和較高的計算精度。有限差分方法在處理複雜邊界條件和不規則計

算域方面具有優勢，但計算效率通常低於分步傅立葉方法。混合方法結合了兩種

算法的優勢，在不同的計算區域採用不同的數值方法[69]。 

邊界條件的精確處理是拋物方程方法成功應用的關鍵技術要素。海面邊界

通常採用壓力釋放條件或阻抗邊界條件，數學處理相對簡單。海底邊界條件更為

複雜，需要考慮海底的彈性性質和衰減特性。自相容邊界條件透過迭代算法確保

邊界處的連續性，但計算代價較高。人工邊界層和完全匹配層（PML）技術被廣

泛應用於減少計算域邊界的人工反射，確保開放邊界條件的有效實現[70]。 

環境參數化和網格設計直接影響拋物方程計算的準確性和效率。聲速場的

準確描述需要考慮測量資料的插值和平滑處理，避免人為的不連續性導致數值問

題。垂直網格的設計需要平衡計算精度和計算效率，通常要求每個波長包含 10-

20 個網格點。距離步長的選擇需要滿足穩定性條件和精度要求，自適應步長控

制能夠在保證精度的前提下提高計算效率。不規則地形的處理需要採用座標變換

或階梯近似等技術[71]。 

三維效應和方位耦合的處理是拋物方程方法發展的重要方向。N×2D 方法

透過在不同方位角上進行二維計算來近似三維效應，是一種計算效率較高的處理

方式。真正的三維拋物方程方法需要處理兩個橫向座標，計算複雜度顯著增加。

水平折射效應在某些環境條件下可能變得重要，需要採用專門的算法進行處理。

方位耦合模式理論提供了處理三維問題的理論框架，但實際應用中仍面臨計算效

率的挑戰[72]。 

非線性效應和高階修正項的考慮擴展了拋物方程方法的應用範圍。標準線

性理論在高聲強條件下可能不夠準確，需要考慮非線性修正。頻散效應和衰減機

制可以透過複數聲速或修正的波動方程進行描述。隨機介質中的聲波傳播需要採

用統計方法處理環境參數的隨機性。多頻處理技術能夠同時計算多個頻率成分，

提高寬頻信號建模的效率[73]。 

現代拋物方程軟體的發展實現了理論進展與工程需求的結合。除了 RAM 外，

還有 FOR3D、COUPLE、MMPE 等多個拋物方程軟體包，每個軟體都有其特定

的功能特點和優勢領域。軟體的模組化設計和標準化介面促進了不同工具之間的

整合。並行計算技術的應用使得大規模三維建模成為可能。圖形使用者介面和視

覺化工具的完善提高了軟體的易用性和結果的可解釋性[74]。 

4.3 GIS 與空間分析 GIS and Spati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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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與空間分析技術在水

下噪音評估領域的應用代表了海洋聲學研究向數位化、可視化和智慧化方向發展

的重要趨勢。GIS 技術為水下噪音研究提供了強大的空間資料管理、分析和展示

平台，能夠整合多源異質資料，支援複雜的空間分析和決策支援功能。現代 GIS

技術結合了電腦科學、地理學、製圖學和統計學等多學科的理論方法，形成了適

用於海洋環境的專業化技術體系。在水下噪音領域，GIS 不僅是資料管理工具，

更是科學分析和政策制定的重要支撐平台，為海洋聲景保護和永續發展提供了技

術基礎。 

海洋 GIS 系統的架構設計需要考慮海洋環境的特殊性和水下噪音資料的複

雜性。海洋環境具有三維空間結構、動態時變特徵和多尺度效應等特點，需要專

門的資料模型和分析方法。水下噪音資料涵蓋了聲學測量、環境參數、生物分布、

人類活動等多個層面，資料類型包括點資料、線資料、面資料和體資料等多種形

式。現代海洋 GIS 系統通常採用多層架構設計，包括資料層、服務層、應用層和

使用者介面層，確保系統的可擴展性和互操作性[75]。 

空間資料模型是 GIS 系統的核心組成部分，直接影響系統的功能和效能。

向量資料模型適用於描述離散的空間物件，如聲源位置、測量站點、船舶航線等。

網格（柵格）資料模型適用於描述連續變化的空間現象，如聲場分布、水深地形、

環境參數等。三維資料模型能夠描述海洋環境的立體結構，支援體積化的聲場分

析。時空資料模型則考慮了時間維度，能夠處理動態變化的噪音現象。現代 GIS

系統通常採用混合資料模型，整合不同模型的優勢[76]。 

座標參考系統的選擇和轉換是海洋 GIS 應用的基礎技術問題。海洋環境具

有大尺度和球面特徵，需要選擇適當的地圖投影和座標系統。UTM（Universal 

Transverse Mercator）投影系統在區域性海洋應用中得到廣泛使用，能夠在保持較

小變形的同時提供笛卡爾座標系的便利。球面座標系統適用於全球尺度的海洋分

析，但需要考慮球面三角學的複雜計算。垂直座標系統需要考慮海面高程、潮汐

變化和深度基準面等因素。現代 GIS 軟體通常支援多種座標系統的自動轉換，簡

化了資料整合的技術難度[77]。 

 

海洋環境資料的獲取和整合是建立 GIS 資料庫的關鍵工作。水深測量資料

可以透過多波束測深、衛星測高和海圖數位化等方式獲得，需要進行品質控制和

精度評估。海洋環境資料包括溫度、鹽度、流速、波浪等參數，通常透過現場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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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數值模式和遙感監測等途徑獲得。生物分布資料涵蓋海洋哺乳動物、魚類和

其他海洋生物的棲息地資訊，需要整合多種調查方法的結果。人類活動資料包括

船舶交通、海洋工程、軍事活動等，需要考慮資料的時效性和機密性問題[78]。 

空間插值和建模技術為連續空間現象的分析提供了數學工具。克里金插值

（Kriging）方法基於地統計學理論，能夠提供最佳線性無偏估計和誤差評估。反

距離權重（IDW）方法計算簡單但精度有限，適用於資料密度較高的情況。樣條

插值方法能夠產生平滑的曲面，適用於地形和聲場的建模。趨勢面分析能夠識別

和分離區域性趨勢和局部變化。現代插值方法還考慮了各向異性、非平穩性和不

確定性等複雜因素[79]。 

聲場分析和建模是水下噪音 GIS 應用的核心功能。聲場的三維視覺化需要

考慮透明度、色彩映射和等值面等技術，確保複雜資訊的清晰表達。傳播損失建

模整合了聲學理論和環境資料，預測聲波在複雜海洋環境中的傳播特性。噪音累

積分析考慮多個聲源的疊加效應，評估區域性噪音環境的總體水準。時變分析能

夠追蹤噪音環境的動態變化，識別長期趨勢和週期性變化。統計分析功能支援噪

音資料的分布特徵分析和異常值檢測[80]。 

4.3.1 海洋聲景製圖 Marine Soundscape Mapping 

海洋聲景製圖作為海洋聲學和地理資訊科學交叉融合的新興技術領域，致

力於建立海洋聲環境的空間分布圖景，為海洋生態保護和聲環境管理提供科學的

決策依據。聲景製圖不僅涉及聲學參數的空間分析，更需要整合生物學、生態學

和海洋學等多學科知識，建立綜合的海洋聲環境評估框架。現代聲景製圖技術結

合了先進的聲學測量技術、高解析度環境建模和智慧化資料分析方法，能夠在不

同的時空尺度上描述海洋聲環境的複雜特徵，為保護海洋生物的聲學棲息地提供

科學支撐。 

聲景概念的科學內涵實現了從單純噪音評估向生態系統聲環境評估的重要

轉變。海洋聲景包括所有存在於特定海洋環境中的聲音，涵蓋了生物聲

（biophony）、地球物理聲（geophony）和人為聲（anthropophony）三個主要組成

部分。生物聲包括海洋哺乳動物的鳴叫、魚類的發聲、甲殼類的咔嚓聲等，反映

了海洋生態系統的活力和多樣性。地球物理聲包括風浪噪音、降雨聲、地震聲等

自然環境產生的聲音。人為聲則包括船舶噪音、海洋工程噪音、軍事聲納等人類

活動產生的聲音[81]。聲景製圖需要識別和分析這些不同聲音成分的空間分布特

徵和相互作用關係。 



4 - 21 
 

聲景指數體系的建立為定量化聲環境評估提供了標準化工具。聲學複雜度

指數（Acoustic Complexity Index, ACI）透過分析聲譜的時變特徵來評估聲環境的

複雜程度，通常與生物多樣性存在正相關關係。歸一化差異聲景指數（Normalized 

Difference Soundscape Index, NDSI）透過比較生物聲頻段和人為聲頻段的能量比

例來評估人為干擾程度。聲學豐富度指數（Acoustic Richness Index）考慮聲譜的

頻率範圍和能量分布，反映聲環境的豐富程度。生物聲學指數（Bioacoustic Index）

專門量化生物聲的強度和頻率分布特徵[82]。這些指數的空間分析和製圖為海洋

保護區劃分和管理提供了科學依據。 

長期聲學監測網路的建設是聲景製圖的基礎資料來源。現代水下聲學監測

系統通常採用自主式水下錄音器（Autonomous Underwater Recorder）進行長期連

續監測，監測週期從數月到數年不等。監測網路的設計需要考慮空間代表性、時

間覆蓋度和成本效益等多個因素。固定式監測站點提供長期穩定的資料，但空間

覆蓋有限。移動式監測平台如 AUV 和滑翔機能夠擴大空間覆蓋範圍，但資料的

時間連續性有限。被動聲學監測（Passive Acoustic Monitoring, PAM）技術的發展

使得大規模、長期的海洋聲環境監測成為可能[83]。 

聲學資料的自動化處理和分析是聲景製圖的關鍵技術環節。長期連續監測

產生的海量聲學資料需要採用自動化方法進行處理和分析。機器學習技術如支援

向量機（SVM）、隨機森林和深度學習等方法被廣泛應用於聲音分類和識別。頻

譜分析技術包括短時傅立葉變換（STFT）、小波變換和 Mel 頻率倒譜係數（MFCC）

等，為特徵提取提供了多樣化的選擇。信號檢測算法能夠自動識別特定類型的聲

音事件，如海洋哺乳動物的鳴叫或船舶通過等[84]。 

環境參數與聲學特徵的相關性分析揭示了聲景形成的環境機制。海洋環境

因子如水深、海底類型、水體分層、潮流等都會影響聲波傳播和聲景特徵。生物

分布因子如葉綠素濃度、浮游生物密度、魚類豐度等與生物聲的空間分布密切相

關。氣象海況因子如風速、波高、降雨等直接影響地球物理聲的強度。人類活動

因子如船舶密度、港口距離、海洋工程等決定了人為聲的分布模式。多元統計分

析和機器學習方法能夠建立環境參數與聲學特徵之間的預測模型[85]。 

時空動態分析技術揭示了海洋聲景的變化規律和驅動機制。日週期變化反

映了海洋生物的晝夜行為模式和潮汐影響。季節性變化與生物的繁殖週期、洄游

模式和環境條件變化相關。年際變化可能反映氣候變化、人類活動強度變化和生

態系統演替等長期過程。極端事件如颱風、地震、船舶事故等會對聲景產生突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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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影響。時間序列分析、週期性分析和趨勢分析等統計方法為聲景動態研究提供

了分析工具[86]。 

三維聲景建模技術考慮了海洋環境的立體結構特徵。不同深度層的聲學環

境可能存在顯著差異，反映了海洋生物的垂直分布模式和聲波傳播特性。深海聲

學環境通常較為安靜，主要受遠距離低頻聲源影響。中層水域是許多海洋生物的

主要活動區域，生物聲較為豐富。表層水域受海面噪音影響較大，但也是海洋哺

乳動物的重要活動區域。三維插值和體積化視覺化技術為立體聲景分析提供了技

術支援[87]。 

聲景品質評估方法為海洋環境管理提供了評估標準。自然度指數評估聲景

的自然程度，通常透過比較人為聲和自然聲的比例來計算。多樣性指數評估聲景

的豐富程度，借鑒了生態學中的多樣性概念。穩定性指數評估聲景的時間變異性，

反映環境的穩定程度。連通性指數評估不同區域聲景的相似性和連續性，對於海

洋保護區的規劃具有重要意義。這些評估指標的空間分析為海洋保護政策制定提

供了定量依據[88]。 

聲景製圖結果的應用和管理意涵實現了科學研究與政策實踐的結合。海洋

保護區的劃分需要考慮重要聲學棲息地的保護，聲景製圖為保護區邊界確定提供

了科學依據。船舶航線規劃可以透過避開聲敏感區域來減少對海洋生物的干擾。

海洋工程的環境影響評估需要考慮對聲景的影響，聲景製圖為影響預測和緩解措

施設計提供了基礎資料。氣候變化對海洋聲景的影響評估需要長期的監測資料和

趨勢分析[89]。 

技術標準和品質控制體系確保了聲景製圖結果的科學性和可靠性。聲學資

料的品質控制包括設備校正、資料驗證和異常值處理等程序。製圖精度評估需要

透過交叉驗證、獨立驗證等方法進行。不確定性分析需要考慮測量誤差、建模誤

差和時空變異性等因素。標準化的資料格式和後設資料確保了資料的互操作性和

可重複使用性。國際標準化組織正在制定相關的技術標準，為聲景製圖的標準化

發展提供了指導[90]。 

4.3.2 水下噪音分布視覺化 Underwater Noise Distribution Visualization 

水下噪音分布視覺化技術作為海洋聲學研究和環境管理的重要工具，透過

先進的圖形技術和資料視覺化方法，將複雜的三維聲場資料轉化為直觀易懂的圖

形表示，為科學研究、政策制定和公眾教育提供有效的交流媒介。現代視覺化技

術不僅需要準確表達聲學資料的科學內涵，還需要考慮視覺認知規律、色彩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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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和資訊設計原理，建立符合使用者需求的視覺化系統。隨著虛擬現實、擴增實

境和互動式視覺化技術的發展，水下噪音視覺化正朝著更加沉浸式、互動式和智

慧化的方向演進。 

二維視覺化技術為平面聲場分析提供了基礎的表達方式。等值線圖

（Contour Map）透過連接相同聲壓級的點形成等值線，能夠清晰顯示聲場的空

間梯度和分布模式。填色圖（Filled Contour Map）在等值線的基礎上增加了色彩

填充，提高了視覺對比度和資訊密度。熱力圖（Heatmap）採用連續的色彩映射

表示聲強分布，能夠直觀反映聲場的能量集中區域。向量場圖能夠同時顯示聲強

大小和傳播方向，適用於聲波傳播路徑的分析。這些基礎視覺化方法各有特點，

需要根據具體的分析目的和使用者需求進行選擇[91]。 

三維視覺化技術為立體聲場分析提供了更加豐富的表達手段。等值面

（Isosurface）技術透過三維曲面表示特定聲壓級的空間分布，能夠直觀展示聲場

的三維結構。體積渲染（Volume Rendering）技術透過透明度和色彩映射顯示整

個聲場的內部結構，適用於複雜聲場的綜合分析。切片視覺化技術透過在三維聲

場中設定任意切面來顯示局部特徵，提供了靈活的分析視角。粒子系統可以模擬

聲波傳播的動態過程，增強了視覺化的動態表現力。現代圖形處理單元（GPU）

的發展為高品質三維視覺化提供了強大的硬體支撐[92]。 

色彩設計和映射策略直接影響視覺化效果的準確性和可讀性。科學視覺化

通常採用感知均勻的色彩空間，如 LAB 色彩空間或 HSV 色彩空間，確保色彩變

化與數據變化的一致性。彩虹色彩映射雖然視覺豐富但可能產生視覺假象，現代

科學視覺化更傾向於使用單色調或雙色調映射。對於聲壓級等對數量，通常採用

對數色彩映射以反映人類聽覺的對數特性。色盲友善的色彩設計考慮了視覺障礙

使用者的需求，通常避免使用紅綠色彩組合。動態色彩映射能夠根據資料範圍自

動調整色彩映射，提高視覺效果的適應性[93]。 

時間動畫和動態視覺化技術為時變聲場分析提供了有效工具。時間序列動

畫能夠展示聲場隨時間的演化過程，揭示聲波傳播的動態特徵。循環動畫適用於

週期性現象的顯示，如潮汐對聲場的影響。交互式時間控制允許使用者自由調整

播放速度和時間範圍，提供靈活的分析能力。多時刻對比視覺化能夠同時顯示不

同時刻的聲場狀態，便於比較分析。時間軸設計需要考慮時間解析度和播放流暢

性的平衡，確保動畫的科學性和觀賞性[94]。 

交互式視覺化技術增強了使用者與資料的互動體驗。縮放和平移功能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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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在不同尺度上探索聲場資料，從全域概覽到局部細節。查詢和選擇功能支

援使用者獲取特定位置的詳細資訊，如精確的聲壓級數值和頻譜特徵。多視圖聯

動技術能夠在多個視窗中同步顯示不同視角或不同參數的資料，提供綜合的分析

視角。參數調整介面允許使用者即時修改視覺化參數，如色彩映射、透明度和閾

值等。觸控和手勢操作為移動設備上的視覺化提供了直觀的交互方式[95]。 

多尺度視覺化技術處理了海洋環境從區域到全球的尺度差異。概覽加細節

（Overview + Detail）模式在主視窗顯示全域資訊的同時，在附加視窗顯示局部

細節。多解析度金字塔技術透過預計算不同解析度的資料層次，支援流暢的縮放

操作。語義縮放技術根據顯示尺度自動調整視覺化內容和詳細程度，避免資訊過

載。集中化顯示技術將複雜的資料聚合為簡化的視覺元素，提高大尺度視覺化的

效率。地理背景資訊如海岸線、水深等的整合為聲學資料提供了空間參考框架

[96]。 

不確定性視覺化技術處理了測量和建模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問題。誤差棒和

置信區間的顯示為點資料提供了不確定性資訊。模糊邊界和漸變效果能夠表示空

間插值的不確定性。多模型對比視覺化能夠同時顯示不同模型的預測結果，幫助

使用者理解模型差異。敏感度分析結果的視覺化揭示了參數變化對結果的影響程

度。概率分布的視覺化如盒形圖和小提琴圖為統計不確定性提供了直觀表示。這

些技術的應用提高了科學視覺化的誠實性和可信度[97]。 

網路化和合作視覺化平台支援了分散式的科學研究和決策制定。網頁基礎

的視覺化技術如 WebGL 和 D3.js 為線上視覺化提供了強大功能。雲端計算平台

支援大規模資料的即時視覺化處理。合作標註功能允許多個使用者在同一視覺化

介面上添加註釋和討論。版本控制和歷史記錄功能支援視覺化結果的追蹤和管理。

行動裝置適配技術確保視覺化內容在不同設備上的正常顯示。這些技術的發展促

進了科學資料的開放共享和合作研究[98]。 

虛擬現實和擴增實境技術為沉浸式聲場體驗提供了新的可能性。VR 環境中

的三維聲場視覺化能夠提供身臨其境的體驗，特別適用於教育和培訓應用。AR

技術能夠將聲學資料疊加在真實海洋環境上，支援現場調查和實時監測。空間音

效技術結合視覺和聽覺資訊，提供更加真實的聲景體驗。手勢和語音控制技術為

沉浸式環境提供了自然的交互方式。這些新興技術雖然仍在發展階段，但展現出

巨大的應用潛力[99]。 

標準化和互操作性是視覺化技術推廣應用的重要考慮因素。國際標準如 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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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7（空間結構）和 OGC 標準為地理空間資料的視覺化提供了規範。資料交換

格式如 NetCDF、HDF5 等確保了不同系統間的資料互操作。視覺化結果的輸出

格式需要考慮印刷出版、網路發布和演示報告等不同需求。品質評估指標如視覺

化準確性、使用者滿意度和任務完成度為視覺化系統的改進提供了量化依據。開

源軟體和標準化工具降低了視覺化技術的應用門檻[100]。 

4.3.3 空間資料整合與管理 Spatial Data Integration and Management 

空間資料整合與管理是水下噪音 GIS 應用的核心技術基礎，涉及多源異質

資料的標準化處理、品質控制、儲存管理和服務發布等全生命週期過程。海洋聲

學研究中的空間資料具有來源多樣、格式複雜、尺度差異大、時效性強等特點，

需要建立專業化的資料管理體系來確保資料的準確性、一致性和可用性。現代空

間資料管理技術整合了資料庫技術、地理資訊科學、網路技術和雲端計算等多個

領域的最新進展，形成了支援大規模、分散式、合作式科學研究的資料基礎設施。 

空間資料庫設計是資料管理系統的核心架構基礎。關聯式資料庫如

PostgreSQL 結合 PostGIS 擴展提供了強大的空間資料處理能力，支援複雜的空間

查詢和分析操作。物件導向資料庫能夠更好地表示複雜的空間物件和關係，但查

詢效率相對較低。NoSQL 資料庫如 MongoDB 適用於處理大規模非結構化空間

資料，在大資料應用中顯示出優勢。時空資料庫專門針對時變空間資料的儲存和

查詢進行最佳化，支援時間序列和軌跡資料的高效處理。現代資料庫系統通常採

用混合架構，整合不同類型資料庫的優勢[101]。 

資料模型和標準化是確保資料互操作性的關鍵要素。國際標準如 ISO 19100

系列和 OGC（Open Geospatial Consortium）標準為空間資料的建模和交換提供了

規範框架。簡單要素模型（Simple Features）定義了基本的幾何物件類型和操作

方法。Coverage 模型適用於連續空間現象如聲場分布的描述。感測器網模型

（SensorML）專門針對感測器資料的描述和管理。語義網技術透過本體論

（Ontology）和關聯資料（Linked Data）技術實現資料的語義互操作。這些標準

化工作為跨系統、跨機構的資料整合奠定了基礎[102]。 

多源資料整合面臨著格式轉換、座標統一、精度匹配等技術挑戰。資料格式

轉換需要處理不同軟體和系統產生的多種資料格式，如 Shapefile、GeoTIFF、

NetCDF、HDF 等。座標參考系統的統一需要進行精確的座標轉換，避免因投影

變形造成的定位誤差。空間解析度的匹配需要採用重採樣、插值或聚合等方法統

一資料的空間細節程度。時間基準的統一需要考慮不同時間系統和時區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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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資料的標準化需要建立統一的資料字典和編碼體系。現代 GIS 軟體通常提

供自動化的資料整合工具，但仍需要人工審核和品質控制[103]。 

資料品質控制和驗證是確保資料可靠性的重要程序。空間精度驗證透過比

較已知控制點的座標來評估資料的定位準確性。屬性精度驗證透過交叉比對和邏

輯檢查來識別資料錯誤。完整性檢查確認資料集是否包含所需的全部要素和屬性。

一致性檢查驗證不同資料集之間的邏輯關係和相容性。時效性評估確認資料的更

新狀態和有效期限。統計品質控制方法如控制圖和假設檢驗為品質評估提供了定

量工具。自動化品質控制系統能夠即時監測資料品質並產生警告資訊[104]。 

後設資料（Metadata）管理為資料的發現、評估和使用提供了重要支撐。描

述性後設資料包括資料的內容、範圍、精度、來源等基本資訊。結構性後設資料

描述資料的組織方式和內部關係。管理性後設資料記錄資料的版本、權限、使用

歷史等管理資訊。技術性後設資料包含資料格式、編碼、壓縮等技術細節。標準

化的後設資料格式如 ISO 19115 和 Dublin Core 確保了後設資料的互操作性。自

動化後設資料擷取技術能夠從資料檔案中自動提取部分後設資料，減少人工工作

量[105]。 

大資料技術在海洋聲學資料管理中的應用日益重要。分散式檔案系統如

HDFS 能夠處理 PB 級的大規模資料集。MapReduce 和 Spark 等並行計算框架支

援大規模空間資料的分散式處理。記憶體計算技術顯著提高了空間查詢和分析的

效率。流資料處理技術支援即時感測器資料的處理和分析。雲端儲存服務提供了

可擴展的儲存解決方案，降低了資料管理的成本。這些技術的應用使得海量海洋

聲學資料的管理和分析成為可能[106]。 

資料安全和隱私保護在軍事和商業應用中尤為重要。存取控制機制透過身

份驗證和授權管理確保只有合法使用者能夠存取敏感資料。資料加密技術保護資

料在傳輸和儲存過程中的安全性。差分隱私技術能夠在保護個體隱私的同時提供

統計資訊。資料脫敏和匿名化技術去除或模糊敏感資訊。審計日誌記錄所有資料

存取和操作活動，支援安全監控和合規檢查。分級安全模型為不同敏感級別的資

料提供了差異化的保護措施[107]。 

資料服務和共享平台促進了科學資料的開放利用。Web 地圖服務（WMS）

提供了標準化的地圖發布介面。Web 要素服務（WFS）支援向量空間資料的查詢

和下載。Web 覆蓋服務（WCS）專門處理柵格資料的服務發布。Web 處理服務

（WPS）提供了標準化的地理資訊處理介面。RESTful API 為現代 Web 應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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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靈活的資料存取方式。開放資料倡議推動了科學資料的免費開放，但需要平衡

開放性和智慧財產權保護[108]。 

資料生命週期管理考慮了資料從產生到銷毀的全過程。資料獲取階段需要

建立標準化的資料收集和入庫程序。資料處理階段包括清理、轉換、整合等操作，

需要記錄處理歷程。資料儲存階段需要考慮儲存策略、備份方案和災難恢復。資

料使用階段需要提供便捷的查詢、分析和視覺化工具。資料歸檔階段需要考慮長

期保存和格式遷移問題。資料銷毀階段需要確保敏感資料的安全清除。這種全生

命週期的管理方法確保了資料價值的最大化利用[109]。 

互操作性和標準化是現代資料管理系統的重要特徵。技術互操作性透過標

準化的資料格式和介面協定實現系統間的資料交換。語義互操作性透過共同的資

料模型和本體論實現資料含義的一致理解。組織互操作性透過合作協定和政策框

架實現機構間的資料共享。服務導向架構（SOA）為分散式系統的整合提供了技

術框架。微服務架構透過鬆散耦合的服務組合提供靈活的系統架構。容器化技術

如 Docker 為服務的部署和管理提供了標準化解決方案[110]。 

4.4 大數據與人工智慧應用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plications 
大數據與人工智慧技術在水下噪音評估領域的應用代表了海洋聲學研究方

法論的重大革新，透過機器學習、深度學習、資料探勘等先進技術，從海量聲學

資料中挖掘隱藏的模式和規律，為傳統基於物理模型的研究方法提供了強有力的

補充和延伸。現代海洋聲學監測系統產生的連續、多維、大規模資料集為人工智

慧技術的應用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基礎，而計算能力的飛躍發展和算法理論的不斷

完善使得複雜聲學問題的智慧化處理成為現實。這一技術融合不僅提高了聲學分

析的效率和準確性，更開闢了聲景生態學、智慧化環境監測和預測性海洋管理等

新的研究領域。 

海洋聲學大數據的特徵實現了"4V"特性：體量（Volume）、速度（Velocity）、

多樣性（Variety）和真實性（Veracity）。體量特徵表現為現代水下聲學監測系統

每天可產生 TB 級的原始資料，長期連續監測更是累積了 PB 級的資料存量。速

度特徵實現在即時監測資料的快速產生和處理需求，特別是在緊急事件響應和即

時決策支援中。多樣性特徵包括不同類型的聲學資料（時域、頻域、時頻域）、

環境資料、生物資料和人類活動資料的整合。真實性特徵則關注資料品質、測量

不確定性和資料完整性問題[111]。這些特徵決定了傳統資料處理方法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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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專門的大數據技術進行處理。 

機器學習技術為聲學資料的模式識別和分類提供了強大工具。監督學習方

法如支援向量機（SVM）、隨機森林和梯度提升等在聲音分類任務中表現出色，

能夠自動識別不同類型的水下聲源。無監督學習方法如聚類分析和主成分分析能

夠從未標記資料中發現隱藏的結構和模式，對於探索性資料分析特別有價值。半

監督學習結合了標記和未標記資料的優勢，在標記資料稀缺的情況下仍能獲得良

好的效能。強化學習技術在自適應監測策略和最佳化決策中展現出潛力，能夠根

據環境反饋調整監測參數和策略[112]。 

 

深度學習技術的革命性進展為複雜聲學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新的途徑。卷積

神經網路（CNN）特別適合處理聲譜圖等二維聲學資料，能夠自動學習聲學特徵

的層次結構。循環神經網路（RNN）和長短期記憶網路（LSTM）擅長處理時間

序列聲學資料，能夠捕捉聲音的時間依賴特性。注意力機制和 Transformer 架構

為長序列聲學資料的處理提供了高效解決方案。生成對抗網路（GAN）能夠合成

逼真的聲學資料，為資料增強和異常檢測提供新的方法。這些深度學習模型的端

到端學習能力顯著降低了特徵工程的複雜度[113]。 

自動化聲音分類和識別系統為大規模聲學監測提供了技術支撐。海洋生物

聲音的自動識別需要處理物種間的聲學差異和種內的個體變異。船舶噪音的自動

分類需要區分不同船型、推進方式和航行狀態的聲學特徵。海洋環境聲音如風浪、

降雨、地震等的自動識別為環境監測提供了有效工具。多標籤分類技術能夠同時

識別複合聲景中的多種聲音成分。線上學習和增量學習技術支援模型的持續更新

和改進，適應新的聲音類型和環境條件。分層分類和元學習方法為聲音分類的泛

化能力提供了技術路徑[114]。 

異常檢測和早警系統為海洋環境監測提供了智慧化手段。統計異常檢測方

法基於歷史資料的統計特徵識別異常模式，適用於檢測環境基線的偏離。基於機

器學習的異常檢測能夠學習複雜的正常模式，識別微妙的異常變化。深度學習的

自編碼器技術透過重構誤差檢測異常，在高維聲學資料中表現出優異性能。即時

異常檢測系統需要平衡檢測精度和計算效率，確保及時的警報響應。多模態異常

檢測整合聲學、環境和其他感測器資料，提高檢測的可靠性和準確性[115]。 

4.4.1 機器學習在聲景分析中的應用  Machine Learning Applications in 

Soundscap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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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學習技術在海洋聲景分析中的應用開闢了聲學生態學研究的新篇章，

透過自動化的模式識別和資料探勘技術，從複雜的聲學資料中提取生態學意義的

資訊，為海洋生物多樣性監測、生態系統健康評估和環境變化檢測提供了強有力

的技術手段。聲景分析的挑戰在於需要處理高維、多元、時變的聲學資料，同時

要建立聲學特徵與生態學過程之間的關聯關係。機器學習方法透過自動化的特徵

學習和模式發現能力，能夠處理傳統方法難以解決的複雜問題，為聲景生態學的

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技術支撐。 

特徵提取和工程是機器學習聲景分析的基礎工作，直接影響模型的效能和

解釋性。時域特徵包括均方根值、過零率、峰值因子等基本統計量，能夠描述聲

音的基本能量特徵。頻域特徵如功率譜密度、頻譜質心、頻譜滾降等描述聲音的

頻率分布特性。時頻域特徵結合了時間和頻率資訊，梅爾頻率倒譜係數（MFCC）、

小波變換係數和短時傅立葉變換係數等為聲音識別提供了豐富的特徵維度。生態

學特徵如聲學複雜度指數（ACI）、生物聲學指數（BI）等專門針對生態聲學設計，

能夠直接反映生態系統的特徵[116]。 

無監督學習方法為聲景的探索性分析提供了重要工具。聚類分析能夠根據

聲學特徵的相似性將聲景資料分組，發現不同的聲景類型和模式。K-means 聚類

適用於球狀聚類的識別，層次聚類能夠揭示聲景的層次結構，密度聚類如

DBSCAN 能夠識別任意形狀的聚類並處理噪音資料。主成分分析（PCA）透過線

性變換將高維聲學特徵投影到低維空間，保持資料的主要變異資訊。非線性降維

方法如 t-SNE 和 UMAP 能夠保持資料的局部結構，為聲景資料的視覺化提供更

好的效果[117]。 

監督學習方法為聲景分類和預測任務提供了準確的解決方案。支援向量機

（SVM）透過核函數處理非線性分類問題，在聲音分類任務中表現穩定。隨機森

林結合多個決策樹的預測結果，能夠處理高維特徵和非線性關係，同時提供特徵

重要性評估。梯度提升方法如 XGBoost 和 LightGBM 在許多機器學習競賽中表

現優異，能夠自動處理缺失值和類別特徵。貝葉斯方法透過概率推理處理不確定

性問題，為分類結果提供置信度評估。集成學習方法結合多個模型的優勢，提高

預測的穩定性和準確性[118]。 

深度學習方法為聲景分析提供了端到端的學習能力。卷積神經網路（CNN）

透過卷積層和池化層自動提取聲譜圖的空間特徵，能夠識別聲音的頻率模式和紋

理特徵。一維 CNN 直接處理原始音訊信號，避免了頻譜轉換的資訊損失。二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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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N 處理聲譜圖資料，能夠同時捕捉時間和頻率的變化模式。循環神經網路

（RNN）和長短期記憶網路（LSTM）擅長處理序列資料，能夠學習聲景的時間

動態特性。雙向 LSTM 能夠利用前後文資訊，提高序列模式的識別準確性。注意

力機制能夠自動關注重要的時頻區域，提高模型的解釋性和效能[119]。 

時間序列分析方法為聲景的動態變化研究提供了專門的工具。傳統時間序

列方法如 ARIMA 模型能夠捕捉聲景的趨勢和週期性特徵，適用於長期聲景監測

資料的分析。狀態空間模型能夠處理多變量時間序列和隱變數，適合分析聲景與

環境因子的關係。機器學習的時間序列方法如 LSTM、GRU 和 Transformer 能夠

學習複雜的非線性時間依賴關係。變化點檢測算法能夠識別聲景特徵的突變時刻，

對於環境事件的監測具有重要價值。時間序列聚類方法能夠識別相似的時間模式，

發現聲景的週期性和規律性[120]。 

多標籤學習方法處理了聲景中多種聲源共存的複雜情況。標籤空間的高維

性和標籤間的相關性是多標籤學習的主要挑戰。問題轉換方法將多標籤問題轉化

為多個二元分類問題，計算效率高但忽略了標籤間的相關性。演算法適應方法直

接處理多標籤資料，如多標籤決策樹和多標籤神經網路。標籤嵌入方法透過降維

技術處理高維標籤空間，減少計算複雜度。集成方法結合多個多標籤分類器的預

測結果，提高系統的穩定性和準確性[121]。 

弱監督學習和半監督學習方法解決了標記資料稀缺的問題。弱監督學習利

用不完全、不確切或不精確的標記資訊進行學習，如使用粗粒度的標籤或噪聲標

籤。主動學習透過智慧化的樣本選擇策略，最小化標記成本，最大化模型效能。

自訓練和協同訓練等半監督學習方法利用未標記資料改進模型效能。生成對抗網

路（GAN）可以合成聲景資料，增強訓練資料集的多樣性。自監督學習透過設計

pretext 任務從未標記資料中學習有用的表示[122]。 

轉移學習和域適應技術解決了不同海域聲景特徵差異的問題。預訓練模型

能夠學習通用的聲學特徵表示，然後在特定海域資料上進行微調。域適應方法處

理源域和目標域之間的分布差異，提高模型的泛化能力。多任務學習同時訓練相

關的聲景分析任務，共享學習到的特徵表示。元學習方法透過學習如何快速適應

新的聲景環境，提高模型的適應性。跨域知識遷移技術能夠將陸地聲景分析的經

驗應用到海洋環境中[123]。 

解釋性機器學習方法為聲景分析結果提供了科學解釋。特徵重要性分析揭

示了哪些聲學特徵對分類結果貢獻最大。SHAP（SHapley Additive exPla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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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為每個特徵的貢獻提供了定量評估。注意力視覺化顯示模型關注的時頻區域，

幫助理解決策過程。局部可解釋模型如 LIME 能夠解釋單個預測結果。概念激活

向量（CAV）方法能夠測試模型是否學習到了預期的概念。這些解釋性方法提高

了機器學習模型的可信度和科學價值[124]。 

模型評估和驗證是確保機器學習應用可靠性的重要環節。交叉驗證方法評

估模型的泛化能力，避免過擬合問題。時間序列的驗證需要考慮時間依賴性，採

用時間分割的驗證策略。多類別分類的評估指標包括準確率、精確率、召回率、

F1 分數等。不平衡資料的評估需要關注少數類別的分類效能，採用加權指標或

SMOTE 等平衡技術。統計顯著性檢驗確保模型效能的可靠性。A/B 測試和在線

評估為實際應用效果提供驗證[125]。 

4.4.2 深度學習噪音識別分類  Deep Learning for Noise Identific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深度學習技術在水下噪音識別和分類領域的應用代表了人工智慧與海洋聲

學深度融合的技術前沿，透過多層神經網路的階層式特徵學習能力，實現了從原

始聲學訊號到高層語義概念的端到端自動化處理。深度學習方法的革命性在於其

能夠自動發現和學習複雜的聲學模式，無需人工設計特徵提取器，特別適合處理

海洋環境中複雜多變的噪音特徵。隨著計算能力的提升和大規模標註資料集的建

立，深度學習在水下噪音分類的準確性和效率方面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準，為

自動化海洋聲學監測和智慧化環境管理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支撐。 

卷積神經網路在聲譜圖分析中的應用充分發揮了其在圖像處理領域的成功

經驗。聲譜圖作為音訊訊號的二維時頻表示，包含了豐富的聲學特徵資訊。一維

CNN 直接處理原始音訊波形，透過多個卷積層逐步提取從低層次的波形特徵到

高層次的語義特徵。二維 CNN 處理聲譜圖，卷積核能夠檢測特定的時頻模式，

如螺旋槳的葉頻特徵、生物聲的諧波結構等。深度可分離卷積和空洞卷積等先進

卷積結構提高了模型的效率和感受野。殘差連接和密集連接等網路架構創新解決

了深度網路的梯度消失問題，使得更深的網路成為可能[126]。 

循環神經網路架構為序列性聲學資料的處理提供了專門的解決方案。標準

RNN 雖然理論上能夠處理任意長度的序列，但在實際應用中存在梯度消失和長

期依賴問題。LSTM 透過門控機制有效解決了這些問題，能夠學習聲學訊號中的

長期時間依賴關係。GRU 作為 LSTM 的簡化版本，在保持相似效能的同時減少

了計算複雜度。雙向 RNN 能夠利用前後文資訊，對於聲音事件的精確定位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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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多層 RNN 透過堆疊多個循環層來增加模型的表達能力。注意力機制的引

入使得模型能夠自動關注重要的時間步，提高了分類的準確性和可解釋性[127]。 

Transformer 架構在序列建模領域的突破性進展也為聲學分析帶來了新的可

能性。自注意力機制能夠捕捉序列中任意位置之間的依賴關係，特別適合處理長

序列聲學資料。位置編碼為模型提供了時間位置資訊，補償了注意力機制中缺失

的順序資訊。多頭注意力機制允許模型同時關注不同的特徵子空間，增強了特徵

表示的豐富性。編碼器-解碼器架構不僅適用於分類任務，還支援序列到序列的

轉換任務，如噪音源定位和軌跡預測。預訓練的 Transformer 模型如 BERT 的思

想也被引入聲學領域，透過大規模無監督預訓練學習通用的聲學表示[128]。 

多模態深度學習整合了不同類型的感測器資料和環境資訊。聲學資料與環

境參數（溫度、鹽度、水深等）的融合能夠提高分類的準確性和魯棒性。早期融

合在特徵層面整合不同模態的資訊，晚期融合在決策層面整合不同模態的預測結

果。注意力融合機制能夠自動學習不同模態的重要性權重。對抗性多模態學習透

過生成對抗訓練提高模型對模態缺失的魯棒性。圖神經網路能夠處理複雜的關係

資料，如感測器網路的拓撲結構和聲源之間的空間關係[129]。 

 

自監督學習和預訓練技術解決了標註資料稀缺的問題。對比學習透過學習

相似樣本的相近表示和不同樣本的遠離表示來學習有效的特徵表示。遮罩建模如

MAE（Masked Autoencoder）透過重建被遮罩的聲譜圖區域來學習聲學特徵。預

測編碼方法透過預測未來的聲學訊號來學習時間表示。SimCLR、MoCo 等自監

督方法在聲學領域的應用展現出良好的效果。大規模預訓練模型如 Wav2Vec 和

HuBERT 為下游任務提供了強大的特徵提取器[130]。 

少樣本學習和元學習方法應對了新類別噪音快速識別的需求。原型網路透

過學習類別的原型表示來進行分類，適合處理樣本稀少的新類別。匹配網路透過

學習相似性度量來比較查詢樣本和支援樣本。關係網路透過神經網路學習複雜的

關係函數。MAML（Model-Agnostic Meta-Learning）透過學習良好的初始化參數

使模型能夠快速適應新任務。度量學習方法學習適合分類任務的距離度量，提高

少樣本分類的效能[131]。 

領域自適應和跨域遷移技術處理了不同海域環境差異的問題。無監督領域

自適應透過對齊源域和目標域的特徵分布來提高泛化能力。對抗性領域自適應使

用對抗訓練來學習領域不變的特徵表示。多源領域自適應利用多個源域的知識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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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目標域。漸進式遷移學習透過逐步調整模型參數來適應新環境。知識蒸餾技

術將大模型的知識遷移到小模型，適合邊緣計算應用[132]。 

實時處理和邊緣計算最佳化滿足了現場部署的需求。模型壓縮技術如剪枝、

量化和知識蒸餾能夠顯著減少模型大小和計算需求。神經架構搜索（NAS）自動

設計高效的網路架構。MobileNet、EfficientNet 等輕量級網路架構在保持高準確

性的同時大幅減少了計算量。動態推理技術根據輸入的複雜度調整計算量。硬體

加速技術如 GPU、TPU 和專用 AI 晶片為實時處理提供了硬體支援。流式處理算

法支援連續音訊流的即時分析[133]。 

模型解釋性和可視化技術提高了深度學習模型的可信度。梯度激活映射

（Grad-CAM）顯示模型關注的聲譜圖區域。注意力權重視覺化揭示模型的注意

力分布模式。特徵視覺化技術展示不同層學習到的特徵表示。對抗樣本分析揭示

模型的脆弱性和魯棒性問題。不確定性量化為模型預測提供置信度估計。這些技

術幫助研究人員理解模型的決策過程，增強模型的可解釋性[134]。 

4.4.3 大數據平台與架構 Big Data Platforms and Architecture 

大數據平台與架構為海洋聲學領域的海量資料處理和分析提供了堅實的技

術基礎設施，透過分散式計算、雲端服務和智慧化資料管理等先進技術，實現了

從 TB 到 PB 級聲學資料的高效處理和深度分析。現代海洋聲學監測系統產生的

連續、多維、異質資料流對傳統資料處理架構提出了嚴峻挑戰，需要建立可擴展、

高可用、低延遲的大數據處理平台。這些平台不僅要處理資料的存儲和計算問題，

還要支援複雜的機器學習工作流、即時分析和合作研究等多樣化需求，為海洋聲

學研究的數位化轉型提供全面的技術支撐。 

分散式存儲系統為海量聲學資料提供了可靠的存儲解決方案。Hadoop 分散

式檔案系統（HDFS）透過資料複製和分散存儲確保了資料的可靠性和可用性。

Apache Cassandra 等 NoSQL 資料庫提供了高可擴展性的結構化資料存儲。物件

存儲系統如 Amazon S3 和 MinIO 為非結構化聲學資料提供了經濟高效的存儲方

案。分層存儲架構根據資料的存取頻率和重要性將資料存放在不同類型的存儲介

質中，最佳化存儲成本和效能。資料壓縮和去重技術減少了存儲空間需求。冷熱

資料分離策略將頻繁存取的熱資料存放在高效能存儲中，將歷史資料存放在低成

本的冷存儲中[135]。 

分散式計算框架提供了強大的資料處理能力。Apache Spark 透過記憶體計

算顯著提高了資料處理速度，支援批處理、流處理和機器學習等多種工作負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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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Reduce 雖然相對較老但仍在大規模資料處理中發揮重要作用。Apache Flink

專門針對流處理進行最佳化，支援低延遲的即時分析。Kubernetes 提供了容器化

應用的自動化部署和管理，提高了系統的可靠性和可維護性。Apache Airflow 等

工作流管理系統支援複雜資料處理管道的調度和監控。這些框架的組合使用能夠

滿足不同類型資料處理任務的需求[136]。 

雲端計算平台為海洋聲學研究提供了彈性可擴展的計算資源。Amazon Web 

Services（AWS）、Microsoft Azure、Google Cloud Platform 等主要雲服務提供者都

提供了專門的大數據和機器學習服務。雲端的按需付費模式允許研究機構根據實

際需求彈性調整資源配置，降低了技術門檻和初期投資。無伺服器計算如 AWS 

Lambda 支援事件驅動的資料處理，適合處理間歇性的資料分析任務。託管服務

如 Amazon EMR、Azure HDInsight 等簡化了大數據平台的部署和管理。多雲策

略透過使用多個雲服務提供者來降低供應商鎖定風險並提高系統的可靠性[137]。 

即時流處理架構支援連續聲學監測資料的即時分析。Apache Kafka 作為分

散式流平台提供了高通量、低延遲的資料傳輸能力，支援資料的實時收集和分發。

流處理引擎如 Apache Storm、Apache Flink 和 Kafka Streams 能夠對連續資料流

進行即時計算和分析。複雜事件處理（CEP）技術能夠檢測資料流中的模式和異

常事件。時間視窗和水印機制處理了流處理中的時間同步和延遲問題。背壓控制

和負載平衡確保了系統在高負載情況下的穩定運行。Lambda 架構和 Kappa 架構

提供了批處理和流處理的統一框架[138]。 

資料湖架構為多樣化的海洋聲學資料提供了統一的管理平台。資料湖支援

結構化、半結構化和非結構化資料的原生存儲，保持資料的原始格式和完整性。

Apache Delta Lake、Apache Iceberg 等技術為資料湖提供了 ACID 事務支援和版

本控制能力。資料目錄和後設資料管理系統如 Apache Atlas 幫助使用者發現和理

解資料。資料血緣追蹤記錄了資料的來源和轉換過程，確保資料的可追溯性。資

料品質監控系統自動檢測資料異常和品質問題。資料治理框架確保資料的安全、

合規和可信度[139]。 

機器學習平台整合了資料處理、模型訓練和部署的完整工作流。MLflow、

Kubeflow 等開源平台提供了機器學習實驗管理、模型版本控制和自動化部署等

功能。AutoML 技術自動化了機器學習模型的設計、訓練和調優過程，降低了技

術門檻。分散式機器學習框架如 Horovod、Parameter Server 支援大規模模型的並

行訓練。模型服務平台如 TensorFlow Serving、TorchServe 支援機器學習模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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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部署和推理。A/B 測試框架支援模型效果的在線評估和比較。模型監控系統

追蹤模型效能的變化並檢測模型漂移[140]。 

容器化和微服務架構提高了系統的可維護性和可擴展性。Docker 容器技術

實現了應用的標準化打包和部署。Kubernetes 提供了容器的自動化管理、調度和

擴縮容能力。微服務架構將複雜的應用分解為獨立的服務組件，提高了系統的模

組化程度。服務網格如 Istio 提供了微服務間的通信管理、安全控制和可觀測性。

API 閘道統一管理外部對微服務的存取。這種架構設計提高了系統的靈活性和可

維護性，支援快速的功能迭代和部署[141]。 

安全和隱私保護在大數據平台中具有重要意義。身份認證和授權系統確保

只有合法使用者才能存取敏感資料。資料加密技術保護資料在傳輸和存儲過程中

的安全性。網路安全措施包括防火牆、入侵檢測和安全監控等。差分隱私技術在

保護個體隱私的同時支援統計分析。資料脫敏和匿名化技術去除或模糊敏感資訊。

安全審計和合規檢查確保系統符合相關法規要求。零信任安全模型假設網路內部

和外部都不可信，要求對所有存取進行驗證[142]。 

效能監控和最佳化確保大數據平台的高效運行。系統監控工具如

Prometheus、Grafana 提供了全方位的效能指標監控和視覺化。日誌分析系統如

ELK Stack（Elasticsearch, Logstash, Kibana）支援分散式日誌的收集、分析和查詢。

分散式追蹤系統如 Jaeger 幫助診斷複雜系統中的效能瓶頸。自動化調優技術根

據工作負載特徵動態調整系統參數。資源調度和負載平衡策略最佳化了資源利用

率。快取和記憶體管理策略提高了資料存取效率。這些技術的綜合應用確保了大

數據平台的穩定高效運行[143]。 

4.5 風險與不確定性分析 Risk and Uncertainty Analysis 
風險與不確定性分析在水下噪音評估領域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為科

學決策和環境管理提供了量化的不確定性評估和風險管理框架。海洋環境的複雜

性、測量技術的局限性、建模方法的近似性以及生物響應的變異性等因素都會導

致評估結果存在不可避免的不確定性。現代風險分析方法透過機率論、統計學和

決策理論等數學工具，將這些不確定性因素納入評估框架，為環境管理決策提供

更加科學和全面的資訊支撐。這種量化的風險評估方法不僅有助於識別和管理潛

在的環境風險，還能夠最佳化監測資源配置和管理策略選擇，提高環境保護的效

率和效果。 

不確定性的來源分析是風險評估的基礎工作，需要系統性地識別和分類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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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不確定性因素。測量不確定性包括儀器誤差、校正誤差、環境干擾和操作誤差

等技術因素，這類不確定性通常可以透過改進測量技術和程序加以減少。模型不

確定性源於理論近似、參數化方案和數值方法的局限性，反映了我們對物理過程

理解的不完善程度。參數不確定性由於環境參數的空間變異性和時間變化導致，

特別是在資料稀疏的海域，參數的估計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情景不確定性涉及

未來環境條件和人類活動的預測，這類不確定性通常最難量化但對長期規劃最為

重要[144]。 

機率論方法為不確定性的數學描述提供了嚴格的理論基礎。機率分布函數

能夠完整描述隨機變數的統計特性，常用的分布包括正態分布、對數正態分布、

貝塔分布等。聯合機率分布描述多個隨機變數之間的相關關係，對於系統性分析

特別重要。條件機率和貝葉斯定理為整合先驗知識和觀測資料提供了數學工具。

隨機過程理論處理時間相關的不確定性，如海洋環境的時間變化和聲源的隨機性。

極值理論專門處理極端事件的機率特性，對於風險評估具有重要意義[145]。 

蒙特卡洛模擬方法透過隨機抽樣技術實現複雜系統的不確定性傳播分析。

標準蒙特卡洛方法透過大量隨機樣本的模擬運算獲得輸出的統計分布。重要性抽

樣技術透過調整抽樣分布提高稀有事件的抽樣效率。拉丁超立方抽樣（Latin 

Hypercube Sampling）透過分層抽樣改善樣本的代表性。準蒙特卡洛方法使用低

差異序列代替偽隨機數，提高收斂速度。馬可夫鏈蒙特卡洛（MCMC）方法處理

複雜的後驗分布採樣問題。這些技術的選擇需要根據問題的特性和計算資源限制

進行權衡[146]。 

敏感度分析技術識別對評估結果影響最大的不確定性因素，為不確定性減

少策略提供指導。局部敏感度分析透過計算偏導數評估參數變化的局部影響。全

域敏感度分析考慮參數的整個變化範圍和參數間的交互作用。Sobol 指數分解將

總方差分解為各參數的主效應和交互效應。Morris 方法透過篩選設計識別重要參

數。基於回歸的方法透過統計模型量化參數與輸出的關係。機器學習方法如隨機

森林的特徵重要性也可用於敏感度分析。這些分析結果指導觀測網路設計和模型

改進方向[147]。 

4.5.1 蒙特卡洛模擬 Monte Carlo Simulation 

蒙特卡洛模擬作為處理複雜系統不確定性的強大數值工具，透過隨機抽樣

和統計分析的結合，為水下噪音評估中的不確定性量化和風險評估提供了實用的

解決方案。該方法的核心思想是透過大量隨機樣本的數值實驗來近似求解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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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或機率問題，特別適用於解析解困難或不可能獲得的複雜系統。在水下噪音

評估中，蒙特卡洛方法能夠處理多源不確定性的耦合效應，提供評估結果的機率

分布和信心區間，為基於風險的環境管理提供科學依據。隨著計算能力的不斷提

升和算法的持續最佳化，蒙特卡洛模擬已成為現代不確定性分析不可或缺的核心

技術。 

蒙特卡洛方法的數學基礎建立在大數定律和中心極限定理之上。根據大數

定律，當樣本數量趨於無窮大時，樣本平均值會收斂到理論期望值，這為蒙特卡

洛估計的準確性提供了理論保證。中心極限定理表明，在一定條件下，大量獨立

隨機變數的平均值趨於正態分布，這為估計結果的信心區間計算提供了基礎。蒙

特卡洛估計的標準誤差與樣本數量的平方根成反比，即 σ/√N，其中 σ 為樣本標

準差，N為樣本數量。這種收斂特性決定了蒙特卡洛方法具有維度無關的收斂性，

特別適合高維問題的求解[148]。 

隨機數生成是蒙特卡洛模擬的技術基礎，直接影響模擬結果的品質和可靠

性。偽隨機數生成器如梅森旋轉器（Mersenne Twister）提供了週期長、統計性質

良好的隨機序列。準隨機數序列如 Sobol 序列、Halton 序列等具有低差異特性，

能夠更均勻地覆蓋樣本空間，提高收斂速度。隨機數的統計檢驗包括均勻性檢驗、

獨立性檢驗和週期性檢驗等，確保生成序列的隨機性質。現代程式語言和科學計

算庫都提供了高品質的隨機數生成函數，但在大規模並行計算中需要特別注意隨

機數的並行生成問題[149]。 

隨機變數的抽樣技術將均勻分布的隨機數轉換為目標機率分布的樣本。逆

變換方法透過累積分布函數的逆函數實現變換，適用於逆函數易於計算的分布。

拒絕抽樣方法透過接受-拒絕機制生成複雜分布的樣本，但可能存在效率問題。

Box-Muller 變換等專用方法為特定分布（如正態分布）提供了高效的抽樣算法。

組合方法如混合高斯模型的抽樣需要結合不同的基本方法。對於複雜的多維分布，

馬可夫鏈蒙特卡洛（MCMC）方法提供了通用的解決方案[150]。 

不確定性傳播分析是蒙特卡洛模擬在風險評估中的核心應用。輸入參數的

不確定性透過複雜的非線性模型傳播到輸出結果，形成輸出的機率分布。相關性

結構的正確建模對於準確的不確定性傳播至關重要，需要使用 copula 函數或聯

合分布來描述參數間的相關關係。時間相關的不確定性需要使用時間序列模型或

隨機過程進行建模。空間相關的不確定性可以透過隨機場或地統計學方法處理。

不確定性的分解分析能夠量化不同來源對總不確定性的貢獻，指導不確定性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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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151]。 

重要性抽樣技術透過改變抽樣分布來提高稀有事件的抽樣效率。標準蒙特

卡洛方法在估計小機率事件時需要大量樣本才能獲得穩定的估計。重要性抽樣透

過使用重要性函數增加關心區域的抽樣密度，然後透過似然比校正獲得正確的估

計。重要性函數的選擇是該方法成功的關鍵，理想的重要性函數應該在被積函數

較大的區域有較大的密度。自適應重要性抽樣方法能夠迭代地調整重要性函數，

提高抽樣效率。交叉熵方法為重要性函數的最佳化提供了系統化的途徑[152]。 

分層抽樣和拉丁超立方抽樣等方差減少技術提高了蒙特卡洛估計的效率。

分層抽樣將樣本空間劃分為若干層，在每層內進行抽樣，然後組合各層的結果。

拉丁超立方抽樣確保每個輸入變數在其範圍內均勻分布，改善了樣本的代表性。

正交拉丁超立方進一步要求變數間的相關性最小。控制變數方法透過引入已知期

望的輔助變數來減少估計方差。對偶變數方法透過使用負相關的樣本對來抵消部

分隨機誤差。這些技術的適用性取決於問題的特性和計算資源限制[153]。 

並行蒙特卡洛算法充分利用現代計算機的多核和分散式計算能力。獨立並

行方法將總樣本數分配到不同的處理單元，各自進行獨立的蒙特卡洛計算，最後

合併結果。這種方法實現簡單，擴展性好，但需要注意隨機數生成的獨立性。主

從模式由主程序分配任務給從程序，適合負載不均衡的情況。分散式蒙特卡洛適

用於大規模集群計算，需要考慮通信開銷和負載平衡。GPU 加速技術利用圖形

處理單元的並行計算能力，特別適合大量獨立計算的場景[154]。 

自適應蒙特卡洛方法根據計算過程中獲得的資訊動態調整抽樣策略。自適

應重要性抽樣根據已有樣本的分布調整重要性函數。多層蒙特卡洛方法使用不同

精度的模型進行分層抽樣，在保證精度的同時降低計算成本。序列蒙特卡洛方法

適用於時間序列資料的處理，能夠處理線上更新和實時估計問題。貝葉斯最佳化

結合了貝葉斯推理和最佳化理論，能夠在有限的計算預算下最大化資訊增益。這

些自適應方法提高了計算效率，但算法複雜度相應增加[155]。 

結果分析和後處理是蒙特卡洛模擬的重要環節。描述性統計分析包括均值、

標準差、分位數等基本統計量的計算。機率密度函數和累積分布函數的估計揭示

了輸出的完整分布特徵。信心區間和預測區間為不確定性的量化提供了直觀的表

示。敏感度指數的計算識別了對輸出影響最大的輸入因素。極值分析關注分布的

尾部特徵，對於風險評估特別重要。收斂性診斷確保模擬結果的可靠性，包括均

值收斂、方差收斂和分布收斂的檢驗[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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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保證和驗證程序確保蒙特卡洛模擬結果的可信度。代碼驗證透過解析

解、簡化問題或其他數值方法的比較來檢驗實現的正確性。模型驗證透過實驗資

料或觀測資料來檢驗模型的準確性。不確定性量化的驗證需要檢驗預測的機率分

布是否與觀測資料一致。交叉驗證和 Bootstrap 方法為結果的穩定性提供額外的

檢驗。文檔記錄包括模型描述、參數設定、計算程序和結果解釋等，確保結果的

可重現性和可追溯性[157]。 

4.5.2 敏感度分析 Sensitivity Analysis 

敏感度分析作為不確定性分析的核心組成部分，透過系統性地研究輸入參

數變化對模型輸出的影響程度，為模型驗證、參數優先級排序和不確定性減少策

略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定量依據。在水下噪音評估中，敏感度分析能夠識別對預測

結果影響最大的環境參數、聲學參數和模型參數，指導觀測網路的最佳化設計和

有限資源的合理分配。現代敏感度分析方法涵蓋了從局部線性方法到全域非線性

方法的完整技術譜系，能夠處理複雜非線性模型中參數間的交互作用和非線性效

應，為科學決策提供更加全面和可靠的資訊支撐。 

局部敏感度分析透過數學微分方法評估參數在名義值附近的影響程度。一

階敏感度係數定義為輸出對輸入參數的偏導數，即 S_i = ∂Y/∂X_i，反映了參數

X_i 的微小變化對輸出 Y 的線性影響。標準化敏感度係數 S_i  = (∂Y/∂X_i) × 

(X_i/Y)消除了量綱影響，便於不同參數間的比較。二階敏感度係數∂²Y/∂X_i∂X_j

描述了參數間的交互作用效應。有限差分方法透過數值近似計算偏導數，前向差

分、後向差分和中心差分各有其精度和計算特點。自動微分技術透過鏈式法則的

程式化實現提供了精確的導數計算，是現代機器學習中的關鍵技術[158]。 

全域敏感度分析考慮參數在整個變化範圍內的影響，能夠捕捉非線性效應

和參數交互作用。方差分解方法將輸出方差分解為各參數的主效應和交互效應的

貢獻。一階 Sobol 指數 S_i = Var[E[Y|X_i]]/Var[Y]描述參數 X_i 的主效應，總效

應指數 S_Ti = 1 - Var[E[Y|X_~i]]/Var[Y]包括了所有涉及參數 X_i 的交互作用。高

階 Sobol 指數描述多個參數間的聯合交互作用。這些指數的計算通常需要大量的

模型評估，可以透過蒙特卡洛方法、準蒙特卡洛方法或代理模型等技術實現[159]。 

Morris 方法透過一次一因子（One-At-a-Time）的設計提供了計算效率高的

全域敏感度篩選方法。該方法在參數空間中構造隨機軌跡，計算每個參數變化引

起的輸出變化。基本效應 μ_i 的均值反映參數的重要性，標準差 σ_i 反映參數效

應的變異性或非線性程度。修正的 Morris 方法透過改進抽樣設計提高了估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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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性。該方法的優勢在於能夠以相對較少的模型評估次數識別重要參數和非重

要參數，適合高維問題的初步篩選[160]。 

基於回歸的敏感度分析透過統計模型建立輸入輸出關係，並透過回歸係數

評估參數重要性。線性回歸模型 Y = β_0 + Σβ_iX_i + ε 中的標準化回歸係數 β_i 

直接反映參數的重要性。多項式回歸模型能夠捕捉非線性效應和交互作用。嶺回

歸和 Lasso 回歸等正則化方法處理高維和共線性問題。偏相關係數和偏決定係數

評估參數在控制其他參數後的獨立影響。這種方法的優勢是能夠同時考慮所有參

數的聯合效應，但需要選擇適當的回歸模型形式[161]。 

機器學習方法為非線性和高維敏感度分析提供了強大工具。隨機森林的特

徵重要性基於決策樹分割的改善程度，能夠處理非線性關係和變數交互作用。梯

度提升方法如 XGBoost 也提供特徵重要性評估。SHAP（SHapley Additive 

exPlanations）值基於博弈論的 Shapley 值概念，為每個特徵分配公平的貢獻值。

LIME（Local Interpretable Model-agnostic Explanations）透過局部線性近似解釋複

雜模型的預測。深度學習的敏感度分析可以透過梯度、積分梯度或引導傳播等方

法實現[162]。 

時間相關敏感度分析處理動態系統中參數影響的時間變化特徵。瞬態敏感

度分析研究參數對輸出時間歷程的影響。時變參數的敏感度需要考慮參數變化的

時間模式。脈衝響應分析透過衝擊函數評估參數擾動的傳播效應。狀態敏感度分

析考慮系統狀態變數對參數的敏感性。這類分析對於理解系統動態行為和設計控

制策略具有重要意義[163]。 

空間敏感度分析考慮空間分布參數對輸出的影響。場敏感度描述分布式參

數（如聲速場、密度場）對輸出的影響。伴隨方程方法提供了計算場敏感度的高

效途徑。空間相關參數的敏感度需要考慮空間自相關結構。多尺度敏感度分析研

究不同空間尺度上參數變化的影響。這類分析對於海洋環境參數的觀測網路設計

和資料同化具有指導意義[164]。 

代理模型技術顯著降低了敏感度分析的計算成本。高斯過程回歸（Kriging）、

多項式混沌展開、神經網路等代理模型能夠以較少的訓練樣本近似複雜的輸入輸

出關係。自適應代理建模根據敏感度分析的需求動態增加訓練點。多保真度代理

模型結合不同精度的模型資訊。代理模型的不確定性量化確保敏感度分析結果的

可靠性。這些技術使得大規模敏感度分析成為可能[165]。 

敏感度分析結果的解釋和應用需要結合具體問題的背景和目標。參數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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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資源分配提供優先級指導。閾值分析識別參數的關鍵值範圍。交互作用分析揭

示參數間的協同或拮抗效應。敏感度與不確定性的關係分析指導不確定性減少策

略。時空敏感度模式為監測網路設計提供科學依據。這些應用需要與領域知識相

結合，確保分析結果的實用性和可操作性[166]。 

品質保證和驗證程序確保敏感度分析的可靠性。收斂性分析檢驗樣本數量

對結果的影響。穩定性分析評估方法選擇和參數設定的影響。交叉驗證透過不同

子集的比較評估結果的穩定性。基準測試透過已知解析解的問題檢驗方法的準確

性。文檔和可重現性要求詳細記錄分析過程和參數設定。這些程序確保分析結果

的科學性和可信度[167]。 

4.5.3 貝葉斯推斷 Bayesian Inference 

貝葉斯推斷作為處理不確定性和整合多源資訊的統一理論框架，透過機率

論的語言描述知識的不確定性，並透過貝葉斯定理實現知識的更新和推理。在水

下噪音評估領域，貝葉斯方法能夠有效整合先驗知識、觀測資料和模型資訊，為

參數估計、模型選擇和預測不確定性量化提供了強有力的工具。該方法的核心優

勢在於其能夠自然地處理不確定性的傳播和累積，提供參數和預測的完整機率分

布，而不僅僅是點估計，從而為風險評估和決策分析提供更加豐富和可靠的資訊

基礎。 

貝葉斯定理構成了貝葉斯推斷的數學基礎，建立了先驗知識與觀測證據之

間的定量關係。基本形式為 P(θ|D) = P(D|θ)P(θ)/P(D)，其中 θ 為模型參數，D 為

觀測資料，P(θ)為先驗分布，P(D|θ)為似然函數，P(θ|D)為後驗分布，P(D)為證據

或邊際似然。先驗分布反映了在觀測資料之前對參數的知識和信念，可以來自專

家經驗、歷史資料或理論分析。似然函數描述了在給定參數值下觀測到當前資料

的機率，連接了模型與資料。後驗分布綜合了先驗知識和觀測證據，代表了對參

數的更新認知[168]。 

先驗分布的選擇是貝葉斯分析中的關鍵決策，直接影響推斷結果的合理性。

資訊性先驗基於具體的專業知識或歷史資料，能夠有效改善估計效果，但可能引

入主觀偏見。無資訊先驗或弱資訊先驗試圖最小化主觀性，如均勻分布、Jeffreys

先驗等。共軛先驗與似然函數結合後產生同族的後驗分布，簡化了計算但限制了

模型的靈活性。層次先驗或超先驗透過引入超參數來描述先驗的不確定性。客觀

貝葉斯方法透過資訊論或決策論原則自動選擇先驗。實際應用中通常需要進行敏

感度分析以評估先驗選擇的影響[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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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然函數的構建需要考慮觀測過程的統計特性和誤差結構。高斯似然適用

於連續測量資料，需要指定測量誤差的分布。泊松似然適用於計數資料，如聲事

件的檢測次數。多項式似然適用於分類資料。複合似然處理相關或結構化資料。

似然函數還需要考慮缺失資料、異常值和模型誤差等實際問題。非參數似然或半

參數似然為複雜觀測過程提供更靈活的建模選擇[170]。 

馬可夫鏈蒙特卡洛（MCMC）方法為複雜後驗分布的採樣提供了實用的計

算工具。Metropolis-Hastings 算法透過提議分布和接受-拒絕機制構造馬可夫鏈，

使其平穩分布為目標後驗分布。Gibbs 採樣適用於多維參數的條件分布易於採樣

的情況。Hamilton 蒙特卡洛（HMC）利用梯度資訊提高採樣效率，特別適合高維

和強相關的問題。No-U-Turn 採樣器（NUTS）自動調整 HMC 的參數。變分貝葉

斯方法透過最佳化近似後驗分布與真實後驗的 KL 距離，提供確定性的近似推斷

[171]。 

模型選擇和比較是貝葉斯分析的重要應用領域。貝葉斯因子 BF = 

P(D|M₁)/P(D|M₂)提供了模型 M₁相對於 M₂的證據強度。資訊準則如 DIC、WAIC、

LOO 等為模型比較提供近似指標。貝葉斯模型平均（BMA）透過後驗模型機率

加權多個模型的預測，處理模型不確定性。變數選擇可以透過稀疏先驗或隨機搜

索方法實現。非參數貝葉斯方法如狄利克雷過程為模型複雜度的自動選擇提供了

靈活框架[172]。 

預測推斷將貝葉斯方法擴展到未來觀測的預測。後驗預測分布 P(y |D) = ∫P(y 

|θ)P(θ|D)dθ 整合了參數不確定性對預測的影響。預測檢驗透過比較觀測資料與後

驗預測分布來檢驗模型的適合度。交叉驗證預測評估模型的預測效能。決策理論

將預測不確定性與損失函數結合，支援最優決策的制定。序列預測處理線上更新

和實時預測問題[173]。 

計算貝葉斯方法的發展使得複雜實際問題的貝葉斯分析成為可能。近似貝

葉斯計算（ABC）透過模擬資料與觀測資料的比較避免似然函數的顯式計算。變

分推斷透過最佳化方法近似複雜的後驗分布。期望傳播（EP）結合了變分方法和

信息傳遞的優勢。積分巢套拉普拉斯近似（INLA）為潛在高斯模型提供快速近

似推斷。這些方法大大擴展了貝葉斯方法的適用範圍[174]。 

分層貝葉斯模型處理多層次資料結構和部分池化問題。固定效應描述群體

水準的參數，隨機效應描述個體或群組的變異。超參數控制隨機效應的分布。部

分池化在完全池化和無池化之間取得平衡，透過「借用強度」改善稀疏資料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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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多層次模型能夠同時處理個體內和個體間的變異。空間和時間層次模型處理

資料的空間和時間相關結構[175]。 

貝葉斯網路和因果推斷將貝葉斯方法擴展到因果關係的建模。有向無環圖

（DAG）描述變數間的因果關係。條件獨立性假設簡化了聯合分布的建模。結構

學習從資料中推斷網路結構。因果效應的識別和估計需要滿足特定的假設條件。

反事實推理處理「如果...會如何」的假設問題。這些方法為理解複雜系統的因果

機制提供了工具[176]。 

貝葉斯方法在水下噪音評估中的具體應用涵蓋多個層面。參數估計能夠整

合多源觀測資料，提供參數的不確定性量化。聲源定位和追蹤透過序列貝葉斯濾

波實現。環境參數的資料同化透過貝葉斯更新整合模型預測和觀測資料。風險評

估透過後驗分布評估超標機率。決策支援透過貝葉斯決策理論最佳化管理策略。

這些應用展示了貝葉斯方法在處理不確定性和支援科學決策方面的強大能力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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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水下噪音控制與減量 
 

水下噪音控制與減量是海洋環境保護的核心議題，涵蓋從源頭防制到生態

保護的全面性防治策略。隨著海洋交通運輸量的持續增長以及海洋工程建設的快

速發展，海洋環境中的人為噪音污染已經成為威脅海洋生態系統健康的重要環境

壓力源。本章將系統性地探討各種噪音源的控制技術，包括船舶輻射噪音的降低、

工程建設噪音的防制措施、先進的防制技術與設備開發，以及以生態保護為導向

的管理策略。這些控制措施的有效實施需要結合技術創新、法規制定和環境管理

三個層面，形成完整的水下噪音防制體系。 

從技術層面來看，水下噪音控制技術涉及聲學工程、機械工程、材料科學和

數位訊號處理等多個學科領域，需要針對不同噪音源特性開發相應的控制策略。

船舶作為最主要的持續性噪音源，其噪音控制主要集中在推進系統最佳化、船體

振動抑制和低噪音設計等方面。海洋工程建設活動所產生的高強度脈衝性噪音，

則需要採用氣泡屏障、聲學屏蔽和時空管制等多元化防制技術。從管理層面而言，

有效的噪音控制需要建立完善的監測體系、制定適當的限值標準，並透過海洋保

護區劃設和活動時空管制等措施，減少人為噪音對海洋生物的累積性影響。 

當前國際社會對水下噪音控制日益重視，國際海事組織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國際標準化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等國際組織相繼制定相關技術標準和政策指引。歐盟海洋策

略框架指令(Marine Strategy Framework Directive, MSFD)已將水下噪音列為需要

評估和管制的環境指標，美國和加拿大等國家也建立了相應的噪音管制框架。這

些國際趨勢推動了噪音控制技術的快速發展，同時也為技術創新和產業轉型提供

了重要機遇。未來的噪音控制將朝向更精準的源頭防制、更智慧的監測預警和更

生態友善的工程實踐方向發展，形成技術先進、管理完善、生態永續的綜合防制

體系。 

5.1 船舶噪音控制 

船舶輻射噪音控制是水下噪音防制的重要領域，因為商船交通是海洋環境中

最主要的持續性噪音源。根據 McKenna 等學者的研究，現代商船輻射噪音主要

來自推進系統，特別是螺槳空化現象所產生的寬頻噪音[1]。船舶噪音控制技術涵

蓋設計階段的低噪音最佳化、建造過程的振動噪音控制，以及營運階段的噪音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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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策略。有效的船舶噪音控制需要從船體設計、推進系統、輔機設備和營運管理

等多個面向進行綜合考量，以達到在不顯著影響船舶性能和經濟效益的前提下，

最大程度降低水下輻射噪音的目標。 

國際標準化組織制定的 ISO 17208 系列標準為船舶水下輻射噪音的量測和評

估提供了統一的技術框架[2]。該標準系列包括量測程序、計算方法和報告格式等

具體規範，為船舶噪音控制技術的開發和驗證提供了重要依據。近年來，隨著海

洋環境保護意識的提升和相關法規的逐步完善，船舶業界對低噪音技術的需求日

益增長，推動了相關技術的創新發展。現代船舶噪音控制技術已經從傳統的被動

隔音發展為主動噪音控制、智慧化振動抑制和適應性噪音管理等先進技術，形成

了多層次、全方位的技術體系。 

5.1.1 推進系統噪音控制 

推進系統是船舶水下輻射噪音的主要來源，其中螺槳空化噪音通常佔總噪

音的 60-80%。螺槳空化現象發生在葉片表面壓力降低至當地水的蒸汽壓以下時，

產生氣泡的形成、發展和潰滅過程，這個過程會產生強烈的寬頻噪音和脈衝性噪

音。Özden 等學者的數值研究表明，螺槳設計參數如葉片數、螺距比、彎度分佈

和厚度分佈等，對空化噪音特性具有顯著影響[3]。現代螺槳噪音控制技術主要包

括螺槳幾何最佳化、材料改良、表面處理和操作參數調整等方法。 

螺槳幾何最佳化是控制空化噪音最有效的方法之一。透過計算流體動力學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CFD)和聲學類比方法，可以在設計階段預測不同

幾何參數對噪音特性的影響。Sezen 等學者開發的數值預測方法能夠準確計算螺

槳水下輻射噪音，為螺槳低噪音設計提供了重要工具[4]。最佳化設計的關鍵在於

平衡推進效率和噪音控制的需求，通常採用多目標最佳化方法，同時考慮推力係

數、扭矩係數和噪音水準等性能指標。現代低噪音螺槳設計普遍採用較大的盤面

比、適當的傾斜角和特殊的葉片形狀，以減少空化的發生強度和範圍。 

螺槳葉片表面的先進處理技術也是噪音控制的重要手段。生物仿生設計從

鯨魚鰭和海豚尾鰭的流體動力學特性中獲得靈感，發展出具有微結構表面的螺槳

葉片，能夠有效抑制空化氣泡的形成和發展。複合材料的應用使得螺槳葉片能夠

具有更複雜的三維幾何形狀和局部彈性變形特性，進一步最佳化流場分佈和降低

噪音水準。一些先進設計採用可變螺距或可變形葉片技術，使螺槳能夠根據運行

工況自動調整幾何參數，在不同航行條件下都能維持較低的噪音水準。 

推進電機和軸系的振動控制對減少船體輻射噪音同樣重要。Caresta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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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ssissoglou 的研究表明，透過推進系統的振動聲學最佳化設計，可以顯著降低

船體遠場輻射噪音[5]。現代船舶廣泛採用彈性聯軸器、振動阻尼器和主動隔振系

統，以減少推進系統振動向船體的傳遞。軸承系統的設計和潤滑油的選擇也會影

響軸系振動特性，需要在設計階段進行綜合考慮。一些高端船舶採用磁浮軸承或

氣浮軸承技術，從根本上消除機械摩擦產生的振動和噪音。 

電力推進系統因其優異的噪音控制性能而在現代船舶中得到廣泛應用。與

傳統機械傳動系統相比，電力推進系統能夠實現更精確的轉速控制，避免螺槳在

高空化區域運行。變頻器和電機控制技術的發展使得推進電機能夠在寬範圍內平

穩調速，並且能夠根據海況條件最佳化運行參數。混合動力推進系統結合了內燃

機和電力推進的優勢，在低速航行時採用電力推進模式，可以顯著降低噪音水準，

特別適合在環境敏感區域航行。 

螺槳氣泡屏障技術是近年來發展的創新噪音控制方法。該技術在螺槳周圍

釋放微細氣泡，形成一道氣泡屏障，能夠吸收和散射螺槳空化產生的聲波能量。

Hilliard 等學者的研究表明，螺槳氣泡屏障系統可以實現 5-15 dB 的噪音降低效

果[6]。氣泡屏障的設計需要考慮氣泡大小分佈、釋放位置和流量控制等因素，以

確保在有效降噪的同時不影響推進效率。這項技術目前主要應用於軍用船舶和高

端商船，隨著技術成熟度的提升和成本的降低，預期將在更廣範圍內得到應用。 

5.1.2 船體振動與結構噪音控制 

船體振動是水下輻射噪音的重要傳播途徑，各種機械設備產生的振動能量

透過船體結構向水中輻射聲波。有效的船體振動控制需要從振動源控制、傳遞路

徑阻斷和輻射面處理三個層面進行綜合防制。現代船舶設計廣泛採用振動數值分

析方法，在設計階段預測和最佳化船體的振動特性，以減少噪音輻射。 

船體結構設計對振動噪音控制具有決定性影響。合理的結構佈局能夠避免

主要振動源與敏感結構部位的共振耦合，降低振動放大效應。船體板材的厚度分

佈、肋骨間距和艙室劃分等設計參數都會影響結構的動力學特性。現代船舶設計

普遍採用有限元素方法進行船體振動分析，建立詳細的結構動力學模型，預測不

同頻率下的振動模態和響應特性。透過結構最佳化設計，可以將結構共振頻率調

整至遠離主要激勵頻率的範圍，避免共振放大現象。 

阻尼材料的應用是控制船體振動的有效手段。現代阻尼材料包括黏彈性阻

尼層、約束阻尼結構和主動阻尼系統等多種形式。黏彈性阻尼材料透過內摩擦將

振動能量轉換為熱能，能夠在較寬的頻率和溫度範圍內提供穩定的阻尼效果。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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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阻尼結構採用三明治式構造，在兩層金屬板之間夾設黏彈性阻尼材料，能夠大

幅提升結構的阻尼比。一些先進船舶採用智慧材料製成的主動阻尼系統，能夠根

據振動狀態自動調整阻尼特性，實現最佳的振動控制效果。 

機械設備的隔振安裝是減少振動傳遞的關鍵技術。船舶上的主機、發電機、

幫浦和空調系統等設備都需要採用適當的隔振措施。彈性支撐系統能夠在設備和

船體結構之間提供振動隔離，減少振動能量的傳遞。隔振器的設計需要考慮靜載

荷、動載荷和環境條件等因素，選擇合適的剛度和阻尼特性。現代船舶廣泛採用

雙層隔振系統，在設備和基礎之間設置兩級隔振器，能夠在更寬的頻率範圍內提

供有效的隔振效果。 

船體表面的聲學處理能夠直接影響水下輻射噪音。吸音材料的應用可以減

少艙室內的混響噪音，降低透過船體向外輻射的聲能。現代吸音材料包括多孔材

料、共振吸音結構和複合吸音系統等。多孔吸音材料如玻璃纖維、岩棉和泡沫塑

膠等，主要對中高頻噪音具有良好的吸收效果。共振吸音結構透過設計特定的共

振腔體，能夠針對特定頻率提供高效的吸音效果。一些先進的複合吸音系統結合

了多種吸音機制，能夠在寬頻範圍內提供優異的吸音性能。 

船體水下部分的特殊塗層技術也是噪音控制的重要手段。消聲塗層透過材

料的特殊微結構設計，能夠吸收和散射水中的聲波，減少聲波的反射和傳播。這

類塗層通常採用多層複合結構，每一層都針對特定頻率範圍進行最佳化設計。除

了消聲功能外，這些塗層還需要具備良好的耐海水腐蝕性能和機械強度，以適應

惡劣的海洋環境。隨著奈米材料技術的發展，新一代消聲塗層在保持輕量化的同

時，能夠提供更優異的消聲效果和耐久性能。 

5.1.3 輔機設備噪音控制 

船舶輔機設備包括發電機、幫浦系統、通風設備、壓縮機和各種處理設備

等，這些設備雖然不是主要的噪音源，但其累積效應對船舶總體噪音水準仍有重

要影響。輔機設備的噪音控制需要針對不同設備的特性採用相應的技術措施，形

成系統性的控制策略。現代船舶設計趨向於將輔機設備集中佈置在專門的機艙內，

透過統一的噪音控制措施提升整體防制效果。 

發電機組是船舶上重要的噪音源之一，其噪音主要來自柴油機的燃燒噪音、

機械噪音和發電機的電磁噪音。柴油發電機組的噪音控制需要從發動機本體、排

氣系統、冷卻系統和發電機等多個部分進行綜合處理。現代低噪音發電機組普遍

採用先進的燃燒室設計、精密的噴射系統和最佳化的配氣時機，從源頭降低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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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排氣消音器的設計對控制排氣噪音至關重要，通常採用阻性消音器和抗性

消音器相結合的複合結構，在寬頻範圍內提供有效的消音效果。 

幫浦系統的噪音控制主要針對液體動力學噪音和機械振動噪音。離心幫浦

的葉輪設計、蝸殼形狀和間隙控制等參數都會影響噪音特性。現代低噪音幫浦設

計採用最佳化的葉輪幾何形狀，減少流體分離和渦流現象，降低液體動力學噪音。

幫浦的支撐基礎設計也很重要，需要提供足夠的剛度以避免共振，同時透過隔振

措施減少振動傳遞。管路系統的設計應避免急轉彎和截面突變，減少流體噪音的

產生和傳播。 

通風和空調系統是影響船舶整體噪音環境的重要因素。風機的選型和安裝

對系統噪音水準具有決定性影響。低噪音風機通常採用後彎式葉片設計、最佳化

的蝸殼形狀和精密的動平衡技術，能夠在保證通風效果的同時顯著降低噪音水準。

風管系統的設計需要避免急轉彎和截面突變，並在適當位置設置消音器和隔音措

施。現代船舶通風系統普遍採用變頻控制技術，能夠根據實際需求調整風機轉速，

在滿足通風要求的前提下最小化噪音產生。 

壓縮機系統的噪音控制需要針對不同類型的壓縮機採用相應的措施。螺杆

式壓縮機的噪音主要來自螺杆嚙合和氣體壓縮過程，現代低噪音螺杆壓縮機採用

精密的螺杆型線設計和最佳化的間隙控制，能夠顯著減少氣體洩漏噪音。離心式

壓縮機的噪音控制重點在於葉輪設計和擴散器最佳化，現代設計採用三維最佳化

方法，在保證壓縮效率的同時最小化氣動噪音。壓縮機的隔音罩設計需要兼顧消

音效果和散熱需求，通常採用通風消音結構，在提供有效隔音的同時確保設備正

常運行。 

液壓系統的噪音控制主要針對幫浦噪音和管路振動。液壓幫浦的噪音控制

需要從幫浦本體設計、管路佈置和系統壓力控制等方面進行綜合考慮。現代低噪

音液壓幫浦採用最佳化的配流盤設計、精密的製造工藝和先進的控制技術，能夠

顯著降低壓力脈動和相關噪音。液壓管路的支撐和固定對減少振動傳播很重要，

需要在管路適當位置設置隔振支架和阻尼器。蓄能器的合理配置能夠減少系統壓

力波動，進一步降低噪音水準。 

5.2 工程與建設噪音控制 

海洋工程與建設活動產生的高強度脈衝性噪音對海洋生態系統構成嚴重威

脅，特別是打樁作業、爆破工程和大型機械作業等活動。這些建設噪音的特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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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強高、頻譜寬、傳播距離遠，能夠對數十公里範圍內的海洋生物造成影響。Nehls

等學者的評估研究表明，離岸風電建設中的打樁噪音可能對海洋哺乳動物造成聽

覺損傷和行為干擾[7]。因此，發展有效的工程建設噪音控制技術對保護海洋生態

環境具有重要意義。 

現代海洋工程建設噪音控制技術主要包括氣泡屏障系統、隔音套管、水中

爆炸控制和時空管制措施等。這些技術的應用需要根據工程特性、環境條件和保

護目標進行綜合選擇和最佳化配置。Koschinski 和 Lüdemann 的研究顯示，適當

的噪音減量技術能夠將打樁噪音降低 10-20 dB，顯著減少對海洋生物的影響範圍

[8]。隨著離岸風電和海洋平臺建設的快速發展，噪音控制技術也在不斷創新和完

善，朝向更高效、更經濟和更環保的方向發展。 

5.2.1 打樁作業噪音控制 

打樁作業是海洋工程建設中最主要的高噪音活動，特別是大直徑單樁基礎

的安裝會產生極高的水下噪音。打樁噪音的控制技術主要包括氣泡屏障、隔音套

管、軟啟動程序和替代施工方法等。氣泡屏障技術是目前應用最廣泛的打樁噪音

控制方法，透過在打樁點周圍釋放大量微細氣泡，形成一道圓形的氣泡屏障，利

用氣泡對聲波的吸收和散射作用減少噪音傳播。 

 

大氣泡屏障(Big Bubble Curtain, BBC)系統是最常用的氣泡屏障技術。該系

統通常由壓縮空氣供應系統、分配管網和環形釋放管組成。釋放管沿樁基周圍呈

圓形佈置，管上設有大量微孔，壓縮空氣透過微孔釋放形成連續的氣泡屏障。Peng

等學者的多物理場數值模擬研究表明，氣泡屏障的減噪效果主要取決於氣泡密度、

屏障厚度和氣泡大小分佈等參數[9]。最佳化設計的氣泡屏障系統能夠實現 15-20 

dB 的噪音降低效果，有效減少打樁噪音的傳播距離。 

雙重氣泡屏障(Double Bubble Curtain, DBC)技術是在單一氣泡屏障基礎上

發展的增強型系統。該系統設置內外兩道氣泡屏障，通常內屏障距離樁基較近，

外屏障距離較遠，兩道屏障的氣泡參數可以分別最佳化。研究表明，雙重氣泡屏

障能夠比單一屏障提供額外 5-10 dB 的噪音減量效果。Dähne 等學者在丹麥

DanTysk 離岸風場的實地測試結果顯示，雙重氣泡屏障系統將海豚的影響半徑從

5-6 公里減少到約 260 公尺[10]。 

隔音套管(Isolation Casing System, ICS)是另一種有效的打樁噪音控制技術。

該系統在樁基周圍安裝一個密閉的鋼製套管，套管內填充吸音材料或設計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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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學結構。隔音套管能夠直接包圍噪音源，從根本上阻斷噪音向外傳播。與氣泡

屏障相比，隔音套管不依賴外部空氣供應，受海況條件影響較小，但安裝和回收

較為複雜。現代隔音套管設計採用模組化結構，能夠根據樁基尺寸進行調整，並

配備專門的起重設備進行安裝和回收。 

液壓衝擊錘(Hydraulic Impact Hammer)的先進控制技術能夠從源頭減少噪

音產生。現代液壓錘採用精密的控制系統，能夠調整衝擊能量、衝擊頻率和衝擊

波形等參數。軟啟動程序是重要的噪音控制措施，透過逐步增加衝擊能量，使海

洋動物有時間離開施工區域。典型的軟啟動程序包括初始的低能量衝擊階段、逐

步能量增加階段和正常施工階段。整個軟啟動過程通常持續 20-40 分鐘，能夠有

效減少對海洋動物的驚嚇效應。 

水中聲學監測(Passive Acoustic Monitoring, PAM)技術在打樁噪音控制中發

揮重要作用。透過在施工區域佈設水聽器陣列，能夠即時監測海洋動物的活動狀

況和噪音暴露水準。當探測到保護動物進入預警區域時，可以暫停施工作業，等

待動物離開後再繼續。現代 PAM 系統具備自動探測和分類功能，能夠識別不同

種類海洋動物的聲學信號，提供精確的監測資訊。一些先進系統還整合了主動聲

納技術，能夠更準確地確定動物的位置和行為狀態。 

替代施工方法的發展為減少打樁噪音提供了新的途徑。振動沈樁技術利用

高頻振動使樁基逐漸下沈，產生的噪音遠低於衝擊式打樁。鑽孔灌注樁技術透過

預先鑽孔再灌注混凝土形成樁基，完全避免了高噪音的打樁過程。重力式基礎和

吸力式基礎等新型基礎形式也在逐步應用，這些技術在適當的地質條件下能夠顯

著減少建設噪音。預裝樁技術將樁基在陸上工廠預製完成，然後運輸至海上直接

安裝，大幅縮短海上施工時間和噪音暴露持續時間。 

5.2.2 爆破工程噪音控制 

水中爆破作業在港口建設、航道疏浚和海底隧道建設中廣泛應用，但爆破

產生的高強度脈衝噪音對海洋生物具有極大的傷害潛力。水中爆破的聲學特徵包

括極短的上升時間、極高的峰值壓力和寬頻的頻譜分佈，這些特徵使得爆破噪音

比其他類型的噪音更容易對海洋生物造成嚴重影響。因此，水中爆破的噪音控制

需要採用更嚴格的技術措施和管理程序。 

氣泡屏障技術在爆破噪音控制中也有重要應用，但需要針對爆破的特殊性

質進行技術調整。爆破氣泡屏障通常需要更高的氣泡密度和更大的屏障規模，以

有效吸收爆破產生的強烈衝擊波。多層氣泡屏障系統採用不同半徑的多道氣泡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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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能夠分階段衰減爆破能量。氣泡屏障的佈設需要考慮爆破點的精確位置和爆

破能量分佈，通常需要覆蓋較大的區域以確保有效防護。 

水中爆破的裝藥控制是噪音減量的關鍵技術。分段爆破技術將大當量的爆

破分解為多次小當量爆破，雖然增加了爆破次數，但每次爆破的聲能較小，總體

生態影響可能較小。延時爆破技術透過精確的雷管延時設計，使多個裝藥點按預

定時序依次爆破,避免能量的同時釋放。裝藥形狀和埋深的最佳化設計能夠將爆

破能量更多地導向目標岩石，減少向水中輻射的聲能。 

爆破時機的選擇對減少生態影響具有重要意義。避開海洋動物的敏感時期

(如繁殖期、遷徙期)進行爆破作業，能夠最大程度減少對生物群體的長期影響。

潮汐週期也會影響爆破噪音的傳播特性，選擇適當的潮汐條件進行爆破能夠減少

噪音的傳播距離。氣象條件如風速、海況等也會影響爆破作業的安全性和噪音控

制效果，需要在作業計畫中綜合考慮。 

預警和驅離措施是爆破噪音控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聲學驅離設備(Acoustic 

Deterrent Device, ADD)透過發射特定頻率的聲波信號，促使海洋動物主動離開爆

破區域。驅離作業通常在爆破前 30-60 分鐘開始，給動物充分的時間離開危險區

域。視覺觀察和聲學監測的結合使用能夠確認動物的離開狀況，只有在確認安全

區域內沒有保護動物時才能進行爆破作業。 

水中隔音屏障的技術發展為爆破噪音控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充氣式隔音

屏障採用充氣結構形成臨時的聲學屏障，能夠快速部署和回收。這種屏障內部填

充吸音材料，外表面採用聲學最佳化設計,能夠有效阻斷爆破噪音的傳播。浮體式

隔音屏障利用浮體結構支撐大面積的隔音材料，適合在較大範圍內提供噪音防護。

這些技術的發展使得爆破噪音控制更加靈活和高效。 

5.2.3 機械作業噪音控制 

海洋工程中的大型機械作業包括挖泥船疏浚、起重船作業、海底管線鋪設

和平臺安裝等，這些作業雖然產生的噪音強度低於打樁和爆破，但持續時間長，

累積影響不容忽視。機械作業噪音的控制需要從設備選型、操作最佳化和環境管

理等多個方面進行綜合考慮，形成全過程的噪音管理策略。 

挖泥船作業的噪音控制主要針對挖掘設備、推進系統和泥漿處理系統。現

代環保型挖泥船採用電力推進系統和變頻控制技術，能夠根據作業需求調整設備

功率,在滿足施工要求的前提下最小化噪音產生。挖掘頭的設計最佳化能夠減少

與海底材料的摩擦和衝擊,降低機械噪音。泥漿輸送系統的管路設計和支撐結構



5 - 9 
 

需要避免共振現象,減少振動噪音的產生和傳播。 

起重船作業的噪音控制重點在於主起重設備和動力定位系統。大型起重機

的液壓系統會產生較強的噪音,現代起重船普遍採用低噪音液壓幫浦和精密的控

制系統,減少系統壓力波動和相關噪音。動力定位系統的推進器設計對船舶整體

噪音水準有重要影響,最佳化的推進器佈置和控制策略能夠在保證定位精度的同

時最小化噪音輸出。起重作業的計畫最佳化能夠減少不必要的機械運轉,縮短高

噪音作業的持續時間。 

海底管線鋪設作業涉及管線製造、焊接、測試和鋪設等多個環節,每個環節

都有相應的噪音控制需求。管線焊接設備的噪音控制需要採用低噪音焊接工藝和

隔音措施。管線測試過程中的壓縮空氣釋放會產生強烈的氣動噪音,需要採用消

音器和控制釋放速度等措施。鋪管船的張緊器和導向設備需要採用低噪音設計,

減少機械摩擦和振動噪音。 

海洋平臺安裝作業的噪音控制需要考慮平臺結構的複雜性和安裝過程的多

樣性。平臺模組的海上對接作業會產生較強的機械噪音,需要採用精密的定位和

連接技術,減少衝擊和摩擦。平臺系統的調試和試運轉過程也會產生各種設備噪

音,需要制定詳細的噪音管理計畫,合理安排作業時間和控制設備功率。 

機械作業的時空管制是減少生態影響的重要手段。避開海洋生物的敏感時

段進行高噪音作業,如避開魚類產卵期和海洋哺乳動物的繁殖遷徙期。作業區域

的選擇需要考慮重要生態棲息地和保護區的分佈,盡量在生態敏感性較低的區域

進行高噪音作業。作業時間的控制包括每日作業時長限制和連續作業天數限制,

給海洋生物提供恢復和適應的時間間隔。 

5.3 防制技術與設備 

水下噪音防制技術與設備的發展是噪音控制工程的重要基礎,涵蓋從材料科

學到系統工程的多個技術領域。現代防制技術主要包括聲學材料、主動噪音控制

系統、智慧監測設備和整合管理平臺等。這些技術的發展趨勢朝向更高效、更智

慧和更環保的方向演進,為複雜海洋環境下的噪音控制提供先進的技術支撐。隨

著材料科學、電子技術和人工智慧的快速發展,新一代防制技術在性能、可靠性和

經濟性方面都有顯著提升。 

國際先進的防制技術開發主要集中在歐美等發達國家,這些國家在海洋環境

保護法規推動下,投入大量資源進行技術創新。德國在離岸風電建設中發展的噪



5 - 10 
 

音控制技術、荷蘭在海洋工程中應用的先進防制設備、以及美國在軍用和民用船

舶中開發的低噪音技術,都代表了當前的技術發展水準。這些先進技術的推廣應

用為全球海洋噪音控制提供了重要的技術參考和實踐經驗。 

5.3.1 聲學屏障與吸音材料 

聲學屏障是水下噪音控制的重要技術手段,透過反射、吸收和散射等機制減

少聲波的傳播。水下聲學屏障的設計需要考慮水中聲波的傳播特性、海洋環境的

複雜性和工程實施的可行性等因素。現代聲學屏障技術包括剛性屏障、柔性屏障

和複合屏障等多種形式,每種類型都有其特定的應用場景和技術特點。 

氣泡屏障是最成熟和應用最廣泛的水下聲學屏障技術。氣泡對聲波具有強

烈的吸收和散射作用,主要機制包括氣泡共振吸收、界面散射和多重散射等。氣泡

屏障的聲學性能主要取決於氣泡的大小分佈、數密度和空間分佈等參數。理論研

究表明,對於特定頻率的聲波,存在最佳的氣泡半徑,能夠提供最大的吸收效果。實

際應用中的氣泡屏障通常包含多種尺寸的氣泡,形成寬頻的吸收特性。現代氣泡

屏障系統採用精密的氣體流量控制和分佈系統,能夠根據海況條件和噪音特性調

整氣泡參數,實現最佳的防制效果。 

剛性聲學屏障採用固體材料構造,主要透過聲阻抗不匹配產生的反射作用減

少聲波傳播。這類屏障通常採用鋼材、混凝土或複合材料製造,具有良好的結構強

度和耐久性。剛性屏障的聲學設計需要考慮材料厚度、表面形狀和支撐結構等因

素。波浪形表面和齒形表面等特殊設計能夠增強聲波的散射效應,提升屏障的減

噪效果。一些先進設計採用分層結構,不同層次針對不同頻率範圍進行最佳化,實

現寬頻的噪音控制效果。 

柔性聲學屏障採用可撓曲材料製造,具有部署靈活、適應性強的特點。這類

屏障通常採用聚合物薄膜、織物材料或複合膜材製造,能夠適應海流和波浪的作

用而不發生破壞。柔性屏障的聲學性能主要透過材料的阻尼特性和界面效應實現。

多層複合結構能夠結合不同材料的優點,在保持柔韌性的同時提供優異的聲學性

能。一些先進的柔性屏障整合了充氣結構,能夠根據需要調整屏障的形狀和厚度。 

複合聲學屏障結合了多種防制機制,能夠在更寬的頻率範圍內提供有效的噪

音控制。典型的複合屏障包括氣泡層和固體層的組合、多孔材料和薄膜材料的組

合等。這種設計能夠針對不同頻率的聲波採用最適合的控制機制,整體效果優於

單一機制的屏障。複合屏障的設計需要精確的聲學建模和最佳化分析,確保各個

組成部分之間的協調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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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音材料在水下應用面臨特殊的挑戰,需要在高壓、腐蝕和生物污損等惡劣

條件下保持穩定的性能。水下吸音材料主要包括多孔吸音材料、共振吸音結構和

複合吸音系統等。多孔吸音材料利用材料內部的微孔結構產生黏性和熱傳導損耗,

將聲能轉換為熱能。這類材料的吸音性能主要取決於孔隙率、孔徑分佈和材料厚

度等參數。 

海洋環境下的多孔吸音材料需要具備優異的耐水性能,防止海水滲透導致性

能下降。現代多孔吸音材料普遍採用閉孔結構或表面處理技術,在保持吸音性能

的同時提高耐水性。一些先進材料採用奈米結構設計,能夠在分子尺度上控制水

的滲透,實現長期穩定的吸音效果。生物相容性也是重要考慮因素,材料不應對海

洋生物產生毒性或生物污損問題。 

共振吸音結構透過設計特定的共振腔體,針對特定頻率提供高效的吸音效果。

這類結構通常包括共振腔、連接頸和背板等組成部分,透過精確的尺寸設計實現

目標頻率的共振吸收。多重共振結構能夠覆蓋較寬的頻率範圍,透過不同尺寸的

共振單元組合實現寬頻吸收。可調諧共振結構採用機械或電子調節機制,能夠根

據實際噪音特性調整共振頻率,實現自適應的噪音控制。 

5.3.2 主動噪音控制系統 

主動噪音控制(Active Noise Control, ANC)技術透過產生與原始噪音相位相

反的反相聲波,實現聲波的相消干涉,從而達到噪音消除的效果。在水下環境中,主

動噪音控制面臨傳播延遲、環境變化和功率限制等挑戰,但其在特定頻率範圍內

能夠提供優異的控制效果,特別是對低頻噪音具有獨特的優勢。現代主動噪音控

制系統整合了先進的數位訊號處理、自適應濾波和機器學習等技術,能夠在複雜

的海洋環境中實現穩定可靠的噪音控制。 

水下主動噪音控制系統的基本組成包括參考感測器、控制演算法、功率放

大器、控制源和誤差感測器等。參考感測器負責檢測原始噪音信號,為控制系統提

供輸入資訊。控制演算法是系統的核心,負責計算產生反相信號所需的幅度和相

位參數。現代控制演算法普遍採用自適應濾波技術,能夠根據環境變化和噪音特

性的變化自動調整控制參數。最小均方(Least Mean Squares, LMS)演算法和遞歸

最小二乘(Recursive Least Squares, RLS)演算法是常用的自適應控制演算法。 

前饋控制和反饋控制是主動噪音控制的兩種基本策略。前饋控制系統透過

預先檢測噪音源的信號,計算並產生相應的控制信號,具有較好的穩定性和因果性。

反饋控制系統透過檢測控制區域的殘餘噪音,調整控制信號以最小化殘餘噪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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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混合控制系統結合了前饋和反饋控制的優點,能夠在更廣泛的條件下提供有

效的噪音控制。現代系統普遍採用混合控制策略,並整合多通道控制技術,能夠同

時控制多個噪音源和多個控制區域。 

水聽器陣列技術在主動噪音控制中發揮重要作用,透過多個水聽器的協同工

作,能夠實現空間選擇性的噪音控制。陣列信號處理技術能夠識別噪音的來源方

向和傳播特性,為控制系統提供更精確的輸入資訊。波束形成技術能夠將控制能

量集中在特定的空間區域,提高控制效率並減少對其他區域的影響。自適應陣列

技術能夠根據環境條件的變化自動調整陣列的指向性和增益分佈。 

控制源陣列的設計對主動噪音控制系統的性能具有決定性影響。多個控制

源的協同工作能夠在較大的空間範圍內實現有效的噪音控制。控制源的數量、位

置和指向性需要根據控制目標和環境條件進行最佳化設計。現代控制源普遍採用

寬頻響應設計,能夠在較寬的頻率範圍內提供穩定的輸出。一些先進系統採用向

量控制源,能夠同時控制聲壓和質點速度,實現更精確的聲場控制。 

即時處理能力是主動噪音控制系統成功的關鍵因素。水下聲波的傳播速度

約為 1500 m/s,系統必須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信號檢測、處理和控制輸出。現代系

統普遍採用高速數位信號處理器(Digital Signal Processor, DSP)和現場可程式閘陣

列(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 FPGA)等先進處理器,能夠實現微秒級的處理

延遲。分散式處理架構將計算任務分配到多個處理單元,進一步提高系統的即時

處理能力。 

自適應控制演算法的發展使主動噪音控制系統能夠應對複雜多變的海洋環

境。環境變化如溫度、鹽度和海流等會影響聲波傳播特性,傳統的固定參數控制系

統難以適應這些變化。現代自適應演算法能夠即時識別環境參數的變化,自動調

整控制策略。機器學習技術的引入為自適應控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透過歷史資

料的學習和模式識別,系統能夠預測環境變化並提前調整控制參數。 

5.3.3 智慧監測與管理設備 

智慧監測與管理設備是現代水下噪音控制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透過先進的

感測技術、通訊技術和資料分析技術,實現對噪音環境的即時監測、評估和管理。

這些設備不僅能夠提供準確的噪音資料,還能夠整合生物監測、環境參數測量和

活動追蹤等多重功能,為噪音控制決策提供全面的資訊支持。隨著物聯網技術、大

數據分析和人工智慧技術的發展,智慧監測設備正朝向更加自動化、智能化和網

路化的方向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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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聲學監測網路是智慧監測系統的核心基礎設施。現代監測網路採用分

佈式架構,在監測區域佈設多個水聽器節點,形成覆蓋全域的監測網絡。每個監測

節點配備高性能水聽器、數據採集系統、本地處理單元和通訊模組等。節點之間

透過水下通訊網路或浮標中繼系統進行資料傳輸,實現網路化的協同監測。現代

水聽器採用寬頻響應設計和低噪音前端電路,能夠檢測從次聲波到超聲波範圍內

的水下聲信號。 

自動識別和分類技術使監測系統能夠即時識別不同類型的噪音源和海洋生

物信號。機器學習演算法透過對大量聲學資料的訓練,能夠自動識別船舶通過、工

程作業、地質活動和生物發聲等不同類型的聲學事件。深度學習技術的應用進一

步提高了識別的準確性和可靠性,現代系統能夠識別數十種不同的船舶類型和數

百種海洋生物的發聲。自動分類功能能夠將監測資料按照不同類別進行統計分析,

為噪音評估和管理提供結構化的資訊。 

即時資料處理和分析能力是智慧監測系統的重要特徵。邊緣計算技術將部

分資料處理功能前移到監測節點,減少資料傳輸量並提高系統響應速度。本地處

理單元能夠進行信號預處理、特徵提取和初步分析,只將關鍵資訊和異常事件上

傳到中央管理系統。雲計算平臺提供強大的資料存儲和分析能力,能夠處理海量

的監測資料並提供複雜的統計分析和預測功能。 

預警和告警系統能夠在噪音水準超過預設閾值或檢測到保護動物時及時發

出告警。多層次告警機制包括現場聲光告警、手機簡訊通知和遠端系統推送等多

種方式,確保相關人員能夠及時收到告警資訊。智慧預警系統能夠根據噪音發展

趨勢和環境條件變化預測可能的超標情況,提供提前預警功能。一些先進系統還

整合了氣象資料和海況預報,能夠預測環境條件對噪音傳播的影響。 

行動監測設備為特定區域或特定時期的噪音監測提供靈活的解決方案。自

主水下載具(Autonomous Underwater Vehicle, AUV)搭載聲學監測設備,能夠進行

機動性的水下噪音測量。這類設備特別適合用於大範圍的噪音調查、施工現場的

近距離監測和生態敏感區域的專項監測。漂流式監測浮標能夠隨海流移動進行路

徑監測,適合用於研究噪音的時空分佈特性。 

資料管理和視覺化平臺為監測資料的存儲、查詢和分析提供便利的介面。

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整合使監測資料能夠與地理位

置資訊關聯,實現空間分析和視覺化展示。即時監控畫面能夠顯示各監測點的即

時狀態、噪音水準分佈和告警資訊。歷史資料查詢和統計分析功能支援長期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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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和環境評估工作。 

人工智慧技術在噪音監測中的應用正在快速發展。機器學習演算法能夠從

歷史監測資料中發現噪音的規律性和相關性,為噪音預測和控制最佳化提供依據。

強化學習技術能夠透過與環境的互動學習最佳的監測策略和控制策略。自然語言

處理技術能夠分析相關的文本資訊,如船舶動態資訊、氣象報告和環境評估報告

等,為監測系統提供更全面的資訊支持。 

5.4 生態保護措施 

生態保護措施是水下噪音控制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目標在於

最大程度減少人為噪音對海洋生態系統的負面影響。這些措施涵蓋空間管制、時

間管制、行為干預和棲息地保護等多個層面,形成綜合性的生態保護策略。Southall

等學者提出的海洋哺乳動物噪音暴露標準為制定科學的保護措施提供了重要依

據[11]。生態保護措施的有效實施需要深入理解海洋生物的聲學生態特性、行為

模式和環境需求,並將這些科學知識轉化為具體的管理行動。 

現代生態保護措施越來越注重基於生態系統的管理方法,不僅關注個體物種

的保護,更重視整個生態系統的健康和完整性。Ellison 等學者提出的情境化評估

方法強調需要考慮生物的行為狀態、環境條件和累積影響等因素[12]。這種整合

性方法要求保護措施能夠適應不同的生態情境和環境條件,並具備足夠的彈性以

應對複雜多變的海洋環境。隨著海洋生態學研究的深入和監測技術的進步,生態

保護措施正朝向更科學、更精準和更有效的方向發展。 

5.4.1 海洋保護區與緩衝區設計 

海洋保護區(Marine Protected Areas, MPAs)的設計和管理是減少水下噪音生

態影響的重要策略,透過空間管制措施為海洋生物提供相對安靜的棲息環境。有

效的海洋保護區設計需要考慮保護目標物種的分佈範圍、聲學敏感性、關鍵棲息

地特徵和人為活動強度等多個因素。Hatch 和 Fristrup 的研究強調了區域性噪音

管理框架對保護區效果的重要性[13]。現代保護區設計趨向於建立多層次的保護

體系,包括核心保護區、緩衝區和過渡區等不同保護等級的區域。 

核心保護區是噪音管制最嚴格的區域,通常禁止或嚴格限制所有可能產生高

噪音的人為活動。這些區域的選擇需要基於重要生態價值的科學評估,如關鍵繁

殖地、育幼區、覓食區和遷徙通道等。La Manna 等學者在地中海保護區的研究

發現,即使在保護區內,不同分區的噪音水準也存在顯著差異[14]。核心保護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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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界劃設需要考慮聲波傳播特性和目標物種的聽覺敏感性,確保保護區內的噪音

水準低於可能造成生理或行為影響的閾值。 

緩衝區在核心保護區周圍設立,實施相對寬鬆但仍有效的噪音管制措施。緩

衝區的主要功能是減少外部噪音向核心保護區的傳播,並為生物提供從高噪音區

域向低噪音區域遷移的過渡空間。緩衝區內可以允許某些低影響的人為活動,但

需要採取適當的噪音控制措施。船舶航行可能被允許通過緩衝區,但需要遵守速

度限制、航路指定和時間限制等規定。建設活動可能在特定條件下被允許,但必須

採用最佳可行的噪音控制技術。 

動態保護區是新興的保護區管理概念,能夠根據生物分佈的季節性變化和環

境條件的變化調整保護區的邊界和管制強度。McKenna 等學者在保護區網路的

研究中發現,船舶噪音的空間和時間尺度變化很大,需要彈性的管理方法[15]。動

態保護區的實施需要即時的生物監測資料和環境資訊,透過衛星追蹤、聲學監測

和環境感測等技術獲得生物分佈和行為的即時資訊。當監測顯示重要生物群體進

入特定區域時,可以臨時啟動或加強該區域的噪音管制措施。 

保護區網路的設計考慮到單一保護區在空間尺度上的局限性,透過建立多個

相互連接的保護區形成網路化的保護體系。網路設計需要考慮生物的遷徙路線、

種群連接性和海洋生態系統的空間結構等因素。相鄰保護區之間的連接走廊需要

實施適當的噪音管制,確保生物能夠在不同保護區之間安全遷移。區域協調機制

確保不同保護區之間的管理政策保持一致性和連貫性。 

保護區效果的科學評估是管理決策的重要依據。Buscaino 等學者在地中海

保護區的長期監測研究顯示了保護區在噪音控制方面的效果差異[16]。評估指標

包括保護區內外的噪音水準差異、目標物種的豐富度變化、行為狀態指標和生理

健康指標等。聲景生態學方法透過分析整個聲學環境的特徵評估保護區的生態健

康狀況。自動監測技術使長期連續的評估成為可能,能夠檢測保護效果的季節性

變化和年際變化。 

保護區與人為活動的協調管理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挑戰。航運業、漁

業、海洋工程和海洋旅遊等行業都可能受到保護區管制措施的影響。利益相關者

參與機制確保各方在保護區規劃和管理中的聲音得到聽取。經濟影響評估分析保

護區措施對相關產業的影響,並探討補償和替代方案。適應性管理方法允許根據

實施效果和新的科學發現調整保護區的管理措施。 

5.4.2 時間性活動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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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性活動限制是基於海洋生物生活週期和行為模式的生態保護策略,透過

在生物最敏感的時期限制或禁止高噪音活動,最大程度減少對關鍵生物過程的干

擾。這種方法的科學基礎在於許多海洋生物具有明確的季節性行為模式,如繁殖、

遷徙、覓食和育幼等關鍵生活史階段對噪音干擾特別敏感。Gomez 等學者的系統

性回顧研究表明,海洋哺乳動物對人為噪音的行為響應具有顯著的季節性差異

[17]。 

繁殖期保護是時間性限制的重要應用領域。許多海洋哺乳動物在繁殖期會

聚集在特定的區域進行交配、產仔和育幼活動,這些時期的噪音暴露可能對繁殖

成功率和幼體存活率造成嚴重影響。鯨魚的繁殖期通常具有明確的季節性,例如

座頭鯨在冬季遷移到溫暖海域進行繁殖,灰鯨在春季進行北向遷徙。在這些關鍵

時期實施建設活動和船舶交通的限制能夠有效保護繁殖群體。海豹和海獅的陸地

繁殖期雖然主要在陸地進行,但其海上覓食活動仍可能受到水下噪音的影響。 

遷徙期保護針對海洋動物的大規模季節性移動行為。許多鯨類具有固定的

遷徙路線和時間表,如灰鯨的南北向遷徙、座頭鯨的跨洋遷徙等。遷徙過程中的動

物通常處於能量消耗較大的生理狀態,對環境變化更加敏感。魚類的遷徙如鮭魚

洄游、金槍魚遷移等也具有重要的生態和經濟價值。在主要遷徙路線和關鍵遷徙

時期實施噪音管制能夠減少對遷徙行為的干擾,保護動物的正常遷移模式。 

覓食期保護考慮到許多海洋動物的覓食行為對噪音干擾非常敏感。齒鯨類

動物依賴回聲定位進行捕食,人為噪音可能干擾其聲納系統的正常功能。須鯨類

動物在覓食時需要保持安靜以避免驚散獵物,高噪音環境可能迫使其放棄覓食或

遷移到其他區域。魚類的集群覓食行為也可能受到噪音影響,改變其空間分佈和

行為模式。在重要覓食區域和覓食高峰期實施適當的噪音限制能夠保護動物的正

常覓食活動。 

育幼期保護特別關注幼體動物對噪音的高敏感性。新生的海洋哺乳動物聽

覺系統尚未完全發育,對噪音暴露更加敏感。母幼之間的聲學交流對維持親子關

係和幼體學習至關重要,噪音干擾可能導致親子分離或影響幼體的正常發育。魚

類的產卵和孵化過程也可能受到噪音影響,一些研究顯示噪音可能影響魚卵的孵

化率和仔魚的存活率。在重要的育幼區域和育幼季節實施嚴格的噪音管制是保護

下一代的關鍵措施。 

晝夜活動模式的考慮反映了許多海洋動物具有明確的日週期行為節律。一

些動物在特定時段(如黎明或黃昏)較為活躍,這些時段的噪音暴露可能對其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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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更大影響。深海動物的垂直遷移通常具有明確的晝夜節律,噪音可能干擾這

種重要的生態過程。夜間是許多海洋動物進行長距離聲學交流的重要時期,因為

夜間的背景噪音通常較低。在動物活動的高峰時段實施噪音限制能夠保護其正常

的行為節律。 

季節性限制措施的實施需要基於準確的生物學資料和環境監測資訊。長期

的生物監測能夠確定目標物種的活動模式和關鍵生活史階段的時間安排。衛星標

記和聲學標記技術提供動物移動和行為的詳細資料。環境因子如水溫、食物豐度

和海況條件也會影響動物的活動模式,需要在制定限制措施時綜合考慮。氣候變

化可能改變動物的季節性行為模式,需要定期更新和調整時間性限制措施。 

5.4.3 行為干預與驅離技術 

行為干預與驅離技術是在無法完全避免噪音暴露情況下保護海洋動物的重

要手段,透過人工方式影響動物行為,使其主動遠離高噪音區域或採取保護性行為。

這些技術需要基於對目標物種行為生態學的深入理解,確保干預措施不會對動物

造成額外的壓力或傷害。Gordon 等學者的評估研究為聲學驅離技術的應用提供

了重要的科學依據[18]。行為干預技術的發展趨勢朝向更精準、更人性化和更生

態友善的方向發展。 

聲學驅離設備(Acoustic Deterrent Devices, ADDs)是最常用的行為干預技術,

透過播放特定的聲學信號促使動物離開潛在的危險區域。不同種類的海洋動物對

不同頻率和強度的聲學信號具有不同的響應模式。鯨豚類動物通常對高頻調頻信

號較為敏感,而鰭足類動物可能對較低頻的純音信號有更強的響應。驅離設備的

聲學參數需要根據目標物種的聽覺特性和行為特徵進行精確設計,確保在有效驅

離的同時避免對動物造成聽覺損傷。 

漸進式驅離是一種溫和的行為干預策略,透過逐步增加刺激強度使動物逐漸

適應並主動離開。這種方法避免了突然的強烈刺激可能導致的驚嚇反應和不良後

果。典型的漸進式驅離程序包括初始的低強度信號階段、逐步強度增加階段和維

持階段。整個過程需要根據動物的響應情況進行調整,如果動物顯示出明顯的離

開行為,可以減緩或停止刺激強度的增加。如果動物未顯示響應,可能需要調整信

號參數或採用其他干預方法。 

生物學相容性驅離技術利用動物的自然行為模式和社會結構實現溫和有效

的驅離。模擬天敵聲音的播放可能促使獵物動物離開特定區域,但需要注意避免

長期使用導致的習慣化效應。同種動物的告警聲可能對群體動物產生有效的驅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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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人工模擬的社會信號可能引導動物改變其空間分佈或行為狀態。這些技術

需要基於對目標物種行為生態學的深入研究,確保所使用的信號在生物學上是有

意義和有效的。 

視覺驅離技術適用於在水面活動或視覺敏感的海洋動物。閃光燈系統透過

強烈的光脈衝刺激動物的視覺系統,可能促使其改變行為或離開特定區域。光的

顏色、閃爍頻率和強度需要根據目標物種的視覺特性進行最佳化。鐳射系統能夠

產生定向的光束,對特定個體或小群體動物進行精準的視覺刺激。需要注意的是,

過強的光刺激可能對動物的視覺系統造成永久性損傷,因此必須嚴格控制光的強

度和曝光時間。 

物理驅離技術包括水流刺激、振動刺激和其他機械干預方式。水下噴射系

統透過產生強烈的水流擾動水體環境,可能促使動物離開特定區域。這種方法的

優點是不產生額外的噪音污染,但可能對水體環境和其他生物產生影響。振動平

臺透過產生機械振動傳遞到水中,對底棲動物或對振動敏感的動物可能產生驅離

效果。物理障礙如網具或柵欄可以直接阻止動物進入危險區域,但需要考慮對動

物正常活動的影響。 

化學驅離技術利用動物的化學感受能力實現行為調節,但在海洋環境中的應

用較為有限。一些魚類對特定的化學物質具有迴避反應,可能透過釋放這些物質

實現驅離效果。然而,化學物質在海洋中的擴散和稀釋很快,且可能對海洋環境和

其他生物產生不良影響。因此,化學驅離技術的應用需要極其謹慎,通常只在特殊

情況下考慮使用。 

整合性驅離系統結合多種驅離技術,能夠適應不同的環境條件和目標物種。

多模式系統可以根據即時監測結果選擇最適合的驅離方式。自適應系統能夠根據

動物的響應情況自動調整驅離策略。智慧控制系統整合人工智慧技術,能夠學習

和預測動物的行為模式,提供更精準和有效的驅離方案。 

驅離技術的效果評估是確保技術應用科學性和有效性的重要環節。行為監

測透過觀察動物的移動軌跡、活動模式和生理指標評估驅離效果。聲學監測能夠

追蹤動物在驅離前後的分佈變化。長期跟蹤研究評估驅離技術對動物健康和行為

的長期影響。效果評估的結果用於不斷改進和最佳化驅離技術,確保其在保護動

物安全的同時最小化對動物的負面影響。 

5.5 低噪設計與技術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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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噪設計與技術創新代表了水下噪音控制的未來發展方向,透過在設計階段

就考慮噪音控制需求,從源頭上減少噪音的產生,比事後的控制措施更加經濟有效。

現代低噪設計整合了聲學工程、流體力學、材料科學、控制工程和資訊技術等多

個學科的先進成果,形成系統性的設計方法學。Tomy 等學者的研究表明,將水下

輻射噪音作為螺槳設計約束條件,能夠在不顯著影響推進性能的前提下大幅降低

噪音水準[19]。 

技術創新在低噪設計中發揮核心推動作用,新材料、新工藝、新結構和新控

制方法的不斷湧現為噪音控制提供了更多的技術選擇。奈米材料技術使得新一代

吸音和隔音材料具有更優異的性能和更輕的重量。3D 列印技術使複雜幾何形狀

的聲學結構設計成為可能,為客製化的噪音控制方案提供了實現途徑。人工智慧

和機器學習技術的應用使設計最佳化過程更加智慧和高效,能夠在複雜的多目標

最佳化問題中找到最佳解決方案。 

5.5.1 船舶一體化低噪設計 

船舶一體化低噪設計是將噪音控制理念貫穿船舶設計全過程的系統性方法,

從總體佈置、結構設計、系統配置到細部設計都充分考慮噪音控制需求。這種方

法突破了傳統的分系統獨立設計模式,將噪音控制作為與安全、性能、經濟性同等

重要的設計目標,實現各子系統之間的最佳化協調。一體化設計的核心在於建立

船舶噪音的系統級預測模型,能夠在設計階段準確評估不同設計方案的噪音特性。 

船體線型最佳化是低噪設計的基礎環節,透過改善船體周圍的流場特性減少

流體動力噪音的產生。現代船體線型設計廣泛應用計算流體力學(CFD)技術,能夠

預測不同線型參數對流場分佈和壓力脈動的影響。球鼻艏的設計對船體噪音特性

有重要影響,適當的球鼻艏形狀能夠減少船首波浪和壓力脈動。船尾線型的最佳

化重點在於為螺槳提供均勻的入流條件,減少螺槳激勵力的不均勻性。現代設計

採用多目標最佳化方法,在追求低阻力、良好操縱性的同時兼顧低噪音特性。 

推進系統的一體化設計考慮主機、軸系、螺槳和船體之間的相互影響,實現

系統級的噪音最佳化。主機與螺槳的匹配設計確保螺槳在最佳效率點附近工作,

避免過載或輕載狀態下的高噪音運轉。軸系設計採用精密的動態分析方法,控制

軸系振動和相關的噪音輻射。螺槳設計不僅考慮推進效率,更將噪音控制作為重

要的設計約束。導管螺槳系統透過導管與螺槳的最佳化匹配,能夠在提高推進效

率的同時降低噪音水準。 

船體結構的振動噪音控制需要在結構設計階段就進行全面考慮。有限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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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能夠預測船體結構在各種激勵下的振動響應特性。結構最佳化設計透過

調整板厚分佈、肋骨配置和艙室劃分等參數,避免結構共振和振動放大現象。高阻

尼材料的應用和約束阻尼結構的設計能夠有效消耗振動能量。隔振基座系統的設

計為各種機械設備提供有效的振動隔離,阻斷振動能量向船體結構的傳遞。 

艙室佈置最佳化是一體化低噪設計的重要環節,透過合理的功能分區和空間

配置減少噪音的產生和傳播。高噪音設備如主機、發電機等集中佈置在專用機艙

內,便於實施統一的噪音控制措施。居住艙室和工作區域遠離主要噪音源佈置,並

在中間設置緩衝區域。管路和電纜的走向設計避免穿越安靜區域,減少噪音的傳

播路徑。通風和空調系統的佈置採用低噪音設計原則,避免風管系統成為噪音傳

播的通道。 

船舶系統整合最佳化考慮各個子系統之間的相互影響和協調配合。電力系

統的設計採用變頻技術和智慧控制,使各種電氣設備能夠根據實際需求調整運轉

狀態,避免不必要的高噪音運轉。液壓系統的壓力控制和流量分配最佳化能夠減

少系統噪音。自動化系統的應用使船舶能夠根據航行條件和作業需求自動最佳化

各系統的運轉參數,實現動態的噪音控制。 

數位化設計平臺為一體化低噪設計提供強大的技術支撐。三維設計軟體整

合了幾何建模、性能分析和最佳化設計功能,使設計師能夠在統一的平臺上進行

多學科協同設計。虛擬實境技術使設計方案的視覺化和互動式評審成為可能。數

位雙胞胎技術建立船舶的數位化模型,能夠在虛擬環境中測試不同設計方案的噪

音性能。 

5.5.2 新材料與新結構應用 

新材料與新結構的應用為水下噪音控制開闢了新的技術途徑,透過材料特性

的革新和結構設計的創新實現更優異的噪音控制效果。現代材料科學的發展使得

功能材料、智慧材料和複合材料在噪音控制中得到廣泛應用。奈米技術的引入使

材料能夠在微觀尺度上實現特殊的聲學特性。生物仿生材料從自然界的聲學現象

中獲得靈感,發展出具有獨特性能的新型聲學材料。 

超材料(Metamaterials)是近年來聲學領域的重要突破,透過週期性微結構設

計實現自然材料無法達到的聲學特性。聲學超材料能夠實現負折射、聲學隱身和

異常透射等奇特現象,為噪音控制提供了全新的物理機制。週期性結構能夠產生

頻率帶隙,在特定頻率範圍內完全阻止聲波傳播。局域共振結構透過微型共振單

元的集體效應實現寬頻的噪音控制。可調諧超材料能夠透過外部控制改變其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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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實現自適應的噪音控制。 

梯度材料透過連續變化的材料特性實現聲波的漸變式控制,避免界面反射造

成的能量損失。功能梯度材料(Functionally Graded Materials, FGM)在厚度方向上

具有連續變化的密度、彈性模量和阻尼特性,能夠實現聲波的平滑過渡和有效吸

收。密度梯度材料透過密度的逐漸變化實現聲阻抗的匹配,提高聲波的透射和吸

收效率。阻尼梯度材料將不同阻尼特性的材料進行梯度組合,在寬頻範圍內提供

有效的能量耗散。 

多孔材料的微結構設計技術使得材料的聲學性能可以精確調控。分級多孔

結構結合大孔、中孔和微孔的多尺度孔隙結構,在不同頻率範圍內提供不同的吸

音機制。可控孔隙率材料透過製程控制實現孔隙率和孔徑分佈的精確設計。連通

性可調材料透過控制孔隙的連通程度調節材料的滲透性和聲學特性。生物啟發的

多孔結構從植物細胞、動物骨骼等自然結構中獲得靈感,發展出具有優異性能的

仿生多孔材料。 

智慧材料在噪音控制中的應用展現出巨大潜力。形狀記憶合金能夠根據溫

度變化改變形狀,實現結構的動態調節和聲學特性的適應性變化。壓電材料能夠

實現機械能和電能之間的相互轉換,為主動噪音控制提供驅動和感測功能。磁致

伸縮材料透過磁場控制實現形變,適合用於水下環境的主動控制系統。電變流體

和磁變流體能夠透過電場或磁場改變其流動特性,為可調阻尼器和智慧隔振系統

提供技術基礎。 

奈米材料技術在聲學材料中的應用正在快速發展。奈米纖維材料具有極大

的比表面積和獨特的微觀結構,能夠提供優異的吸音性能。碳奈米管複合材料結

合了碳奈米管的優異力學性能和基體材料的功能特性,為高性能聲學材料的設計

提供新的途徑。石墨烯材料的獨特二維結構和優異的物理性能使其在聲學應用中

備受關注。量子點材料透過量子尺寸效應實現特殊的聲學和光學特性。 

複合材料的多尺度設計方法結合不同尺度的增強相實現綜合性能的最佳化。

纖維增強複合材料透過纖維的取向和分佈控制材料的各向異性聲學特性。粒子增

強複合材料透過粒子的尺寸、形狀和分佈調節材料的阻尼和剛度特性。層狀複合

材料透過不同功能層的組合實現複合功能,如同時具備承載、隔音和吸音功能。三

維編織複合材料透過複雜的纖維編織結構實現優異的力學和聲學性能。 

生物相容性材料的發展考慮到海洋環境的特殊要求,確保材料在發揮噪音控

制功能的同時不對海洋生態系統造成負面影響。可降解材料能夠在使用壽命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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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自然分解,避免對環境造成長期污染。無毒材料確保不會對海洋生物產生毒性

影響。抗生物污損材料透過表面改性或添加抗污劑防止海洋生物的附著和生長。

環保型材料在整個生命週期中都符合環境保護的要求。 

5.5.3 智慧化控制技術 

智慧化控制技術代表了水下噪音控制的最新發展方向,透過整合感測技術、

計算技術和控制技術,實現自動化、智能化和自適應的噪音控制系統。這些技術能

夠根據環境條件的變化、噪音特性的變化和控制目標的變化自動調整控制策略,

實現最佳的噪音控制效果。人工智慧技術的快速發展為智慧化控制提供了強大的

技術支撐,使控制系統具備學習、推理和決策能力。 

自適應控制技術是智慧化控制的核心組成部分,能夠根據系統狀態和環境條

件的變化自動調整控制參數。自適應濾波演算法在主動噪音控制中廣泛應用,能

夠即時識別噪音特性的變化並調整控制策略。模型參考自適應控制透過建立參考

模型和實際系統的誤差反饋實現參數的自動調整。極值搜索控制透過即時尋找系

統性能的極值點實現最佳化控制。強化學習控制透過與環境的互動學習最佳的控

制策略,能夠處理複雜的非線性和時變系統。 

多變量控制技術處理多輸入多輸出的複雜控制系統,能夠同時控制多個噪音

源和多個控制目標。現代控制理論中的狀態空間方法為多變量系統提供了系統性

的設計方法。最佳控制理論透過最佳化準則設計控制律,在滿足控制目標的同時

最小化控制成本。預測控制技術透過預測系統未來的行為制定最佳的控制動作。

分散式控制將複雜系統分解為多個相對獨立的子系統,每個子系統具有獨立的控

制器,透過協調機制實現全域最佳化。 

機器學習在噪音控制中的應用正在快速發展。監督學習透過訓練資料學習

噪音特性和控制效果之間的關係,能夠預測不同控制策略的效果。無監督學習能

夠自動發現噪音資料中的隱藏模式和結構特徵。深度學習技術透過多層神經網路

學習複雜的非線性關係,能夠處理高維度的感測資料和控制問題。循環神經網路

適合處理時序性的噪音資料,能夠捕捉噪音的時間動態特性。卷積神經網路適合

處理空間分佈的噪音資料,能夠識別噪音的空間模式。 

感測器融合技術整合多種類型的感測器資訊,提供更全面和準確的系統狀態

資訊。聲學感測器陣列提供噪音的空間分佈資訊。振動感測器監測結構的振動狀

態。環境感測器測量溫度、壓力、流速等環境參數。多感測器資料融合演算法能

夠處理感測器資料的不確定性和衝突,提供可靠的狀態估計。卡爾曼濾波和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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濾波等狀態估計方法在噪聲環境下提供最佳的狀態估計。 

雲端運算和邊緣運算為智慧化控制提供強大的計算支撐。雲端平臺提供海

量資料的存儲和處理能力,能夠進行複雜的機器學習訓練和大資料分析。邊緣運

算將部分計算功能前移到現場設備,減少通訊延遲並提高系統的即時性能。霧運

算在雲端和邊緣之間提供中間層的計算服務。分散式運算架構能夠將複雜的控制

問題分解到多個計算節點並行處理。 

數位雙胞胎技術為智慧化控制提供虛擬測試和最佳化平臺。數位雙胞胎建

立實際系統的高精度數位化模型,能夠即時反映實際系統的狀態變化。虛擬感測

器透過數位模型提供無法直接測量的系統狀態資訊。預測性維護透過數位模型預

測設備的健康狀態和故障風險。控制策略的虛擬驗證能夠在實施前評估控制方案

的效果和風險。 

人機介面技術為智慧化控制系統提供友善的操作介面。視覺化技術將複雜

的系統狀態和控制資訊以直觀的圖形方式呈現。擴增實境技術將虛擬資訊疊加到

實際環境中,提供沉浸式的操作體驗。語音控制和手勢控制為操作人員提供自然

便利的互動方式。專家系統整合領域專家的知識和經驗,為操作人員提供智慧化

的決策支援。 

網路安全在智慧化控制系統中至關重要,需要保護系統免受惡意攻擊和未授

權存取。加密技術保護資料傳輸和存儲的安全性。身份認證和存取控制確保只有

授權用戶能夠操作系統。入侵檢測系統監測網路活動並識別可疑行為。故障安全

設計確保在網路攻擊或系統故障時系統能夠安全停機或轉入安全模式。 

 

參考文獻 

 

[1] McKenna, M. F., Ross, D., Wiggins, S. M., & Hildebrand, J. A. (2012). Underwater 

radiated noise from modern commercial ships. The 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31(1), 92-103. 

 

[2]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2016). ISO 17208-1:2016 

Underwater acoustics - Quantities and procedures for description and measurement of 

underwater sound from ships - Part 1: Requirements for precision measurements in 

deep water used for comparison purposes. Geneva: ISO. 



5 - 24 
 

 

[3] Özden, M. C., Gürkan, A. Y., Özden, Y. A., Canyurt, T. G., & Korkut, E. (2016). 

Underwater radiated noise prediction for a submarine propeller in different flow 

conditions. Ocean Engineering, 126, 488-500. 

 

[4] Sezen, S., Cosgun, T., Yurtseven, A., & Atlar, M. (2021). Numerical investigation 

of marine propeller underwater radiated noise using acoustic analogy part 1: The 

influence of grid resolution. Ocean Engineering, 220, 108423. 

 

[5] Caresta, M., & Kessissoglou, N. J. (2011). Reduction of hull-radiated noise using 

vibroacoustic optimization of the propulsion system. Journal of Ship Research, 55(3), 

149-162. 

 

[6] Hilliard, L., McHomey, D., Palmien, M., & Trocine, S. (2014). Catalog of solutions 

to reduce marine acoustic pollution. 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7] Nehls, G., Betke, K., Eckelmann, S., & Ros, M. (2007). Assessment and costs of 

potential engineering solutions for the mitigation of the impacts of underwater noise 

arising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offshore windfarms. BioConsult SH report to COWRIE 

Ltd. 

 

[8] Koschinski, S., & Lüdemann, K. (2013). Development of noise mitigation measures 

in offshore wind farm construction. Federal Agency for Nature Conservation. 

 

[9] Peng, Y., Jarquin Laguna, A., & Tsouvalas, A. (2023). A multi-physics approach for 

modelling noise mitigation using an air-bubble curtain in impact pile driving. Frontiers 

in Marine Science, 10, 1134776. 

 

[10] Dähne, M., Tougaard, J., Carstensen, J., Rose, A., & Nabe-Nielsen, J. (2017). 

Bubble curtains attenuate noise from offshore wind farm construction and reduce 

temporary habitat loss for harbour porpoises. Marine Ecology Progress Series, 580, 



5 - 25 
 

221-237. 

 

[11] Southall, B. L., Nowacek, D. P., Bowles, A. E., Seger, K., Gemmel, L., Hennessey, 

T., & Scholik-Schlomer, A. (2021). Marine mammal noise exposure criteria: assessing 

the severity of marine mammal behavioral responses to human noise. Aquatic 

Mammals, 47(5), 421-464. 

 

[12] Ellison, W. T., Southall, B. L., Clark, C. W., & Frankel, A. S. (2012). A new 

context‐based approach to assess marine mammal behavioral responses to 

anthropogenic sounds. Conservation Biology, 26(1), 21-28. 

 

[13] Hatch, L. T., & Fristrup, K. M. (2009). No barrier at the boundaries: implementing 

regional frameworks for noise management in protected natural areas. Marine Ecology 

Progress Series, 395, 223-244. 

 

[14] La Manna, G., Picciulin, M., Crobu, A., Perretti, F., Jona Lasinio, G., Clorinda 

Mangano, M., & Sarà, G. (2021). Marine soundscape and fish biophony of a 

Mediterranean marine protected area. PeerJ, 9, e12551. 

 

[15] McKenna, M. F., Rowell, T. J., Margolina, T., Fitzgerald, T., Hoffman, J., Peavey 

Reeves, L. E., & Hatch, L. T. (2024). Understanding vessel noise across a network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s.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196(4), 1-21. 

 

[16] Buscaino, G., Ceraulo, M., Pieretti, N., Corrias, V., Farina, A., Filiciotto, F., ... & 

Mazzola, S. (2016). Temporal patterns in the soundscape of the shallow waters of a 

Mediterranean marine protected area. Scientific Reports, 6(1), 34230. 

 

[17] Gomez, C., Lawson, J. W., Wright, A. J., Buren, A. D., Tollit, D., & Lesage, V. 

(2016). A systematic review on the behavioural responses of wild marine mammals to 

noise: the disparity between science and policy. Canadian Journal of Zoology, 94(12), 

801-819. 



5 - 26 
 

[18] Gordon, J., Thompson, D., Gillespie, D., Lonergan, M., Calderan, S., Jaffey, B., & 

Todd, V. (2007). Assessment of the potential for acoustic deterrents to mitigate the 

impact on marine mammals of underwater noise arising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offshore windfarms. Cowrie Ltd. 

[19] Tomy, J. P., Berger, S., Shin, K. W., Bingham, H., & Sørensen, J. N. (2023). 

Underwater radiated noise as a propeller design constraint. In 7th Underwater Acoustics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UACE2023). 

 



6 - 1 
 

第六章 法規與標準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水下噪音管理的法規框架實現了國際社會對海洋環境保護的共識與承諾。

隨著海洋噪音污染問題的日益嚴峻，各國政府、國際組織和區域合作機構已建立

起多層次、多角度的管理體系，涵蓋從全球性指導原則到地方性實施標準的完整

規範架構[1]。這些法規標準不僅為海洋噪音的監測與評估提供了科學依據，更為

海洋生物保護、生態敏感區域管理和噪音綜合治理建立了制度保障[2]。 

現代水下噪音法規的發展反映了科學認知的不斷深化。早期的海洋環境保

護法規主要關注化學污染和物理破壞，直到 1990 年代，科學界才開始系統性地

認識到噪音對海洋生物的潛在危害[3]。隨著研究證實噪音會對海洋哺乳動物的

聽覺系統造成永久性損傷，並影響其攝食、繁殖和導航行為，國際社會開始制定

專門的水下噪音管理規範 [4]。這一發展過程實現了預防原則 (Precautionary 

Principle)在環境法中的重要作用，即在科學不確定性條件下採取保護措施[5]。 

當代水下噪音法規呈現出顯著的多元化特徵。國際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從商業航運角度制定減噪指導方針，歐盟海洋戰略框

架指令(Marine Strategy Framework Directive, MSFD)建立了區域性環境狀況評估

體系，而美國國家海洋漁業局(National Marine Fisheries Service, NMFS)則發展出

基於聽覺閾值的技術指導標準[6]。這些不同層面的法規相互補充，共同構建起全

球水下噪音管理的制度網絡[7]。 

法規制定面臨的主要挑戰包括科學不確定性、經濟成本考量和國際協調困

難。海洋噪音對不同物種的影響機制仍在研究中，使得閾值設定存在爭議[8]。同

時，噪音防制措施可能增加航運業和海洋工程的營運成本，需要在環境保護與經

濟效益之間尋求平衡[9]。此外，海洋的跨國性質要求國際合作，但各國在環境標

準和執法能力方面存在差異[10]。 

6.1 水下噪音國際規範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國際水下噪音規範構成了全球海洋環境保護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歷

程反映了國際社會對海洋噪音污染認知的逐步深化。這些規範主要通過國際海事

組織、區域海洋保護組織和多邊環境協定來實施，形成了多層次的管理架構[11]。 

國際海事組織作為聯合國專門機構，在制定全球性船舶噪音減緩標準方面發

揮著核心作用。2014 年，IMO 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Marin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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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e, MEPC) 首次通過了《商業航運水下噪音減緩指導方針》

(MEPC.1/Circ.833)，標誌著全球船舶噪音管理進入制度化階段[12]。該指導方針

雖為非強制性文件，但為各國制定相關法規提供了技術框架和實施路徑[13]。 

2023 年，IMO 進一步修訂發佈了《船舶水下輻射噪音減緩修訂指導方針》

(MEPC.1/Circ.906)，該文件在原有基礎上增強了指導方針的實用性和可操作性

[14]。修訂指導方針強調了噪音減緩管理規劃(URN Management Planning)的重要

性，要求船東、設計師和營運商在船舶設計、建造和營運的全生命週期內實施噪

音管理措施[15]。新指導方針還特別關注了能源效率與噪音減緩的協同效應，認

為許多提高能源效率的措施同時具有降低水下噪音的效果[16]。 

6.1.1 IMO 船舶噪音減緩指導方針 IMO Guidelines for Ship Noise Reduction 

IMO 船舶噪音減緩指導方針代表了國際社會在商業航運噪音管理方面的最

高共識，其制定過程歷時近十年，充分實現了多方利益相關者的參與和協商[17]。

指導方針的核心理念是通過技術創新和管理優化來實現水下噪音的系統性減緩，

而非單純的限制性措施[18]。 

指導方針確立了噪音減緩的四大技術途徑：螺槳設計優化、船體形狀改良、

機械設備改進和營運模式調整[19]。螺槳作為船舶主要噪音源，其空化現象是產

生高強度噪音的主要原因。指導方針建議通過優化螺槳負載、確保均勻水流、精

心選擇螺槳特性參數等方式來減少空化[20]。這些技術措施需要在設計階段即予

以考慮，對於既有船舶則可透過螺槳修改來實現部分改善[21]。 

船體設計對噪音控制具有基礎性影響。不均勻的尾流場會增加螺槳空化，

因此船體形狀應設計得儘可能產生均質化的尾流場[22]。指導方針還強調了結構

傳播噪音的重要性，建議通過優化船體構造、應用解耦塗層和結構阻尼等技術來

減少船體水下輻射噪音[23]。 

機械設備的選擇和安裝方式對整體噪音水平具有顯著影響。指導方針建議

優選低噪音機械設備，採用適當的結構傳播音控制措施，合理配置設備在船體中

的位置[24]。振動隔離裝置的使用能有效減少機械振動向船體結構的傳遞，特別

是對於往復式和旋轉式機械如冷凍設備、空氣壓縮機和泵類等設備[25]。 

營運層面的噪音管理措施具有立即可實施的優勢。指導方針特別強調了船

速控制的重要性，對於固定螺距螺槳船舶，降低船速、軸轉速或引擎輸出功率是

極為有效的噪音防制措施[26]。這主要由於噪音強度與螺槳空化程度密切相關，

即使是輕微的功率降低也能大幅減少空化現象[27]。指導方針建議船舶了解並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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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於空化起始速度以下，特別是在國家和國際指定保護區域[28]。 

指導方針還創新性地提出了噪音減緩管理規劃概念，這是一個適用於船舶

營運、設計、建造和改裝的系統性工具[29]。管理規劃包括建立船舶噪音基線（預

測或實測值）、設定具體且量化的噪音目標、評估各種技術與營運措施的減噪效

果[30]。這種規劃方法允許客製化策略制定，並提供了兩種不同詳細程度的範本

以指導船東和設計師[31]。 

6.1.2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相關條款 UNCLOS Related Provisions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雖未直接涉及水下噪音管理，但其海洋環境保護條款為噪音污染控制

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基礎[32]。公約第十二部分「海洋環境的保護和保全」確立了

各國保護海洋環境的一般義務和具體責任[33]。 

公約第 192 條規定各國有保護和保全海洋環境的一般義務，這一條款被廣

泛解釋為包括對各種形式海洋污染的預防和控制，其中包括噪音污染[34]。第 194

條要求各國採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減少和控制任何來源的海洋環境污染，並確

保在其管轄或控制下的活動不致損害其他國家及其環境的地區[35]。這一跨界環

境責任原則對於海洋噪音管理具有重要意義，因為海洋噪音具有跨國傳播特性

[36]。 

公約第 211 條專門規定了船舶污染的預防、減少和控制措施，授權各國制

定適用於懸掛其旗幟船舶的法律法規[37]。雖然該條主要針對化學污染，但現代

法理學界普遍認為其適用範圍應擴展至包括噪音在內的各種形式污染[38]。此外，

第 220條賦予沿海國對經過其專屬經濟區的外國船舶實施環境管制措施的權力，

為區域性噪音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據[39]。 

公約第 234 條關於冰覆蓋區域的特別條款對於極地地區的噪音管理具有重

要意義。該條款允許沿海國在其專屬經濟區內的冰覆蓋區域制定並執行更嚴格的

船舶污染防治法律法規[40]。考慮到極地海洋生物對噪音干擾的特殊敏感性，這

一條款為實施更嚴格的噪音管制措施提供了法理支持[41]。 

6.1.3 國際海事組織強制性規範發展  Development of IMO Mandatory 

Regulations 

雖然現行 IMO 指導方針屬於非強制性質，但國際社會正積極推動強制性船

舶噪音規範的制定。這一發展趨勢反映了對海洋噪音問題嚴重性認識的深化，以

及自願性措施在全球範圍內實施效果的局限性[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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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規範的制定面臨多重挑戰。首先是技術標準的統一問題，不同類型

和大小的船舶在噪音特性方面存在顯著差異，制定統一的限值標準具有很大困難

[43]。其次是檢測方法的標準化，需要建立全球統一的噪音測量程序和設備要求

[44]。第三是執法機制的建立，需要明確港口國、旗國和沿海國在噪音管制方面

的職責分工[45]。 

目前討論的強制性框架主要包括三個層面：新建船舶噪音限值標準、既有

船舶改造要求和特殊區域管制措施[46]。新建船舶標準將要求船舶在設計和建造

階段即符合特定的噪音限值，並取得相應的認證[47]。既有船舶改造要求則針對

高噪音船舶設定逐步淘汰或改造時間表[48]。特殊區域管制措施允許在生態敏感

區域實施更嚴格的噪音限制[49]。 

國際標準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在技術標

準制定方面發揮重要作用。ISO 17208 系列標準為船舶水下噪音的測量和評估提

供了技術規範，包括深水測量要求(ISO 17208-1)、聲源級計算方法(ISO 17208-2)

和淺水測量程序(ISO 17208-3)[50]。這些標準為強制性規範的實施提供了技術基

礎，同時促進了全球噪音數據的可比性[51]。 

6.2 水下區域與國家規範 Regional and National Regulations 
區域和國家層面的水下噪音法規實現了不同地區對海洋環境保護的特殊需

求和政策偏好。這些規範通常比國際性指導方針更加具體和嚴格，反映了區域海

洋生態系統的特殊性和當地社會的環境保護需求[52]。 

歐盟在區域性海洋噪音管理方面處於領先地位，其海洋戰略框架指令建立

了世界上首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海洋噪音管理體系[53]。美國則通過海洋哺乳動

物保護法和相關技術指導建立了基於科學研究的管理框架[54]。其他海洋國家如

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日本也在制定符合本國海洋環境特點的噪音管理法規[55]。 

6.2.1 歐盟海洋戰略框架指令 EU Marine Strategy Framework Directive 

歐盟海洋戰略框架指令(MSFD)是全球首個將水下噪音明確納入法律管制

範圍的區域性環境法規，其實施標誌著海洋噪音管理從科學研究轉向法律實踐的

重要里程碑[56]。該指令於 2008 年通過，要求歐盟成員國在 2020 年前實現海洋

環境的良好狀態(Good Environmental Status, GES)[57]。 

MSFD 建立了十一個描述子(Descriptor)來評估海洋環境狀態，其中描述子

11 專門針對「能源輸入，包括水下噪音」[58]。該描述子要求人為能源輸入，包

括水下噪音，應控制在不對海洋環境產生不利影響的水平[59]。這一要求具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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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約束力，成員國必須制定相應的監測計畫和管理措施[60]。 

2017 年，歐盟委員會發佈了關於良好環境狀態標準的決定(Commission 

Decision 2017/848)，為水下噪音管理提供了具體的技術指標[61]。該決定區分了

脈衝性噪音和連續性噪音兩種類型，並設定了不同的評估標準[62]。脈衝性噪音

主要來源於地震勘探、打樁作業和爆破活動，其評估基於噪音事件的空間分佈和

時間範圍[63]。連續性噪音主要來源於船舶交通，其評估基於環境噪音水平的長

期趨勢[64]。 

2022 年，歐盟進一步制定了水下噪音閾值建議，為成員國實施 MSFD 提供

了量化標準[65]。對於連續性水下噪音，建議目標物種棲息地中噪音水平超過生

物不利影響起始水平(Level of Onset of Biologically Adverse Effects, LOBE)的區域

不得超過 20%[66]。對於脈衝性噪音，建議短期暴露(一日)情況下，物種利用的

評估區域中超過 LOBE 的部分不得超過 20%；長期暴露(一年)情況下，年平均超

過 LOBE 的區域不得超過 10%[67]。 

MSFD 的實施面臨諸多挑戰。首先是監測技術的限制，海洋噪音監測需要

大量的水聽器陣列和長期的數據收集，成本高昂且技術複雜[68]。其次是科學知

識的不足，對於不同海洋物種的噪音敏感性和影響閾值仍缺乏充分的科學認識

[69]。第三是跨國協調的困難，海洋噪音具有跨界傳播特性，需要鄰國間的密切

合作[70]。 

6.2.2 美國海洋哺乳動物保護法規 US Marine Mammal Protection Act Regulations 

美國海洋哺乳動物保護法(Marine Mammal Protection Act, MMPA)建立了全

球最完善的海洋哺乳動物聲學保護體系，其技術指導文件被國際社會廣泛參考和

採用[71]。MMPA 於 1972 年頒佈，旨在保護海洋哺乳動物免受人為活動的有害

影響[72]。 

2018 年，美國國家海洋漁業局發佈了《人為聲音對海洋哺乳動物聽覺影響

評 估 技 術 指 導 》 修 訂 版 (Technical Guidance for 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Anthropogenic Sound on Marine Mammal Hearing)，該文件建立了基於聽覺閾值的

噪音管理框架[73]。技術指導將海洋哺乳動物分為五個聽覺群組：低頻鯨類(須鯨

類)、中頻鯨類(海豚等齒鯨類)、高頻鯨類(真正的鼠海豚等)、鰭足類海豹(水中)

和鰭足類海獅(水中)[74]。 

技術指導建立了兩類聲學影響閾值：永久性聽力閾值偏移 (Permanent 

Threshold Shift, PTS)起始閾值和暫時性聽力閾值偏移(Temporary Threshold Sh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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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S)起始閾值[75]。PTS 起始閾值被視為聽覺損傷的標準，而 TTS 起始閾值則作

為行為干擾的參考[76]。這些閾值採用雙重指標體系：對於脈衝性聲源使用加權

累積聲暴露級(weighted cumulative sound exposure level, SELcum)和峰值聲壓級

(peak sound level)；對於非脈衝性聲源僅使用加權累積聲暴露級[77]。 

技術指導的一大創新是引入了海洋哺乳動物聽覺加權函數(Marine Mammal 

Auditory Weighting Functions)，這些函數反映了不同聽覺群組對不同頻率聲音的

敏感性差異[78]。加權函數的應用使得噪音影響評估更加科學和準確，能夠更好

地預測聲暴露對特定物種群組的潛在影響[79]。 

MMPA 的執行機制包括多個層面。對於可能對海洋哺乳動物產生騷擾的活

動，申請人需要向 NMFS 申請意外捕獲授權(Incidental Take Authorization)[80]。

授權過程包括環境影響評估、公眾諮詢和科學審查等程序[81]。獲得授權的活動

必須實施相應的緩解和監測措施，如設立觀察員計畫、實施軟啟動程序和建立排

除區域等[82]。 

6.2.3 其他國家和區域組織法規 Other National and Regional Regulations 

除美歐外，其他海洋國家也在積極制定水下噪音管理法規。澳大利亞環境

保護和生物多樣性保護法(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ct, EPBC Act)為海洋哺乳動物聲學保護提供了法律框架[83]。該法案的政策聲明

2.1 專門針對近海地震勘探與鯨魚的相互作用制定了產業指導方針[84]。 

加拿大漁業和海洋部(Fisheries and Oceans Canada)制定了海洋哺乳動物聲學

指導方針，採用與美國類似的基於聽覺閾值的管理方法[85]。該指導方針特別關

注北極地區的噪音管理，考慮到該地區海洋哺乳動物的特殊生態需求[86]。 

區域海洋保護組織也在推進噪音管理合作。東北大西洋海洋環境保護委員

會(OSPAR Commission)和波羅的海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Helsinki Commission, 

HELCOM)都將水下噪音列為優先關注的環境問題[87]。OSPAR 制定了水下噪音

監測指導方針，要求成員國建立長期監測計畫[88]。HELCOM 則重點關注波羅的

海地區的商業航運噪音管理[89]。 

南極海洋生物資源保護委員會(Commiss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Antarctic 

Marine Living Resources, CCAMLR)雖然尚未制定專門的噪音管理規定，但其生

態系統管理方法為該地區的噪音管制提供了政策框架[90]。南極和南大洋聯盟

(Antarctic and Southern Ocean Coalition)等環保組織持續呼籲在南極地區實施更嚴

格的噪音管制措施[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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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捕鯨委員會(International Whaling Commission, IWC)雖然主要關注鯨魚

捕撈管理，但近年來也越來越重視噪音對鯨魚的影響[92]。IWC 科學委員會定期

評估海洋噪音對鯨類的影響，並向各國政府提供管理建議[93]。 

6.3 水下生態敏感區標準 Standards for Ecologically Sensitive Areas 
生態敏感區域的水下噪音管理標準代表了海洋環境保護法規的最高要求，這

些標準基於生態系統的脆弱性、物種的保護狀況和棲息地的重要性而制定[94]。

生態敏感區通常包括海洋保護區、重要海洋哺乳動物棲息地、魚類繁殖場所和候

鳥遷徙路徑等[95]。 

6.3.1 海洋保護區噪音管制 Marine Protected Areas Noise Control 

海洋保護區(Marine Protected Areas, MPAs)的噪音管制實現了「聲學庇護所」

(Acoustic Refugia)的概念，即為海洋生物提供相對安靜的棲息環境[96]。這一概

念基於海洋生物對聲學環境的依賴性，特別是對於依靠聲音進行覓食、繁殖、導

航和通訊的物種[97]。 

傳統的海洋保護區主要通過限制捕撈、禁止開發等措施來保護海洋生物，

但隨著對海洋噪音影響認識的深化，越來越多的保護區開始將噪音管制納入管理

範疇[98]。美國國家海洋保護區辦公室(Office of National Marine Sanctuaries)率先

在多個海洋保護區實施噪音監測和管制計畫[99]。 

蒙特瑞灣國家海洋保護區是實施噪音管制的典型案例。該保護區建立了長

期水下噪音監測網絡，實時追蹤商業航運和軍事活動對海洋環境的聲學影響

[100]。保護區管理當局與當地港務機構合作，推動船舶採用減速航行等措施來降

低噪音[101]。研究顯示，船舶減速 10%能夠使噪音水平降低約 3 分貝，對海洋

哺乳動物的通訊干擾明顯減少[102]。 

歐洲的海洋保護區也在加強噪音管制。地中海和黑海總協定(Barcelona 

Convention)框架下的特別保護區(Specially Protected Areas)正在制定統一的噪音

管理標準[103]。這些標準特別關注地中海條紋海豚和長鬚鯨等瀕危物種的保護

需求[104]。 

海洋保護區噪音管制面臨的主要挑戰是執法權限的限制。大多數保護區僅

能管制其邊界內的活動，但海洋噪音具有長距離傳播特性，來自保護區外的噪音

同樣會對區內生物造成影響[105]。這要求建立更大範圍的區域協調機制和跨界

執法合作[106]。 

6.3.2 關鍵棲息地保護標準 Critical Habitat Protection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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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棲息地的聲學保護標準通常比一般區域更加嚴格，這些標準基於目標

物種的生態需求和棲息地的重要性而制定[107]。美國瀕危物種法(Endangered 

Species Act)為關鍵棲息地的劃定和保護提供了法律依據[108]。 

北大西洋露脊鯨(North Atlantic Right Whale)的關鍵棲息地保護是成功案例

之一。該物種僅存約 340 隻個體，面臨嚴重的生存威脅[109]。美國國家海洋漁業

局與國際海事組織合作，在露脊鯨的主要棲息地和遷徙通道實施了強制性船舶交

通管制措施[110]。這些措施包括季節性航速限制、航道調整和實時鯨魚位置警報

系統[111]。 

太平洋灰鯨的遷徙通道保護也取得了顯著成效。該物種每年在阿拉斯加和

墨西哥之間進行長達 20,000 公里的遷徙，是世界上最長的哺乳動物遷徙路線

[112]。美國西海岸的港口和航運公司自願實施「藍色鯨魚計畫」，在灰鯨遷徙期

間採用減速航行措施[113]。該計畫不僅降低了船舶與鯨魚碰撞的風險，也大幅減

少了水下噪音對鯨魚通訊的干擾[114]。 

魚類繁殖場所的噪音保護標準主要關注產卵期和幼魚發育期的特殊需求。

研究表明，水下噪音會影響魚類的產卵行為、精子活力和胚胎發育[115]。挪威羅

弗敦群島的鱈魚繁殖場實施了嚴格的噪音管制措施，在繁殖季節限制海洋工程活

動和高噪音船舶通行[116]。 

6.3.3 季節性和時間性限制措施 Seasonal and Temporal Restriction Measures 

季節性噪音限制措施基於海洋生物生活史的時間變化模式，在關鍵生物學

期間實施更嚴格的噪音管制[117]。這些措施通常涵蓋繁殖期、遷徙期、攝食期和

育幼期等重要時段[118]。 

鯨魚繁殖期的噪音限制是最常見的季節性措施。座頭鯨在繁殖期會進行複

雜的求偶歌聲，人為噪音會干擾這種重要的生物學行為[119]。夏威夷海域在座頭

鯨繁殖季節(12 月至 5 月)實施船舶噪音管制措施，要求商業船舶保持與鯨魚的最

小距離，並避免高噪音活動[120]。 

海鳥繁殖期的噪音管制也越來越受到重視。海鳥依靠聲音進行配對溝通和

幼鳥撫養，噪音干擾會影響其繁殖成功率[121]。英國的海鳥保護區在繁殖季節限

制近海風電場的建設活動，避免打樁噪音對海鳥造成驚擾[122]。 

時間性限制措施通常針對生物活動的日夜節律模式。許多海洋生物在夜間

更加活躍，對噪音也更加敏感[123]。一些港口實施「安靜時間」措施，限制夜間

的裝卸作業和船舶維修活動[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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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節性和時間性限制措施的實施需要精確的生物學資訊支持。這要求建立

長期的生物監測計畫，追蹤目標物種的時空分佈模式和生物學週期[125]。同時，

還需要與海運業、漁業和其他海洋使用者建立有效的溝通協調機制[126]。 

6.4 海洋生物保護標準 Marine Species Protection Standards 
海洋生物保護標準構成了水下噪音法規體系的核心內容，這些標準基於不

同物種的聽覺特性、行為模式和生態需求而制定[127]。現代保護標準已從單一物

種保護轉向生態系統保護，同時考慮物種間的相互作用和食物網結構[128]。 

6.4.1 海洋哺乳動物聽覺閾值標準 Marine Mammal Auditory Threshold 

Standards 

海洋哺乳動物聽覺閾值標準代表了當前水下噪音管理的最高科學水準，這

些標準基於大量的實驗研究和野外觀察數據[129]。美國 NMFS 技術指導建立的

五個功能性聽覺群組為全球海洋哺乳動物保護提供了科學基礎[130]。 

低頻鯨類(須鯨類)的聽覺閾值標準主要針對藍鯨、長鬚鯨、座頭鯨等大型鯨

類。這些物種的聽覺敏感範圍為 7Hz 至 35kHz，與商業船舶的主要噪音頻段高度

重疊[131]。對於脈衝性噪音，PTS 起始閾值設定為 183dB re 1 μPa²·s(加權累積聲

暴露級)或 219dB re 1 μPa(峰值聲壓級)；對於非脈衝性噪音，PTS 起始閾值為

199dB re 1 μPa²·s[132]。 

中頻鯨類的閾值標準涵蓋大部分海豚和齒鯨類動物，聽覺敏感範圍為 150 

Hz 至 160kHz[133]。這一群組的 PTS 起始閾值為：脈衝性噪音 185dB re 1 μPa²·s(加

權)或 230dB re 1 μPa(峰值)；非脈衝性噪音 198dB re 1 μPa²·s(加權)[134]。 

高頻鯨類主要包括鼠海豚、小齒鯨等小型齒鯨類動物，聽覺敏感範圍為

275Hz 至 160kHz[135]。由於這些動物體型較小、聽覺系統更加敏感，其閾值標

準相對較低：脈衝性噪音 155dB re 1 μPa²·s(加權)或 202dB re 1 μPa(峰值)；非脈

衝性噪音 173dB re 1 μPa²·s(加權)[136]。 

鰭足類動物分為兩個亞群：海豹類(水中聽覺敏感範圍 50Hz 至 86kHz)和海

獅類(水中聽覺敏感範圍 60Hz 至 39kHz)[137]。海豹類的 PTS 起始閾值為：脈衝

性噪音 185dB re 1 μPa²·s(加權)或 218dB re 1 μPa(峰值)；非脈衝性噪音 201dB re 

1 μPa²·s(加權)[138]。海獅類的 PTS 起始閾值為：脈衝性噪音 203dB re 1 μPa²·s(加

權)或 232dB re 1 μPa(峰值)；非脈衝性噪音 219dB re 1 μPa²·s(加權)[139]。 

這些閾值標準採用了加權函數方法，反映了不同物種對不同頻率聲音的敏

感性差異[140]。加權函數基於每個聽覺群組的複合聽力圖，經過大量聽覺實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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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的驗證和校準[141]。 

6.4.2 魚類和無脊椎動物保護準則 Fish and Invertebrate Protection Guidelines 

魚類和海洋無脊椎動物的水下噪音保護起步較晚，主要原因是這些動物的

聽覺系統研究相對不足[142]。然而，越來越多的研究證實噪音對魚類和無脊椎動

物具有顯著影響，包括聽覺損傷、行為改變和生理應激[143]。 

魚類聽覺保護準則主要基於魚類聽覺系統的解剖學和生理學特徵。魚類可

分為三個聽覺群組：具有氣鰾且與聽覺系統相連的魚類(如鯉魚科)、具有氣鰾但

與聽覺系統無直接聯繫的魚類(如鱸魚科)，以及無氣鰾的魚類(如鮭魚科)[144]。

不同群組對聲音的敏感性存在顯著差異，氣鰾與聽覺系統相連的魚類通常具有更

高的聽覺敏感性[145]。 

歐盟制定的魚類噪音暴露準則建議：對於聽覺敏感魚類，單次脈衝暴露的

SEL不應超過156dB re 1 μPa²·s，累積暴露的SEL不應超過 158dB re 1 μPa²·s[146]。

對於聽覺不敏感魚類，相應的閾值為單次暴露164dB re 1 μPa²·s和累積暴露170dB 

re 1 μPa²·s[147]。 

海洋無脊椎動物的噪音保護標準仍在發展中。頭足類動物(章魚、魷魚等)具

有相對發達的聽覺系統，對低頻聲音較為敏感[148]。研究顯示，強烈的水下噪音

會對章魚的平衡器官造成損傷，影響其游泳和捕食能力[149]。甲殼類動物(蝦、

蟹等)雖然沒有專門的聽覺器官，但能夠感知水中的振動和壓力變化[150]。 

6.4.3 瀕危物種特殊保護措施 Special Protection Measures for Endangered Species 

瀕危海洋物種享有最嚴格的水下噪音保護措施，這些措施通常超越一般物

種保護標準，實現了預防原則在物種保護中的應用[151]。瀕危物種保護需要考慮

物種的保護狀況、族群大小、分佈範圍和威脅因素[152]。 

北大西洋露脊鯨作為極度瀕危物種，享有特殊的聲學保護措施。美國和加

拿大政府建立了動態管理系統，基於鯨魚的實時分佈數據調整船舶交通管制措施

[153]。該系統結合了聲學監測、視覺觀察和衛星追蹤等多種技術手段，能夠及時

識別鯨魚聚集區域並實施保護措施[154]。 

南露脊鯨在其重要棲息地也享有類似的保護。阿根廷瓦爾德斯半島是南露

脊鯨的主要繁殖地，當地政府實施了嚴格的船舶噪音管制措施[155]。在繁殖季節，

商業船舶必須保持與鯨魚的最小距離，並避免在夜間進行高噪音活動[156]。 

地中海僧海豹作為世界上最瀕危的海洋哺乳動物之一，其棲息地受到特殊

保護。地中海沿岸國家建立了僧海豹保護網絡，在其主要棲息地實施全年噪音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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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措施[157]。這些措施包括限制船舶通行、禁止地震勘探和規範潛水活動等[158]。 

太平洋小頭鼠海豚(Vaquita)是另一個需要特殊保護的例子。該物種僅分佈在

墨西哥加利福尼亞灣北部，目前僅存約 10 隻個體[159]。墨西哥政府在小頭鼠海

豚棲息地建立了永久性禁漁區，並嚴格限制船舶活動[160]。 

瀕危物種保護措施的實施面臨多重挑戰。首先是科學知識的不足，對於許

多瀕危海洋物種的聽覺特性和噪音敏感性缺乏充分了解[161]。其次是經濟成本

考量，嚴格的保護措施可能對當地漁業和航運業造成經濟影響[162]。第三是國際

協調困難，許多瀕危物種的分佈範圍跨越多個國家，需要建立有效的國際合作機

制[163]。 

6.5 水下噪音綜合管理指標 Integrated Management Indicators 
水下噪音綜合管理指標體系代表了海洋噪音監管從單一參數控制向生態系

統綜合評估的轉變。這些指標不僅考慮噪音的物理特性，還納入了生態影響、社

會經濟因素和管理效果等多個角度[164]。 

6.5.1 生態風險評估框架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Framework 

生態風險評估為水下噪音管理提供了科學化的決策支持工具，其核心思想

是量化噪音暴露對海洋生態系統的潛在影響[165]。風險評估框架通常包括危害

識別、暴露評估、效應評估和風險表徵四個步驟[166]。 

危害識別階段需要確定可能對海洋生物造成不利影響的噪音源和噪音特徵。

這包括噪音的頻率範圍、強度水平、持續時間、重複頻率和空間分佈等參數[167]。

不同類型的噪音源具有不同的危害特徵，例如，商業航運產生的連續性低頻噪音

主要影響大型鯨類的長距離通訊，而海洋工程的脈衝性噪音則可能造成近距離生

物的聽覺損傷[168]。 

暴露評估階段需要量化海洋生物實際接收到的噪音水平。這要求建立聲傳

播模型，考慮海洋環境的聲學特性、生物的空間分佈和時間活動模式[169]。現代

暴露評估越來越多地採用個體基礎模型(Individual-Based Model)，能夠追蹤個體

動物的移動軌跡和噪音暴露歷史[170]。 

效應評估階段需要建立噪音暴露與生物學效應之間的劑量-反應關係。這些

效應可能包括聽覺閾值偏移、行為改變、生理應激、繁殖成功率下降和死亡率增

加等[171]。效應評估的挑戰在於從實驗室研究結果外推到野外條件，以及從個體

效應推斷到族群和生態系統層面的影響[172]。 

風險表徵階段整合前述評估結果，量化噪音對海洋生態系統的整體風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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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這通常採用機率性方法，考慮各種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173]。風險表徵的結

果為管理決策提供科學依據，幫助確定可接受的風險水平和相應的管理措施

[174]。 

6.5.2 累積影響評估方法 Cumulative Impact Assessment Methods 

累積影響評估認識到海洋環境面臨多種人為壓力的同時作用，噪音影響不

能脫離其他壓力因素單獨考慮[175]。這種方法特別重要，因為海洋生物可能同時

面臨噪音污染、化學污染、過度捕撈、氣候變化等多重威脅[176]。 

空間累積評估關注不同噪音源在空間上的疊加效應。海洋環境中可能同時

存在商業航運、軍事活動、海洋工程、地震勘探等多種噪音源[177]。這些噪音源

的聲場在空間上相互疊加，形成複雜的聲學景觀[178]。空間累積評估需要建立多

源聲場疊加模型，考慮不同頻率成分的相干和非相干疊加[179]。 

時間累積評估關注長期噪音暴露的積累效應。許多海洋生物具有季節性遷

徙習性，在不同時期可能暴露於不同的噪音環境[180]。例如，灰鯨在夏季位於阿

拉斯加的攝食區，噪音暴露主要來自漁業活動；在冬季遷徙到墨西哥的繁殖區，

噪音暴露主要來自商業航運[181]。時間累積評估需要追蹤動物的全年暴露歷史，

評估長期暴露的潛在影響[182]。 

跨壓力累積評估考慮噪音與其他環境壓力的相互作用效應。研究表明，噪

音壓力可能加劇化學污染的毒性效應，或者降低動物對氣候變化的適應能力

[183]。這種相互作用可能是加和性的、協同性的或拮抗性的，需要通過多因子實

驗研究來量化[184]。 

6.5.3 管理效果評估指標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Assessment Indicators 

管理效果評估旨在量化噪音管理措施的實際效果，為政策調整和改進提供

依據[185]。有效的評估指標體系應該包括過程指標、結果指標和影響指標三個層

面[186]。 

過程指標評估管理措施的實施情況，包括法規遵守率、執法頻率、技術措施

採用率等[187]。例如，IMO 船舶噪音減緩指導方針的實施效果可以通過參與船

舶數量、減噪技術採用比例、港口激勵措施普及率等指標來評估[188]。過程指標

的優勢是能夠及時反映管理工作的進展，但不能直接說明環境效果[189]。 

結果指標評估管理措施對噪音環境的直接改善效果，主要包括環境噪音水

平變化、噪音暴露程度降低、安靜區域增加等[190]。這些指標需要基於長期的噪

音監測數據，能夠客觀反映聲學環境的改善程度[191]。例如，船舶交通管制措施



6 - 13 
 

的效果可以通過保護區內噪音水平的降低程度來評估[192]。 

影響指標評估管理措施對海洋生物和生態系統的最終保護效果，包括物種

豐度變化、分佈範圍恢復、繁殖成功率提高等[193]。這些指標最能反映管理措施

的根本目標達成情況，但通常需要較長時間才能顯現效果，且容易受到其他因子

的干擾[194]。 

適應性管理框架將管理效果評估與政策調整緊密結合，形成「實施-監測-評

估-調整」的循環過程[195]。這種方法認識到海洋環境管理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

通過持續學習和改進來提高管理效果[196]。適應性管理特別適用於科學認知不

斷發展的水下噪音管理領域[197]。 

綜合管理指標體系還需要考慮社會經濟因素，包括管理成本、經濟影響、社

會接受度等[198]。可持續的噪音管理必須在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尋求平衡，

確保管理措施的長期可行性[199]。這要求建立跨學科的評估框架，整合生態學、

經濟學、社會學等多個領域的研究成果[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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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政策發展與未來展望  
Policy Development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水下噪音管理正處於快速發展的轉捩點，隨著全球海洋活動的持續增長和

環境意識的提升，政策發展與未來展望已成為海洋環境保護的核心議題。第 7 章

深入探討當前和未來水下噪音治理的政策發展趨勢、跨領域合作模式、永續發展

目標的整合，以及具體的政策建議與推動策略。本章旨在為政策制定者、海洋管

理者、產業界和學術研究者提供前瞻性的指導，促進全球水下噪音治理體系的完

善與發展。 

當代水下噪音政策發展呈現出從單一部門管理向綜合生態系統管理的轉變

趨勢。傳統的水下噪音管理多集中在特定活動的局部管控，如船舶噪音標準或建

設工程的環境影響評估。然而，隨著海洋空間利用的複雜化和累積效應認識的深

化，現代政策框架越來越重視跨部門協調、多尺度整合、以及基於生態系統的管

理方法。歐盟海洋策略框架指令（Marine Strategy Framework Directive, MSFD）

的 D11 描述符標誌著全球首個系統性的水下噪音立法框架，為其他區域和國家

提供了重要的政策範本[1]。 

技術創新正在重塑水下噪音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方式。人工智慧、物聯網、區

塊鏈、數位孿生等新興技術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工具和能力，使得即

時監測、精準預測、透明治理成為可能。這些技術不僅提升了政策實施的效率和

效果，也為利害關係人參與和公眾監督創造了新的途徑。同時，氣候變化、海平

面上升、海洋酸化等全球環境變化正在改變海洋聲環境的基線條件，要求政策框

架具備足夠的適應性和彈性來應對不確定的未來情境[2]。 

國際合作與治理機制的完善是未來水下噪音政策發展的重點方向。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SDGs）特別是 SDG 14「保護和永續利用海洋與海洋資源」，為

全球水下噪音治理提供了共同的願景和目標。聯合國海洋科學促進永續發展十年

（UN Decade of Ocean Scienc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21-2030）進一步強

調了科學基礎的政策制定和多邊合作的重要性。國際海事組織（IMO）的水下噪

音減緩指導方針雖非強制性，但為全球航運業建立了重要的技術標準和最佳實務

準則[3]。 

7.1 技術與管理新趨勢 Emerging Trends i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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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與管理新趨勢正在根本性地改變水下噪音治理的範式和實踐方式。在

數位轉型的推動下，新興技術不僅提升了監測和預測能力，更為政策制定、實施

監督、以及利害關係人參與創造了全新的可能性。同時，管理理念的演進也從傳

統的命令控制模式轉向更加靈活、適應性強、以及參與式的治理架構。這些技術

與管理的融合發展，為應對日益複雜的海洋環境挑戰提供了創新的解決方案[4]。 

當前技術發展的核心特徵包括智能化、網絡化、即時化和精準化。人工智慧

技術在水下噪音領域的應用日益成熟，從基礎的模式識別發展到複雜的預測建模

和決策支援。機器學習演算法能夠從海量的聲學監測資料中提取有價值的資訊，

識別噪音來源、預測生物反應、評估累積影響。深度學習技術特別在聲紋識別、

異常檢測、以及時序預測方面展現出優異的性能，為即時監測和預警系統提供了

強大的技術支撐[5]。 

物聯網（IoT）技術的發展使得海洋監測網絡的部署和維護成本大幅降低，

同時提升了資料收集的時空解析度和準確性。新一代的智能浮標、水下感測器、

以及自主水下載具（AUV）配備了先進的聲學感測器、資料處理能力、以及通訊

模組，能夠在惡劣的海洋環境中長期穩定運作。邊緣計算技術使得資料處理能夠

在感測器端進行，減少了資料傳輸的延遲和頻寬需求，提升了系統的即時響應能

力[6]。 

區塊鏈技術在海洋環境治理中的應用前景廣闊，特別是在提升治理透明度、

確保資料完整性、以及促進多方合作方面。基於區塊鏈的環境監測系統能夠創建

不可竄改的環境資料記錄，增強公眾對監管機構和企業環境表現的信任。智能合

約技術可以自動執行環境法規的某些條款，如當噪音水準超過閾值時自動觸發警

告或懲罰機制。這種技術還為碳信用交易、環境損害賠償、以及跨境環境合作提

供了新的機制[7]。 

數位孿生（Digital Twin）技術代表了海洋環境管理領域的重大技術突破。

數位孿生透過整合物理感測器資料、數值模型、以及歷史資料，創建海洋環境的

虛擬複本，能夠即時反映真實海洋的狀態變化。在水下噪音管理中，數位孿生系

統可以模擬不同噪音源的時空分布、預測聲場變化、評估防制措施的效果、以及

支援情境分析和決策制定。這種技術特別適用於複雜海域的綜合管理，如繁忙港

口、海上風場、以及海洋保護區[8]。 

雲端運算和大資料分析技術為處理海洋聲學大資料提供了強大的基礎設施

支援。現代海洋監測網絡每天產生 TB 級的聲學資料，傳統的資料處理方法已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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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滿足即時分析的需求。雲端運算平台提供了彈性的計算資源和先進的分析工具，

使得研究者和管理者能夠進行大規模的資料挖掘和模式發現。分散式計算框架如

Hadoop 和 Spark 為並行處理海量聲學資料提供了高效的解決方案[9]。 

7.1.1 智能監測與預警系統 Intelligent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Systems 

智能監測與預警系統代表了水下噪音管理技術發展的前沿方向，透過整合

先進感測技術、人工智慧演算法、以及即時通訊網絡，建構全天候、多角度、智

能化的海洋聲環境監測體系。這類系統不僅能夠提供高精度的噪音水準測量，更

重要的是具備了預測、診斷、以及決策支援的智能功能，為海洋環境保護和可持

續利用提供了科學可靠的技術保障[10]。 

現代智能監測系統的核心架構通常包含感知層、網絡層、處理層、以及應用

層四個主要組成部分。感知層由分佈式的聲學感測器網絡構成，包括固定式水下

監測站、漂流式監測浮標、自主水下載具、以及船載監測設備。新一代感測器採

用 MEMS 技術製造，具有小型化、低功耗、高精度的特點，能夠在-2°C 到 40°C

的溫度範圍內穩定工作，監測頻率範圍覆蓋 10 Hz 到 100 kHz，動態範圍達到

120dB 以上。這些感測器配備了先進的數位信號處理晶片，能夠在邊緣端進行初

步的資料預處理和特徵提取，大幅減少了資料傳輸量和處理延遲[11]。 

網絡層負責將感知層收集的資料安全、可靠地傳輸到資料處理中心。海洋

環境的特殊性要求監測網絡具備多元化的通訊手段，包括水下聲學通訊、光纖通

訊、衛星通訊、以及無線射頻通訊。新興的 5G 和低軌衛星技術為海洋監測提供

了更高的頻寬和更低的延遲，使得高解析度音頻資料的即時傳輸成為可能。軟體

定義網絡（SDN）技術使得網絡配置更加靈活，能夠根據監測任務的需求動態調

整資料傳輸路徑和優先級[12]。 

處理層是智能監測系統的"大腦"，負責對海量聲學資料進行智能分析和處

理。先進的信號處理演算法包括頻譜分析、小波轉換、經驗模態分解（EMD）、

以及非線性動力學分析等，能夠從複雜的海洋聲環境中提取有用的資訊。人工智

慧演算法特別是深度學習模型，在聲源識別、噪音分類、以及異常檢測方面表現

優異。卷積神經網絡（CNN）擅長處理聲譜圖的空間特徵，循環神經網絡（RNN）

和長短期記憶網絡（LSTM）則適合捕捉時序信號的動態特性。注意力機制

（Attention Mechanism）和 Transformer 架構為處理長序列聲學資料提供了新的

解決方案[13]。 

預警功能是智能監測系統的關鍵能力，通過建立多層次、多時間尺度的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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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機制，能夠及早發現潛在的生態風險並觸發相應的應對措施。短期預警（1-24

小時）主要關注突發性噪音事件，如船舶碰撞、爆破作業、機械故障等，通過異

常檢測演算法和閾值監控實現。中期預警（1-30 天）關注持續性噪音累積和生物

行為變化，運用時間序列分析和趨勢預測方法。長期預警（季節至年度）關注氣

候變化、人類活動模式變化對海洋聲環境的影響，需要整合氣象、海況、船舶交

通等多元資料進行綜合分析[14]。 

智能診斷系統能夠自動識別噪音來源、評估影響程度、以及推薦防制措施。

聲紋識別技術透過分析噪音的頻譜特徵、時域特性、以及調製模式，能夠準確識

別不同類型的噪音源，如商船、漁船、工程船、軍艦等。機器學習分類器如支持

向量機（SVM）、隨機森林（RF）、以及深度神經網絡在聲源分類任務中達到了

95%以上的準確率。專家系統整合領域專家的知識和經驗，能夠根據噪音特徵、

環境條件、以及生物分佈情況自動評估生態風險等級，並推薦適當的防制措施

[15]。 

決策支援功能透過整合監測資料、預測模型、以及管理目標，為海洋管理者

提供科學的決策建議。多準則決策分析（MCDA）方法能夠綜合考慮生態保護、

經濟發展、社會福利等多重目標，為複雜的管理決策提供量化支援。情境分析和

敏感度分析幫助決策者理解不同管理選項的潛在後果和不確定性。視覺化技術將

複雜的分析結果轉化為直觀的圖表、地圖、以及儀表板，支援快速決策和有效溝

通[16]。 

系統整合與標準化是智能監測系統大規模部署的關鍵挑戰。不同廠商的設

備、不同機構的系統往往採用不同的技術標準和資料格式，造成資料孤島和系統

互操作性問題。國際標準化組織（ISO）、電氣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等正在制

定海洋監測設備和系統的相關標準。開放資料標準如 NetCDF、HDF5 為海洋聲

學資料的存儲和交換提供了統一格式。服務導向架構（SOA）和微服務技術為系

統整合提供了靈活的解決方案[17]。 

品質保證與品質控制（QA/QC）是確保監測資料可靠性的重要環節。智能

監測系統需要建立完善的資料品質管理機制，包括感測器校準、資料驗證、異常

值檢測、以及不確定性評估。自動校準技術透過參考信號源或環境基準進行定期

校準，確保長期監測資料的準確性和一致性。資料品質指標和元資料標準為資料

使用者提供了評估資料適用性的重要資訊[18]。 

7.1.2 數位化治理平台 Digital Governance 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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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化治理平台代表了海洋環境管理從傳統紙本作業向智能化、網路化、

透明化管理模式的重大轉變。這類平台整合了政府管理、產業自律、公眾參與、

科學研究等多元主體，建構了協同治理的數位生態系統。透過運用雲端運算、大

資料分析、人工智慧、區塊鏈等先進技術，數位化治理平台不僅提升了管理效率

和服務品質，更重要的是促進了治理過程的透明度、公正性和參與性[19]。 

現代數位化治理平台的核心架構採用分層設計，包括基礎設施層、資料層、

服務層、應用層、以及展示層。基礎設施層提供雲端運算資源、網路通訊、以及

安全防護功能，採用混合雲架構兼顧資料安全和成本效益。資料層建立統一的資

料倉庫和資料湖，整合來自監測網絡、行政許可、企業報告、科學研究等多源資

料，建立完整的海洋環境資訊體系。資料治理機制確保資料品質、安全、以及合

規使用，包括資料標準化、版本控制、存取控制、以及隱私保護[20]。 

服務層提供標準化的應用程式介面（API）和微服務，支援各類應用系統的

快速開發和部署。核心服務包括身份認證、許可管理、工作流引擎、通知服務、

以及報表生成等。服務導向架構（SOA）使得系統具備良好的擴展性和可維護性，

能夠根據業務需求靈活組合和調整功能模組。容器化技術如 Docker 和 Kubernetes

為服務的部署和管理提供了標準化的解決方案[21]。 

應用層包含面向不同用戶群體的專業應用系統，如海洋管理者使用的監管

系統、企業使用的申報系統、研究者使用的資料分析系統、公眾使用的資訊服務

系統等。這些應用系統採用統一的用戶介面設計規範，確保用戶體驗的一致性和

易用性。響應式設計支援多種終端設備，包括桌上型電腦、平板電腦、智慧型手

機等，滿足移動辦公的需求[22]。 

許可審批數位化是治理平台的核心功能之一，透過建立標準化的審批流程、

電子化的申請材料、以及智能化的審批輔助系統，大幅提升了行政效率和服務品

質。申請者可以透過網路平台提交各類海洋活動的許可申請，系統自動進行材料

完整性檢查、格式規範性驗證、以及初步的合規性評估。人工智慧輔助審批系統

基於歷史案例和專家知識，能夠為審批人員提供決策建議和風險提示。電子簽章

和時間戳技術確保審批過程的法律效力和可追溯性[23]。 

環境監管執法數位化透過整合監測資料、衛星遙感、無人機巡查、以及舉報

投訴等多元資訊來源，建立了全方位的監管體系。智能識別系統能夠自動發現疑

似違法行為，如未經許可的海洋工程、超標的噪音排放、非法的傾倒活動等。地

理資訊系統（GIS）提供空間分析和視覺化功能，支援執法人員進行現場調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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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收集。移動執法終端使得執法人員能夠在現場即時存取相關資訊、記錄執法

過程、以及上傳執法結果[24]。 

企業環境資訊揭露數位化建立了標準化的報告格式和提交流程，要求相關

企業定期報告其海洋活動的環境影響資訊。智能填報系統提供模板和指導，幫助

企業準確填報相關資訊。資料驗證系統透過交叉比對和異常檢測發現可能的錯誤

或造假行為。區塊鏈技術確保報告資料的完整性和不可竄改性，增強了資訊的可

信度[25]。 

公眾參與數位化透過建立開放的資訊平台和互動機制，讓公民能夠便捷地

獲取海洋環境資訊、參與政策討論、以及舉報環境問題。環境資訊公開系統提供

即時的監測資料、評估報告、以及政策文件，支援多種資料格式和視覺化呈現方

式。線上諮詢平台允許公眾對重大政策和項目進行評論和建議。舉報投訴系統提

供多種舉報途徑，包括網站、手機應用、熱線電話等，並建立了處理流程和回饋

機制[26]。 

科學決策支援數位化整合了最新的科學研究成果、監測資料、以及預測模

型，為政策制定提供科學依據。知識管理系統收集和組織海洋科學文獻、技術報

告、最佳實務案例等知識資源。專家諮詢系統建立了專家庫和諮詢機制，支援遠

程諮詢和合作。情境模擬系統基於數值模型和歷史資料，能夠預測不同政策選項

的潛在影響，支援證據基礎的政策制定[27]。 

跨部門協調數位化透過建立統一的資訊共享平台和協調機制，促進不同政

府部門之間的有效合作。資訊共享標準和介面規範確保不同系統之間的互操作性。

工作流管理系統支援跨部門的業務流程設計和執行。視訊會議和合作工具支援遠

程溝通和合作，特別是在緊急情況下能夠快速啟動跨部門響應機制[28]。 

國際合作數位化利用資訊技術促進跨國海洋環境合作和資訊交流。標準化

的資料交換格式和協議支援不同國家系統之間的資訊共享。多語言支援和文化本

地化適應不同國家和地區的需求。國際合作項目管理系統支援多國參與的研究項

目和監測計畫的協調管理[29]。 

7.1.3 自適應管理機制 Adaptive Management Mechanisms 

自適應管理機制代表了海洋環境治理範式的重要革新，其核心理念是將管

理視為持續的學習和改進過程，透過系統性的監測、評估、學習、以及調整，在

不確定性條件下實現有效的環境管理。在水下噪音治理領域，自適應管理機制特

別重要，因為海洋生態系統的複雜性、人類活動的多樣性、以及科學認知的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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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使得傳統的固定式管理方法難以應對動態變化的挑戰[30]。 

自適應管理的理論基礎建立在複雜系統科學、學習理論、以及實驗設計原

理之上。複雜系統科學認為海洋生態系統具有非線性、突現性、以及自組織等特

徵，系統行為難以完全預測和控制。學習理論強調透過實踐獲得知識和改進績效

的重要性。實驗設計原理為管理行動的設計和評估提供了科學方法。自適應管理

將這些理論整合為一個統一的管理框架，強調管理即實驗、監測即學習、調整即

改進的循環過程[31]。 

自適應管理的實施過程通常包括六個關鍵階段：評估和設計、實施、監測、

評估、學習、以及調整。評估和設計階段需要明確管理目標、識別關鍵不確定性、

設計管理選項、以及建立監測計畫。實施階段按計畫執行管理行動，同時收集相

關資料。監測階段系統性收集生態、社會、經濟等多角度資料。評估階段分析監

測資料，評估管理效果和目標實現程度。學習階段總結經驗教訓，更新對系統的

認識。調整階段根據學習結果修改管理策略和行動[32]。 

在水下噪音管理中，自適應管理機制的應用涉及多個層面。噪音閾值的動

態調整是一個重要應用領域，隨著科學認知的深化和監測技術的改進，對於不同

物種、不同生活史階段、不同環境條件下的噪音影響閾值需要不斷更新和完善。

歐盟海洋策略框架指令的實施就實現了自適應管理的理念，透過定期評估和更新

噪音指標和閾值，確保管理措施與最新科學發現保持一致[33]。 

海洋保護區的噪音管理是自適應管理的重要應用場景。保護區的劃設和管

理需要考慮物種分布的季節變化、洄游路線、繁殖和覓食行為等動態因素。自適

應管理機制支援根據監測結果動態調整保護區邊界、活動限制、以及管理措施。

例如，在鯨豚繁殖季節可以實施更嚴格的噪音限制，在洄游路線上設置臨時保護

走廊，在關鍵覓食區限制特定類型的人類活動[34]。 

氣候變化適應是自適應管理機制的另一個重要應用領域。氣候變化正在改

變海洋的物理、化學、生物特性，進而影響聲傳播特性和生物分布模式。海水溫

度上升改變聲速剖面，影響聲波傳播路徑和損失。海平面上升改變近岸海域的水

深和地形，影響淺水聲學特性。物種分布北移改變生物敏感區域的位置。自適應

管理機制需要整合氣候預測、生態預測、以及社會經濟預測，制定能夠應對多重

變化的管理策略[35]。 

「技術驅動的自適應管理（Technology-Driven Adaptive Management）」是一

種結合數位科技、資料分析與動態決策的新型治理模式，其核心在於：透過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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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回饋與人工智慧輔助決策，讓管理策略能隨環境變化自動調整、不再僅依賴

靜態規劃。是現代海洋管理的重要特徵。人工智慧技術使得自適應管理的各個環

節都能夠實現一定程度的自動化。機器學習演算法能夠自動分析監測資料，識別

管理效果和系統變化趨勢。專家系統能夠根據預設規則自動調整管理參數。強化

學習演算法能夠透過試錯過程自動尋找最優管理策略。這些技術大幅提升了自適

應管理的效率和響應速度[36]。以下是「技術驅動的自適應管理（Technology-

Driven Adaptive Management）」解釋： 

一、概念內涵 

自適應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源自生態治理領域，強調「邊執行邊學習」，

即在政策或計畫執行過程中，透過持續監測、回饋與修正，讓系統具備動態調整

能力。 

技術驅動的自適應管理則是在此基礎上，導入人工智慧（AI）、物聯網（IoT）、

大數據分析（Big Data Analytics）、數位孿生（Digital Twin）等工具，形成「資

料驅動的決策循環」，能即時修正管理行動、預測趨勢與最佳化資源配置。 

二、運作機制 

1. 即時監測（Real-Time Monitoring） 

 透過感測器網絡、遙測或聲學監測等裝置，持續蒐集環境或系統狀態資

料，如噪音、空氣品質、水文變化等。 

2. 資料整合與分析（Data Integration & Analytics） 

 利用AI模型進行模式識別與趨勢分析，辨識異常行為或預測潛在風險。 

3. 動態決策（Dynamic Decision-Making） 

 系統依據資料回饋自動生成或建議管理行動，例如自動調整噪音管制門

檻、交通號誌、排放限制等。 

4. 學習與優化（Learning & Optimization） 

 每次行動結果都被納入模型中進行「學習」，逐步提升系統準確度與反

應速度，形成「閉環（closed-loop）」治理機制。 

三、應用範例 

• 城市環境治理：桃園市「靜桃計畫」即是一種自適應管理的實踐。藉由智

慧噪音監測、AI 聲紋辨識與跨局資料平台，能即時調整執法重點與宣導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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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資源管理：以感測網監控河川水質與降雨量，結合 AI 模型預測污染事

件或淹水風險，自動調整閘門與警報系統。 

• 生態保育：透過衛星遙測與 AI 影像辨識追蹤棲地變化，當指標物種數量

下降時，系統可建議立即改變棲地管理策略。 

• 交通與能源管理：以即時交通流量與氣候資料調整號誌時間，或依用電負

載自動調整再生能源輸入比例。 

四、核心優勢 

• 動態回應：能即時應對突發變化，減少決策延遲。 

• 資料透明：以公開數據支持決策，提高政策可信度。 

• 跨域整合：結合不同部門資料與技術，提升整體治理效能。 

• 風險預警：透過 AI 預測與模擬，提前介入問題發生前。 

• 永續治理：以循環學習方式，逐步優化資源使用與環境品質。 

五、挑戰與前瞻 

技術驅動的自適應管理雖具前瞻性，但仍需面對資料品質、隱私安全、跨機關合

作與法制適應等挑戰。未來趨勢將朝向： 

• 建立資料治理框架與標準化共享平台； 

• 制定 AI 決策倫理規範與風險控管機制； 

• 推動人機協同決策模式，讓科技輔助而非取代治理者； 

• 強化公民參與與社會溝通機制，確保自適應管理具包容性與透明性。 

利害關係人參與是自適應管理成功實施的關鍵要素。海洋環境管理涉及政

府機構、產業界、科學界、環保組織、以及當地社區等多元利害關係人，他們擁

有不同的知識、利益、以及價值觀。自適應管理機制需要建立有效的參與平台和

協調機制，確保各方能夠平等參與決策過程、貢獻專業知識、表達合理訴求。參

與式學習和共同調適是現代自適應管理的重要特徵[37]。 

制度化是自適應管理機制可持續運作的重要保障。自適應管理不是臨時性

的管理實驗，而是需要制度化的管理範式。這包括建立法律法規基礎、組織架構、

資源配置、能力建設、以及績效評估等制度安排。一些國家和地區已經在法律中

明確規定自適應管理的要求，如澳洲的《環境保護與生物多樣性保護法》要求重

大項目採用自適應管理方法[38]。 

知識管理是自適應管理機制的重要支撐。自適應管理的核心是學習，而學

習的基礎是知識的積累、組織、以及應用。知識管理系統需要收集和整理來自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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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研究、管理實踐的各類知識，建立知識庫和專家網絡，支援知識共享和應用。

人工智慧技術為知識管理提供了新的工具，如自然語言處理技術能夠自動提取文

獻中的關鍵資訊，知識圖譜技術能夠建立概念和關係的結構化表示[39]。 

不確定性管理是自適應管理機制的核心能力。海洋環境管理面臨多重不確

定性，包括系統不確定性（對生態系統運作機制的不完全理解）、參數不確定性

（模型參數的不確定範圍）、情境不確定性（未來發展路徑的多種可能）、以及價

值不確定性（不同利害關係人的價值判斷差異）。自適應管理機制需要明確識別

和評估這些不確定性，在決策過程中適當考慮不確定性的影響，設計能夠應對多

種情境的強健管理策略[40]。 

7.2 跨領域合作模式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Models 
跨領域合作模式是應對水下噪音複雜挑戰的必然選擇，因為水下噪音問題

涉及海洋科學、環境工程、生態學、聲學、資訊科技、社會科學、政策科學等多

個學科領域，單一學科的知識和方法難以全面理解和有效解決這一複雜問題。現

代跨領域合作已從簡單的多學科並行發展為深度整合的跨學科和超學科模式，強

調不同領域知識的融合創新和協同效應。這種合作模式不僅促進了科學認知的突

破，也為政策制定和管理實踐提供了更加全面和有效的解決方案[41]。 

跨領域合作的理論基礎建立在系統科學、複雜性科學、以及知識整合理論

之上。系統科學強調整體性思維，認為複雜問題需要從系統層面進行理解和解決，

而不是分割為獨立的部分。複雜性科學揭示了複雜系統的非線性、突現性、以及

適應性特徵，要求採用跨學科的方法來捕捉系統的多重性質和動態行為。知識整

合理論提供了整合不同領域知識的方法和框架，包括概念整合、方法整合、以及

理論整合等多個層面[42]。 

當前水下噪音領域的跨領域合作呈現出多元化的組織形式和合作模式。學

術界的跨學科研究中心和研究聯盟正在成為重要的合作平台，如國際靜謐海洋實

驗（International Quiet Ocean Experiment, IQOE）匯聚了海洋科學、生物學、聲學、

工程學等領域的專家，開展全球性的水下噪音研究合作。政府間的國際合作機制

如國際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區域海洋委員會／

海岸計畫（Regional Seas Programme／Regional Seas Conventions & Action Plans, 

RSCAPs）、以及雙邊海洋合作協定為跨國跨領域合作提供了制度框架[43]。 

產學研合作模式在水下噪音技術創新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船舶製造企業與

海洋工程研究機構合作開發低噪音推進技術，海洋監測設備製造商與海洋科學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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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院合作研發先進監測設備，海洋工程公司與環境諮詢機構合作制定環境友善的

工程方案。這種合作模式加速了科學研究成果向實用技術的轉化，同時也為基礎

研究提供了實際應用的驅動力[44]。 

公私合作夥伴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為大規模海洋監測和管

理系統的建設提供了有效的資源整合機制。政府部門負責政策制定、標準設定、

以及監管執法，企業提供技術解決方案、設備製造、以及運營維護服務。這種模

式能夠充分發揮政府的政策引導作用和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實現資源的優化配

置和風險的合理分擔[45]。 

7.2.1 科學研究合作網絡 Scientific Research Collaboration Networks 

科學研究合作網絡代表了現代科學研究組織方式的重要變革，特別是在水

下噪音這樣的複雜跨領域問題中，單一機構或學科的研究能力已無法滿足全面深

入研究的需求。合作網絡透過整合分散在全球各地的研究資源、專業知識、以及

技術能力，形成了強大的集體研究能力，推動了水下噪音科學認知和技術創新的

快速發展。這種網絡化的研究模式不僅提升了研究效率和品質，也促進了知識的

快速傳播和應用轉化[46]。 

國際靜謐海洋實驗（International Quiet Ocean Experiment，IQOE）是當前最

具影響力的全球性水下噪音研究合作網絡，由國際海洋研究科學委員會（SCOR）

和海洋研究夥伴關係（Partnership for Observation of the Global Oceans, POGO）共

同發起，匯聚了來自 40 多個國家的 500 多名科學家。IQOE 的研究架構包括四

個核心領域：海洋噪音來源和趨勢、噪音對海洋生物的影響、噪音與氣候變化的

相互作用、以及噪音減緩技術和政策。該網絡透過標準化的研究協議、共享的資

料管理系統、以及定期的研討會和工作坊，實現了全球範圍內的研究協調和成果

共享[47]。 

歐洲的水下噪音研究網絡以歐盟框架計畫為主要支撐，整合了歐洲各國的

海洋研究機構、大學、以及企業，形成了多層次的合作體系。Horizon 2020 和

Horizon Europe 計畫資助了多個大型的水下噪音研究項目，如 AQUO 項目專注

於船舶噪音減少技術，BIAS 項目研究噪音對海洋生物的影響，EMSO 項目建設

歐洲多學科海底觀測網絡。這些項目不僅推進了科學研究，也建立了長期穩定的

合作關係和共享基礎設施[48]。 

北美的水下噪音研究合作主要依託美國和加拿大的海洋科學機構，以及北

美海洋哺乳動物聯盟（Marine Mammal Commission）等組織。美國國家海洋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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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管理局（NOAA ,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海軍研究

實驗室（Naval Research Laboratory）、加拿大漁業和海洋部（Fisheries and Oceans 

Canada）等機構在水下噪音研究中發揮核心作用。太平洋海洋科學組織（PICES）

為北太平洋地區的多國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49]。 

亞太地區的水下噪音研究合作相對較新，但發展迅速。日本海洋科學技術

機構（JAMSTEC, Japan Agency for Marine-Ear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韓國海

洋科學技術院（KIOST , Korea Institute of Ocean Science & Technology）、中國科

學院聲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Acous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OA / CAS)、

澳洲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CSIRO, 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sation）等機構正在建立區域性的合作網絡。西太平洋海洋學學會

（WESTPAC, IOC Sub-Commission for the Western Pacific）、東亞海域環境管理夥

伴關係（PEMSEA, Partnerships i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for the Seas of East 

Asia）等區域組織為合作提供了制度框架[50]。 

研究資料共享是科學研究合作網絡的核心功能。水下噪音研究需要大量長

期連續的監測資料，單一機構難以獲得足夠的資料量和空間覆蓋範圍。全球海洋

觀測系統（Global Ocean Observing System, GOOS）建立了標準化的資料管理和

共享機制，包括資料格式標準、品質控制規範、以及開放存取政策。海洋生物地

理資訊系統（Ocean Bio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OBIS）為海洋生物分布資

料的共享提供了平台。這些系統大大促進了跨機構的資料共享和聯合分析[51]。 

標準化研究方法和協議是確保不同研究結果可比較和可整合的重要基礎。

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制定了系列水下噪音測量標準，如 ISO 17208 系列標準

規定了船舶水下輻射噪音的測量方法。國際電工委員會（IEC）制定了水下聲學

設備的技術標準。這些標準為全球研究者提供了統一的技術規範，確保了研究結

果的一致性和可比較性[52]。 

聯合培訓和能力建設是研究合作網絡的重要功能。許多發展中國家缺乏水

下噪音研究的技術能力和人才儲備，國際合作在人才培養和能力建設方面發揮重

要作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政府間海洋學委員會（IOC-UNESCO）組織了多期水

下噪音研究培訓班。歐盟的 Erasmus+計畫支援學生和研究者的流動交流。這些

活動培養了大批專業人才，提升了全球水下噪音研究的整體水準[53]。臺灣如何

與 IOC 接軌、可參與的子委員會或計畫、技術平台對接方式，以及潛在的挑戰

與機會?「IOC-UNESCO 在東亞／臺灣海域噪音監測與自適應海洋治理的角色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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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一、整體目標與治理原則 

本藍圖以「科學為本、資料互通、區域協作、動態治理」為核心：一是與 

IOC-UNESCO 的全球觀測與資料標準接軌；二是以海洋聲環境為切入點，導入

自適應管理循環（監測→研判→決策→執行→評估→回饋）；三是透過 

WESTPAC 與 PEMSEA 平臺擴大區域合作；四是將科研成果轉化為海域管理、

航運排程、海洋工程與生態保育的實務規則。 

二、治理架構與分工（國家—地方—學研—國際） 

中央層：海洋委員會統籌海洋政策與跨部會協調；環境部負責海噪監測規

範與環境基準研議；交通部航港局就港埠、航道與船舶噪音管理提出管制作為；

農業部漁業署就漁場、海龜與鯨豚熱點提出保育需求；國科會規劃研發與設備經

費。 

地方層：沿海直轄市與縣市政府（含桃園市）負責近岸監測站位、海岸活動

管理、地方保護區協調與資料公開。 

學研層：國立海洋大學、成功大學、中央大學、中研院、海洋中心等負責方

法學、儀器比對、模型與 AI 分析、資料治理。 

國際層：IOC-UNESCO（IODE/OBIS/GOOS）、WESTPAC 區域子委員會、

IQOE 科學網絡、PEMSEA 沿岸綜整治理平臺，作為標準對接、資料交換、能力

建設與專案共研的主軸。 

三、技術體系：從觀測到決策 

觀測指標與度量：採第三倍頻帶背景聲級（dB re 1 μPa）、SEL、Leq、頻

譜密度，並標註環境狀態（風浪、降雨、航行密度、工程作業）與生物事件（鯨

豚鳴聲、魚類合唱）。 

儀器與校正：被動式水下聲學記錄器（固定樁位與底錨布放）+ 港口與近

岸即時站；年度間比對校正流程與聲壓基準溯源；資料時間戳與儀器頻率響應一

律入檔。 

資料治理：遵循  IODE 開放資料原則；採用通用中繼格式（如 

netCDF/WAV+JSON meta），建立 DOI 化資料集；物種相關音檔另行整理上傳 

OBIS 相容欄位。 

模型與 AI：航運 AIS × 聲場傳播模型（含地形、底質、海況）建立噪音預

測格網；以機器學習分離「船舶／工程／自然／生物」聲源、熱點偵測與趨勢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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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發展「事件觸發」邏輯（例：鯨豚出現＋高能頻段上升→觸發臨時緩速建議）。 

決策與自適應控制：建立「分級響應表」——例：背景聲級達門檻且落於生物敏

感時段與區域，即啟動「建議減速、改道、暫停打樁」等情境；每季滾動修訂門

檻與權重。 

四、監測網佈建與示範區位 

近岸帶（0–20 m 等深線）：以港區出入口、航道兩側、鯨豚通過帶、海上

風電工程區、保護區邊界為優先。 

外海帶（>20 m）：在主航路節點與生物熱點布放長期底錨記錄器；於黑潮

受影響海域設背景基準站。 

建議首階段站位（示例，可依實測微調）： 

北臺灣：基隆外海航道口、臺北港航道、桃園觀音／竹圍外海近岸、外木山

—鼻頭角線外緣、龜山島外南北兩點。 

中臺灣：臺中港航道口、彰化—雲林外海風場邊界、白海豚保育熱區外圍。 

南臺灣：高雄港外航道、恆春外海背景點。 

東臺灣：花蓮外海（鯨豚熱點）、成功外海一背景點、綠島蘭嶼之間一背景

點。 

離島：澎湖東北外、金門小三通航道口、馬祖北竿外。 

港內即時微網：港域四象限＋航道口雙站，供「即時引航與緩速」決策看

板。 

五、與 IOC/WESTPAC/IQOE/PEMSEA 的接軌路徑 

資料與標準：由國內 IODE 聯絡點提交資料管理計畫（DMP），聲學資料

集採 GOOS「Ocean Sound」EOV 對應欄位；物種紀錄導入 OBIS；區域統計提

供 WESTPAC。 

區域行動：向 WESTPAC「海洋十年」行動中心登記本專案為 Decade Action

（Program/Project/Activity）之一，爭取技術工作坊與區域共享儀器比對。 

科學網絡：加入 IQOE 的 OPUS 與全球噪音參考站交流；共同發表「東亞

海域 2026–2028 背景聲級基線」。 

治理實踐：透過 PEMSEA ICM 架構，把聲環境指標納入沿岸城市 ICM KPI，

導入「港灣聲環境管理章程」與「海域工程施工聲學 S.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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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政策與法規工具箱（可逐步導入） 

監測與資訊公開：制定「海域環境聲音資料作業要點」，明訂採樣頻率、檔

案格式、開放授權、品質控管與倫理。 

生態敏感區聲學門檻：依生物熱點分級設季節性門檻；以「建議—引導—管

制」階梯式工具（先自律緩速，再進入行政命令）。 

工程作業規範：水下打樁與爆破作業需提交「聲學影響評估與緩解計畫」，

含時段避讓、氣泡簾、功率管理、停工觸發條件。 

港航管理：試行「智慧緩速走廊」（AIS 驅動、可變速限）、「夜間敏感時

段緩速」、引航前端看板提示即時音場與建議。 

環評與許可：將「水下噪音」納入沿近海工程環評審查清單，建立計畫期中

與期後聲學追蹤門檻與補償機制。 

七、三年期推動路線圖與里程碑 

0–6 個月（啟動）：完成治理架構、站位設計、方法手冊 v1、設備採購與

標準校正；設三處港口即時站與六處外海底錨站；提交 IOC/IODE DMP；登錄 

WESTPAC/Ocean Decade。 

6–18 個月（擴展）：站網擴至港內 8 站、外海 20 站；完成第一版基線地

圖與季節性圖層；上傳 OBIS 生物事件紀錄；發布首份「臺灣海域聲環境年報」。 

18–36 個月（整合與治理）：導入「智慧緩速走廊」試辦兩港；完成兩案工

程聲學 S.O.P. 實證；發布「東亞區域聯合報告」（與 WESTPAC/IQOE 夥伴）；

滾動修訂門檻與管理措施並制度化。 

八、KPI 與績效衡量 

資料面：站點正常運作率≥90%、月准時上傳率≥95%、跨儀器比對偏差≤±1.5 

dB（100–1000 Hz）。 

知識面：年度期刊／技術報告／開放資料集數量、國際共著篇數、方法手冊

修訂版次。 

治理面：緩速依從率、港區背景聲級中位數下降幅度、工程作業停工觸發次

數與避讓成效、敏感區生物事件干擾指標下降趨勢。 

社會面：公開儀表板瀏覽量、利害關係人滿意度、地方政府採納的管理條款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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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預算級距與採購策略（概估、可細化） 

設備：固定記錄器（含水聽器與外殼）每站 25–40 萬新臺幣；即時站（含

電力與通訊）每站 120–200 萬；校正與比對服務每年 150–300 萬；維運船期與

回收布放每年 300–600 萬（依艦期）。 

平台與人力：資料湖與 API 平臺建置 300–600 萬；AI 與模型研發每年 

300–800 萬；專職資料工程與聲學分析人力 4–8 名。 

策略：採「核心自有＋合作共測」模式，與學研單位共用儀器艙體與船期，

降低 CAPEX；關鍵儀器採雙品牌交叉驗證。 

十、風險與應對 

儀器遺失／擾動：加裝釋放器與備援錨具、站位冗餘；與漁會協調布放資

訊。 

資料不一致：制定嚴格 QC/QA 流程與年度比對；保留原始檔與處理紀錄。 

國際接軌落差：由 IODE 聯絡點定期稽核欄位；設國內資料標準委員會半

年審視。 

利害關係人阻力：先推「自律緩速＋獎勵靠泊費」方案，循序導入強制化；

設公開儀表板提高透明度。 

十一、示範工作包（可立刻開跑） 

WP1 方法手冊與校正：完成 v1.0 手冊、三校點交叉比對報告。 

WP2 港灣聲場即時儀表板：以兩港為示範，整合 AIS 航跡、即時聲級、

建議緩速提示。 

WP3 鯨豚熱點保育：於花蓮外海與龜山島外導入敏感期門檻與臨時避讓建

議，評估行為干擾下降幅度。 

WP4 工程聲學 SOP：在一處近岸打樁工程導入「預測—監測—緩解—停工」

閉環流程並公開報告。 

WP5 區域合作輸出：與 WESTPAC/IQOE 夥伴共同發表「西太平洋近岸聲

環境基線（第一版）」。 

十二、給桃園市的加值應用 

桃園外海與臺北港南口是北臺灣航路要道，建議以「港灣聲環境管理」為切

入：在港域與航道口建置即時站，結合你們已熟悉的智慧監測、資料儀表板與自

適應治理語法，將陸域「靜桃計畫」經驗外溢到近岸海域；並把「聲景」納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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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活動、濱海觀光與生態教育的展示內容，形成城市品牌的海陸一體「安靜治理」

示範。 

技術標準和設備共享促進了研究能力的全球擴散。先進的水下聲學監測設

備成本高昂，許多研究機構難以獨立購置全套設備。設備共享和技術轉移機制使

得資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國際合作項目經常包含設備採購和技術培訓的內容，

幫助合作夥伴建立自主的研究能力[54]。 

跨學科融合是現代水下噪音研究的重要特徵。傳統的學科邊界正在模糊，

新的交叉學科正在興起。生物聲學（bioacoustics）融合了生物學和聲學，研究生

物的聲音產生、接收、以及生態功能。環境聲學（environmental acoustics）整合

了物理學、環境科學、以及工程學，研究聲音在環境中的傳播和影響。計算生態

學（computational ecology）結合了生態學和計算科學，運用大資料和機器學習方

法分析生態系統[55]。 

開放科學運動正在改變科學研究的組織方式和成果傳播模式。開放存取出

版使得研究成果能夠更廣泛地傳播和應用。開放資料政策要求公共資助的研究資

料向社會開放。開放源碼軟體和工具促進了技術的共享和合作開發。GitHub、

Zenodo 等平台為科學軟體和資料的共享提供了便利的工具[56]。 

虛擬研究環境（Virtual Research Environment, VRE）為分散在全球各地的研

究者提供了合作平台。雲端運算技術使得研究者能夠遠程存取高性能計算資源和

大型資料庫。合作工具如 Slack、Microsoft Teams 支援即時溝通和文檔合作。視

訊會議技術使得面對面的研討和討論成為可能，降低了國際合作的成本和門檻

[57]。 

7.2.2 產業界與學術界合作 Industry-Academia Partnerships 

產業界與學術界合作代表了水下噪音領域創新發展的重要驅動力，這種合

作模式有效整合了學術界的基礎研究能力和產業界的技術開發、製造、應用能力，

形成了從基礎科學到技術創新再到產業化應用的完整創新鏈條。在全球海洋經濟

快速發展和環境保護要求日益嚴格的背景下，產學合作已成為推動水下噪音技術

進步和產業升級的關鍵機制[58]。 

船舶工業與海洋工程研究機構的合作是產學合作的重要領域。全球主要船

舶製造企業如現代重工(Hyundai Heavy Industries)、三星重工(Samsung Heavy 

Industries)、中國船舶集團(China State Shipbuilding Corporation)、芬坎蒂尼集團

(Fincantieri – Cantieri Navali Italiani S.p.A.)等都與知名海洋工程研究院建立了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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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合作關係。這些合作主要集中在低噪音船舶設計、先進推進系統、振動噪音控

制等技術領域。韓國現代重工與首爾大學海洋工程系合作開發的新型螺旋槳設計，

透過最佳化葉片形狀和表面處理技術，將船舶輻射噪音降低了 3-5dB。三星重工

與韓國海洋科學技術院(Korea Institute of Oce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聯合開發

的液化天然氣運輸船，採用了先進的氣泡減阻和噪音控制技術[59]。 

海洋監測設備製造業與海洋科學研究機構的合作推動了監測技術的快速發

展。國際知名的海洋聲學設備製造商如 Teledyne Marine、Kongsberg Maritime、

L3Harris Technologies 等與各國海洋研究機構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係。這些合作

不僅促進了設備技術的改進，也為科學研究提供了先進的技術支撐。挪威

Kongsberg 公司與挪威海洋研究所（Institute of Marine Research, IMR）合作開發

的多波束聲納系統，整合了先進的信號處理和人工智慧技術，大幅提升了海底地

形測量和魚類資源評估的精度[60]。 

海洋工程公司與環境科學研究機構的合作在海洋工程環境友善技術開發中

發揮重要作用。荷蘭 Van Oord 公司(Van Oord Dredging and Marine Contractors B.V.)

與代爾夫特理工大學(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合作開發的新型疏浚技術，

透過最佳化疏浚船的操作參數和軌跡規劃，將疏浚作業的噪音影響降低了 40%

以上。丹麥沃旭能源公司 Ørsted 公司(DONG Energy（Danish Oil and Natural Gas）)

與丹麥技術大學(Technical University of Denmark)合作開發的海上風機安裝技術，

採用了振動打樁和氣泡減噪技術，顯著降低了施工期間的水下噪音[61]。 

資訊技術企業與海洋科學研究機構的合作推動了海洋資訊技術的創新發展。

微軟與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NOAA）合作開發的 AI for Earth 海洋專案，

運用雲端運算和人工智慧技術分析海洋聲學大資料。Google 與加州大學聖地牙

哥分校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Scripps Institution of Oceanography, SIO / Scripps 

Oceanography）合作開發的海洋聲學分析平台，為全球研究者提供了強大的資料

分析工具[62]。 

合作研發是產學合作的核心內容，通常採用聯合實驗室、技術中心、或研發

聯盟的組織形式。這些合作機制整合了雙方的人才、設備、資金等資源，形成了

強大的研發能力。德國不來梅大學（University of Bremen）與德國海洋技術公司

Atlas Elektronik 建立的海洋聲學聯合實驗室，專注於軍用和民用聲納技術的研發。

英國南安普敦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與勞斯萊斯公司（Rolls-Royce）

合作建立的海洋推進技術中心，致力於開發新一代低噪音船舶推進系統[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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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轉移是產學合作的重要功能，透過專利授權、技術許可、技術諮詢等方

式將學術研究成果轉化為產業技術。許多大學建立了技術轉移辦公室，專門負責

管理和推廣學術成果的產業化應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的技術許可辦公

室管理了大量海洋技術專利，透過許可協議將技術轉移給相關企業。加州大學系

統的技術轉移網絡為海洋技術初創企業提供了豐富的技術資源[64]。 

人才交流與培訓是產學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許多企業設立了博士後研究

職位，吸引優秀的博士畢業生從事應用研究。大學與企業聯合培養研究生，為學

生提供理論學習和實踐訓練相結合的教育機會。工程師和科學家的互聘和兼職促

進了知識和經驗的雙向流動。挪威科技大學與 Kongsberg 公司建立的人才交流計

畫，每年有數十名學生和研究人員參與雙向交流[65]。 

標準制定合作推動了行業技術標準的完善和統一。企業與學術機構聯合參

與國際標準組織的標準制定工作，將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技術發展納入標準規範。

國際電工委員會（IEC）第 87 技術委員會（水下聲學）的標準制定就是產學合作

的典型例子，來自大學、研究院、企業的專家共同參與標準的研討和制定[66]。 

創新創業生態系統為產學合作提供了重要支撐。許多國家和地區建立了海

洋科技園區、孵化器、加速器等創新創業平台，支援海洋技術企業的創立和發展。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周邊的劍橋創新區集聚了大量海洋技術初創企業。 

挪威特隆赫姆 (Trondheim)的海洋技術聚落非常重視海洋自主技術

（autonomous ocean systems）：無人水下載具（AUV / UUV / ROV）、自主船

（autonomous vessels）、海上感測系統與數據平台。Ocean Autonomy Cluster 藉由

連結研發機構、企業與政府資金，推動這方面的創新與實驗。Norwegian Ocean 

Technology Centre 這是一座目前正在建設中的海洋科技設施，位於特隆赫姆 

Tyholt 區域，規模約 49,000 平方公尺，將設置濕實驗室、乾實驗室、海池、製

造工坊、測試水池最高至 25 公尺深等設施。它被視為該區域未來的技術樞紐與

「海洋知識中心」。整合了 NTNU（挪威科技大學）與 SINTEF 等研究機構的集

聚，Trondheim 擁有豐富的研發能量、人才資源與學術技術背書。企業與實驗室

更可利用現有的測試設施、資源共享、人才輸出與創業支援。區域報告指出，該

區已經有數十家海洋科技公司、12 個 cluster / network / forum、以及多個測試設

施、以及眾多海洋技術企業[67]。 

智慧財產權管理是產學合作中的重要議題。合作各方需要明確約定智慧財

產權的歸屬、使用、以及收益分配，保護各方的合理利益。許多大學制定了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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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權政策，規範教師和學生參與產學合作的智慧財產權事務。企業也需要建立

相應的政策和流程，確保合作中的智慧財產權得到適當保護[68]。 

國際產學合作正在成為全球創新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跨國企業與多國大

學建立合作關係，整合全球創新資源。政府間的科技合作協定為國際產學合作提

供了政策支援。歐盟的 Horizon Europe 計畫、美國的國際科技合作項目、日本的

戰略性國際科技合作等都積極推動國際產學合作[69]。 

7.2.3 國際組織與政府間合作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國際組織與政府間合作構成了全球水下噪音治理體系的制度基礎和協調機

制，透過建立共同的規範、標準、以及行動框架，促進各國在水下噪音管理方面

的政策協調和行動同步。這種多邊合作機制對於解決跨國界的海洋環境問題具有

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別是在公海和專屬經濟區交界地帶，單一國家的管理權限有

限，需要透過國際合作實現有效治理[70]。 

聯合國系統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發揮核心作用，其下屬的多個專門機構和計

畫都與水下噪音治理密切相關。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政府間海洋學委員會（IOC-

UNESCO）負責協調全球海洋科學研究和觀測活動，其海洋聲學工作組制定了水

下噪音監測的技術指南和最佳實務。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的區域海洋計

畫為不同海域的環境保護提供了區域性合作框架。聯合國海洋科學促進永續發展

十年（2021-2030）將水下噪音減緩列為重要的行動領域[71]。 

國際海事組織（IMO）在船舶噪音管理方面發揮主導作用。2014 年，IMO

通過了《減少商船水下噪音以解決海洋生物不良影響的指導方針》，這是首個國

際性的船舶噪音減緩技術指南。雖然該指南不具有法律約束力，但為各國制定國

內法規和企業採用最佳實務提供了重要參考。IMO 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MEPC）

持續討論將水下噪音納入 MARPOL 公約的可能性，這將使船舶噪音管理具有強

制性的國際法律效力[72]。 

區域海洋組織為特定海域的水下噪音治理提供了更加具體和有針對性的合

作平台。歐盟海洋策略框架指令（MSFD）建立了歐洲海域水下噪音管理的法律

框架，要求成員國制定國家行動計畫實現良好環境狀態。北極理事會的海洋環境

保護工作組關注北極海域噪音對海洋哺乳動物的影響。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

的海洋合作機制開始關注區域內快速發展的海運業對海洋環境的影響[73]。 

雙邊海洋合作協定為鄰國之間的水下噪音管理提供了直接的合作機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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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與加拿大的海洋環境合作涵蓋了跨境海域的噪音監測和管理。歐盟成員國之間

的雙邊合作補充了區域性的 MSFD 框架。日本與韓國、中國之間的海洋環境合

作也開始關注水下噪音問題。這些雙邊合作通常更加靈活，能夠針對具體問題制

定專門的解決方案[74]。 

科學諮詢機制是國際合作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政策制定提供科學依據和

技術支援。國際捕鯨委員會（IWC）的科學委員會長期關注人類活動噪音對鯨豚

的影響。國際海洋探勘理事會（ICES）為北大西洋和鄰近海域的海洋環境評估提

供科學建議。這些機構匯聚了全球頂尖的海洋科學專家，為政策制定提供最新的

科學認知和技術分析[75]。 

資料和資訊共享是國際合作的基礎功能。全球海洋觀測系統（GOOS）建立

了統一的資料管理和共享標準，支援各國海洋監測資料的互聯互通。海洋生物地

理資訊系統（OBIS）為海洋生物分布資料的全球共享提供了平台。這些系統使得

各國能夠共享海洋環境資訊，支援跨國界的環境評估和管理決策[76]。 

能力建設合作幫助發展中國家提升水下噪音管理能力。許多發展中國家缺

乏必要的技術能力、人才儲備、以及資金資源來有效管理水下噪音。發達國家透

過技術援助、人才培訓、設備提供等方式幫助發展中國家建設管理能力。聯合國

開發計畫署（UNDP）、世界銀行等國際發展機構也支援相關的能力建設項目[77]。 

標準和規範的協調統一是國際合作的重要目標。不同國家的技術標準和管

理規範存在差異，這可能導致貿易壁壘和管理效率低下。國際標準化組織（ISO）、

國際電工委員會（IEC）等標準制定機構推動水下噪音相關標準的國際統一。這

些標準為各國法規制定、設備製造、監測方法等提供了統一的技術規範[78]。 

區域性海洋保護網絡的建設實現了國際合作在實際保護行動中的應用。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海洋計畫、濕地公約的國際重要濕地網絡、生物多樣

性公約的海洋保護區網絡等都包含了對水下噪音的管理要求。這些網絡透過統一

的保護標準和管理協議，實現了跨國界保護區的協調管理[79]。 

緊急應變合作機制處理突發性的水下噪音事件和海洋環境事故。國際海事

組織建立了海上污染應變合作機制，雖然主要針對油污染，但也可擴展到噪音污

染事件。區域性的海洋應變合作協定為緊急情況下的快速響應和資源調動提供了

制度保障。這些機制確保在發生重大噪音污染事件時，相關國家能夠迅速協調行

動[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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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水下噪音治理與永續發展 Underwater Noise Governance and 
SDGs 
水下噪音治理與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整合代表了全球海洋環境管理理

念的重大轉變，從單純的環境保護擴展到經濟、社會、環境三重底線的平衡發展。

聯合國 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為全球水下噪音治理提供了綜合性的目標框架和行

動指南，特別是 SDG 14「保護和永續利用海洋與海洋資源促進永續發展」直接

關聯到水下噪音管理的各個方面。這種整合性方法要求在制定和實施水下噪音政

策時，不僅要考慮環境效益，還要統籌考慮經濟發展和社會公正等多重目標[81]。 

SDG 14 的具體目標中，多項與水下噪音治理直接相關。目標 14.1 要求到

2025 年顯著減少包括噪音污染在內的各種海洋污染；目標 14.2 要求透過加強抗

災能力等方式永續管理和保護海洋生態系統；目標 14.a 強調增加科學知識、發

展研究能力和轉讓海洋技術；目標 14.c 要求透過執行國際法加強海洋保護。這

些目標為水下噪音治理提供了明確的方向和量化指標，推動各國將水下噪音管理

納入國家永續發展戰略[82]。 

水下噪音治理與其他 SDGs 之間也存在重要的協同關係和潛在衝突，需要

透過整合性政策設計來實現多目標的協調發展。SDG 8「促進持續、包容和永續

的經濟增長」與海洋經濟發展密切相關，但經濟活動的增長可能帶來更多的水下

噪音。SDG 9「建造具備抗災能力的基礎設施」要求發展綠色技術和清潔產業，

為低噪音海洋技術發展提供了政策支援。SDG 13「氣候行動」與海洋環境變化相

互關聯，氣候變化改變了海洋聲環境基線，同時海洋噪音管理也需要考慮氣候適

應策略[83]。 

7.3.1 海洋健康與生態系統服務 Ocean Health and Ecosystem Services 

現在大家在處理水下噪音時，關注的不只是『減少噪音』這件事，而是把重

點放在維護海洋的健康和整個生態系統的平衡，這是一種從傳統污染防治轉向生

態保育的新觀念。海洋生態系統為人類社會提供了豐富的服務功能，包括供給服

務（如漁業資源、海洋能源）、調節服務（如氣候調節、碳匯功能）、文化服務（如

休閒旅遊、精神價值）、以及支撐服務（如營養循環、棲地提供）。水下噪音作為

新興的海洋壓力因子，正在對這些服務功能產生日益顯著的影響，威脅海洋生態

系統的健康和永續性[84]。 

海洋聲環境是海洋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被稱為「海洋的聲景」（marine 

soundscape）。健康的海洋聲景由生物聲音（如魚類發聲、鯨豚通訊）、地球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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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如風浪聲、地震聲）、以及適度的人類活動聲音組成。水下噪音污染改變

了自然聲景的組成和結構，對海洋生物的生存、繁殖、遷徙、覓食等基本生活活

動產生干擾。科學研究顯示，慢性噪音暴露可能導致海洋哺乳動物的聽力損傷、

壓力反應增加、免疫功能下降等生理影響，進而影響個體適合度(Individual fitness，

指的是在生態學或演化生物學中，指個體在特定環境下存活與繁殖的能力，通常

用來衡量其基因對下一代的貢獻程度)和族群動力學(Population dynamics，指的是

族群數量、年齡結構、分布等在時間上的變化過程與機制，例如出生率、死亡率、

遷入遷出等因素的交互作用)[85]。 

生態系統服務(Ecosystem services 指的是人類從自然生態系統中獲得的各

種利益，例如淨化空氣與水、調節氣候、提供食物與原料、以及文化與休閒價值)

評估為水下噪音管理提供了經濟學分析框架，使得環境保護的價值能夠用經濟術

語表達，促進政策制定者和利害關係人更好地理解噪音管理的重要性。 

海洋漁業是最直接受到噪音影響的生態系統服務，噪音干擾可能影響魚類

的繁殖、攝食、洄游行為，進而影響漁業產量和品質。挪威的研究顯示，地震勘

探活動可能導致區域漁業產量下降 10-50%，經濟損失達數百萬美元。類似的研

究在北海、東海、墨西哥灣等海域都發現了噪音對漁業的負面影響[86]。 

海洋旅遊業，特別是鯨豚觀賞業，也受到水下噪音的顯著影響。噪音污染可

能改變鯨豚的分布模式和行為，降低觀賞成功率和體驗品質。加拿大的研究估算，

如果能夠有效控制船舶噪音，聖勞倫斯灣的鯨魚觀賞業年收入可增加 20-30%。

澳洲的大堡礁海洋公園透過實施船舶噪音管制，保護了重要的海洋旅遊資源，每

年為當地經濟貢獻超過 60 億澳元[87]。 

海洋碳匯(ocean carbon sink 就是指海洋透過物理、化學與生物過程吸收與

儲存大氣中二氧化碳的能力)功能是另一個可能受到噪音影響的重要生態系統服

務。海洋生物在碳循環中發揮重要作用，特別是大型海洋動物透過垂直遷移將表

層的碳輸送到深海。噪音干擾可能改變這些動物的行為模式，進而影響海洋的碳

儲存能力。雖然這方面的研究尚處於初期階段，但已有模型研究顯示，大規模的

行為改變可能對海洋碳循環產生可測量的影響[88]。 

全球碳循環與氣候治理中常見的「碳」範疇主要還包括以下幾類：) 
類別 
名稱 英文名稱 主要來源／機制 性質 典型範例 

綠碳 Green Carbon 森林、草原、濕地光合作用 自然碳匯 雨林、草原、農地 
藍碳 Blue Carbon 海岸與海洋生態系吸收 自然碳匯 紅樹林、海草床、鹽沼 
棕碳 Brown Carbon 生質燃燒產生有機氣膠 暖化因子 木柴燃燒、森林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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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名稱 英文名稱 主要來源／機制 性質 典型範例 

黑碳 Black Carbon 燃料不完全燃燒產生微粒 暖化因子／污染源 柴油排放、煙霧 
灰碳 Grey Carbon 工業製程與建築隱含排放 排放源 水泥、鋼鐵、製造業 
白碳 White Carbon 工程碳捕捉與封存技術 人工碳匯 DAC、礦物封存 

生物多樣性保護是海洋健康的核心指標，也是多項國際公約和國家政策的

重要目標。《生物多樣性公約》要求各國保護海洋生物多樣性，特別是瀕危物種

和關鍵棲地。水下噪音被認為是威脅海洋生物多樣性的新興壓力因子，特別是對

聲音依賴性強的物種，如鯨豚、海豹、魚類等。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在其

瀕危物種紅色名錄評估中，已開始將噪音污染列為威脅因子之一[89]。 

棲地品質維護是生態系統健康的基礎要求。海洋保護區的設立和管理需要

考慮聲環境品質，確保保護區內的聲環境能夠支撐目標物種的正常生活活動。美

國國家海洋保護區系統制定了聲環境管理指南，要求各保護區評估和監測聲環境

狀況，制定相應的管理措施。歐盟的 Natura 2000 海洋保護區網絡也將噪音管理

納入管理計畫[90]。 

生態系統抗災能力（resilience）是現代保護生物學的核心概念，描述生態系

統面對干擾時的承受能力和恢復能力。氣候變化、海洋酸化、污染等多重壓力正

在降低海洋生態系統的抗災能力，水下噪音作為額外的壓力因子，可能進一步削

弱生態系統的適應能力。累積影響評估成為現代環境管理的重要工具，需要綜合

考慮各種人為壓力的相互作用和協同效應[91]。 

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是指透過保護、永續管

理與恢復自然或人為改變的生態系統，來有效應對社會挑戰，並同時增進人類福

祉與生物多樣性。為水下噪音管理提供了創新思路。例如，恢復海草床和珊瑚礁

可以改變海底地形和聲學特性，影響噪音的傳播和反射。建設人工魚礁時考慮聲

學設計，可以為魚類提供庇護所。這些方法將生態恢復與噪音管理相結合，實現

多重環境效益[92]。即評估場域中主要噪音（航運、施工、風機、水下工程設備

等）的頻率與入射方向，利用幾何、材料與布局讓噪音在魚礁內部被散射、衰減

與頻帶重塑，形成較低且穩定的聲場，既不過度安靜到影響魚類溝通，也能減少

壓力與干擾。以下從原理到做法、監測與風險管控，完整說明。 

一、聲學設計原理 

多數近岸魚類的敏感頻率約落在 50–1,000 Hz（鼓魚、鱸科等常在 100–500 

Hz 有溝通訊號），而船噪、開挖與槳葉噪音常集中在 10–500 Hz。設計上希望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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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頻帶提供「定向遮蔽＋頻帶衰減」。水下聲傳以折射、散射與吸收為主，固

體結構的聲阻抗與孔隙度、內腔幾何，會決定反射與耗散比例。具有多尺度空腔

與曲面通道的魚礁，可讓聲波在短路徑內多次反射、相位干涉與黏滯耗散，提升

目標頻帶的傳輸損失（Transmission Loss, TL）。 

二、結構與材料設計 

幾何上，採用「群落式—迷宮型」單元：外層以厚壁多面體或拱型殼體抵擋

低頻直達波；中層布置交錯肋梁與轉角折返，增加多次散射；核心區配置不同體

積比的空腔與頸部通道，形成類 Helmholtz 共鳴器(組)，分別對 100–300 Hz 與

300–800 Hz 產生寬頻衰減。外表面避免大面積光滑平板，改用粗糙紋理、肋狀與

孔洞群，提升瑞利散射與邊界層耗散。材料上可用高密度微孔混凝土、礦渣骨材

或天然岩塊組合，兼顧聲阻抗差與微孔吸收；少量嵌入高損耗彈性層（如橡膠再

生料）可抑制結構傳聲。孔隙率以 30–45%為常見生態棲孔目標，聲學上可再在

特定方向增加頸口狹窄的「消聲孔」以抑制特定頻帶。尺寸分佈建議採「多尺度

階層」：小孔（5–10 cm）供幼魚庇護兼高頻散射，中孔（15–30 cm）兼顧中頻，

較大腔體（>50 cm）與折返通道主控低頻耗散。 

三、定向與場域布局 

先做噪音羅盤（Noise Rose）：在場址以水聽器量測 24–72 小時，取得主要

噪音入射方向與頻譜。將魚礁外殼的「實體面」對準高能噪音方向（如主要航道），

「開孔面」朝向相對安靜且具洄游路徑或覓食區的一側。群落化布置時，以「前

哨屏障礁」（上游側、密實低孔隙）＋「核心棲地礁」（中區、多孔迷宮）＋「後

場緩衝礁」（下游側、混合孔徑）形成聲學梯度。群與群之間留足通水與迴游廊

道（≥2–3 倍單體尺度），避免形成大尺度聲學陷阱與流體停滯。水深選擇上，若

場域有明顯聲速剖面（熱躍層），可將核心區放在低背景噪音的水層；底質若是

軟泥，會吸收部分低頻，有利於屏蔽，但需防止沉陷影響幾何。 

四、頻帶調諧與簡易估算 

以目標抑制頻帶為中心，調整「腔體體積—頸部長度—開口截面」比值，讓

共鳴頻率落在干擾峰值上，但 Q 值不宜過高，避免過度窄頻。實務可在原型試件

水槽測試功率譜密度（PSD）與插入損失（IL）；現地可用簡化模型（如 PE 方程

/射線 BELLHOP）先估方位性 TL，再以實測校正。工程上以在核心區達到 5–10 

dB（100–500 Hz）的等效插入損失為務實目標，已能顯著降低壓力與遮蔽效應，

同時保留生物溝通可用頻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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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態與行為兼容 

聲學庇護(人工魚礁)不是「越安靜越好」。需核對標的魚種的聽覺靈敏度與

求偶/群聚「合唱」頻帶，避免把關鍵溝通信號也一併削弱。可透過在內部保留

「聲窗」（對準產卵場或覓食場的開口）維持溝通與定向線索；夜間合唱魚種區

域，避免將主抑制頻帶設定在其合唱主峰。另須檢核掠食者策略，避免形成「聲

學陷阱」（掠食魚利用低噪場伏擊）。多孔隙與視覺遮蔽共同設計可降低此風險。 

「人工魚礁聲學設計（Artificial Reef with Acoustic Refuge Design）」是一項

結合海洋工程、聲學、生態學與環境保育的新興跨域技術，其核心目標是在建造

人工魚礁的同時，透過聲學設計手段，為魚類創造可避開人為噪音干擾的「聲學

庇護所（acoustic refuge）」，達到「棲地保育」與「噪音調適」雙重功能。以下從

技術原理、設計重點、應用價值與國際趨勢四個面向說明： 

一、技術原理（Technical Principle） 

水下聲音傳遞與空氣不同，會受密度、溫度、鹽度與結構介質影響。人工魚

礁若能以聲學觀點設計，便能改變聲波在局部水域的傳播路徑與能量分佈。 

具體而言，此技術透過以下聲學原理來實現庇護效果： 

(一) 聲能散射（Scattering）：魚礁外表的粗糙紋理與多孔結構可使噪音波多

次反射與分散，降低直達聲能。 

(二) 聲波吸收（Absorption）：使用多孔混凝土、再生骨材或橡膠阻尼層，提

升能量耗散率。 

(三) 共鳴調諧（Resonant Tuning）：在礁體內設計不同尺寸的空腔與頸部通

道，形成**Helmholtz 共鳴器（Helmholtz resonator）**效應，有效削減

特定頻率（如 100–500 Hz）內的噪音。 

(四) 聲學梯度（Acoustic Gradient）：透過多層礁體佈局，使外層抵擋噪音、

中層擴散能量、內層形成穩定的低噪環境。 

這樣的結構能讓魚群在高噪音區域中找到相對安靜的聲場區域，不僅降低

壓力與逃避反應，也有助於繁殖、溝通及群聚行為的恢復。 

二、設計重點（Key Design Elements） 

(一) 頻帶目標化：根據目標魚種的聽覺敏感頻率（多集中在 50–1,000 Hz），

針對性設計共鳴與散射結構。 

(二) 多尺度孔隙結構：小孔（5–10 公分）可散射高頻噪音，中孔（15–30 公

分）可衰減中頻，大腔體（>50 公分）針對低頻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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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群落化布局：採「屏障礁—核心礁—緩衝礁」三級配置，外層防護、中

層過濾、內層安靜。 

(四) 材料組合：結合微孔混凝土、天然岩塊與彈性材料，達到結構強度與聲

能損耗兼顧。 

(五) 環境整合：需依水深、底質與主噪音方向（如航道或風機區）調整放置

方位。 

三、應用價值（Environmental & Engineering Value） 

(一) 降低水下噪音衝擊：可減少船舶、施工、風場或能源設施的低頻噪音傳

入，降低魚類壓力反應與覓食干擾。 

(二) 恢復生態多樣性：穩定的聲環境可促進魚群回流與產卵，形成可持續

的人工棲地。 

(三) 支援藍碳政策：健康的海草床與魚礁系統有助於碳固定，屬於 Blue 

Carbon Sink（藍碳匯）體系的一環。 

(四) 兼具環境教育與示範效益：可作為「海洋聲景保育」與「噪音減量工

程」的示範案例，推動自然解決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 

四、國際趨勢與技術發展（Global Trend & Innovation） 

(一) 歐盟與挪威：在近海風場周邊設置「多功能魚礁（multi-functional reefs）」

結合噪音屏障與漁業補償措施。 

(二) 日本與韓國：已試驗在港灣或海上平台下方設置「聲學屏障式魚礁

（Acoustic Shield Reefs）」以減輕打樁噪音。 

(三) 澳洲 CSIRO 與荷蘭 Deltares：發展結合 AI 聲景監測與 3D 列印混凝土

模組的「智慧魚礁（Smart Reefs）」，可依環境噪音動態自調頻。 

生態系統服務付費（Paym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s, PES）機制為水下噪音

管理提供了經濟激勵手段。透過量化噪音減少的生態效益，建立相應的補償或獎

勵機制，激勵航運企業、工程公司等採用低噪音技術和操作方式。一些國家開始

探索「藍色碳信用」機制，將海洋生態保護行動與碳市場相結合[93]。 

7.3.2 海洋經濟永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rine Economy 

海洋經濟永續發展是現代海洋治理的核心目標，要求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

時，確保海洋環境的長期健康和生態系統服務的持續提供。全球海洋經濟規模龐

大且持續增長，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估計，2030 年海洋經濟總

產值將達到 3 兆美元，僱用約 4000 萬人。這種快速增長帶來了巨大的環境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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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水下噪音污染的急劇增加。因此，如何在發展海洋經濟的同時有效管控水下

噪音，成為實現海洋永續發展的關鍵挑戰[94]。 

藍色經濟（Blue Economy）概念為海洋經濟的永續發展提供了新的理念框

架，強調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協調統一。世界銀行將藍色經濟定義為「永續利

用海洋資源促進經濟增長、改善生計和就業，同時維護海洋生態系統健康」。在

這個框架下，水下噪音管理不再被視為經濟發展的限制因素，而是促進產業升級

和技術創新的驅動力。低噪音技術的開發和應用創造了新的市場機會，推動了綠

色海洋技術產業的發展[95]。 

航運業是全球貿易的重要支撐，同時也是水下噪音的主要來源。國際海事

組織估計，商船貢獻了海洋環境噪音的 80%以上。航運業的永續發展需要在保持

運輸效率和經濟競爭力的前提下，大幅減少環境影響包括噪音排放。這促進了綠

色航運技術的創新發展，如低噪音推進系統、智能航線最佳化、生態友善船舶設

計等。一些航運公司已開始採用「安靜航行」策略，透過降低航行速度、最佳化

航線等方式減少噪音影響，同時也降低了燃料消耗和碳排放[96]。 

離岸可再生能源產業是海洋經濟的重要增長點，但其建設和營運過程會產

生顯著的水下噪音。全球離岸風電裝機容量快速增長，預計到 2030 年將達到 177 

GW。風機安裝過程中的打樁作業產生高強度脈衝噪音，對海洋哺乳動物造成較

大影響。產業界與科學界合作開發了多種噪音減緩技術，如氣泡幕系統、隔音套

筒、振動打樁等，有效降低了施工噪音。一些國家制定了離岸風電噪音管理標準，

要求開發商採用最佳可行技術控制噪音影響[97]。 

海洋養殖業是全球食品安全的重要保障，但其發展也面臨水下噪音的挑戰。

養殖設備的運轉、投餵系統的操作、以及運輸船隻的活動都會產生噪音。研究顯

示，噪音可能影響養殖魚類的攝食、生長、繁殖等行為，進而影響養殖效益。永

續養殖技術的發展需要考慮聲環境的影響，開發低噪音養殖設備和管理方式。挪

威等海洋養殖先進國家已開始將噪音控制納入養殖場的環境管理計畫[98]。 

海洋旅遊業的永續發展需要保護海洋環境的原始性和生物多樣性，這與噪

音管理的目標高度一致。過度的船舶交通和水上活動會產生噪音污染，影響海洋

生物行為和遊客體驗品質。永續海洋旅遊強調小團體、低衝擊的旅遊方式，採用

電動船隻、最佳化參觀路線、限制船隻數量等措施減少噪音影響。一些海洋旅遊

目的地建立了「安靜區域」，在特定時段或區域限制機動船隻活動[99]。 

港口和物流業的永續發展需要平衡運輸效率和環境保護的需求。現代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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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智能化管理系統最佳化船舶進出港調度，減少錨泊等待時間，從而降低累積

噪音水準。一些港口投資建設岸電設施，減少船舶在港期間柴油機的使用。綠色

港口認證體系將噪音管理納入評估指標，激勵港口採用環境友善技術和管理方式

[100]。 

海洋礦業是新興的海洋經濟領域，但其環境影響引起廣泛關注。深海採礦

作業會產生強烈的機械噪音，可能對深海生態系統造成影響。國際海底管理局正

在制定深海採礦環境法規，要求採礦公司評估和管控噪音影響。一些國家暫停或

限制深海採礦許可，直到環境影響得到充分評估和有效控制[101]。 

循環經濟原理在海洋經濟中的應用為噪音管理提供了新思路。船舶拆解和

回收、海洋廢棄物資源化利用、漁業副產品綜合利用等循環經濟模式，不僅減少

了資源消耗和廢棄物排放，也降低了相關活動的環境噪音。一些企業開始採用「從

搖籃到搖籃」的設計理念，在產品設計階段就考慮全生命週期的環境影響包括噪

音影響[102]。 

綠色金融為海洋經濟的永續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藍色債券、綠色貸款、環

境社會責任投資等金融工具將環境績效與融資條件掛勾，激勵企業採用環境友善

技術包括噪音控制技術。一些國際金融機構制定了海洋項目的環境標準，將噪音

管理列為必要條件[103]。 

項目 主要內容 永續挑戰 噪音管理與對策 政策與技術發展
方向 

總體目標 

促進海洋經濟增長，同
時維護海洋生態健康與
生態系統服務。2030 年
全球海洋經濟產值預估
達 3 兆美元，僱用
4,000 萬人。 

經濟成長造成
水下噪音、棲
地破壞與生物
壓力增加。 

建立水下噪音監
測、環境影響評
估及行業分級管
制制度。 

制定「海洋噪音
永續治理策略」
及跨部門協調平
台。 

藍色經濟 

強調經濟、社會、環境
三重平衡，推動自然為
本（NbS）與綠色科
技。 

部分產業仍以
高耗能、高干
擾方式運作。 

將噪音管理納入
藍色經濟標準與
綠色投融資條
件。 

建立藍色經濟評
估指標（含噪音
強度、生態回復
力）。 

航運業 

全球貿易核心產業，噪
音占海洋環境噪音 80%
以上。 

船舶引擎與螺
槳噪音干擾鯨
豚與魚群。 

發展低噪音推進
系統、智慧航
線、安靜航行策
略。 

制定「安靜船舶
設計指南」與綠
色航運認證。 

離岸可再
生能源 

離岸風電裝機量 2030
年達 177 GW。 

打樁施工噪音
對海洋哺乳動
物造成壓力。 

使用氣泡幕、隔
音套筒、振動打
樁技術降低施工
噪音。 

制定風場噪音監
測標準，要求採
用最佳可行技術
（BAT）。 

海洋養殖
業 

全球食品安全重要來
源。 

養殖設備運作
與運輸噪音影
響魚類行為與
生長。 

開發低噪音設備
與聲環境監控，
規劃安靜養殖
區。 

將聲學管理納入
養殖環評與永續
認證制度。 

海洋旅遊
業 

高度依賴自然聲景與生
態完整性。 

過度交通與水
上活動造成噪

採電動船、限制
航線、設「安靜

推動「低噪音旅
遊指引」及聲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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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主要內容 永續挑戰 噪音管理與對策 政策與技術發展
方向 

音干擾。 區域」減少干
擾。 

保護區制度。 

港口與物
流業 

港口是海運樞紐與能源
節點。 

船舶待港、柴
油引擎與裝卸
設備噪音累
積。 

採智慧調度系
統、岸電供應、
低噪設備。 

將噪音納入綠色
港口評鑑與智慧
港口規範。 

海洋礦業 
深海礦產開發潛力大。 採礦噪音影響

深海生物與底
棲棲地。 

建立噪音影響預
測模型與區域禁
採制度。 

國際海底管理局
推動深海噪音環
評與監管機制。 

循環經濟 

推動廢棄物回收與再利
用（船舶拆解、漁業副
產品等）。 

資源再生流程
仍存在能源消
耗與機械運作
噪音。 

採低噪製程與閉
環管理，減少能
源與運轉時數。 

將噪音排放納入
生命週期評估
（LCA）與產品
設計階段。 

綠色金融 
以藍色債券、綠色貸款
與 ESG 投資支持海洋
保育。 

金融審查對噪
音環境要求不
足。 

將噪音管理納入
海洋專案投融資
條件。 

建立「海洋聲學
績效」評分標準
作為融資依據。 

整體政策
建議 

建立跨部門「海洋噪音
與永續經濟治理平
台」。推動低噪科技、
人工魚礁聲學庇護技術
與智慧監測系統。 

缺乏制度化監
測與財務誘
因。 

將聲學永續納入
環境教育與藍色
經濟政策核心。 

強化「淨零轉型 
× 聲學永續」政
策整合，落實
SDG 14 目標。 

7.3.3 社會公正與環境正義 Social Equity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社會公正與環境正義是水下噪音治理不可忽視的重要角度，關注不同社會

群體在環境利益和環境風險分配中的公平性問題。水下噪音的影響往往具有空間

不均等性，沿海社區、原住民族群、以及依賴海洋資源維生的傳統群體可能承受

更多的噪音影響，而從海洋經濟發展中獲益的群體則相對較少受到影響。這種不

均等分配引發了環境正義的關切，要求在制定和實施水下噪音政策時，必須考慮

社會公正和分配正義的原則[104]。 

沿海社區往往是水下噪音影響的主要承受者，特別是那些依賴傳統漁業和

海洋採集維生的社區。噪音污染可能影響當地魚類資源，降低漁業產量，進而影

響社區的經濟收入和食品安全。一些研究發現，噪音對小型漁業的影響可能比對

大型商業漁業更大，因為小型漁業通常在近岸區域作業，更容易受到船舶交通和

工程活動的影響。這種影響的不均等分配可能加劇社會不平等，需要透過政策干

預來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105]。 

原住民族群的權利保護是環境正義的重要內容。許多原住民社區與海洋環

境有著深厚的文化和精神聯繫，海洋不僅是他們的生活資源來源，也是文化認同

和傳統知識的重要載體。水下噪音可能影響海洋生物的行為和分布，進而影響原

住民的傳統捕獵、採集、以及文化實踐活動。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要求在影響

原住民傳統領域的開發活動中，必須獲得原住民的自由、事先、知情同意（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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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or, and Informed Consent, FPIC）[106]。 

參與權是環境正義的核心要素，要求受影響的社區和群體能夠平等參與環

境決策過程。水下噪音管理的決策往往涉及複雜的技術和科學問題，普通公眾可

能缺乏必要的專業知識來有效參與。因此，需要建立適當的參與機制，包括資訊

公開、公眾諮詢、社區協商、以及技術支援等，確保所有利害關係人都能夠有意

義地參與決策過程[107]。 

資訊獲取權是參與權的基礎，要求政府和企業向公眾提供及時、準確、易於

理解的環境資訊。水下噪音的監測資料、影響評估報告、管理措施等資訊都應當

向公眾開放。一些國家制定了環境資訊公開法，要求政府部門和相關企業定期公

布環境監測資料。然而，資訊的技術性和複雜性可能限制公眾的理解和利用，需

要透過科學普及、資訊可視化等方式提高資訊的可及性[108]。 

救濟權保障受到環境損害的個人和社區能夠獲得適當的補償和救濟。水下

噪音的影響往往是長期的、累積的，難以建立直接的因果關係，這給損害認定和

責任追究帶來挑戰。一些國家建立了環境損害補償基金，為受到環境損害的社區

提供經濟補償。集體訴訟機制允許受影響的群體聯合提起訴訟，提高了維權的可

行性和效果[109]。 

跨代公正是永續發展的核心理念，要求當代的發展不能損害未來世代的環

境權益。水下噪音對海洋生態系統的長期影響可能延續數十年甚至更久，影響未

來世代享受健康海洋環境的權利。因此，水下噪音管理需要採用預防原則和長期

視角，即使在科學不確定性存在的情況下，也要採取預防措施保護海洋環境[110]。 

性別視角在環境正義中日益受到關注。在許多社會中，女性在海洋資源利

用和環境保護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她們的聲音和需求往往被忽視。一些研究發現，

水下噪音對漁業的影響可能對依賴海洋採集維生的女性造成更大的經濟衝擊。因

此，水下噪音管理政策需要考慮性別差異，確保女性的需求和關切得到適當關注

[111]。 

國際環境正義關注全球層面的環境不平等問題。發達國家的海洋經濟活動

可能對發展中國家的海洋環境造成跨境影響，而發展中國家往往缺乏足夠的技術

和資源來應對這些影響。國際合作和援助機制對於實現全球環境正義具有重要意

義。一些國際組織和發達國家提供技術援助和資金支援，幫助發展中國家建設水

下噪音監測和管理能力[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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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政策建議與推動策略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政策建議與推動策略構成了將科學認知轉化為有效治理行動的關鍵橋樑，

需要綜合考慮技術可行性、經濟合理性、社會接受度、以及政治可實施性等多重

因素。基於當前水下噪音治理的發展現狀和未來趨勢，本節提出了系統性的政策

建議和具體的推動策略，旨在為各國政府、國際組織、產業界、以及其他利害關

係人提供實務指導[113]。 

法律法規框架的完善是水下噪音治理的基礎保障。當前大多數國家缺乏專

門的水下噪音法律法規，相關規定散見於海洋環境保護法、海域使用管理法、環

境影響評估法等不同法律中，存在覆蓋不全、標準不一、執行不力等問題。建議

各國參照歐盟海洋策略框架指令的經驗，制定專門的水下噪音法律法規，建立統

一的管理框架和技術標準。法律法規應當涵蓋噪音監測、影響評估、許可、執法

監管、損害賠償等各個環節，形成完整的法律制度體系[114]。 

7.4.1 法律法規完善建議 Legal and Regulatory Improvement Recommendations 

法律法規完善建議需要從國際法、國內法、以及執法機制三個層面系統推

進，建立覆蓋全面、銜接有序、執行有力的水下噪音法律制度體系。當前全球水

下噪音治理面臨法律空白多、標準不統一、執行機制薄弱等問題，需要透過法律

創新和制度完善來提供堅實的法治保障[115]。 

國際法層面的完善是全球水下噪音治理的根本需求。現有的國際海洋法框

架雖然確立了各國保護海洋環境的一般義務，但缺乏針對水下噪音的具體規定。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194 條(Article 194 – Measures to prevent, reduce and 

control pollu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要求各國採取必要措施防止、減少和控

制海洋環境污染，各締約國應單獨或共同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防止、減少及控

制來自任何來源的海洋污染。這些措施必須符合公約規定，並依各國能力採用「最

佳可行手段」（best practicable means），同時努力協調各自政策，以維護全球海洋

環境。但對於噪音是否構成「污染」以及應當採取何種措施並無明確規定。建議

透過修訂現有公約或制定新的議定書，明確將水下噪音納入海洋污染的範疇，建

立國際統一的噪音管理標準和合作機制[116]。 

國際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在船舶噪音管理

方面具有主導地位，IMO 是全球航運與海洋環境管理的核心國際機構，負責推

動「安全、潔淨與永續的航運」。但現有的指導方針缺乏法律約束力，實施效果



7 - 33 
 

有限。建議將 IMO 的《減少商船水下噪音指導方針》(Guidelines for the Reduction 

of Underwater Noise from Commercial Shipping to Address Adverse Impacts on 

Marine Life)升級為強制性規則，納入 MARPOL 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s)附件(包括 Annex I 防止油類污染規則 

Regulations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by Oil、Annex II 防止有害液體散裝污

染規則 Regulations for the Control of Pollution by Noxious Liquid Substances in Bulk、

Annex III 防止有害物質包裝運送污染規則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by Harmful 

Substances Carried by Sea in Packaged Form、Annex IV 防止船舶污水污染規則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by Sewage from Ships、Annex V 防止船舶垃圾污染規則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by Garbage from Ships、Annex VI 防止船舶空氣污染規則 

Prevention of Air Pollution from Ships)或制定新的國際公約。強制性規則應當包括

船舶噪音測量標準、新建船舶噪音限值、現有船舶改造要求、港口國監督檢查等

內容，建立從設計建造到營運維護的全生命週期管理制度[117]。 

區域海洋法律框架為特定海域的水下噪音治理提供了更具針對性的法律基

礎。歐洲議會與理事會第 2008/56/EC 號指令──建立海洋環境政策共同行動框架

（歐盟海洋策略框架指令）（MSFD ，Marine Strategy Framework Directive）是目

前最為完善的區域性水下噪音法律框架，為其他區域提供了重要借鑑，該指令於

2008 年 6 月 17 日正式通過，是歐盟海洋環境治理的核心法規，旨在確保歐盟各

成員國在 2020 年以前達成「良好海洋環境狀態（Good Environmental Status, 

GES）」，並建立一套整合性的海洋環境監測與管理機制。建議其他區域組織如東

南亞國家聯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非洲聯盟、美洲

國家組織等參考 MSFD 經驗，制定區域性的海洋環境保護指令或公約，將水下

噪音管理納入區域合作框架[118]。 

立法是水下噪音治理的直接法律依據，需要根據各國的具體情況制定相應

的法律法規。建議各國採用「框架法+實施細則」的立法模式，在國家層面制定

水下噪音防治法或海洋噪音管理條例，建立基本的法律框架和管理原則，然後由

政府部門制定具體的實施細則和技術標準。法律框架應當明確管理體制、職責分

工、許可制度、監測要求、執法程序、法律責任等核心要素[119]。 

環境影響評估制度的完善是水下噪音事前預防的重要保障。建議將水下噪

音影響評估納入海洋工程、港口建設、航道疏浚等涉海項目的環評要求，建立專

門的水下噪音評估技術指南和審查標準。評估內容應當包括噪音源識別、傳播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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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生物影響預測、累積影響評估、防制措施設計等，確保環評結果的科學性和

可靠性[120]。 

許可制度是水下噪音事中監管的核心機制。建議建立涵蓋高噪音海洋活動

的許可制度，包括海上爆破、地震勘探、大型工程施工、軍事演習等。許可條件

應當包括噪音限值、監測要求、防制措施、應急預案等，並根據海域環境敏感性

和保護目標確定差別化的許可標準。對於敏感海域和保護區，應當實施更加嚴格

的許可條件或禁止特定活動[121]。 

監測監督制度是水下噪音事中事後監管的重要手段。建議建立國家海洋噪

音監測網絡，在重要海域設置固定監測站點，對海洋聲環境進行長期連續監測。

監測資料應當向社會公開，接受公眾監督。同時，要求重大噪音源單位建立自主

監測制度，定期報告監測結果和環境影響情況[122]。 

執法機制是法律法規有效實施的關鍵保障。建議建立專門的海洋環境執法

隊伍，配備先進的監測設備和執法裝備，提升執法能力和水準。建立跨部門執法

協調機制，整合海事、漁業、環保、軍方等部門的執法資源，避免執法空白和重

複執法。完善執法程序和標準，確保執法行為的規範性和有效性[123]。 

法律責任制度是懲戒違法行為的重要手段。建議建立完整的法律責任體系，

包括行政責任、民事責任、刑事責任。對於違法排放噪音的行為，應當根據情節

嚴重程度給予警告、罰款、停產整治、吊銷許可證等行政處罰。對於造成生態損

害的，應當承擔生態修復責任和經濟賠償責任。對於情節特別嚴重的，應當追究

刑事責任[124]。 

國際司法和爭端解決機制為跨國水下噪音糾紛提供救濟途徑。國際海洋法

法庭、國際法院等司法機構在處理海洋環境爭端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建議完善

相關程序規則，為水下噪音糾紛的解決提供明確的法律程序。同時，鼓勵透過調

解、仲裁等替代性爭端解決機制處理相關糾紛[125]。 

法律適用和執行的國際合作機制需要進一步加強。建議建立水下噪音執法

的國際合作網絡，包括資訊共享、技術援助、聯合執法、人員培訓等。對於跨國

界的噪音污染事件，應當建立快速響應和協調處理機制。加強國際司法協助，支

援跨國追責和損害賠償[126]。 

7.4.2 技術創新激勵機制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centive Mechanisms 

技術創新激勵機制是推動水下噪音治理技術進步的重要政策工具，透過建

立有效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引導企業、研究機構、以及個人投入水下噪音減緓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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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的研發和應用。當前水下噪音治理技術發展面臨研發投入不足、市場驅動力弱、

技術轉化率低等問題，需要透過政策創新建立多層次、多形式的激勵機制[127]。 

財政激勵政策是政府推動技術創新的直接手段，包括研發補貼、稅收優惠、

政府採購、創新獎勵等多種形式。建議政府設立專門的水下噪音技術創新基金，

支援基礎研究、應用研究、以及產業化開發。對於從事水下噪音減緩技術研發的

企業和機構，給予研發費用加計扣除、高新技術企業所得稅減免等稅收優惠。透

過政府採購政策，優先採購具有先進噪音控制技術的產品和服務，為新技術創造

市場需求[128]。 

智慧財產權保護是激勵技術創新的基礎制度。建議完善水下噪音技術相關

的專利保護制度，包括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外觀設計專利等。對於具有重

大創新價值的核心技術，給予更長的保護期限和更強的保護力度。建立專利快速

審查通道，縮短專利申請週期。完善專利轉讓和許可機制，促進技術成果的轉化

和應用[129]。 

技術標準和認證制度為技術創新提供市場准入和競爭優勢。建議建立水下

噪音減緩技術的標準體系，包括產品技術標準、測試方法標準、評估指標標準等。

對於符合標準要求的產品和技術，給予認證標誌和市場推廣支援。透過標準引領，

推動技術水準不斷提升。同時，積極參與國際標準制定，提升國內技術的國際競

爭力[130]。 

產業孵化和加速機制為技術創新企業提供成長支援。建議建設專業化的海

洋技術孵化器和科技園區，為初創企業提供場地、設備、資金、人才、市場等全

方位支援。建立天使投資、創業投資、產業投資基金等多層次投融資體系，解決

技術創新企業的資金需求。組織技術對接會、投融資路演等活動，促進技術、資

金、市場的有效對接[131]。 

人才培養和引進政策為技術創新提供智力支撐。建議加強水下聲學、海洋

工程、環境科學等相關學科建設，培養專業技術人才。設立人才專項計畫，引進

國際高端人才和團隊。完善人才評估和激勵制度，讓科技人員在技術創新中獲得

合理回報。支援企業與高校聯合培養研究生，建立產學研一體化的人才培養模式

[132]。 

國際合作與交流機制促進技術創新的全球化發展。建議建立水下噪音技術

創新的國際合作平台，包括聯合研究中心、技術轉移機構、國際標準組織等。支

援國內企業和機構參與國際合作項目，學習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鼓勵外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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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設立研發中心，引進先進技術和創新理念。透過國際合作，實現技術創新

的互利共贏[133]。 

市場化激勵機制透過市場力量推動技術創新和應用。建議建立水下噪音減

排交易市場，允許企業透過減少噪音排放獲得交易額度，透過市場交易實現成本

最小化的總體減排目標。建立綠色金融激勵機制，對採用先進噪音控制技術的企

業給予優惠貸款利率和融資條件。完善環境責任保險制度，透過保險費率差別化

激勵企業採用先進技術[134]。 

開放創新和眾包模式為技術創新提供新的組織方式。建議建立水下噪音技

術創新挑戰賽和眾包平台，向全社會徵集創新解決方案。支援開源技術社區的發

展，促進技術知識的開放共享。建立創新聯盟和技術聯盟，整合產業鏈上下游的

創新資源。透過開放創新，激發全社會的創新活力[135]。 

7.4.3 國際合作推進策略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vancement Strategies 

國際合作推進策略是應對水下噪音這一全球性挑戰的必然選擇，需要透過

多層次、多形式的國際合作機制，建立全球水下噪音治理的協調框架和行動網絡。

海洋的連通性決定了水下噪音問題具有明顯的跨國界特徵，任何單一國家的努力

都難以實現有效治理，必須透過國際合作形成合力[136]。 

聯合國框架下的全球治理機制是國際合作的重要平台。建議充分利用聯合

國海洋科學促進永續發展十年（2021-2030）的機會，將水下噪音治理納入全球海

洋行動議程。推動聯合國大會通過關於水下噪音管理的決議，建立政治共識和行

動框架。支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制定全球水下噪音評估報告，提升國際社會對這

一問題的認知和重視[137]。 

區域海洋組織的合作機制為特定海域提供更具針對性的治理平台。建議推

動各區域海洋組織將水下噪音管理納入區域海洋環境保護策略。支援制定區域性

的水下噪音管理行動計畫，包括統一的監測標準、資料共享機制、聯合執法程序

等。促進不同區域組織之間的經驗交流和最佳實務分享[138]。 

雙邊合作機制為鄰國之間提供直接的協調平台。建議在現有的海洋合作協

定中增加水下噪音管理的內容，或者簽署專門的水下噪音合作協定。雙邊合作應

當重點關注跨境海域的噪音監測、聯合科學研究、技術標準協調、執法資訊共享

等方面。對於共享海洋資源的國家，應當建立聯合管理機制，統籌考慮各方的利

益和關切[139]。 

科技合作與知識共享是國際合作的重要內容。建議建立全球水下噪音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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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網絡，整合各國的科研資源和專業知識。支援國際聯合研究項目，特別是跨

國界海域的噪音監測和影響評估研究。建立國際水下噪音資料庫和資訊共享平台，

促進科學資料和研究成果的開放共享。組織國際學術會議和專業培訓，促進技術

交流和能力建設[140]。 

標準化合作推動技術規範的國際統一。建議加強在國際標準化組織（ISO）、

國際電工委員會（IEC）等框架下的合作，制定水下噪音測量、評估、控制的國

際標準。推動各國採用統一的技術標準和方法，提高資料的可比性和管理的協調

性。支援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標準制定，確保標準的全球適用性和公平性[141]。 

能力建設合作幫助發展中國家提升治理能力。建議發達國家透過技術援助、

資金支援、人員培訓等方式，幫助發展中國家建設水下噪音監測和管理能力。國

際組織應當設立專門的能力建設計畫，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指導和財政支援。

南南合作機制也應當在水下噪音治理領域發揮更大作用，促進發展中國家之間的

經驗分享和互助合作[142]。 

產業界國際合作推動技術創新和標準實施。建議建立國際海洋產業聯盟，

整合船舶製造、海洋工程、監測設備等相關產業的國際合作。支援跨國企業聯合

研發低噪音技術，分享研發成本和市場風險。建立國際技術轉移機制，促進先進

技術在全球範圍內的推廣應用。鼓勵企業採用國際最佳實務，提升全球海洋產業

的環境績效[143]。 

財政機制創新為國際合作提供資金保障。建議建立全球水下噪音治理基金，

透過國際捐助、碳稅收入、海洋使用費等多種途徑籌集資金。建立績效導向的資

金分配機制，根據各國的治理成效和合作貢獻確定資金分配。支援多邊開發銀行

設立專門的藍色債券和綠色貸款產品，為水下噪音治理項目提供優惠融資[144]。 

監督評估機制確保國際合作的有效性。建議建立國際水下噪音治理績效評

估體系，定期評估各國的政策實施情況和治理成效。建立同行評議機制，透過相

互評估促進政策改進和經驗學習。建立公眾監督平台，讓民間組織和公眾參與國

際治理的監督和評估。透過透明的監督評估，提升國際合作的公信力和有效性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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